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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分析非忠誠行為是否會對團體認同造成影響，研究二進行一

系列的 t檢定，以測量在情境顯示之前與顯示之後，團員在團體認同的程度

上，是否存在著任何差異。結果顯示，在四個情境裡，「低關鍵性團員展現

忠誠行為」的前後差異量未達顯著（t (14)=−1.68, n.s.）；「高關鍵性團員展

現忠誠行為」的前後差異量有顯著（t (14)=−3.11, p < .01）；「低關鍵性團員

展現非忠誠行為」的前後差異量未達顯著（t (14)= .73, n.s.）；「高關鍵性團員

展現非忠誠行為」的前後差異量未達顯著（t (14)=1.45, n.s.）。將這些數據綜

合起來看，高關鍵性團員展現忠誠行為時，團員對團體認同的程度有顯著提

升（M-diff=1.67, p < .01）；然而，高關鍵性團員若展現非忠誠行為時，團員對

團體認同的程度雖然有下降，但是其幅度未達顯著（M-diff=−0.68, n.s）。因

此，這些統計數據說明了假設四成立。

懲罰傾向：為了檢驗團員對非忠誠行為的懲罰傾向，研究者針對「高關

鍵性團員展現非忠誠行為」與「低關鍵性團員展現非忠誠行為」兩種情境作

比較分析。結果顯示，在「低關鍵性團員展現非忠誠行為」情境裡，懲罰傾

向存在，平均值相對較低（M=15.71, SD =21.67），「高關鍵性團員展現非忠

誠行為」情境裡，懲罰傾向存在，但平均值相對較高（M=51.67, SD =87.13），

兩者之間為顯著差異（t (55)=3.00, p < .01）。綜合這些數據來看，當非忠誠

行為出現時，團員即使犧牲自己的利益（請參考「變項的測量之懲罰傾向」

一節），也要懲罰那些對團體不忠誠的人；還有，若是不忠誠的人是屬於高

關鍵性族群，團員想懲罰他（她）的傾向，會比他（她）屬於低關鍵性族群

來的更強（M-diff=35.96, p < .01）。因此，由這些發現來看，假設五成立。

綜合研究二的所有統計數據來看，高關鍵性團員展現忠誠行為時，會激

起較正向的情緒，其人格特質的評分是最正面的；但是，若展現非忠誠行為

時，則會激起較負向的情緒，其人格特質的評分是最負面的。其次，高關鍵

性團員展現忠誠行為時，會提昇團體認同的程度；但是，若展現非忠誠行為

時，並不會降低團體認同的程度。最後，團員即使犧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懲

罰那些對團體不忠誠的人（特別是那些高關鍵性的不忠誠者）。因此，由這

些發現來看，假設三、四與五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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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發現的應用價值

本研究說明了非忠誠行為的確與團體效能有關聯。但是，非忠誠行為並

不是解釋團體動能與團體表現變差的唯一因素，非忠誠團員本身對團體的關

鍵性也必須予以考量。換句話說，組織管理者與團體領導者，可能需要進一

步地制定「旋轉門條款」，以確保關鍵成員（例：位居要職、擁有重要資源

的成員），其行為能夠受到有效的約束，甚至是管理與監督。例如：中華民

國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之 1就規定：「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

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

業務之股東或顧問」。此目的就是要防止公務人員利用其服務公職之機會，

累積日後轉業之資產，以便日後任職營利事業時，循原任公職時之管道或機

會，牟取不當利益或取得其他競爭者所無法享有之便利。

本研究也發現，團員展現忠誠行為時會收到較正面的評價，展現非忠誠

行為時則收到較負面的評價；若是關鍵性團員展現非忠誠行為時（關鍵性是

以團員對團體的重要性而定），則會收到最負面的評價。而且，在展現非忠

誠行為時，關鍵性團員會比非關鍵性團員，激起更多的反感情緒。針對這一

個部分，組織領導者與團體管理者，必須對受到影響的部門與員工，依照不

同的影響程度，給予不同種類或形式的協助與輔導。透過適當的心靈建設，

降低原有團體裡的不安全感與不信任感。透過軟硬體兼顧的應變措施，團體

重建的腳步才能加速前進。若環境允許的話，適時地安排可以測量團體動能

變化的預測指標，當一偵測到團體動能下降的時候，管理階層便可以有足夠

的時間來處置造成下降的原因。

從研究二的發現來看，非忠誠行為會激發懲罰傾向。在本質上，懲罰是

一種極度負面的態度與行為，施罰者與受罰者之間可能會出現不良的互動模

式，或是撕裂彼此的信任與合作。在現實的團體裡（以工作場所為例），工

作本身可以視之為是一種有形的工作契約，而工作者與工作者之間的相處模

式，則可視之為是一種無形的心靈契約。換個角度來看，如果工作者之間無

法相互信賴，也無法合作，其團體的整體效能相信是每況愈下的。相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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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以反共為基礎，追求相互的合作與友好關係，

彼此稱呼兩國關係為「兄弟之邦」、「堅強盟友」，不斷對內外宣傳兩國的反共

同盟關係。然而，兩國的反共同盟關係並沒有如表面般順利進行，實際上兩國

不僅沒有簽訂軍事同盟，連象徵友好關係的「中韓友好條約」也遲至 1964年
才簽訂。中華民國曾數次提出簽訂友好條約的要求，都遭韓國政府拒絕。韓國

拒絕的最重要原因在於「韓國華僑問題」。換言之，「韓國華僑問題」是「中韓

友好條約」的最大障礙因素。因此本文將探討韓國華僑問題對「中韓友好條約」

簽訂過程所產生的影響，並分析韓國政府何以如此重視「韓國華僑問題」與「中

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雙方利益衝突。透過「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

我們可以了解表面看來毫無衝突的兩者間，其實隱含著各自利益之衝突，可以

顯現出東亞反共同盟隱藏的多元且複雜的面貌。

關鍵字：中韓友好條約、韓國華僑、中韓外交、台韓外交、反共外交、

華僑經濟、韓僑、僑民、反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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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居住方面而言，「在台灣的韓國僑民有 400人左右，而在韓國的華僑則有

一萬數千人；再加上開放對中國人的出入境與再入國，韓國的商業利益有可

能被華僑壟斷。因此目前有必要繼續維持抑制中國人入境的措施」。5韓國

外交部甚至擔心，若簽訂該條約，則必須給予韓國華僑國民或最惠國待遇。6

因此，韓國外交部長在接見駐韓大使館員時，說明：「韓國正處於戰爭

之中，以戰時安全考量下，對『華人入境採取閉門政策，而僑商離境後即不

准返韓』，因此訂立該條約較為困難」。7

據此，中華民國外交部判斷目前與韓國訂立「中韓通商航海條約」有所

困難，決定先從友好條約著手，特令駐韓大使館探明韓方的態度。8可是韓

國對友好條約的態度，也表示反對。例如李承晚與外交部均表示：

中韓關係已極友好，殊無形式上再行訂約之必要，惟如我方 [中華

民國] 必欲訂約，自亦可從長計議。9

韓國外交部進一步說明：基於安全考量，不希望在友好條約之中，加入兩國

人民出入境問題等條款。面對韓國這種冷淡的反應，中華民國外交部也採取

「雖望其有成，但亦不必過於積極」之態度，因此並無達成協議。10

二、韓國政府的拒絕原因與對韓國華僑的基本立場

中華民國提出「中韓友好條約」的時間為 1952年，當時李承晚政府正

面臨著國內外的難題。在國內，1952年 1月，李承晚提出「大統領直選修

5   〈大韓民國과 中華民國의 友好條約案 說明〉（外務部，1952–1965a: 26）。
6   〈大韓民國과 中華民國의 友好條約案 說明〉（外務部，1952–1965a: 34）。
7   〈駐韓大使館致外交部四十一年元月廿一日第二四號代電抄件〉（外交部，1964–1966a）。
8   〈外交部致駐韓大使館四十一年貳月十七日外四一東二字第○一一六三號代電抄件〉（外交
部，1964–1966a）；〈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
1964–1966a）。

9   〈案由：駐韓大使館吳參事函稱韓國李承晚自再度當選總統後，躊躇滿志，且以我對韓國
此次政潮始終抱不介入態度，對我感情甚佳，似可趁機促使韓政府與我早日訂立友好條

約〉（外交部，1964–1966a）。
10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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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glanski 與 Higgins（2003）則指出，當心靈契約獲得滿足時，個人就比

較願意為工作付出，比較願意信任同事，與同事合作，產生較多公民行為，

盡忠職守（工作契約的具體實現），工作產值因而相對地提昇。本文建議組

織管理者與團體領導者，嘗試創造有利於提升心靈契約滿意度的策略，這對

於提昇團體凝聚力、團體效能、團體動能來說都是有幫助的。平心而論，懲

罰的效果或許是立竿見影，但是其後果可能是比較難以控制的，對團體的長

遠利益來看，福禍難料。

在實驗室研究之外，在科學競賽、商業活動、政治選舉、前線戰事、甚

至是宗教信仰裡，非忠誠的行為也不難看到。有鑑於此，本文建議組織管理

者與團體領導者，可嘗試運用三個策略來預防背叛行為的醞釀或是出現。首

先，組織應該避免過度依賴某個特定的成員。比如說，策略性地調整執行長

或總經理的任期，以避免組織過度依賴他們的技巧與知識；其次，在權力結

構或是資源分配的調度上，應該要有合宜的控管規則，最好避免使用不成文

的慣例（例：行之多年的陋規），以徹底預防因循藏私或是獨攬大權的現象；

最後，團體應對忠誠者予以肯定與表揚，透過加薪、升職等等獎賞忠誠行為

的具體機制，在團體內慢慢建立「忠誠行為是值得的」文化。透過軟硬兼施

的方法，降低非忠誠行為所造成的可能影響。

柒、研究限制與建議

在兩個子研究裡，「團體意識」與「團員關鍵性」的操弄，主要是透過

實驗活動與組別安排，此法是參考當代研究的設計（例: Van Vugt and Har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與 Zdaniuk and Levin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然而，組別的識別操弄，並不全然等同於

團體意識的提升，兩者之間的相對關係，或許還有其他因素需要加以衡量。

還有，團員關鍵性對團體影響的測量，或許會因為團員本身的關鍵程度而有

所不同，未來研究可以朝這些方向努力，以提升研究設計的精準度。

在「遊戲次數」的安排上，由於受到時間限制的關係，所以只安排了兩

回合的投資遊戲練習、與兩回合的真正投資遊戲。在未來的研究裡，如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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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嘗試從團體結構、背叛後果、歷史因素，甚至是其它的因素，重新觀察團

體對忠誠行為與非忠誠行為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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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ject aimed to examine group reactions towards acts of 
loyalty versus disloyalty. Study One revealed that, compared to their counter-
parts, members with loyal behavior received more positive evaluations from 
the group. Critical members with disloyal behaviors received the worst evalua-
tions and generated negative impact on group performance, in which criticality 
was defined as individual significance towards their own group. Yet, non-criti-
cal members with disloyal behaviors did not generate any salient impact on 
group performance. Study Two indicated that critical members with disloyal 
behavior provoked more negative emotions than non-critical members with 
disloyal behavior. General group members were keen to punish the disloyal 
members, even  sacrificing their own interests. This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disloyal behavior may not be the sole factor accounting for deteriorated group 
dynamics and performance, because the degree criticality of disloyal members 

團員關鍵性、忠誠行為與團體動能的關聯71

is also of importance. Implication of the finding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roup management are evaluated. Suggestions for 
group leaders, personnel officers, and managerial practitioners are discussed 
accordingly.

Key Words: group dynamics, loyalty, management, membership,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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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將遊戲次數增加，相信會得到更豐富的數據可以分析；忠誠（非忠誠）行

為對團體的影響，研究者也可以有較長的歷程可以觀察。在「研究樣本」方

面，本研究的抽樣方法採招募制，施測對象為大學生，其團體特質與一般的

公司行號，可能不盡相同。在人口變項的測量上，本研究也沒有考量人口變

項是否會對忠誠行為產生影響。有鑑於此，未來研究者可以招募不同特質的

團體，增加人口變項的測量，此舉不但可以豐富團體樣本的多元性，也可以

讓研究結果更具參考價值。

其次，在不同的遊戲情境裡，團員之間並沒有直接溝通或交換意見的情

形。團員所面臨的情境是固定的，所做出的決定也是以個人判斷為主的。雖

然這是當代研究常見的操作程序（例：張守中、陳美貴，2006: 411–424; Van 

Vugt and De Cremer, 1999: 587–599），但由於團員是被動的「配合者」，無法

對團體進行即時性的互動（例：自己無法影響背叛者的意見、或聯合其它團

員一起壓抑背叛行為的出現）。在這種情形下，可能有學者會質疑這些團員

是否能真的投入研究情境裡、質疑團體意識是否真正存在以及質疑團體動能

是否能夠被測量；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討論這些議題，以提升研究品質。

研究團體忠誠行為的學者最近發現（Fehr and Gaechter, 2002: 137–140; 

Levine and Moreland, 2002: 203–228），團體對忠誠行為或不忠誠行為的反

應，可能會受到幾個因素所影響：團體本身的結構（開放或封閉）、背叛後

果（懲罰或不懲罰）、以及成員的關鍵性（重要或不重要）。但受到時間與成

本的限制，本文僅僅以團員關鍵性來了解團體對忠誠行為與否的反應，這是

本文的遺珠之憾。

最後，本研究以模擬情境法進行，因此可以看到擁有較多資源者背叛時

的衝擊。然而，在真實的團體裡，團員之間可能會有「歷史因素」。例如：

美國2007年奇異家電（GE）在選擇接班人時，三巨頭中沒有被選上的兩人

幾乎是立刻離職另有高就。雖然他們都是高關鍵性人物，但是社會大眾並沒

有因此對他們的辭職嚴厲批判，由於歷史因素（例如：專業、人脈、經歷），

使他們可以找到新的工作，而社會大眾對這兩人的觀感也似乎是肯定與接納

的。換句話說，高關鍵性成員在行使非忠誠行為時，其中所牽涉到個人在團

體中的社會比較與自尊因素，應該也需要一起考量。本文也建議未來學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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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綜合討論

在文獻回顧裡，學者們解釋了團員忠誠度影響團體動能的可能性，也說

明了團體忠誠度與團體表現兩變項之間的可能關聯。不過，關於團體對忠誠

行為（或非忠誠行為）的看法，或是團員對忠誠行為的評估過程，學者目前

的了解還是相對有限的（Fehr and Gaechter, 2002: 137–140）。有鑑於此，本

研究以團體動能理論為基礎，進一步分析團體對忠誠行為（或非忠誠行為）

的反應，並了解團員忠誠度是否能對團體動能造成影響。在本研究裡，研究

者將非忠誠行為定義成「為了個人的利益、拋棄團體，並帶走團體資源的行

為」。從研究一與研究二的發現來看，忠誠行為（或非忠誠行為）的出現，

不管是在團體整體表現、團體認同、情緒評估、或其它層面上，都會對團體

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這些發現，對於團體動能理論的演進、團體效能的預

測，以及團體實務的管理，都有相當重要的啟示。以下將對這些新發現，做

進一步地討論。

本研究裡的五個假設皆成立，說明了忠誠行為的有無，的確會對團體產

生影響。研究一發現團員展現忠誠行為時會收到較正面的評價，展現非忠誠

行為時則收到較負面的評價；若是關鍵性團員展現非忠誠行為時（關鍵性是

以團員對團體的重要性而定），則會收到最負面的評價，此非忠誠行為並會

影響團體整體表現。但非關鍵性團員展現非忠誠行為時，對團體整體表現的

影響則不大。研究二發現，在展現非忠誠行為時，關鍵性團員會比非關鍵性

團員，激起更多的反感情緒。其它團員即使是犧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懲罰那

些不忠誠的團員。綜合這些發現，本文可以推論出：非忠誠行為並不是解釋

團體動能與團體表現變差的唯一因素，非忠誠團員本身對團體的關鍵性也必

須予以考量。

受到社會認同理論（Tajfel and Turner, 1986: 7–24）的影響，西方學者認

為：團體與個體的關係，取決於個人對團體的認同，個體形成團體是為了彼

此可以合作與交換資源，這兩個關鍵因素，是讓團體生命能夠持續的主要原

因（Ellemers et al., 1999: 371–389; Levine and Moreland, 2002: 203–228;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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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中韓外交研究，尚屬罕見。筆者希望同時利用兩國的外交檔案，以多元

又立體的方式，呈現兩國的互動關係。

貳、韓國政府的拒絕與「韓國華僑問題」

1952年，中華民國首次向韓國提出簽訂友好條約的要求，未得韓國同

意。其後，中華民國分別在 1957年、1960年、1962年向韓國提出要求，但

皆遭到韓國當局的拒絕。

一、中華民國的首次提案與「韓國華僑問題」

1952年 1月，中華民國向韓國提出友好條約。此舉乃是接受駐韓國中

華民國大使館（以下簡稱，駐韓大使館）的建議。駐韓大使館的主要考量是

為了保護華僑的利益。1最初駐韓大使館建議簽訂「通商航海條約」，2而中

華民國外交部則是認為：「中韓間尚無條約關係存在，首次商訂條約政治意

義居多」，因此決定簽訂「通商航海條約」，派駐韓大使館交涉。3

然而，韓國外交部對於「通商航海條約」的基本立場是：以通商面而言，

韓國可以向中華民國進口米穀、鹽、砂糖等重要物資，對中華民國出口乾魚

類等不重要的物資，對韓國是有利；4但是對兩國國民有關出入境、旅行以

1  1951年 12月底，駐韓大使館向外交部傳達的電文內容為：「旅南韓之華僑達一萬七千餘人，
因韓國獨立未久，法制紛繁，往往朝令夕改，對僑民之正當權益如離境後再入境、徵稅、

置產等事，諸多不合理之限制與歧視，僑民極痛苦。加之韓國警察待遇低微，常有藉端勒

索情事，以往個別交涉，事倍功半，且韓國政府各級人員，遇事推諉，有時諾而不行，我

方根本對策，似為與韓國政府締結友好通商條約」。參考：〈外交部收電，第 25號卅一日（收
電日期：1951年 12月 31日）〉（外交部，1960–1961）。

2  駐韓大使館傳達外交部的電訊中寫道，駐韓大使館所提議的是「友好通商條約」，與《中韓
友好條約（第一冊）》中所記載的「中韓通商航海條約」之名稱有所不同。對此部份必須再

進一步調查，但《中韓友好條約》檔案中，一律稱之為「中韓通商航海條約」。因此在本文

中暫時基於《中韓友好條約（第一冊）》之內容，稱為「中韓通商航海條約」。參考：〈外交

部收電，第 25號卅一日（收電日期：1951年 12月 31日）〉（外交部，1960–1961）；〈我政
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

3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
4  〈大韓民國과 中華民國의 友好條約案 說明〉（外務部，1952–1965a: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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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下簡稱，戰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以下簡

稱，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以下簡稱，韓國）面臨國家分裂的共同命運。

雖然國家分裂的性質各有不同，但兩國具有共同的時代課題：在對抗共產意

識型態為前提下，求取國家生存之道。因此，兩國均以「反共」做為口號基

礎，追求相互的合作與友好關係；彼此稱呼兩國關係為「兄弟之邦」、「堅強

盟友」，不斷對內外宣傳兩國的反共同盟關係。

然而，兩國的反共同盟關係，並非如表面般順利進行。實際上，兩國之

間不僅沒有簽訂任何軍事同盟合作，即連象徵友好關係的「中韓友好條約」，

也遲至 1964年 11月 27日時才得以簽訂。

中華民國政府為求宣傳兩國的反共友好關係，早於 1952年對韓國政府

提出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要求。但是出乎意料之外，韓國政府拒絕了中

華民國的提議。其後，中華民國雖然數次提出簽訂友好條約的要求，最終仍

遭韓國政府拒絕。直到1964年，韓國才轉變態度，同意交涉簽訂友好條約。

韓國政府為何要不斷拒絕中華民國的提案？揆其原因，在於「韓國華僑

問題」。韓國政府顧慮簽訂友好條約，將導致對韓國華僑的待遇問題產生變

化。而在交涉簽訂友好條約時，韓國政府最關心的議題亦是如何處理「韓國

華僑問題」，希望盡量避免改變韓國華僑的各項待遇。事實證明，韓國政府

最終透過簽訂友好條約的過程，順利達成其政策目標。

韓國為何如此在意韓國華僑？「韓國華僑問題」實際上又如何得以影響

「中韓友好條約」之交涉與簽訂？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本文將探討「韓國

華僑問題」在「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所產生之影響，並分析韓國政

府何以如此重視「韓國華僑問題」與「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雙方利

益衝突。

在資料方面，本文主要運用兩國的外交檔案。這是因為當時的檔案，最

能夠完整掌握兩國外交交涉過程之經緯。近年來，儘管台灣與韓國陸續公開

許多相關的檔案，可惜受限於語言文字的使用，目前能夠完整利用這些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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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and Levine, 1982: 137–192）。另一方面，社會膠合作用（social glue; Van 

Vugt and Hart, 2004: 585–598）也說明，忠誠概念的存在，可以將個體與個

體膠合在一起，促進團體共識的形成，驅動團員朝向團體目標邁進。依循前

人的研究脈絡，本文的研究則發現：高關鍵性團員的忠誠行為，將會是讓團

體加速邁向目標的主要因素。從研究一與研究二裡的發現來看，高關鍵性團

員的忠誠行為會對團體造成顯著的影響（例：團體表現較好、團體認同程度

較高），也會激起團員正向的情緒。這些發現驗證了西方學者的看法為真，

也就是說，高關鍵性忠誠行為不僅僅是對團體表現直接加分，也同時會鼓舞

其它的團員，增加團員對團體的認同感，在這種交互作用之下，團體的動能

與效能都會提昇。

本研究也發現，當高關鍵性團員行使非忠誠行為時，其行為將直接衝擊

團體的整體表現。在本研究裡，團體表現是以團體的共同基金額度來測量。

統計數據指出，當高關鍵性團員離開團體時（即：行使不忠誠行為），團員傾

向將資金保留在自己身上，因此團體共同基金的金額便會快速下降。關於這

點，本文的解釋是，由於此高關鍵性團員是對團體很重要的，所以他（她）

的行為有可能會被其它成員來模仿，例如：「既然老大都不管團體了，我幹

嘛還對團體付出」；或是，「上頭都做了，下面應該也可以做吧」。同樣的邏

輯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何高關鍵性團員行使忠誠行為時，其行為可以激勵團

員，以及提升團體表現與動能的原因。

本研究還發現團體的認同程度，受到忠誠行為的影響程度比非忠誠行為

更強烈。關於這點，本文嘗試由兩個方向來解釋。首先，多數的團員認為，

當高關鍵性團員有額外的投資機會時，他（她）就會離開團體（即：行使不

忠誠行為）；因此，這樣的不忠誠行為是可以預期的，對團體認同感受的衝

擊有限。由研究一的結果也可以發現，做出非忠誠行為的人被視為是聰明

的，因為離開團體將會使他們的獲利變多，其行為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或

許人是一種機會主義的生物，不管外在環境如何變化，都會在環境裡不斷地

尋求最適合自己的情形。例如：「既然高關鍵成員已經離開，我應該把重心

放在其餘團員身上，專注在彼此之間的利益關係，評估自己在新環境裡的優

略情勢」；或是「與其怨天尤人，還不如重新創造對自己有利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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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嘗試從團體結構、背叛後果、歷史因素，甚至是其它的因素，重新觀察團

體對忠誠行為與非忠誠行為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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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ject aimed to examine group reactions towards acts of 
loyalty versus disloyalty. Study One revealed that, compared to their counter-
parts, members with loyal behavior received more positive evaluations from 
the group. Critical members with disloyal behaviors received the worst evalua-
tions and generated negative impact on group performance, in which criticality 
was defined as individual significance towards their own group. Yet, non-criti-
cal members with disloyal behaviors did not generate any salient impact on 
group performance. Study Two indicated that critical members with disloyal 
behavior provoked more negative emotions than non-critical members with 
disloyal behavior. General group members were keen to punish the disloyal 
members, even  sacrificing their own interests. This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disloyal behavior may not be the sole factor accounting for deteriorated group 
dynamics and performance, because the degree criticality of disloyal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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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lso of importance. Implication of the finding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roup management are evaluated. Suggestions for 
group leaders, personnel officers, and managerial practitioners are discussed 
accordingly.

Key Words: group dynamics, loyalty, management, membership,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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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將遊戲次數增加，相信會得到更豐富的數據可以分析；忠誠（非忠誠）行

為對團體的影響，研究者也可以有較長的歷程可以觀察。在「研究樣本」方

面，本研究的抽樣方法採招募制，施測對象為大學生，其團體特質與一般的

公司行號，可能不盡相同。在人口變項的測量上，本研究也沒有考量人口變

項是否會對忠誠行為產生影響。有鑑於此，未來研究者可以招募不同特質的

團體，增加人口變項的測量，此舉不但可以豐富團體樣本的多元性，也可以

讓研究結果更具參考價值。

其次，在不同的遊戲情境裡，團員之間並沒有直接溝通或交換意見的情

形。團員所面臨的情境是固定的，所做出的決定也是以個人判斷為主的。雖

然這是當代研究常見的操作程序（例：張守中、陳美貴，2006: 411–424; Van 

Vugt and De Cremer, 1999: 587–599），但由於團員是被動的「配合者」，無法

對團體進行即時性的互動（例：自己無法影響背叛者的意見、或聯合其它團

員一起壓抑背叛行為的出現）。在這種情形下，可能有學者會質疑這些團員

是否能真的投入研究情境裡、質疑團體意識是否真正存在以及質疑團體動能

是否能夠被測量；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討論這些議題，以提升研究品質。

研究團體忠誠行為的學者最近發現（Fehr and Gaechter, 2002: 137–140; 

Levine and Moreland, 2002: 203–228），團體對忠誠行為或不忠誠行為的反

應，可能會受到幾個因素所影響：團體本身的結構（開放或封閉）、背叛後

果（懲罰或不懲罰）、以及成員的關鍵性（重要或不重要）。但受到時間與成

本的限制，本文僅僅以團員關鍵性來了解團體對忠誠行為與否的反應，這是

本文的遺珠之憾。

最後，本研究以模擬情境法進行，因此可以看到擁有較多資源者背叛時

的衝擊。然而，在真實的團體裡，團員之間可能會有「歷史因素」。例如：

美國2007年奇異家電（GE）在選擇接班人時，三巨頭中沒有被選上的兩人

幾乎是立刻離職另有高就。雖然他們都是高關鍵性人物，但是社會大眾並沒

有因此對他們的辭職嚴厲批判，由於歷史因素（例如：專業、人脈、經歷），

使他們可以找到新的工作，而社會大眾對這兩人的觀感也似乎是肯定與接納

的。換句話說，高關鍵性成員在行使非忠誠行為時，其中所牽涉到個人在團

體中的社會比較與自尊因素，應該也需要一起考量。本文也建議未來學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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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綜合討論

在文獻回顧裡，學者們解釋了團員忠誠度影響團體動能的可能性，也說

明了團體忠誠度與團體表現兩變項之間的可能關聯。不過，關於團體對忠誠

行為（或非忠誠行為）的看法，或是團員對忠誠行為的評估過程，學者目前

的了解還是相對有限的（Fehr and Gaechter, 2002: 137–140）。有鑑於此，本

研究以團體動能理論為基礎，進一步分析團體對忠誠行為（或非忠誠行為）

的反應，並了解團員忠誠度是否能對團體動能造成影響。在本研究裡，研究

者將非忠誠行為定義成「為了個人的利益、拋棄團體，並帶走團體資源的行

為」。從研究一與研究二的發現來看，忠誠行為（或非忠誠行為）的出現，

不管是在團體整體表現、團體認同、情緒評估、或其它層面上，都會對團體

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這些發現，對於團體動能理論的演進、團體效能的預

測，以及團體實務的管理，都有相當重要的啟示。以下將對這些新發現，做

進一步地討論。

本研究裡的五個假設皆成立，說明了忠誠行為的有無，的確會對團體產

生影響。研究一發現團員展現忠誠行為時會收到較正面的評價，展現非忠誠

行為時則收到較負面的評價；若是關鍵性團員展現非忠誠行為時（關鍵性是

以團員對團體的重要性而定），則會收到最負面的評價，此非忠誠行為並會

影響團體整體表現。但非關鍵性團員展現非忠誠行為時，對團體整體表現的

影響則不大。研究二發現，在展現非忠誠行為時，關鍵性團員會比非關鍵性

團員，激起更多的反感情緒。其它團員即使是犧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懲罰那

些不忠誠的團員。綜合這些發現，本文可以推論出：非忠誠行為並不是解釋

團體動能與團體表現變差的唯一因素，非忠誠團員本身對團體的關鍵性也必

須予以考量。

受到社會認同理論（Tajfel and Turner, 1986: 7–24）的影響，西方學者認

為：團體與個體的關係，取決於個人對團體的認同，個體形成團體是為了彼

此可以合作與交換資源，這兩個關鍵因素，是讓團體生命能夠持續的主要原

因（Ellemers et al., 1999: 371–389; Levine and Moreland, 2002: 203–228;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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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中韓外交研究，尚屬罕見。筆者希望同時利用兩國的外交檔案，以多元

又立體的方式，呈現兩國的互動關係。

貳、韓國政府的拒絕與「韓國華僑問題」

1952年，中華民國首次向韓國提出簽訂友好條約的要求，未得韓國同

意。其後，中華民國分別在 1957年、1960年、1962年向韓國提出要求，但

皆遭到韓國當局的拒絕。

一、中華民國的首次提案與「韓國華僑問題」

1952年 1月，中華民國向韓國提出友好條約。此舉乃是接受駐韓國中

華民國大使館（以下簡稱，駐韓大使館）的建議。駐韓大使館的主要考量是

為了保護華僑的利益。1最初駐韓大使館建議簽訂「通商航海條約」，2而中

華民國外交部則是認為：「中韓間尚無條約關係存在，首次商訂條約政治意

義居多」，因此決定簽訂「通商航海條約」，派駐韓大使館交涉。3

然而，韓國外交部對於「通商航海條約」的基本立場是：以通商面而言，

韓國可以向中華民國進口米穀、鹽、砂糖等重要物資，對中華民國出口乾魚

類等不重要的物資，對韓國是有利；4但是對兩國國民有關出入境、旅行以

1  1951年 12月底，駐韓大使館向外交部傳達的電文內容為：「旅南韓之華僑達一萬七千餘人，
因韓國獨立未久，法制紛繁，往往朝令夕改，對僑民之正當權益如離境後再入境、徵稅、

置產等事，諸多不合理之限制與歧視，僑民極痛苦。加之韓國警察待遇低微，常有藉端勒

索情事，以往個別交涉，事倍功半，且韓國政府各級人員，遇事推諉，有時諾而不行，我

方根本對策，似為與韓國政府締結友好通商條約」。參考：〈外交部收電，第 25號卅一日（收
電日期：1951年 12月 31日）〉（外交部，1960–1961）。

2  駐韓大使館傳達外交部的電訊中寫道，駐韓大使館所提議的是「友好通商條約」，與《中韓
友好條約（第一冊）》中所記載的「中韓通商航海條約」之名稱有所不同。對此部份必須再

進一步調查，但《中韓友好條約》檔案中，一律稱之為「中韓通商航海條約」。因此在本文

中暫時基於《中韓友好條約（第一冊）》之內容，稱為「中韓通商航海條約」。參考：〈外交

部收電，第 25號卅一日（收電日期：1951年 12月 31日）〉（外交部，1960–1961）；〈我政
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

3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
4  〈大韓民國과 中華民國의 友好條約案 說明〉（外務部，1952–1965a: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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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下簡稱，戰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以下簡

稱，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以下簡稱，韓國）面臨國家分裂的共同命運。

雖然國家分裂的性質各有不同，但兩國具有共同的時代課題：在對抗共產意

識型態為前提下，求取國家生存之道。因此，兩國均以「反共」做為口號基

礎，追求相互的合作與友好關係；彼此稱呼兩國關係為「兄弟之邦」、「堅強

盟友」，不斷對內外宣傳兩國的反共同盟關係。

然而，兩國的反共同盟關係，並非如表面般順利進行。實際上，兩國之

間不僅沒有簽訂任何軍事同盟合作，即連象徵友好關係的「中韓友好條約」，

也遲至 1964年 11月 27日時才得以簽訂。

中華民國政府為求宣傳兩國的反共友好關係，早於 1952年對韓國政府

提出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要求。但是出乎意料之外，韓國政府拒絕了中

華民國的提議。其後，中華民國雖然數次提出簽訂友好條約的要求，最終仍

遭韓國政府拒絕。直到1964年，韓國才轉變態度，同意交涉簽訂友好條約。

韓國政府為何要不斷拒絕中華民國的提案？揆其原因，在於「韓國華僑

問題」。韓國政府顧慮簽訂友好條約，將導致對韓國華僑的待遇問題產生變

化。而在交涉簽訂友好條約時，韓國政府最關心的議題亦是如何處理「韓國

華僑問題」，希望盡量避免改變韓國華僑的各項待遇。事實證明，韓國政府

最終透過簽訂友好條約的過程，順利達成其政策目標。

韓國為何如此在意韓國華僑？「韓國華僑問題」實際上又如何得以影響

「中韓友好條約」之交涉與簽訂？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本文將探討「韓國

華僑問題」在「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所產生之影響，並分析韓國政

府何以如此重視「韓國華僑問題」與「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雙方利

益衝突。

在資料方面，本文主要運用兩國的外交檔案。這是因為當時的檔案，最

能夠完整掌握兩國外交交涉過程之經緯。近年來，儘管台灣與韓國陸續公開

許多相關的檔案，可惜受限於語言文字的使用，目前能夠完整利用這些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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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and Levine, 1982: 137–192）。另一方面，社會膠合作用（social glue; Van 

Vugt and Hart, 2004: 585–598）也說明，忠誠概念的存在，可以將個體與個

體膠合在一起，促進團體共識的形成，驅動團員朝向團體目標邁進。依循前

人的研究脈絡，本文的研究則發現：高關鍵性團員的忠誠行為，將會是讓團

體加速邁向目標的主要因素。從研究一與研究二裡的發現來看，高關鍵性團

員的忠誠行為會對團體造成顯著的影響（例：團體表現較好、團體認同程度

較高），也會激起團員正向的情緒。這些發現驗證了西方學者的看法為真，

也就是說，高關鍵性忠誠行為不僅僅是對團體表現直接加分，也同時會鼓舞

其它的團員，增加團員對團體的認同感，在這種交互作用之下，團體的動能

與效能都會提昇。

本研究也發現，當高關鍵性團員行使非忠誠行為時，其行為將直接衝擊

團體的整體表現。在本研究裡，團體表現是以團體的共同基金額度來測量。

統計數據指出，當高關鍵性團員離開團體時（即：行使不忠誠行為），團員傾

向將資金保留在自己身上，因此團體共同基金的金額便會快速下降。關於這

點，本文的解釋是，由於此高關鍵性團員是對團體很重要的，所以他（她）

的行為有可能會被其它成員來模仿，例如：「既然老大都不管團體了，我幹

嘛還對團體付出」；或是，「上頭都做了，下面應該也可以做吧」。同樣的邏

輯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何高關鍵性團員行使忠誠行為時，其行為可以激勵團

員，以及提升團體表現與動能的原因。

本研究還發現團體的認同程度，受到忠誠行為的影響程度比非忠誠行為

更強烈。關於這點，本文嘗試由兩個方向來解釋。首先，多數的團員認為，

當高關鍵性團員有額外的投資機會時，他（她）就會離開團體（即：行使不

忠誠行為）；因此，這樣的不忠誠行為是可以預期的，對團體認同感受的衝

擊有限。由研究一的結果也可以發現，做出非忠誠行為的人被視為是聰明

的，因為離開團體將會使他們的獲利變多，其行為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或

許人是一種機會主義的生物，不管外在環境如何變化，都會在環境裡不斷地

尋求最適合自己的情形。例如：「既然高關鍵成員已經離開，我應該把重心

放在其餘團員身上，專注在彼此之間的利益關係，評估自己在新環境裡的優

略情勢」；或是「與其怨天尤人，還不如重新創造對自己有利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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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分析非忠誠行為是否會對團體認同造成影響，研究二進行一

系列的 t檢定，以測量在情境顯示之前與顯示之後，團員在團體認同的程度

上，是否存在著任何差異。結果顯示，在四個情境裡，「低關鍵性團員展現

忠誠行為」的前後差異量未達顯著（t (14)=−1.68, n.s.）；「高關鍵性團員展

現忠誠行為」的前後差異量有顯著（t (14)=−3.11, p< .01）；「低關鍵性團員

展現非忠誠行為」的前後差異量未達顯著（t (14)= .73, n.s.）；「高關鍵性團員

展現非忠誠行為」的前後差異量未達顯著（t (14)=1.45, n.s.）。將這些數據綜

合起來看，高關鍵性團員展現忠誠行為時，團員對團體認同的程度有顯著提

升（M-diff=1.67, p< .01）；然而，高關鍵性團員若展現非忠誠行為時，團員對

團體認同的程度雖然有下降，但是其幅度未達顯著（M-diff=−0.68, n.s）。因

此，這些統計數據說明了假設四成立。

懲罰傾向：為了檢驗團員對非忠誠行為的懲罰傾向，研究者針對「高關

鍵性團員展現非忠誠行為」與「低關鍵性團員展現非忠誠行為」兩種情境作

比較分析。結果顯示，在「低關鍵性團員展現非忠誠行為」情境裡，懲罰傾

向存在，平均值相對較低（M=15.71, SD =21.67），「高關鍵性團員展現非忠

誠行為」情境裡，懲罰傾向存在，但平均值相對較高（M=51.67, SD=87.13），

兩者之間為顯著差異（t (55)=3.00, p < .01）。綜合這些數據來看，當非忠誠

行為出現時，團員即使犧牲自己的利益（請參考「變項的測量之懲罰傾向」

一節），也要懲罰那些對團體不忠誠的人；還有，若是不忠誠的人是屬於高

關鍵性族群，團員想懲罰他（她）的傾向，會比他（她）屬於低關鍵性族群

來的更強（M-diff=35.96, p< .01）。因此，由這些發現來看，假設五成立。

綜合研究二的所有統計數據來看，高關鍵性團員展現忠誠行為時，會激

起較正向的情緒，其人格特質的評分是最正面的；但是，若展現非忠誠行為

時，則會激起較負向的情緒，其人格特質的評分是最負面的。其次，高關鍵

性團員展現忠誠行為時，會提昇團體認同的程度；但是，若展現非忠誠行為

時，並不會降低團體認同的程度。最後，團員即使犧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懲

罰那些對團體不忠誠的人（特別是那些高關鍵性的不忠誠者）。因此，由這

些發現來看，假設三、四與五皆成立。

6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陸、研究發現的應用價值

本研究說明了非忠誠行為的確與團體效能有關聯。但是，非忠誠行為並

不是解釋團體動能與團體表現變差的唯一因素，非忠誠團員本身對團體的關

鍵性也必須予以考量。換句話說，組織管理者與團體領導者，可能需要進一

步地制定「旋轉門條款」，以確保關鍵成員（例：位居要職、擁有重要資源

的成員），其行為能夠受到有效的約束，甚至是管理與監督。例如：中華民

國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之 1就規定：「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

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

業務之股東或顧問」。此目的就是要防止公務人員利用其服務公職之機會，

累積日後轉業之資產，以便日後任職營利事業時，循原任公職時之管道或機

會，牟取不當利益或取得其他競爭者所無法享有之便利。

本研究也發現，團員展現忠誠行為時會收到較正面的評價，展現非忠誠

行為時則收到較負面的評價；若是關鍵性團員展現非忠誠行為時（關鍵性是

以團員對團體的重要性而定），則會收到最負面的評價。而且，在展現非忠

誠行為時，關鍵性團員會比非關鍵性團員，激起更多的反感情緒。針對這一

個部分，組織領導者與團體管理者，必須對受到影響的部門與員工，依照不

同的影響程度，給予不同種類或形式的協助與輔導。透過適當的心靈建設，

降低原有團體裡的不安全感與不信任感。透過軟硬體兼顧的應變措施，團體

重建的腳步才能加速前進。若環境允許的話，適時地安排可以測量團體動能

變化的預測指標，當一偵測到團體動能下降的時候，管理階層便可以有足夠

的時間來處置造成下降的原因。

從研究二的發現來看，非忠誠行為會激發懲罰傾向。在本質上，懲罰是

一種極度負面的態度與行為，施罰者與受罰者之間可能會出現不良的互動模

式，或是撕裂彼此的信任與合作。在現實的團體裡（以工作場所為例），工

作本身可以視之為是一種有形的工作契約，而工作者與工作者之間的相處模

式，則可視之為是一種無形的心靈契約。換個角度來看，如果工作者之間無

法相互信賴，也無法合作，其團體的整體效能相信是每況愈下的。相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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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以反共為基礎，追求相互的合作與友好關係，

彼此稱呼兩國關係為「兄弟之邦」、「堅強盟友」，不斷對內外宣傳兩國的反共

同盟關係。然而，兩國的反共同盟關係並沒有如表面般順利進行，實際上兩國

不僅沒有簽訂軍事同盟，連象徵友好關係的「中韓友好條約」也遲至 1964年
才簽訂。中華民國曾數次提出簽訂友好條約的要求，都遭韓國政府拒絕。韓國

拒絕的最重要原因在於「韓國華僑問題」。換言之，「韓國華僑問題」是「中韓

友好條約」的最大障礙因素。因此本文將探討韓國華僑問題對「中韓友好條約」

簽訂過程所產生的影響，並分析韓國政府何以如此重視「韓國華僑問題」與「中

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雙方利益衝突。透過「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

我們可以了解表面看來毫無衝突的兩者間，其實隱含著各自利益之衝突，可以

顯現出東亞反共同盟隱藏的多元且複雜的面貌。

關鍵字：中韓友好條約、韓國華僑、中韓外交、台韓外交、反共外交、

華僑經濟、韓僑、僑民、反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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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居住方面而言，「在台灣的韓國僑民有 400人左右，而在韓國的華僑則有

一萬數千人；再加上開放對中國人的出入境與再入國，韓國的商業利益有可

能被華僑壟斷。因此目前有必要繼續維持抑制中國人入境的措施」。5韓國

外交部甚至擔心，若簽訂該條約，則必須給予韓國華僑國民或最惠國待遇。6

因此，韓國外交部長在接見駐韓大使館員時，說明：「韓國正處於戰爭

之中，以戰時安全考量下，對『華人入境採取閉門政策，而僑商離境後即不

准返韓』，因此訂立該條約較為困難」。7

據此，中華民國外交部判斷目前與韓國訂立「中韓通商航海條約」有所

困難，決定先從友好條約著手，特令駐韓大使館探明韓方的態度。8可是韓

國對友好條約的態度，也表示反對。例如李承晚與外交部均表示：

中韓關係已極友好，殊無形式上再行訂約之必要，惟如我方 [中華

民國] 必欲訂約，自亦可從長計議。9

韓國外交部進一步說明：基於安全考量，不希望在友好條約之中，加入兩國

人民出入境問題等條款。面對韓國這種冷淡的反應，中華民國外交部也採取

「雖望其有成，但亦不必過於積極」之態度，因此並無達成協議。10

二、韓國政府的拒絕原因與對韓國華僑的基本立場

中華民國提出「中韓友好條約」的時間為 1952年，當時李承晚政府正

面臨著國內外的難題。在國內，1952年 1月，李承晚提出「大統領直選修

5   〈大韓民國과 中華民國의 友好條約案 說明〉（外務部，1952–1965a: 26）。
6   〈大韓民國과 中華民國의 友好條約案 說明〉（外務部，1952–1965a: 34）。
7   〈駐韓大使館致外交部四十一年元月廿一日第二四號代電抄件〉（外交部，1964–1966a）。
8   〈外交部致駐韓大使館四十一年貳月十七日外四一東二字第○一一六三號代電抄件〉（外交
部，1964–1966a）；〈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
1964–1966a）。

9   〈案由：駐韓大使館吳參事函稱韓國李承晚自再度當選總統後，躊躇滿志，且以我對韓國
此次政潮始終抱不介入態度，對我感情甚佳，似可趁機促使韓政府與我早日訂立友好條

約〉（外交部，1964–1966a）。
10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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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glanski 與 Higgins（2003）則指出，當心靈契約獲得滿足時，個人就比

較願意為工作付出，比較願意信任同事，與同事合作，產生較多公民行為，

盡忠職守（工作契約的具體實現），工作產值因而相對地提昇。本文建議組

織管理者與團體領導者，嘗試創造有利於提升心靈契約滿意度的策略，這對

於提昇團體凝聚力、團體效能、團體動能來說都是有幫助的。平心而論，懲

罰的效果或許是立竿見影，但是其後果可能是比較難以控制的，對團體的長

遠利益來看，福禍難料。

在實驗室研究之外，在科學競賽、商業活動、政治選舉、前線戰事、甚

至是宗教信仰裡，非忠誠的行為也不難看到。有鑑於此，本文建議組織管理

者與團體領導者，可嘗試運用三個策略來預防背叛行為的醞釀或是出現。首

先，組織應該避免過度依賴某個特定的成員。比如說，策略性地調整執行長

或總經理的任期，以避免組織過度依賴他們的技巧與知識；其次，在權力結

構或是資源分配的調度上，應該要有合宜的控管規則，最好避免使用不成文

的慣例（例：行之多年的陋規），以徹底預防因循藏私或是獨攬大權的現象；

最後，團體應對忠誠者予以肯定與表揚，透過加薪、升職等等獎賞忠誠行為

的具體機制，在團體內慢慢建立「忠誠行為是值得的」文化。透過軟硬兼施

的方法，降低非忠誠行為所造成的可能影響。

柒、研究限制與建議

在兩個子研究裡，「團體意識」與「團員關鍵性」的操弄，主要是透過

實驗活動與組別安排，此法是參考當代研究的設計（例: Van Vugt and Har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與 Zdaniuk and Levin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然而，組別的識別操弄，並不全然等同於

團體意識的提升，兩者之間的相對關係，或許還有其他因素需要加以衡量。

還有，團員關鍵性對團體影響的測量，或許會因為團員本身的關鍵程度而有

所不同，未來研究可以朝這些方向努力，以提升研究設計的精準度。

在「遊戲次數」的安排上，由於受到時間限制的關係，所以只安排了兩

回合的投資遊戲練習、與兩回合的真正投資遊戲。在未來的研究裡，如果可

團員關鍵性、忠誠行為與團體動能的關聯69

 2004 “Follow the Leader, but at What Cost,” The Psychologist 17: 274–277.
Van Vugt, M. and D. De Cremer
 1999  “Leadership in Social Dilemmas: The Effects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on Collec-

tive Actions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
ogy 76: 587–599.

Van Vugt, M. and C. M. Hart
 2004  “Social Identity as Social Glue: The Origins of Group Loyal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6: 585–598.
Van Vugt, M. and P. A. M. Van Lange
 2006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s for Prosocial Behavior,” pp. 237–262 in M. Schaller, J. 

Simpson, and D. Kenrick (eds.), Evolu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Watson, D., A. Clark, and A. Tellegen
 198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1063–
1070.

Yamagishi, T.
 1986  “The Structural Goal/Expectation Theory of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lemmas,” 

pp. 51–87 in E. Lawler (ed.),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8  “Exit from the Group as an Individualistic Solution to the Free-rider Problem in 
the US and Jap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4: 530–542.

Zdaniuk, B. and J. M. Levine
 2001  “Group Loyalty: Impact of Members’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ibu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7: 502–509.
Ziller, R. C.
 1965  “Toward a Theory of Open and Closed Group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4: 164–

182.

68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Review 5: 184–200.
Hothersall, D.
 1995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Jetten, J., R. Spears, and A. S. R. Manstead
 1997  “Distinctiveness Threat and Prototypicality: Combined Effects on Intergroup Dis-

crimination and Collective Self-estee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7: 635–657.

Kenrick, D., N. P. Li, and J. Butner
 2003  “Dynamical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ndividual Decision Rules and Emergent 

Social Norms,”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 3–28.
Keralas
 2008  Leader of the Congress Party, India. Retrieved June 13, 2008, from http://www.

soniagandhi.org/php/showContent.php?linkid=1
Kruglanski, A. W. and E. T. Higgins
 2003 Social Psychology—A General Reader.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Latané, B.
 1981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Impact,” American Psychologist 36: 343–356.
Levine, J. M.
 1989  “Reaction to Opinion Deviance in Small Groups,” pp. 187–231 in P. B. Paulus (ed.), 

Psychology of Group Influence. Hillsdale, NJ: Erlbaum.
Levine, J. M. and R. L. Moreland
 2002  “Group Reactions to Loyalty and Disloyalty,” pp. 203–228 in E. Lawler and S. 

Thye (eds.), Group Cohesion, Trust, and Solidarity.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Marques, J. M., D. Abrams, D. Paez, and C. Martinez-Taboada
 1998  “The Role of Categorization and In-group Norms in Judgments of Groups and 

Their Memb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 976–988.
Moreland, R. L. and J. M. Levine
 1982  “Socialization in Small Groups: Temporal Changes in Individual-group Rela-

tions,” pp. 137–192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Moreland, R. L. and J. G. McMinn
 1999  “Gone but Not Forgotten: Loyalty and Betrayal Among Ex-members of Small 

Grou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5: 1476–1486.
Stern, P. C.
 1995  “Why Do People Sacrifice for Their N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16: 217–235.
Tajfel, H. and J. C. Turner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pp. 7–24 in S. Worchel and 

L. W.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Hall.
Van Vugt, M.
 2001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Moderating the Impacto of Financial Incentives in a 

Natural Social Dilemma,”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 1440–
1449.

　5正　16K　社科集刊23-2　June 16 2011　 K 90 70 50 30 10　東陞/海德堡1030x790　對開544x787　+←317　PDF　西式穿線3折 0-6-0　　　　　　　　　　　　　　　 K 90 70 50 30 10　

202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 77

憲案」遭到國會的否決，大統領連任面臨危機。李承晚認為直選制可操作選

票與動員民眾，對連任有利。然而，國會議員們一方面不想放棄選舉大統領

的權利；另方面認為內閣制才能實現民主主義，同時也擔心戰爭中的選舉易

受警察等公權力的影響，因此反對「大統領直選修憲案」。（서중석，2007: 

103–104）

在國外，李承晚政權正面臨韓戰停戰談判。自 1951年 6月蘇聯代表提出

停戰可能性後，美國開始積極推動停戰協定。李承晚雖然對韓戰停戰談判一

貫採取反對態度，但在 1951年 3月李承晚曾致信杜魯門說明：韓國將接受美

國的最終決定，若杜魯門認為需要停戰協定韓國將會支持；但強調沒有韓國

人民的同意他不會這麼做。李承晚並在信中向美國要求簽訂相互防衛條約與

擴充韓國軍隊。11李承晚本意在於藉由同意韓戰停戰協議向美國換取「韓美

共同防衛條約」，並以此作為戰後安全保證。

對當時的李承晚政府而言，國內外局勢並不穩定，或許無暇處理中華民

國的提案。尤其，李承晚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他個人主導，極端集中於對美關

係，對於擴張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缺乏興趣。（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

2001: 177–178）因此，李承晚個人的外交思維也是在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的因素之一。

然而，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主因，仍在於「韓國華僑

問題」。一方面政府考慮到當時仍處於戰爭狀態，若給予包括韓國華僑在內

的中國人自由出入境，恐造成治安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韓國政府將「中韓友

好條約」視為對韓國華僑的優惠條款。因此擔心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國民待

遇，將導致韓國商業將被華僑壟斷。

此一將「中韓友好條約」與「韓國華僑問題」視為一體的韓國政府的基

11   1953年接近簽訂韓戰停戰協定時，李承晚又採取反對立場。美國為盡快簽署停戰協定，
不得不做出妥協，1953年 5月美國務院次官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訪問韓國，同意
簽訂「韓美共同防衛條約」，而使李承晚同意接受韓戰停戰協定。1953年 7月 27日韓戰
停戰協定簽訂後，8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訪問韓國，李承晚向美國
更爭取到，支援加強韓國軍隊、高達 10億美元的經濟開發計畫。（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
드，2001: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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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在台韓僑人口（1948–2009） （單位：人）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1948 342 1966  540 1984 1,131

1949 346 1967 537 1985 993

1950 373 1968 548 1986 822

1951 402 1969 640 1987 825

1952 427 1970 522 1988 864

1953 442 1971 511 1989 908

1954 405 1972 517 1990 931

1955 441 1973 578 1991 946

1956 456 1974 584 1992 1,086

1957 484 1975 704 1995 1,029

1958 510 1976 612 1997 1,040

1959 515 1977 707 1999 843

1960 536 1978 769 2001 653

1961 502 1979 750 2003 54

1962 489 1980 886 2005 85

1963 469 1981 1,054 2007 543

1964 495 1982 1,226 2009 599

1965 540 1983 1,301

資料來源： 1948–1967、1976、1979–1984：《台灣地區警政統計年報》（內政部警政署編，
1995: 238–251）。

　　　　　1968–1975、1977–1978、1985–1990：《在外國民現況》（外務部，1968–1990）。
　　　　　1991–1999：《海外同胞現況》（外務部，1991–1999）。
　　　　　2001–2007：《在外同胞現況》（外交通商部，2001–2009）。
　　　　　2009：〈在外同胞現況（2009）〉（外交通商部，2009）。
註 1： 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為持入境簽證的韓國人，因此包括短期停留者。但是 1970年代之

前在台灣短期停留的韓國人並不多，持入境簽證者主要以長期居住者為主。因此透過

1970年代之前的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大致可以掌握在台韓僑的人數。（王梅影，
1983: 84–85。）

註 2： 1999、2001、2007、2009：人口數為持有「市民權」與「永居權」者；2003、2005：
人口數為持有永居權者。2003年與 2005年的統計中「市民權」的數字為零，因此出現
過低的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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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關於前

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⑶本條

各項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何一方為維持公共秩序，維護公共

衛生、道德及安全，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35

10月 2日，韓國對駐韓大使館的非正式方案表示同意，但要求增加盧

信永方案之第三項，並改為換文。36中華民國外交部本來仍然希望將原提

約稿中的第五、六條，繼續向韓國方面進行交涉。可是駐韓大使館已向韓方

透露中華民國的最終讓步方案，因此在 10月 5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另擬出

最終讓步對案之（新）第五條，並主張對於盧信永方案之第三項，無論是改

為條文或者換文，均不能接受。37（新）第五條的內容如下：

 （新）第五條

𡛼𡛼𡛼𡛼締約此方之國民得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章，

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並在締約彼方之領土內旅行或居住；

𥕛𥕛𥕛𥕛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應依

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下，享

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

𥐥𥐥𥐥𥐥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38

1964年 10月 8日至 12日，韓國總理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兩國政府皆

希望能夠在此時段完成友好條約的簽訂。但雙方迄至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的

當天，仍無法達成協議，因此條約的談判地點就改在台灣進行。10月 8日，

在迎接丁一權的機場上，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沈昌煥對韓國大使金信指稱，中

35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二（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6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三九（收電日期：1964年 10月 3日）〉（外交部，1964–1966b）。
37   〈中韓友好條約事，去電專號：890（日期：1964年 9月 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8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四日第八九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

19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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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雙方約定無須公開，現在則要求刊登《官報》，顯然與上述的了解不符。49

雙方對「同意紀錄」解釋上最具關鍵性的不同是：「同意紀錄」是否為「中

韓友好條約」的一部分？由於韓國方面認為，條約是其中之一部分，所以提

出再次簽署與《官報》刊登等要求；50而中華民國則認為，「同意紀錄」並

非條文的一部分，所以不應再行簽署，也無須公開。至此，雙方對「同意紀

錄」有如此想法上的差異，其因在於雙方各有盤算。

對韓國而言，友好條約中最關鍵部分是（新）第五條。韓國本來希望將

「同意紀錄」的內容納入於正式條款，但並未成功。韓國之目的在於限制韓

國華僑待遇，使其視同正式條款，成為具有合法性的功能。此外，根據韓國

憲法規定，外交條約必須要公佈，才能具有與國內法律相同的效力，所以

「同意紀錄」刊佈於《官報》，形同有此效力，否則法院不能將條約運用於任

何法律裁決上。51基於上述考量，韓國以「韓國國內程序上需要」、「限於

公務之用（official use only）」為由，主張再行簽署及《官報》刊登；同時主

張：若不能再行簽署，雙方在簽署條約時，應再加簽訂一份備忘錄，並聲明

要將「同意紀錄」視為條約之一部分。52

對中華民國而言，本條約原本只是約定友好關係之大方向，不應讓當中

具有限制性規定的「同意紀錄」成為條約之一部分。中華民國認為第五條實

際上已對韓國做出極大讓步，故而拒絕韓國的要求。

因為韓國的堅持，中華民國不得不再次讓步。1964年 11月 26日，中

華民國正式向韓國表示：「如韓國因內部程序關係，在閣議及國會審議時有

所洩露，我方將不向韓方做任何表示，如韓方因實際需要，將『同意紀錄』

刊登其政府公報時，我方不提出異議」。此外，並由駐韓大使梁序昭出面，

49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第九一四去電抄件（推測收電日期：1964年 10月 30日）〉（外交部，
1964–1966c）。

50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 11月 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8）。

51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 11月 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9）。

52   〈中華民國駐韓國大使館（代電）（日期：1964年 11月 2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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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都未成功。（吳瑞雲，2001: 13, 21, 23）1954年至1955年發生「第一次

台灣海峽危機」，使中華民國政府面臨極大的壓力。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非

常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協定，以期增強安全能力，並待機反攻大陸。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企圖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因此在1952年友好條

約的提案遭拒絕後，並未積極推動友好條約。但1950年代後期，簽訂中韓

軍事同盟的可能性逐漸降低後，中華民國開始積極推動簽訂友好條約，希望

藉由友好條約，一方面加強兩國的反共同盟關係，另方面以此提高台灣國內

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因此1957年2月，駐韓大使王東原訪問韓國外交部長

曹正煥，再度提出簽訂友好條約。

然而，曹正煥對中華民國的提案表示：宜先商訂貿易協定，再行商訂友

好條約。13同年2月20日，韓國向中華民國正式提案商訂貿易協定。14中

華民國一方面呼應韓國先行商訂貿易協定之提議，於5月6日將「中韓貿易

協定」要旨草案送達韓國外交部；15另方面，則繼續推動簽訂友好條約。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此項友好條約，欲採簡要的方式，目的則是「中韓訂約，

政治意義大於其他方面之意義，就我國言，與韓國簽訂一項內容較為簡單之

友好條約，亦可達到政治上之目的」。16因此，同年5月10日，參照「中

泰友好條約」擬訂的簡要約稿，送至韓國外交部。17

韓國外交部收到來自中華民國的草案後，認為具有問題的條款如下：

第四條　締約雙方在彼此領土內共同商定之地方，有派駐總領事、

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之權。此項領事官員應行使國際通例通

常承認之職務，並享受國際通例通常承認之待遇。雙方領事官員於

就職前，應向所駐國政府取得執行職務證書，但此項證書，得由所

13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外交
部收電，機字第0850號（收電日期：1957年2月8日）〉（外交部，1964–1966a）。

14   〈韓中貿易協定 締結에 關한 件〉（外務部，1961: 5）。
15   〈商訂中韓友好條約事（日期：1957年8月23日）〉（外交部，1964–1966a）。
16   〈簽呈（日期：1957年2月20日）〉（外交部，1964–1966a）。
17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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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後，雙方關於友好條約之交涉，重點便集中在第四、五、六條之

上。在第二次會議進行時，韓國仍然主張要刪除第四條，並提出對第五、六

條的合併案如下：

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

章，享有在彼方領土內進入、離去、旅行或居住的權利。32

韓國以「韓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為例，認為當中有此規定為由，態度上甚

為堅持。至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反應則是：「韓方關於第五、六條之對案過

於簡略，如再刪除第四條，則條文將毫無內容，希就我原提約稿第五、六條

向韓方交涉」。33

1964年8月，中華民國外交部已查知韓國外交部對友好條約之態度產

生變化，且預測雙方談判的重點將在第五、六條，所以對此兩條的因應策

略，已事先擬出最大讓步線之方案。但是鑑於兩次的談判均無進展，駐韓大

使館判斷韓國絕不可能接受中華民國原案，為求維持談判管道之暢通，故在

9月29日，駐韓大使館未經外交部的指示和同意，片面向韓國以非正式的

方式，提出中華民國之方案，做為第三次會議的交涉材料。34

在第三次會議中，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長盧信永出面，也以個人身分向中

華民國提出關於第五、六條新的合併修正案：

⑴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

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要，應予保留」；至於有關領事專約部分，日後可再商談。參考：〈本部致駐韓梁大使中華
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廿三日第八七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1966b）。

32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三（收電日期：1964年9月25日）〉（外交部，1964–1966b）。
33   〈抄致駐韓梁大使五十三年九月廿七日第八八六號去電件〉（外交部，1964–1966b）。
34   駐韓大使館向韓國提出的第五、六條合併對案內容為：「⑴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
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受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

護，應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

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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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美國實施的一項民意調查，美國人認為中共已取代蘇聯，成為威脅美

國的最大國家。（佐橋亮，2006: 44–45）

中共核武政策亦使亞洲各國提高警戒。中華民國與韓國認為，中共的核

子開發對兩國的國家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提高兩國的危機意識。尤其，中

華民國方面的危機感較高，不但曾與美國商討攻擊中共核子設施，也表示不

惜一切配合美國對中共作戰。（佐橋亮，2006: 45）對韓國而言，中共的核子

開發可能刺激北韓進行核試，將打破兩韓的軍事均衡。另外，1960年代起

西方自由陣營亦出現矛盾。例如，法國無視美國阻止核子擴散的方針，1960

年進行核試，並在1964年承認中共。（전재성，2005: 74–75）

美國對中政策出現變化、西方自由陣營之間的矛盾被強化，以及中共核

試成功與支援北越，都提高了中韓兩國的共同危機感，使韓國對友好條約轉

變態度，試圖藉此強化兩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相互合作，並可促進雙方的

相互理解。因此，韓國外交部說明同意交涉簽訂友好條約理由為：基於兩國

的歷史關係、兩國所面臨的國際條件、隨著中共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有必要加

強兩國聯繫等。24

再者，筆者認為，韓國轉變態度亦受美國越戰政策的影響。1961年11

月，朴正熙訪問美國與甘迺迪會談時，曾提議韓國派兵越南。其後，朴正熙

又強調亞洲國家具備自身的反共防衛力量，並向美國表示為此可與中華民國

政府進行協議。（木宮正史，2002: 242–243）韓國政府派兵越南意願非常高，

目標則在強化美韓同盟，並取得美國對韓國的軍事防衛。（全正煥，2003: 

208）1965年4月美國允許韓國派兵參與越戰。（전재성，2005: 82）在此之

前，韓國政府試圖透過加強中華民國的合作，提高雙方的反共防衛，以向美

國顯示越南派兵意願與努力。25

此外，韓國政府轉變態度也受到朴正熙他個人外交傾向的影響。朴正熙

的外交政策亦以美國為主，但不像李承晚是美國一面倒，致力拓展韓國的外

24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에 관한 건（日期：1964年8月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23）。
25   但美國方面不願激化台海的緊張，避免給與中共直接加入越戰的藉口，因此僅要求韓國派
兵，並且擴大對韓國的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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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涉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

韓國以簽訂文化協定為優先，而中華民國希望訂立友好條約，雙方因此

陷入僵局，直到1964年7月情勢方出現變化。韓國政府主張原則上同意簽

訂友好條約，而「韓國華僑問題」將成為兩國的最主要的交涉重點。

一、韓國態度的轉變

1964年7月2日，韓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以下簡稱，韓國大使館）再

度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簽訂文化協定，但又遭到拒絕；237月23日，駐

韓大使館藉由訪問韓國外交部亞洲局，提出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的合併案。

就在韓國接受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合併案之際，韓國外交部的態度出現

變化。1964年8月，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首度接受情報文化局的建議，採取

分開簽訂兩約的方式，同時也主張原則上同意簽訂友好條約。

韓國態度出現變化主要是受到中共地位提高與國際情勢改變的影響。

1960年代美國對中政策出現部分轉變。1963年11月美國總統甘迺迪在遇刺

前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中，即對再度開啟中國貿易問題表示，「視中國的回應

有意重新檢討對中政策」。詹森繼任總統後，同年12月13日演講中表示，

不應以感情，而是基於現實觀察中國問題；亦強調現在並沒有顛覆共產主義

政權的可能性。（戴天昭，2001: 217–218）1960年代起美國對中政策採取柔

軟態度，逐漸放棄推翻中共政權的企圖。

1964年10月中共政府的核子試爆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共的國際地位與

影響力。美國情報局早在1959年左右掌握中共開發核子的情報，1961年起

甘迺迪亦對此加強警覺。美國所擔心的不是軍事威脅，而是核子試爆成功所

帶來的中共威信的提高與核子擴散的連鎖反應。另外，1960年代起中共支

援北越政府，亦加強對東南亞的影響力。雖然詹森政權已放棄推翻中共政權

的想法，但仍強烈批評中共的核武政策，亦反對中共支援北越。根據1963

23   〈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교섭（日期：1964年7月6日）〉（外務部，1952–1965a: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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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韓國外交部送函至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中韓關係已極友好，無

另訂友好條約之必要」，拒絕中華民國之提議，強調宜商訂貿易協定。20

再者，我們觀察1960年與1962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60年3

月11日，前韓國外交部政務局長金東祚以特使的身份，率領「韓國友好訪問

團」，訪問中華民國外交部。此時中華民國方面再次提出商訂友好條約之要

求。為此，金東祚說明韓國對於簽訂友好條約感到猶豫，主要原因在「中國

國民進入韓境問題」。他接著指出韓國華僑有親友居住於香港及中國大陸，

從事走私者多，亦多不遵守韓國的移民法規；又韓國遣送華僑犯罪者時，並

不為中華民國所接收。此外，他也認為雙方如簽訂友好條約，韓國華僑及其

商人自然將進一步要求最惠國待遇。所以，韓國為求保護自身的經濟穩定、

政治安全以及防止共黨間諜活動，不得不對韓國華僑採取嚴峻措施。21

這是韓國方面首次針對反對簽訂友好條約的原因，提出說明。其後，韓

方對中華民國的重點轉移至簽訂文化協定，而將友好條約的構想則列為第二

順位。22

20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同年8
月20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同意先談貿易協定，但仍強調雙方宜簽訂友好條約。「中韓貿易
協定」經過4年的交涉，在1961年3月3日正式簽訂。此貿易協定與1952年駐韓大使館
提議的「中韓通商航海條約」性質不同。貿易協定是規定物品的進出口，限定於兩國的貿

易事務，不牽涉到人民的出入境等問題。參考：〈外交部收電，機字第3800號（收電日期：
1957年6月10日）〉（外交部，1964–1966a）。

21   〈周次長與韓國友好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
22   有關韓國政府對友好條約的疑慮，中華民國外交部說明：韓國對華僑問題可先從行政措施
上力圖改進，若對於中華民國所提出的約稿內容上有任何增減之處，希望韓國也能盡量提

出，以求達成協議。然後，外交部也提出韓方對友好條約仍有所顧慮時，雙方可先行商訂

文化專約。當中華民國提出商訂文化專約時，韓國表示極為贊同。韓國希望在1963年1
月，韓國外交部長崔德新訪華時簽訂文化條約，可是中華民國表示反對，而旋遭失敗。中

華民國政府的拒絕原因是，目前在台灣，日本雜誌、電影等進口量多，如與韓國簽訂文化

協定，日本可能也要求簽訂文化協定，這對中華民國造成困擾。參考：〈周次長與韓國友好

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關於議訂中韓友好
條約及文化專約事，電希知照辦理據報由（日期：1960年9月16日）〉（外交部，1964–
1966a）；〈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에 대한 문제（日期：1963年1月16日）〉（外務部，
1952–1965a: 173）；〈한중 문화협정（日期：1963年1月21日）〉（外務部，1952–1965a: 
174）；〈최 외무부 장관과 유 중국 대사와의 면담 요지（日期：1963年1月4日）〉（外
務部，196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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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空間。李承晚時期韓國僅與13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至1961年11月，

已與29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1963年韓國外交部長在記者會中說明，韓國

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為「自主外交」。1965年與韓國的邦交國已達到76國。

（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2001: 179–180）筆者認為，朴正熙政權外交路線

的擴張性格，致使韓國外交當局對中華民國的外交採取較積極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轉變態度後，開始詢問政府各機構的意見。首先，外交部邦

交局對於簽訂友好條約一事，依然採取反對立場。其主要的原因如下：

本條約內容包括出入境、居住商業等「居留事項」。由於雙方僑民

人數相差甚多，故本條約係僅有利於韓國華僑。再者，如簽訂本條

約將對韓國政府未來的外國人政策導致不便。另外，如刪除「居留

事項」或修改為對韓國有利的內容，則是承認韓國政府對華僑具有

差別措施。本條約並沒有加入新的政治意義，因此，不簽訂條約也

對兩國關係毫無損失，也不會影響將來兩國聯繫。26

其次，法務部的立場如下：

基於現在「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外國人居住韓國不能享有與韓國

國民相同的權利，應刪除本條約的第六條。在韓國的外國人中，華

僑之犯罪率最高，應加入中華民國政府協助強制出境之條款。27

最後，內務部的反應是：

本條約將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待遇，意味著簽約後必須承認目前被

禁止的土地所有權。韓國的土地將來有可能被「在韓中國人」所侵

蝕，故需要限制有關土地之財產權規定。再者，韓國華僑擾亂經濟

或危害公安等，從事犯法行為者多，但中華民國因拒絕接受他們，而

26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日期：1964年8月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35–237）。
27   〈한중 우호협정에 대한 회신（日期：1964年9月10日）〉（外務部，1952–1965a: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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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韓國無法執行強制出境，應當在本條約中列入相關的條款。28

可知韓國內部對友好條約的顧忌，都集中於第五、六條。韓國政府為簽

訂友好條約，必須先解決「韓國華僑問題」，因此，1964年8月18日，韓

國外交部亞洲局召集邦交局、通商局、情報文化局、儀典室等召開內部會

議，商討簽訂友好條約的事宜。會議結果終於達成決議，內容是：⑴在原則

上同意簽訂「中韓友好條約」。⑵條文中之第五、六條應設法迴避。29

二、針對爭議內容進行交涉與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1964年9月16日，韓國外交部亞洲局對中華民國表示：願意嘗試洽談

中韓友好條約。30韓方由外交部亞洲局負責與中華民國進行談判，而中華

民國方面則是由駐韓大使館負責。接著9月22日、24日、29日，雙方以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為基礎，在韓國先後進行三次會議。在第一

次的會議中，韓國針對第五、六條內容提出疑慮，說明韓國國會和輿論無法

瞭解賦予華僑具體權益之需要，並表示華僑中犯罪者多，但中華民國尚未同

意遣返等等。韓國反對第五、六條，早已是中華民國方面預期的範圍內，但

是出乎預料之外，韓國對於第四條內容也表示異議，主張刪除該條，應另訂

所謂領事專約。31

28   〈한중우호조약 체결문（초안）에 관한 의견 제출（日期：1964年9月12日）〉（外務部，
1952–1965a: 240）。

29   〈韓外交部討論我國所提簽訂「中韓友好協定」事宜情形（日期：1964年9月16日）〉（外
交部，1964–1966b）。在此會議中，邦交局仍採取反對立場；通商局認為對第五、六條應
慎重處理外，在原則上表示贊成簽訂；情報文化局表示不應文化與友好協定合而為一外，

無其他意見；儀典室表示應注意華僑出入境問題，並沒有反對簽約。

30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收電日期：1964年9月16日）〉（外交部，1964–1966b）。
韓國的態度在1964年8月底明顯出現變化。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在1964年8月
21日至27日訪問韓國，推動該約之談判。韓國不像過去一樣採取反對的態度，而是積極
的因應張群的建議。所以雙方的談判，第一次出現突破性的進展。

31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一七（收電日期：1964年9月23日）〉（外交部，1964–1966b）。
對此一主張，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回應是：「約稿第四條為原則性規定，約文內訂明雙方派

領應先共同商定，其職務及待遇亦經訂明以國際通例通常者為限」，因此「實無刪除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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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國政府撤回。

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事

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

第五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有權在與任何他國國民同樣條件之下，依

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民之法律規章，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

第六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身體及財產，

應享受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有權在任何他國人民享有相同

權利之地方遊歷、居住、作工、及經營工商業，但應依照締約彼方

之法律規章，設立學校，以教育其子女，並享有集會、結社、出

版、祀典、宗教、埋葬及營墓之自由。

關於本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由於以上的內容，韓國外交部認為：

中國政府所提案的友好條約，雖名稱上是友好條約，但實際上是牽

涉到應規定於友好通商或航海條約的外交使節、領使交換等內容；

以及包括當事國民的、身體、財產、經濟活動、通商、航海、出入

境內容；牽涉其他一般民法上的權利。[本條約]規定基本上的原

則，是一種小規模經濟活動的基本協定。18

尤其是第五條與第六條，為韓國外交部拒絕此草案的最主要原因。因為

第五條是承認對方國民（韓國華僑）的自由入境權利，而第六條則是保障對

方國民的身份、財產、經濟活動等，必須給予對方國民最惠國國民待遇。韓

方認定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原因，即在於取得上述權利。19因此，1957

18   此為韓國外交部的條約課對亞洲課之說明案。〈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
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7月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3–44）。

19   〈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7月
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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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場，在 1952年中華民國首次提議時確立後，一直成為韓國拒絕友好條

約的主要原因。

韓國政府對「韓國華僑問題」表示如此敏感的反應，一方面是因為兩國

僑民12人數差距極為懸殊。韓國政府自成立之後，便禁止外國人的自由移

居，因此韓國華僑的人口，主要透過自然成長率而增加。如表 1所述，1970

年代時韓國華僑人口曾經增長到約 3萬人，但由於對外國人的土地購買、居

留簽證等，韓國設立許多限制規定，遂使韓國華僑離開韓國，移往美國、台

灣等地，故韓國華僑的人口逐漸減少，目前維持約 2萬人左右。

韓國華僑的人口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人口相比，實為少數。但比較表 1與

表 2可知，在台韓僑的人數則更少，遠低於韓國華僑人數。1965年前在台

韓僑的人口，最多時也僅有 500多人。至 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

韓國華僑的人口為 26,176人，而在台韓僑的人口僅 495人，後者的人口約

為前者的 53分之 1。

這種韓國與中華民國間僑民人口的差距，成為韓國交涉「中韓友好條約」

時的主要考量之一。

三、中華民國的再次提案與韓國的拒絕

其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友好條約的交涉便處於停頓狀態，直到 1957年

中華民國再次向韓國提出，但包括 1960年、1962年等多次提案，都遭到韓

國的拒絕。

首先，我們觀察 1957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53年 10月，韓國

外交部長卞栄泰訪問駐韓大使王東原，對王東原表示兩國軍事同盟構想，此

後中華民國方面一直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1955年 8月，韓國再次提倡

中、韓、越三國軍事同盟。但是李承晚後來轉變態度，主張應將美國納入其

中，並未積極推動三國的軍事同盟。其後，雙方雖數次提及中韓軍事同盟，

12   在此「僑民」是指：持有自己國家的國籍，以長期居住為目的居住於海外者，並沒有包括
留學等短期停留者。本文中，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僑民稱為韓國華僑或華僑；在台灣的韓國

僑民稱為在台韓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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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做為範本。比較 1946年 1月簽訂「中泰友好條約」、1963年 10月所簽訂

的「中阿友好條約」，以及 1964年 10月所簽訂的「中烏友好條約」等，儘

管文字的表達上略有差異，但內容方面其實無太大的出入。因此，中華民國

無意在「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中，創造出太多的例外狀況。雖然如此，中

華民國最後仍無法堅持以往友好條約的固定範本，反而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

讓步，遂使「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成為一種特例。

三、對「同意紀錄」解釋的差異與中華民國的讓步

就在解除所有的障礙因素，1964年 10月 12日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之後，中華民國認為應能很順利地達成正式簽訂。可是，沒想到卻因「同意

紀錄」產生問題，導致阻礙正式簽訂。中華民國被迫再次向韓國讓步。

我們先觀察一下「同意紀錄」的內容：

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在談判友好條約之過程中，雙方代表曾獲致如

下了解：「第五條之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一方為維持公共秩

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而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46

雙方並約定，此項「同意紀錄」無須公開發表。47但是韓國卻臨時提出以

下三項主張：⑴「同意紀錄」為條約之不可分之一部分；⑵正式簽約條約時

「同意紀錄」應再簽署一次，且需經批准；⑶「同意紀錄」應刊登於韓國《官

報》。48對此主張，中華民國採取的立場是：⑴「同意紀錄」係雙方共同之

一項了解，並非條約之一部分，自無需批准更無需換文證實；⑵「同意紀錄」

在簡簽前經雙方同意，依照國際慣例僅簽署一次；⑶「同意紀錄」在簡簽時，

46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 10月 9日）〉
（外交部，1964–1966b）；〈합의의사록（번역문）〉（外務部，1952–1965b: 39）。

47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 10月 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8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三（收電日期：1964年 10月 31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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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願意以「同意紀錄」方式，規定第五、六條的附屬事項，故希望韓國

可以接受第四條的內容。39丁一權抵達台灣之後，對此也深表同意。40

10月 9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正式對韓國表達最終立場：同意刪除第四條

的第二段「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

事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但不接受另換文規定，「兩國同意儘速簽訂

一項領事專約，在此專約簽訂前，雙方領務關係依國際慣例處理」之簽訂領

事專約一節。對（新）第五條對案，反對加入第四款，但同意盧信永以個人

身分提出的第五、六條新合併修正案之第三項，以「同意紀錄」方式處理。41

中華民國做出此決定的最主要原因是「為早日達成協議」，但也認為此「同

意紀錄」的內容「尚無損害我基本權益」。42兩日後，雙方終於達成協議：

刪除第四條第二段；原草案的第五、六條改為中華民國最終提出的合併案

（新第五條）；關於韓國主張的公共秩序、衛生等限制規定以「同意紀錄」處

理。10月 12日，在丁一權訪台期間，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與韓國大使金信

分別代表雙方在台北予以簡簽。43

韓國對第四條的顧忌是：中華民國有意利用此條款增設領事館，因此韓

國想加入簽訂領事專約之條款，對領事館的設立雙重確認。44這是因為當

時韓國已與日本展開交涉「日韓基本條約」。因此，韓國擔心「中韓友好條約」

的領事內容，將會影響到對日本談判。45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是根據中華民國與各國簽訂的友好條

39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주중대사（日期：1964年 10月 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6）。

40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차관（日期：1964年 10月 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7）。
41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 10月 9日）〉
（外交部，1964–1966b）；〈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 10月）〉（外
交部，1964–1966b）。

42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 10月 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3   〈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 10月）〉（外交部，1964–1966b）。
44   〈수신인：주중 윤 참사관，발신인：아주국장（日期：1964年 10月 11日）〉（外務部，

1952–1965a: 304–305）。
45   韓國與日本基於「韓日基本條約」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簽訂日期為 1965年 6月。有關韓
國與日本外交問題參考：최영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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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韓國華僑人口（1945–2009） （單位：人）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1945 12,648 1968 30,810 1982 28,717 1997 22,137

1947 12,088 1969 31,243 1983 27,131 1998 21,987

1948 17,443 1970 31,918 1984 27,662 1999 22,043

1952 17,687 1971 31,928 1986 24,316 2000 22,083

1954 22,090 1972 32,989 1987 23,945 2001 21,818

1956 22,149 1973 32,841 1988 23,432 2002 21,629

1957 22,734 1974 32,255 1989 23,147 2003 21,375

1959 23,318 1975 32,434 1990 22,843 2004 20,966

1960 24,723 1976 32,436 1991 22,631 2005 20,792

1961 23,975 1977 31,751 1992 22,563 2006 20,878

1962 23,575 1978 30,562 1993 22,485 2007 20,686

1964 26,176 1979 30,078 1994 22,271 2008 20,467

1965 28,927 1980 29,623 1995 22,190 2009 19,791

1966 29,939 1981 29,220 1996 22,157

資料來源：1945、1952–1966、1969、1970、1972–1984：박은경，1984: 118, 210。
　　　　　1947：〈朝鮮概況報告及意見書〉（外交部，1948）。
　　　　　1948：韓中文化協會編輯室，1949: 60–61。
　　　　　1968：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68年 4月製作）（外交部，1960–1968）。
　　　　　1971：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71年 6月製作）（外交部，1971–1973）。
　　　　　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

2009）。
註 1： 2002–2005：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各年版的居住（F–2）、

國民配偶（F–2–1）、永住（F–5）、永住配偶者（F–2–3）的合計。
註 2：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

各年版的居住（F–2）、國民配偶（F–2–1）、永住配偶者（F–2–3）、其他長期（F–2–5）、
永住（F–5）、永住（F–5–3~F–5–9）、永住（F–5–A~F–5–K）的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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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韓國外交部送函至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中韓關係已極友好，無

另訂友好條約之必要」，拒絕中華民國之提議，強調宜商訂貿易協定。20

再者，我們觀察1960年與1962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60年3

月11日，前韓國外交部政務局長金東祚以特使的身份，率領「韓國友好訪問

團」，訪問中華民國外交部。此時中華民國方面再次提出商訂友好條約之要

求。為此，金東祚說明韓國對於簽訂友好條約感到猶豫，主要原因在「中國

國民進入韓境問題」。他接著指出韓國華僑有親友居住於香港及中國大陸，

從事走私者多，亦多不遵守韓國的移民法規；又韓國遣送華僑犯罪者時，並

不為中華民國所接收。此外，他也認為雙方如簽訂友好條約，韓國華僑及其

商人自然將進一步要求最惠國待遇。所以，韓國為求保護自身的經濟穩定、

政治安全以及防止共黨間諜活動，不得不對韓國華僑採取嚴峻措施。21

這是韓國方面首次針對反對簽訂友好條約的原因，提出說明。其後，韓

方對中華民國的重點轉移至簽訂文化協定，而將友好條約的構想則列為第二

順位。22

20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同年8
月20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同意先談貿易協定，但仍強調雙方宜簽訂友好條約。「中韓貿易
協定」經過4年的交涉，在1961年3月3日正式簽訂。此貿易協定與1952年駐韓大使館
提議的「中韓通商航海條約」性質不同。貿易協定是規定物品的進出口，限定於兩國的貿

易事務，不牽涉到人民的出入境等問題。參考：〈外交部收電，機字第3800號（收電日期：
1957年6月10日）〉（外交部，1964–1966a）。

21   〈周次長與韓國友好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
22   有關韓國政府對友好條約的疑慮，中華民國外交部說明：韓國對華僑問題可先從行政措施
上力圖改進，若對於中華民國所提出的約稿內容上有任何增減之處，希望韓國也能盡量提

出，以求達成協議。然後，外交部也提出韓方對友好條約仍有所顧慮時，雙方可先行商訂

文化專約。當中華民國提出商訂文化專約時，韓國表示極為贊同。韓國希望在1963年1
月，韓國外交部長崔德新訪華時簽訂文化條約，可是中華民國表示反對，而旋遭失敗。中

華民國政府的拒絕原因是，目前在台灣，日本雜誌、電影等進口量多，如與韓國簽訂文化

協定，日本可能也要求簽訂文化協定，這對中華民國造成困擾。參考：〈周次長與韓國友好

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關於議訂中韓友好
條約及文化專約事，電希知照辦理據報由（日期：1960年9月16日）〉（外交部，1964–
1966a）；〈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에 대한 문제（日期：1963年1月16日）〉（外務部，
1952–1965a: 173）；〈한중 문화협정（日期：1963年1月21日）〉（外務部，1952–1965a: 
174）；〈최 외무부 장관과 유 중국 대사와의 면담 요지（日期：1963年1月4日）〉（外
務部，196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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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空間。李承晚時期韓國僅與13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至1961年11月，

已與29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1963年韓國外交部長在記者會中說明，韓國

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為「自主外交」。1965年與韓國的邦交國已達到76國。

（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2001: 179–180）筆者認為，朴正熙政權外交路線

的擴張性格，致使韓國外交當局對中華民國的外交採取較積極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轉變態度後，開始詢問政府各機構的意見。首先，外交部邦

交局對於簽訂友好條約一事，依然採取反對立場。其主要的原因如下：

本條約內容包括出入境、居住商業等「居留事項」。由於雙方僑民

人數相差甚多，故本條約係僅有利於韓國華僑。再者，如簽訂本條

約將對韓國政府未來的外國人政策導致不便。另外，如刪除「居留

事項」或修改為對韓國有利的內容，則是承認韓國政府對華僑具有

差別措施。本條約並沒有加入新的政治意義，因此，不簽訂條約也

對兩國關係毫無損失，也不會影響將來兩國聯繫。26

其次，法務部的立場如下：

基於現在「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外國人居住韓國不能享有與韓國

國民相同的權利，應刪除本條約的第六條。在韓國的外國人中，華

僑之犯罪率最高，應加入中華民國政府協助強制出境之條款。27

最後，內務部的反應是：

本條約將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待遇，意味著簽約後必須承認目前被

禁止的土地所有權。韓國的土地將來有可能被「在韓中國人」所侵

蝕，故需要限制有關土地之財產權規定。再者，韓國華僑擾亂經濟

或危害公安等，從事犯法行為者多，但中華民國因拒絕接受他們，而

26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日期：1964年8月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35–237）。
27   〈한중 우호협정에 대한 회신（日期：1964年9月10日）〉（外務部，1952–1965a: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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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韓國無法執行強制出境，應當在本條約中列入相關的條款。28

可知韓國內部對友好條約的顧忌，都集中於第五、六條。韓國政府為簽

訂友好條約，必須先解決「韓國華僑問題」，因此，1964年8月18日，韓

國外交部亞洲局召集邦交局、通商局、情報文化局、儀典室等召開內部會

議，商討簽訂友好條約的事宜。會議結果終於達成決議，內容是：⑴在原則

上同意簽訂「中韓友好條約」。⑵條文中之第五、六條應設法迴避。29

二、針對爭議內容進行交涉與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1964年9月16日，韓國外交部亞洲局對中華民國表示：願意嘗試洽談

中韓友好條約。30韓方由外交部亞洲局負責與中華民國進行談判，而中華

民國方面則是由駐韓大使館負責。接著9月22日、24日、29日，雙方以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為基礎，在韓國先後進行三次會議。在第一

次的會議中，韓國針對第五、六條內容提出疑慮，說明韓國國會和輿論無法

瞭解賦予華僑具體權益之需要，並表示華僑中犯罪者多，但中華民國尚未同

意遣返等等。韓國反對第五、六條，早已是中華民國方面預期的範圍內，但

是出乎預料之外，韓國對於第四條內容也表示異議，主張刪除該條，應另訂

所謂領事專約。31

28   〈한중우호조약 체결문（초안）에 관한 의견 제출（日期：1964年9月12日）〉（外務部，
1952–1965a: 240）。

29   〈韓外交部討論我國所提簽訂「中韓友好協定」事宜情形（日期：1964年9月16日）〉（外
交部，1964–1966b）。在此會議中，邦交局仍採取反對立場；通商局認為對第五、六條應
慎重處理外，在原則上表示贊成簽訂；情報文化局表示不應文化與友好協定合而為一外，

無其他意見；儀典室表示應注意華僑出入境問題，並沒有反對簽約。

30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收電日期：1964年9月16日）〉（外交部，1964–1966b）。
韓國的態度在1964年8月底明顯出現變化。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在1964年8月
21日至27日訪問韓國，推動該約之談判。韓國不像過去一樣採取反對的態度，而是積極
的因應張群的建議。所以雙方的談判，第一次出現突破性的進展。

31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一七（收電日期：1964年9月23日）〉（外交部，1964–1966b）。
對此一主張，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回應是：「約稿第四條為原則性規定，約文內訂明雙方派

領應先共同商定，其職務及待遇亦經訂明以國際通例通常者為限」，因此「實無刪除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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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國政府撤回。

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事

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

第五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有權在與任何他國國民同樣條件之下，依

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民之法律規章，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

第六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身體及財產，

應享受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有權在任何他國人民享有相同

權利之地方遊歷、居住、作工、及經營工商業，但應依照締約彼方

之法律規章，設立學校，以教育其子女，並享有集會、結社、出

版、祀典、宗教、埋葬及營墓之自由。

關於本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由於以上的內容，韓國外交部認為：

中國政府所提案的友好條約，雖名稱上是友好條約，但實際上是牽

涉到應規定於友好通商或航海條約的外交使節、領使交換等內容；

以及包括當事國民的、身體、財產、經濟活動、通商、航海、出入

境內容；牽涉其他一般民法上的權利。[本條約]規定基本上的原

則，是一種小規模經濟活動的基本協定。18

尤其是第五條與第六條，為韓國外交部拒絕此草案的最主要原因。因為

第五條是承認對方國民（韓國華僑）的自由入境權利，而第六條則是保障對

方國民的身份、財產、經濟活動等，必須給予對方國民最惠國國民待遇。韓

方認定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原因，即在於取得上述權利。19因此，1957

18   此為韓國外交部的條約課對亞洲課之說明案。〈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
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7月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3–44）。

19   〈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7月
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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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場，在 1952年中華民國首次提議時確立後，一直成為韓國拒絕友好條

約的主要原因。

韓國政府對「韓國華僑問題」表示如此敏感的反應，一方面是因為兩國

僑民12人數差距極為懸殊。韓國政府自成立之後，便禁止外國人的自由移

居，因此韓國華僑的人口，主要透過自然成長率而增加。如表 1所述，1970

年代時韓國華僑人口曾經增長到約 3萬人，但由於對外國人的土地購買、居

留簽證等，韓國設立許多限制規定，遂使韓國華僑離開韓國，移往美國、台

灣等地，故韓國華僑的人口逐漸減少，目前維持約 2萬人左右。

韓國華僑的人口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人口相比，實為少數。但比較表 1與

表 2可知，在台韓僑的人數則更少，遠低於韓國華僑人數。1965年前在台

韓僑的人口，最多時也僅有 500多人。至 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

韓國華僑的人口為 26,176人，而在台韓僑的人口僅 495人，後者的人口約

為前者的 53分之 1。

這種韓國與中華民國間僑民人口的差距，成為韓國交涉「中韓友好條約」

時的主要考量之一。

三、中華民國的再次提案與韓國的拒絕

其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友好條約的交涉便處於停頓狀態，直到 1957年

中華民國再次向韓國提出，但包括 1960年、1962年等多次提案，都遭到韓

國的拒絕。

首先，我們觀察 1957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53年 10月，韓國

外交部長卞栄泰訪問駐韓大使王東原，對王東原表示兩國軍事同盟構想，此

後中華民國方面一直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1955年 8月，韓國再次提倡

中、韓、越三國軍事同盟。但是李承晚後來轉變態度，主張應將美國納入其

中，並未積極推動三國的軍事同盟。其後，雙方雖數次提及中韓軍事同盟，

12   在此「僑民」是指：持有自己國家的國籍，以長期居住為目的居住於海外者，並沒有包括
留學等短期停留者。本文中，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僑民稱為韓國華僑或華僑；在台灣的韓國

僑民稱為在台韓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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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做為範本。比較 1946年 1月簽訂「中泰友好條約」、1963年 10月所簽訂

的「中阿友好條約」，以及 1964年 10月所簽訂的「中烏友好條約」等，儘

管文字的表達上略有差異，但內容方面其實無太大的出入。因此，中華民國

無意在「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中，創造出太多的例外狀況。雖然如此，中

華民國最後仍無法堅持以往友好條約的固定範本，反而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

讓步，遂使「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成為一種特例。

三、對「同意紀錄」解釋的差異與中華民國的讓步

就在解除所有的障礙因素，1964年 10月 12日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之後，中華民國認為應能很順利地達成正式簽訂。可是，沒想到卻因「同意

紀錄」產生問題，導致阻礙正式簽訂。中華民國被迫再次向韓國讓步。

我們先觀察一下「同意紀錄」的內容：

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在談判友好條約之過程中，雙方代表曾獲致如

下了解：「第五條之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一方為維持公共秩

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而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46

雙方並約定，此項「同意紀錄」無須公開發表。47但是韓國卻臨時提出以

下三項主張：⑴「同意紀錄」為條約之不可分之一部分；⑵正式簽約條約時

「同意紀錄」應再簽署一次，且需經批准；⑶「同意紀錄」應刊登於韓國《官

報》。48對此主張，中華民國採取的立場是：⑴「同意紀錄」係雙方共同之

一項了解，並非條約之一部分，自無需批准更無需換文證實；⑵「同意紀錄」

在簡簽前經雙方同意，依照國際慣例僅簽署一次；⑶「同意紀錄」在簡簽時，

46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 10月 9日）〉
（外交部，1964–1966b）；〈합의의사록（번역문）〉（外務部，1952–1965b: 39）。

47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 10月 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8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三（收電日期：1964年 10月 31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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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願意以「同意紀錄」方式，規定第五、六條的附屬事項，故希望韓國

可以接受第四條的內容。39丁一權抵達台灣之後，對此也深表同意。40

10月 9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正式對韓國表達最終立場：同意刪除第四條

的第二段「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

事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但不接受另換文規定，「兩國同意儘速簽訂

一項領事專約，在此專約簽訂前，雙方領務關係依國際慣例處理」之簽訂領

事專約一節。對（新）第五條對案，反對加入第四款，但同意盧信永以個人

身分提出的第五、六條新合併修正案之第三項，以「同意紀錄」方式處理。41

中華民國做出此決定的最主要原因是「為早日達成協議」，但也認為此「同

意紀錄」的內容「尚無損害我基本權益」。42兩日後，雙方終於達成協議：

刪除第四條第二段；原草案的第五、六條改為中華民國最終提出的合併案

（新第五條）；關於韓國主張的公共秩序、衛生等限制規定以「同意紀錄」處

理。10月 12日，在丁一權訪台期間，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與韓國大使金信

分別代表雙方在台北予以簡簽。43

韓國對第四條的顧忌是：中華民國有意利用此條款增設領事館，因此韓

國想加入簽訂領事專約之條款，對領事館的設立雙重確認。44這是因為當

時韓國已與日本展開交涉「日韓基本條約」。因此，韓國擔心「中韓友好條約」

的領事內容，將會影響到對日本談判。45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是根據中華民國與各國簽訂的友好條

39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주중대사（日期：1964年 10月 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6）。

40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차관（日期：1964年 10月 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7）。
41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 10月 9日）〉
（外交部，1964–1966b）；〈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 10月）〉（外
交部，1964–1966b）。

42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 10月 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3   〈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 10月）〉（外交部，1964–1966b）。
44   〈수신인：주중 윤 참사관，발신인：아주국장（日期：1964年 10月 11日）〉（外務部，

1952–1965a: 304–305）。
45   韓國與日本基於「韓日基本條約」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簽訂日期為 1965年 6月。有關韓
國與日本外交問題參考：최영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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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韓國華僑人口（1945–2009） （單位：人）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1945 12,648 1968 30,810 1982 28,717 1997 22,137

1947 12,088 1969 31,243 1983 27,131 1998 21,987

1948 17,443 1970 31,918 1984 27,662 1999 22,043

1952 17,687 1971 31,928 1986 24,316 2000 22,083

1954 22,090 1972 32,989 1987 23,945 2001 21,818

1956 22,149 1973 32,841 1988 23,432 2002 21,629

1957 22,734 1974 32,255 1989 23,147 2003 21,375

1959 23,318 1975 32,434 1990 22,843 2004 20,966

1960 24,723 1976 32,436 1991 22,631 2005 20,792

1961 23,975 1977 31,751 1992 22,563 2006 20,878

1962 23,575 1978 30,562 1993 22,485 2007 20,686

1964 26,176 1979 30,078 1994 22,271 2008 20,467

1965 28,927 1980 29,623 1995 22,190 2009 19,791

1966 29,939 1981 29,220 1996 22,157

資料來源：1945、1952–1966、1969、1970、1972–1984：박은경，1984: 118, 210。
　　　　　1947：〈朝鮮概況報告及意見書〉（外交部，1948）。
　　　　　1948：韓中文化協會編輯室，1949: 60–61。
　　　　　1968：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68年 4月製作）（外交部，1960–1968）。
　　　　　1971：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71年 6月製作）（外交部，1971–1973）。
　　　　　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

2009）。
註 1： 2002–2005：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各年版的居住（F–2）、

國民配偶（F–2–1）、永住（F–5）、永住配偶者（F–2–3）的合計。
註 2：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

各年版的居住（F–2）、國民配偶（F–2–1）、永住配偶者（F–2–3）、其他長期（F–2–5）、
永住（F–5）、永住（F–5–3~F–5–9）、永住（F–5–A~F–5–K）的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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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案」遭到國會的否決，大統領連任面臨危機。李承晚認為直選制可操作選

票與動員民眾，對連任有利。然而，國會議員們一方面不想放棄選舉大統領

的權利；另方面認為內閣制才能實現民主主義，同時也擔心戰爭中的選舉易

受警察等公權力的影響，因此反對「大統領直選修憲案」。（서중석，2007: 

103–104）

在國外，李承晚政權正面臨韓戰停戰談判。自 1951年 6月蘇聯代表提出

停戰可能性後，美國開始積極推動停戰協定。李承晚雖然對韓戰停戰談判一

貫採取反對態度，但在 1951年 3月李承晚曾致信杜魯門說明：韓國將接受美

國的最終決定，若杜魯門認為需要停戰協定韓國將會支持；但強調沒有韓國

人民的同意他不會這麼做。李承晚並在信中向美國要求簽訂相互防衛條約與

擴充韓國軍隊。11李承晚本意在於藉由同意韓戰停戰協議向美國換取「韓美

共同防衛條約」，並以此作為戰後安全保證。

對當時的李承晚政府而言，國內外局勢並不穩定，或許無暇處理中華民

國的提案。尤其，李承晚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他個人主導，極端集中於對美關

係，對於擴張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缺乏興趣。（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

2001: 177–178）因此，李承晚個人的外交思維也是在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的因素之一。

然而，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主因，仍在於「韓國華僑

問題」。一方面政府考慮到當時仍處於戰爭狀態，若給予包括韓國華僑在內

的中國人自由出入境，恐造成治安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韓國政府將「中韓友

好條約」視為對韓國華僑的優惠條款。因此擔心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國民待

遇，將導致韓國商業將被華僑壟斷。

此一將「中韓友好條約」與「韓國華僑問題」視為一體的韓國政府的基

11   1953年接近簽訂韓戰停戰協定時，李承晚又採取反對立場。美國為盡快簽署停戰協定，
不得不做出妥協，1953年 5月美國務院次官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訪問韓國，同意
簽訂「韓美共同防衛條約」，而使李承晚同意接受韓戰停戰協定。1953年 7月 27日韓戰
停戰協定簽訂後，8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訪問韓國，李承晚向美國
更爭取到，支援加強韓國軍隊、高達 10億美元的經濟開發計畫。（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
드，2001: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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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在台韓僑人口（1948–2009） （單位：人）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1948 342 1966  540 1984 1,131

1949 346 1967 537 1985 993

1950 373 1968 548 1986 822

1951 402 1969 640 1987 825

1952 427 1970 522 1988 864

1953 442 1971 511 1989 908

1954 405 1972 517 1990 931

1955 441 1973 578 1991 946

1956 456 1974 584 1992 1,086

1957 484 1975 704 1995 1,029

1958 510 1976 612 1997 1,040

1959 515 1977 707 1999 843

1960 536 1978 769 2001 653

1961 502 1979 750 2003 54

1962 489 1980 886 2005 85

1963 469 1981 1,054 2007 543

1964 495 1982 1,226 2009 599

1965 540 1983 1,301

資料來源： 1948–1967、1976、1979–1984：《台灣地區警政統計年報》（內政部警政署編，
1995: 238–251）。

　　　　　1968–1975、1977–1978、1985–1990：《在外國民現況》（外務部，1968–1990）。
　　　　　1991–1999：《海外同胞現況》（外務部，1991–1999）。
　　　　　2001–2007：《在外同胞現況》（外交通商部，2001–2009）。
　　　　　2009：〈在外同胞現況（2009）〉（外交通商部，2009）。
註 1： 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為持入境簽證的韓國人，因此包括短期停留者。但是 1970年代之

前在台灣短期停留的韓國人並不多，持入境簽證者主要以長期居住者為主。因此透過

1970年代之前的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大致可以掌握在台韓僑的人數。（王梅影，
1983: 84–85。）

註 2： 1999、2001、2007、2009：人口數為持有「市民權」與「永居權」者；2003、2005：
人口數為持有永居權者。2003年與 2005年的統計中「市民權」的數字為零，因此出現
過低的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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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關於前

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⑶本條

各項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何一方為維持公共秩序，維護公共

衛生、道德及安全，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35

10月 2日，韓國對駐韓大使館的非正式方案表示同意，但要求增加盧

信永方案之第三項，並改為換文。36中華民國外交部本來仍然希望將原提

約稿中的第五、六條，繼續向韓國方面進行交涉。可是駐韓大使館已向韓方

透露中華民國的最終讓步方案，因此在 10月 5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另擬出

最終讓步對案之（新）第五條，並主張對於盧信永方案之第三項，無論是改

為條文或者換文，均不能接受。37（新）第五條的內容如下：

 （新）第五條

𡛼𡛼𡛼𡛼締約此方之國民得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章，

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並在締約彼方之領土內旅行或居住；

𥕛𥕛𥕛𥕛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應依

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下，享

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

𥐥𥐥𥐥𥐥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38

1964年 10月 8日至 12日，韓國總理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兩國政府皆

希望能夠在此時段完成友好條約的簽訂。但雙方迄至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的

當天，仍無法達成協議，因此條約的談判地點就改在台灣進行。10月 8日，

在迎接丁一權的機場上，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沈昌煥對韓國大使金信指稱，中

35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二（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6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三九（收電日期：1964年 10月 3日）〉（外交部，1964–1966b）。
37   〈中韓友好條約事，去電專號：890（日期：1964年 9月 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8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四日第八九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

19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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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雙方約定無須公開，現在則要求刊登《官報》，顯然與上述的了解不符。49

雙方對「同意紀錄」解釋上最具關鍵性的不同是：「同意紀錄」是否為「中

韓友好條約」的一部分？由於韓國方面認為，條約是其中之一部分，所以提

出再次簽署與《官報》刊登等要求；50而中華民國則認為，「同意紀錄」並

非條文的一部分，所以不應再行簽署，也無須公開。至此，雙方對「同意紀

錄」有如此想法上的差異，其因在於雙方各有盤算。

對韓國而言，友好條約中最關鍵部分是（新）第五條。韓國本來希望將

「同意紀錄」的內容納入於正式條款，但並未成功。韓國之目的在於限制韓

國華僑待遇，使其視同正式條款，成為具有合法性的功能。此外，根據韓國

憲法規定，外交條約必須要公佈，才能具有與國內法律相同的效力，所以

「同意紀錄」刊佈於《官報》，形同有此效力，否則法院不能將條約運用於任

何法律裁決上。51基於上述考量，韓國以「韓國國內程序上需要」、「限於

公務之用（official use only）」為由，主張再行簽署及《官報》刊登；同時主

張：若不能再行簽署，雙方在簽署條約時，應再加簽訂一份備忘錄，並聲明

要將「同意紀錄」視為條約之一部分。52

對中華民國而言，本條約原本只是約定友好關係之大方向，不應讓當中

具有限制性規定的「同意紀錄」成為條約之一部分。中華民國認為第五條實

際上已對韓國做出極大讓步，故而拒絕韓國的要求。

因為韓國的堅持，中華民國不得不再次讓步。1964年 11月 26日，中

華民國正式向韓國表示：「如韓國因內部程序關係，在閣議及國會審議時有

所洩露，我方將不向韓方做任何表示，如韓方因實際需要，將『同意紀錄』

刊登其政府公報時，我方不提出異議」。此外，並由駐韓大使梁序昭出面，

49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第九一四去電抄件（推測收電日期：1964年 10月 30日）〉（外交部，
1964–1966c）。

50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 11月 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8）。

51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 11月 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9）。

52   〈中華民國駐韓國大使館（代電）（日期：1964年 11月 2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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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都未成功。（吳瑞雲，2001: 13, 21, 23）1954年至1955年發生「第一次

台灣海峽危機」，使中華民國政府面臨極大的壓力。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非

常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協定，以期增強安全能力，並待機反攻大陸。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企圖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因此在1952年友好條

約的提案遭拒絕後，並未積極推動友好條約。但1950年代後期，簽訂中韓

軍事同盟的可能性逐漸降低後，中華民國開始積極推動簽訂友好條約，希望

藉由友好條約，一方面加強兩國的反共同盟關係，另方面以此提高台灣國內

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因此1957年2月，駐韓大使王東原訪問韓國外交部長

曹正煥，再度提出簽訂友好條約。

然而，曹正煥對中華民國的提案表示：宜先商訂貿易協定，再行商訂友

好條約。13同年2月20日，韓國向中華民國正式提案商訂貿易協定。14中

華民國一方面呼應韓國先行商訂貿易協定之提議，於5月6日將「中韓貿易

協定」要旨草案送達韓國外交部；15另方面，則繼續推動簽訂友好條約。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此項友好條約，欲採簡要的方式，目的則是「中韓訂約，

政治意義大於其他方面之意義，就我國言，與韓國簽訂一項內容較為簡單之

友好條約，亦可達到政治上之目的」。16因此，同年5月10日，參照「中

泰友好條約」擬訂的簡要約稿，送至韓國外交部。17

韓國外交部收到來自中華民國的草案後，認為具有問題的條款如下：

第四條　締約雙方在彼此領土內共同商定之地方，有派駐總領事、

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之權。此項領事官員應行使國際通例通

常承認之職務，並享受國際通例通常承認之待遇。雙方領事官員於

就職前，應向所駐國政府取得執行職務證書，但此項證書，得由所

13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外交
部收電，機字第0850號（收電日期：1957年2月8日）〉（外交部，1964–1966a）。

14   〈韓中貿易協定 締結에 關한 件〉（外務部，1961: 5）。
15   〈商訂中韓友好條約事（日期：1957年8月23日）〉（外交部，1964–1966a）。
16   〈簽呈（日期：1957年2月20日）〉（外交部，1964–1966a）。
17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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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後，雙方關於友好條約之交涉，重點便集中在第四、五、六條之

上。在第二次會議進行時，韓國仍然主張要刪除第四條，並提出對第五、六

條的合併案如下：

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

章，享有在彼方領土內進入、離去、旅行或居住的權利。32

韓國以「韓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為例，認為當中有此規定為由，態度上甚

為堅持。至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反應則是：「韓方關於第五、六條之對案過

於簡略，如再刪除第四條，則條文將毫無內容，希就我原提約稿第五、六條

向韓方交涉」。33

1964年8月，中華民國外交部已查知韓國外交部對友好條約之態度產

生變化，且預測雙方談判的重點將在第五、六條，所以對此兩條的因應策

略，已事先擬出最大讓步線之方案。但是鑑於兩次的談判均無進展，駐韓大

使館判斷韓國絕不可能接受中華民國原案，為求維持談判管道之暢通，故在

9月29日，駐韓大使館未經外交部的指示和同意，片面向韓國以非正式的

方式，提出中華民國之方案，做為第三次會議的交涉材料。34

在第三次會議中，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長盧信永出面，也以個人身分向中

華民國提出關於第五、六條新的合併修正案：

⑴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

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要，應予保留」；至於有關領事專約部分，日後可再商談。參考：〈本部致駐韓梁大使中華
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廿三日第八七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1966b）。

32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三（收電日期：1964年9月25日）〉（外交部，1964–1966b）。
33   〈抄致駐韓梁大使五十三年九月廿七日第八八六號去電件〉（外交部，1964–1966b）。
34   駐韓大使館向韓國提出的第五、六條合併對案內容為：「⑴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
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受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

護，應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

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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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美國實施的一項民意調查，美國人認為中共已取代蘇聯，成為威脅美

國的最大國家。（佐橋亮，2006: 44–45）

中共核武政策亦使亞洲各國提高警戒。中華民國與韓國認為，中共的核

子開發對兩國的國家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提高兩國的危機意識。尤其，中

華民國方面的危機感較高，不但曾與美國商討攻擊中共核子設施，也表示不

惜一切配合美國對中共作戰。（佐橋亮，2006: 45）對韓國而言，中共的核子

開發可能刺激北韓進行核試，將打破兩韓的軍事均衡。另外，1960年代起

西方自由陣營亦出現矛盾。例如，法國無視美國阻止核子擴散的方針，1960

年進行核試，並在1964年承認中共。（전재성，2005: 74–75）

美國對中政策出現變化、西方自由陣營之間的矛盾被強化，以及中共核

試成功與支援北越，都提高了中韓兩國的共同危機感，使韓國對友好條約轉

變態度，試圖藉此強化兩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相互合作，並可促進雙方的

相互理解。因此，韓國外交部說明同意交涉簽訂友好條約理由為：基於兩國

的歷史關係、兩國所面臨的國際條件、隨著中共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有必要加

強兩國聯繫等。24

再者，筆者認為，韓國轉變態度亦受美國越戰政策的影響。1961年11

月，朴正熙訪問美國與甘迺迪會談時，曾提議韓國派兵越南。其後，朴正熙

又強調亞洲國家具備自身的反共防衛力量，並向美國表示為此可與中華民國

政府進行協議。（木宮正史，2002: 242–243）韓國政府派兵越南意願非常高，

目標則在強化美韓同盟，並取得美國對韓國的軍事防衛。（全正煥，2003: 

208）1965年4月美國允許韓國派兵參與越戰。（전재성，2005: 82）在此之

前，韓國政府試圖透過加強中華民國的合作，提高雙方的反共防衛，以向美

國顯示越南派兵意願與努力。25

此外，韓國政府轉變態度也受到朴正熙他個人外交傾向的影響。朴正熙

的外交政策亦以美國為主，但不像李承晚是美國一面倒，致力拓展韓國的外

24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에 관한 건（日期：1964年8月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23）。
25   但美國方面不願激化台海的緊張，避免給與中共直接加入越戰的藉口，因此僅要求韓國派
兵，並且擴大對韓國的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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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涉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

韓國以簽訂文化協定為優先，而中華民國希望訂立友好條約，雙方因此

陷入僵局，直到1964年7月情勢方出現變化。韓國政府主張原則上同意簽

訂友好條約，而「韓國華僑問題」將成為兩國的最主要的交涉重點。

一、韓國態度的轉變

1964年7月2日，韓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以下簡稱，韓國大使館）再

度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簽訂文化協定，但又遭到拒絕；237月23日，駐

韓大使館藉由訪問韓國外交部亞洲局，提出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的合併案。

就在韓國接受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合併案之際，韓國外交部的態度出現

變化。1964年8月，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首度接受情報文化局的建議，採取

分開簽訂兩約的方式，同時也主張原則上同意簽訂友好條約。

韓國態度出現變化主要是受到中共地位提高與國際情勢改變的影響。

1960年代美國對中政策出現部分轉變。1963年11月美國總統甘迺迪在遇刺

前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中，即對再度開啟中國貿易問題表示，「視中國的回應

有意重新檢討對中政策」。詹森繼任總統後，同年12月13日演講中表示，

不應以感情，而是基於現實觀察中國問題；亦強調現在並沒有顛覆共產主義

政權的可能性。（戴天昭，2001: 217–218）1960年代起美國對中政策採取柔

軟態度，逐漸放棄推翻中共政權的企圖。

1964年10月中共政府的核子試爆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共的國際地位與

影響力。美國情報局早在1959年左右掌握中共開發核子的情報，1961年起

甘迺迪亦對此加強警覺。美國所擔心的不是軍事威脅，而是核子試爆成功所

帶來的中共威信的提高與核子擴散的連鎖反應。另外，1960年代起中共支

援北越政府，亦加強對東南亞的影響力。雖然詹森政權已放棄推翻中共政權

的想法，但仍強烈批評中共的核武政策，亦反對中共支援北越。根據1963

23   〈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교섭（日期：1964年7月6日）〉（外務部，1952–1965a: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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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案」遭到國會的否決，大統領連任面臨危機。李承晚認為直選制可操作選

票與動員民眾，對連任有利。然而，國會議員們一方面不想放棄選舉大統領

的權利；另方面認為內閣制才能實現民主主義，同時也擔心戰爭中的選舉易

受警察等公權力的影響，因此反對「大統領直選修憲案」。（서중석，2007: 

103–104）

在國外，李承晚政權正面臨韓戰停戰談判。自1951年6月蘇聯代表提出

停戰可能性後，美國開始積極推動停戰協定。李承晚雖然對韓戰停戰談判一

貫採取反對態度，但在1951年3月李承晚曾致信杜魯門說明：韓國將接受美

國的最終決定，若杜魯門認為需要停戰協定韓國將會支持；但強調沒有韓國

人民的同意他不會這麼做。李承晚並在信中向美國要求簽訂相互防衛條約與

擴充韓國軍隊。11李承晚本意在於藉由同意韓戰停戰協議向美國換取「韓美

共同防衛條約」，並以此作為戰後安全保證。

對當時的李承晚政府而言，國內外局勢並不穩定，或許無暇處理中華民

國的提案。尤其，李承晚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他個人主導，極端集中於對美關

係，對於擴張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缺乏興趣。（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

2001: 177–178）因此，李承晚個人的外交思維也是在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的因素之一。

然而，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主因，仍在於「韓國華僑

問題」。一方面政府考慮到當時仍處於戰爭狀態，若給予包括韓國華僑在內

的中國人自由出入境，恐造成治安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韓國政府將「中韓友

好條約」視為對韓國華僑的優惠條款。因此擔心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國民待

遇，將導致韓國商業將被華僑壟斷。

此一將「中韓友好條約」與「韓國華僑問題」視為一體的韓國政府的基

11   1953年接近簽訂韓戰停戰協定時，李承晚又採取反對立場。美國為盡快簽署停戰協定，
不得不做出妥協，1953年5月美國務院次官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訪問韓國，同意
簽訂「韓美共同防衛條約」，而使李承晚同意接受韓戰停戰協定。1953年7月27日韓戰
停戰協定簽訂後，8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訪問韓國，李承晚向美國
更爭取到，支援加強韓國軍隊、高達10億美元的經濟開發計畫。（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
드，2001: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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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在台韓僑人口（1948–2009） （單位：人）

年度人口年度人口年度人口

19483421966 54019841,131

194934619675371985993

195037319685481986822

195140219696401987825

195242719705221988864

195344219715111989908

195440519725171990931

195544119735781991946

1956456197458419921,086

1957484197570419951,029

1958510197661219971,040

195951519777071999843

196053619787692001653

19615021979750200354

19624891980886200585

196346919811,0542007543

196449519821,2262009599

196554019831,301

資料來源： 1948–1967、1976、1979–1984：《台灣地區警政統計年報》（內政部警政署編，
1995: 238–251）。

　　　　　1968–1975、1977–1978、1985–1990：《在外國民現況》（外務部，1968–1990）。
　　　　　1991–1999：《海外同胞現況》（外務部，1991–1999）。
　　　　　2001–2007：《在外同胞現況》（外交通商部，2001–2009）。
　　　　　2009：〈在外同胞現況（2009）〉（外交通商部，2009）。
註1： 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為持入境簽證的韓國人，因此包括短期停留者。但是1970年代之

前在台灣短期停留的韓國人並不多，持入境簽證者主要以長期居住者為主。因此透過

1970年代之前的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大致可以掌握在台韓僑的人數。（王梅影，
1983: 84–85。）

註2： 1999、2001、2007、2009：人口數為持有「市民權」與「永居權」者；2003、2005：
人口數為持有永居權者。2003年與2005年的統計中「市民權」的數字為零，因此出現
過低的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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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關於前

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⑶本條

各項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何一方為維持公共秩序，維護公共

衛生、道德及安全，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35

10月2日，韓國對駐韓大使館的非正式方案表示同意，但要求增加盧

信永方案之第三項，並改為換文。36中華民國外交部本來仍然希望將原提

約稿中的第五、六條，繼續向韓國方面進行交涉。可是駐韓大使館已向韓方

透露中華民國的最終讓步方案，因此在10月5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另擬出

最終讓步對案之（新）第五條，並主張對於盧信永方案之第三項，無論是改

為條文或者換文，均不能接受。37（新）第五條的內容如下：

 （新）第五條

𡛼𡛼𡛼𡛼締約此方之國民得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章，

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並在締約彼方之領土內旅行或居住；

𥕛𥕛𥕛𥕛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應依

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下，享

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

𥐥𥐥𥐥𥐥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38

1964年10月8日至12日，韓國總理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兩國政府皆

希望能夠在此時段完成友好條約的簽訂。但雙方迄至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的

當天，仍無法達成協議，因此條約的談判地點就改在台灣進行。10月8日，

在迎接丁一權的機場上，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沈昌煥對韓國大使金信指稱，中

35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二（收電日期：1964年9月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6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三九（收電日期：1964年10月3日）〉（外交部，1964–1966b）。
37   〈中韓友好條約事，去電專號：890（日期：1964年9月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8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四日第八九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

19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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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雙方約定無須公開，現在則要求刊登《官報》，顯然與上述的了解不符。49

雙方對「同意紀錄」解釋上最具關鍵性的不同是：「同意紀錄」是否為「中

韓友好條約」的一部分？由於韓國方面認為，條約是其中之一部分，所以提

出再次簽署與《官報》刊登等要求；50而中華民國則認為，「同意紀錄」並

非條文的一部分，所以不應再行簽署，也無須公開。至此，雙方對「同意紀

錄」有如此想法上的差異，其因在於雙方各有盤算。

對韓國而言，友好條約中最關鍵部分是（新）第五條。韓國本來希望將

「同意紀錄」的內容納入於正式條款，但並未成功。韓國之目的在於限制韓

國華僑待遇，使其視同正式條款，成為具有合法性的功能。此外，根據韓國

憲法規定，外交條約必須要公佈，才能具有與國內法律相同的效力，所以

「同意紀錄」刊佈於《官報》，形同有此效力，否則法院不能將條約運用於任

何法律裁決上。51基於上述考量，韓國以「韓國國內程序上需要」、「限於

公務之用（official use only）」為由，主張再行簽署及《官報》刊登；同時主

張：若不能再行簽署，雙方在簽署條約時，應再加簽訂一份備忘錄，並聲明

要將「同意紀錄」視為條約之一部分。52

對中華民國而言，本條約原本只是約定友好關係之大方向，不應讓當中

具有限制性規定的「同意紀錄」成為條約之一部分。中華民國認為第五條實

際上已對韓國做出極大讓步，故而拒絕韓國的要求。

因為韓國的堅持，中華民國不得不再次讓步。1964年11月26日，中

華民國正式向韓國表示：「如韓國因內部程序關係，在閣議及國會審議時有

所洩露，我方將不向韓方做任何表示，如韓方因實際需要，將『同意紀錄』

刊登其政府公報時，我方不提出異議」。此外，並由駐韓大使梁序昭出面，

49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第九一四去電抄件（推測收電日期：1964年10月30日）〉（外交部，
1964–1966c）。

50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11月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8）。

51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11月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9）。

52   〈中華民國駐韓國大使館（代電）（日期：1964年11月2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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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都未成功。（吳瑞雲，2001: 13, 21, 23）1954年至 1955年發生「第一次

台灣海峽危機」，使中華民國政府面臨極大的壓力。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非

常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協定，以期增強安全能力，並待機反攻大陸。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企圖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因此在 1952年友好條

約的提案遭拒絕後，並未積極推動友好條約。但 1950年代後期，簽訂中韓

軍事同盟的可能性逐漸降低後，中華民國開始積極推動簽訂友好條約，希望

藉由友好條約，一方面加強兩國的反共同盟關係，另方面以此提高台灣國內

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因此 1957年 2月，駐韓大使王東原訪問韓國外交部長

曹正煥，再度提出簽訂友好條約。

然而，曹正煥對中華民國的提案表示：宜先商訂貿易協定，再行商訂友

好條約。13同年 2月 20日，韓國向中華民國正式提案商訂貿易協定。14中

華民國一方面呼應韓國先行商訂貿易協定之提議，於 5月 6日將「中韓貿易

協定」要旨草案送達韓國外交部；15另方面，則繼續推動簽訂友好條約。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此項友好條約，欲採簡要的方式，目的則是「中韓訂約，

政治意義大於其他方面之意義，就我國言，與韓國簽訂一項內容較為簡單之

友好條約，亦可達到政治上之目的」。16因此，同年 5月 10日，參照「中

泰友好條約」擬訂的簡要約稿，送至韓國外交部。17

韓國外交部收到來自中華民國的草案後，認為具有問題的條款如下：

第四條　締約雙方在彼此領土內共同商定之地方，有派駐總領事、

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之權。此項領事官員應行使國際通例通

常承認之職務，並享受國際通例通常承認之待遇。雙方領事官員於

就職前，應向所駐國政府取得執行職務證書，但此項證書，得由所

13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外交
部收電，機字第 0850號（收電日期：1957年 2月 8日）〉（外交部，1964–1966a）。

14   〈韓中貿易協定 締結에 關한 件〉（外務部，1961: 5）。
15   〈商訂中韓友好條約事（日期：1957年 8月 23日）〉（外交部，1964–1966a）。
16   〈簽呈（日期：1957年 2月 20日）〉（外交部，1964–1966a）。
17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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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後，雙方關於友好條約之交涉，重點便集中在第四、五、六條之

上。在第二次會議進行時，韓國仍然主張要刪除第四條，並提出對第五、六

條的合併案如下：

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

章，享有在彼方領土內進入、離去、旅行或居住的權利。32

韓國以「韓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為例，認為當中有此規定為由，態度上甚

為堅持。至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反應則是：「韓方關於第五、六條之對案過

於簡略，如再刪除第四條，則條文將毫無內容，希就我原提約稿第五、六條

向韓方交涉」。33

1964年 8月，中華民國外交部已查知韓國外交部對友好條約之態度產

生變化，且預測雙方談判的重點將在第五、六條，所以對此兩條的因應策

略，已事先擬出最大讓步線之方案。但是鑑於兩次的談判均無進展，駐韓大

使館判斷韓國絕不可能接受中華民國原案，為求維持談判管道之暢通，故在

9月 29日，駐韓大使館未經外交部的指示和同意，片面向韓國以非正式的

方式，提出中華民國之方案，做為第三次會議的交涉材料。34

在第三次會議中，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長盧信永出面，也以個人身分向中

華民國提出關於第五、六條新的合併修正案：

⑴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

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要，應予保留」；至於有關領事專約部分，日後可再商談。參考：〈本部致駐韓梁大使中華
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廿三日第八七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1966b）。

32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三（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25日）〉（外交部，1964–1966b）。
33   〈抄致駐韓梁大使五十三年九月廿七日第八八六號去電件〉（外交部，1964–1966b）。
34   駐韓大使館向韓國提出的第五、六條合併對案內容為：「⑴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
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受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

護，應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

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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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美國實施的一項民意調查，美國人認為中共已取代蘇聯，成為威脅美

國的最大國家。（佐橋亮，2006: 44–45）

中共核武政策亦使亞洲各國提高警戒。中華民國與韓國認為，中共的核

子開發對兩國的國家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提高兩國的危機意識。尤其，中

華民國方面的危機感較高，不但曾與美國商討攻擊中共核子設施，也表示不

惜一切配合美國對中共作戰。（佐橋亮，2006: 45）對韓國而言，中共的核子

開發可能刺激北韓進行核試，將打破兩韓的軍事均衡。另外，1960年代起

西方自由陣營亦出現矛盾。例如，法國無視美國阻止核子擴散的方針，1960

年進行核試，並在 1964年承認中共。（전재성，2005: 74–75）

美國對中政策出現變化、西方自由陣營之間的矛盾被強化，以及中共核

試成功與支援北越，都提高了中韓兩國的共同危機感，使韓國對友好條約轉

變態度，試圖藉此強化兩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相互合作，並可促進雙方的

相互理解。因此，韓國外交部說明同意交涉簽訂友好條約理由為：基於兩國

的歷史關係、兩國所面臨的國際條件、隨著中共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有必要加

強兩國聯繫等。24

再者，筆者認為，韓國轉變態度亦受美國越戰政策的影響。1961年 11

月，朴正熙訪問美國與甘迺迪會談時，曾提議韓國派兵越南。其後，朴正熙

又強調亞洲國家具備自身的反共防衛力量，並向美國表示為此可與中華民國

政府進行協議。（木宮正史，2002: 242–243）韓國政府派兵越南意願非常高，

目標則在強化美韓同盟，並取得美國對韓國的軍事防衛。（全正煥，2003: 

208）1965年 4月美國允許韓國派兵參與越戰。（전재성，2005: 82）在此之

前，韓國政府試圖透過加強中華民國的合作，提高雙方的反共防衛，以向美

國顯示越南派兵意願與努力。25

此外，韓國政府轉變態度也受到朴正熙他個人外交傾向的影響。朴正熙

的外交政策亦以美國為主，但不像李承晚是美國一面倒，致力拓展韓國的外

24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에 관한 건（日期：1964年 8月 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23）。
25   但美國方面不願激化台海的緊張，避免給與中共直接加入越戰的藉口，因此僅要求韓國派
兵，並且擴大對韓國的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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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涉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

韓國以簽訂文化協定為優先，而中華民國希望訂立友好條約，雙方因此

陷入僵局，直到 1964年 7月情勢方出現變化。韓國政府主張原則上同意簽

訂友好條約，而「韓國華僑問題」將成為兩國的最主要的交涉重點。

一、韓國態度的轉變

1964年 7月 2日，韓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以下簡稱，韓國大使館）再

度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簽訂文化協定，但又遭到拒絕；23 7月 23日，駐

韓大使館藉由訪問韓國外交部亞洲局，提出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的合併案。

就在韓國接受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合併案之際，韓國外交部的態度出現

變化。1964年 8月，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首度接受情報文化局的建議，採取

分開簽訂兩約的方式，同時也主張原則上同意簽訂友好條約。

韓國態度出現變化主要是受到中共地位提高與國際情勢改變的影響。

1960年代美國對中政策出現部分轉變。1963年 11月美國總統甘迺迪在遇刺

前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中，即對再度開啟中國貿易問題表示，「視中國的回應

有意重新檢討對中政策」。詹森繼任總統後，同年 12月 13日演講中表示，

不應以感情，而是基於現實觀察中國問題；亦強調現在並沒有顛覆共產主義

政權的可能性。（戴天昭，2001: 217–218）1960年代起美國對中政策採取柔

軟態度，逐漸放棄推翻中共政權的企圖。

1964年 10月中共政府的核子試爆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共的國際地位與

影響力。美國情報局早在 1959年左右掌握中共開發核子的情報，1961年起

甘迺迪亦對此加強警覺。美國所擔心的不是軍事威脅，而是核子試爆成功所

帶來的中共威信的提高與核子擴散的連鎖反應。另外，1960年代起中共支

援北越政府，亦加強對東南亞的影響力。雖然詹森政權已放棄推翻中共政權

的想法，但仍強烈批評中共的核武政策，亦反對中共支援北越。根據 1963

23   〈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교섭（日期：1964年 7月 6日）〉（外務部，1952–1965a: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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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韓國外交部送函至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中韓關係已極友好，無

另訂友好條約之必要」，拒絕中華民國之提議，強調宜商訂貿易協定。20

再者，我們觀察 1960年與 1962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60年 3

月 11日，前韓國外交部政務局長金東祚以特使的身份，率領「韓國友好訪問

團」，訪問中華民國外交部。此時中華民國方面再次提出商訂友好條約之要

求。為此，金東祚說明韓國對於簽訂友好條約感到猶豫，主要原因在「中國

國民進入韓境問題」。他接著指出韓國華僑有親友居住於香港及中國大陸，

從事走私者多，亦多不遵守韓國的移民法規；又韓國遣送華僑犯罪者時，並

不為中華民國所接收。此外，他也認為雙方如簽訂友好條約，韓國華僑及其

商人自然將進一步要求最惠國待遇。所以，韓國為求保護自身的經濟穩定、

政治安全以及防止共黨間諜活動，不得不對韓國華僑採取嚴峻措施。21

這是韓國方面首次針對反對簽訂友好條約的原因，提出說明。其後，韓

方對中華民國的重點轉移至簽訂文化協定，而將友好條約的構想則列為第二

順位。22

20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同年 8
月 20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同意先談貿易協定，但仍強調雙方宜簽訂友好條約。「中韓貿易
協定」經過 4年的交涉，在 1961年 3月 3日正式簽訂。此貿易協定與 1952年駐韓大使館
提議的「中韓通商航海條約」性質不同。貿易協定是規定物品的進出口，限定於兩國的貿

易事務，不牽涉到人民的出入境等問題。參考：〈外交部收電，機字第 3800號（收電日期：
1957年 6月 10日）〉（外交部，1964–1966a）。

21   〈周次長與韓國友好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
22   有關韓國政府對友好條約的疑慮，中華民國外交部說明：韓國對華僑問題可先從行政措施
上力圖改進，若對於中華民國所提出的約稿內容上有任何增減之處，希望韓國也能盡量提

出，以求達成協議。然後，外交部也提出韓方對友好條約仍有所顧慮時，雙方可先行商訂

文化專約。當中華民國提出商訂文化專約時，韓國表示極為贊同。韓國希望在 1963年 1
月，韓國外交部長崔德新訪華時簽訂文化條約，可是中華民國表示反對，而旋遭失敗。中

華民國政府的拒絕原因是，目前在台灣，日本雜誌、電影等進口量多，如與韓國簽訂文化

協定，日本可能也要求簽訂文化協定，這對中華民國造成困擾。參考：〈周次長與韓國友好

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關於議訂中韓友好
條約及文化專約事，電希知照辦理據報由（日期：1960年 9月 16日）〉（外交部，1964–
1966a）；〈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에 대한 문제（日期：1963年 1月 16日）〉（外務部，
1952–1965a: 173）；〈한중 문화협정（日期：1963年 1月 21日）〉（外務部，1952–1965a: 
174）；〈최 외무부 장관과 유 중국 대사와의 면담 요지（日期：1963年 1月 4日）〉（外
務部，196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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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空間。李承晚時期韓國僅與 13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至 1961年 11月，

已與 29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1963年韓國外交部長在記者會中說明，韓國

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為「自主外交」。1965年與韓國的邦交國已達到 76國。

（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2001: 179–180）筆者認為，朴正熙政權外交路線

的擴張性格，致使韓國外交當局對中華民國的外交採取較積極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轉變態度後，開始詢問政府各機構的意見。首先，外交部邦

交局對於簽訂友好條約一事，依然採取反對立場。其主要的原因如下：

本條約內容包括出入境、居住商業等「居留事項」。由於雙方僑民

人數相差甚多，故本條約係僅有利於韓國華僑。再者，如簽訂本條

約將對韓國政府未來的外國人政策導致不便。另外，如刪除「居留

事項」或修改為對韓國有利的內容，則是承認韓國政府對華僑具有

差別措施。本條約並沒有加入新的政治意義，因此，不簽訂條約也

對兩國關係毫無損失，也不會影響將來兩國聯繫。26

其次，法務部的立場如下：

基於現在「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外國人居住韓國不能享有與韓國

國民相同的權利，應刪除本條約的第六條。在韓國的外國人中，華

僑之犯罪率最高，應加入中華民國政府協助強制出境之條款。27

最後，內務部的反應是：

本條約將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待遇，意味著簽約後必須承認目前被

禁止的土地所有權。韓國的土地將來有可能被「在韓中國人」所侵

蝕，故需要限制有關土地之財產權規定。再者，韓國華僑擾亂經濟

或危害公安等，從事犯法行為者多，但中華民國因拒絕接受他們，而

26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日期：1964年 8月 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35–237）。
27   〈한중 우호협정에 대한 회신（日期：1964年 9月 10日）〉（外務部，1952–1965a: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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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韓國無法執行強制出境，應當在本條約中列入相關的條款。28

可知韓國內部對友好條約的顧忌，都集中於第五、六條。韓國政府為簽

訂友好條約，必須先解決「韓國華僑問題」，因此，1964年 8月 18日，韓

國外交部亞洲局召集邦交局、通商局、情報文化局、儀典室等召開內部會

議，商討簽訂友好條約的事宜。會議結果終於達成決議，內容是：⑴在原則

上同意簽訂「中韓友好條約」。⑵條文中之第五、六條應設法迴避。29

二、針對爭議內容進行交涉與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1964年 9月 16日，韓國外交部亞洲局對中華民國表示：願意嘗試洽談

中韓友好條約。30韓方由外交部亞洲局負責與中華民國進行談判，而中華

民國方面則是由駐韓大使館負責。接著 9月 22日、24日、29日，雙方以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為基礎，在韓國先後進行三次會議。在第一

次的會議中，韓國針對第五、六條內容提出疑慮，說明韓國國會和輿論無法

瞭解賦予華僑具體權益之需要，並表示華僑中犯罪者多，但中華民國尚未同

意遣返等等。韓國反對第五、六條，早已是中華民國方面預期的範圍內，但

是出乎預料之外，韓國對於第四條內容也表示異議，主張刪除該條，應另訂

所謂領事專約。31

28   〈한중우호조약 체결문（초안）에 관한 의견 제출（日期：1964年 9月 12日）〉（外務部，
1952–1965a: 240）。

29   〈韓外交部討論我國所提簽訂「中韓友好協定」事宜情形（日期：1964年 9月 16日）〉（外
交部，1964–1966b）。在此會議中，邦交局仍採取反對立場；通商局認為對第五、六條應
慎重處理外，在原則上表示贊成簽訂；情報文化局表示不應文化與友好協定合而為一外，

無其他意見；儀典室表示應注意華僑出入境問題，並沒有反對簽約。

30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16日）〉（外交部，1964–1966b）。
韓國的態度在 1964年 8月底明顯出現變化。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在 1964年 8月
21日至 27日訪問韓國，推動該約之談判。韓國不像過去一樣採取反對的態度，而是積極
的因應張群的建議。所以雙方的談判，第一次出現突破性的進展。

31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一七（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23日）〉（外交部，1964–1966b）。
對此一主張，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回應是：「約稿第四條為原則性規定，約文內訂明雙方派

領應先共同商定，其職務及待遇亦經訂明以國際通例通常者為限」，因此「實無刪除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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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國政府撤回。

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事

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

第五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有權在與任何他國國民同樣條件之下，依

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民之法律規章，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

第六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身體及財產，

應享受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有權在任何他國人民享有相同

權利之地方遊歷、居住、作工、及經營工商業，但應依照締約彼方

之法律規章，設立學校，以教育其子女，並享有集會、結社、出

版、祀典、宗教、埋葬及營墓之自由。

關於本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由於以上的內容，韓國外交部認為：

中國政府所提案的友好條約，雖名稱上是友好條約，但實際上是牽

涉到應規定於友好通商或航海條約的外交使節、領使交換等內容；

以及包括當事國民的、身體、財產、經濟活動、通商、航海、出入

境內容；牽涉其他一般民法上的權利。[本條約] 規定基本上的原

則，是一種小規模經濟活動的基本協定。18

尤其是第五條與第六條，為韓國外交部拒絕此草案的最主要原因。因為

第五條是承認對方國民（韓國華僑）的自由入境權利，而第六條則是保障對

方國民的身份、財產、經濟活動等，必須給予對方國民最惠國國民待遇。韓

方認定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原因，即在於取得上述權利。19因此，1957

18   此為韓國外交部的條約課對亞洲課之說明案。〈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
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 7月 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3–44）。

19   〈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 7月
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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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場，在1952年中華民國首次提議時確立後，一直成為韓國拒絕友好條

約的主要原因。

韓國政府對「韓國華僑問題」表示如此敏感的反應，一方面是因為兩國

僑民12人數差距極為懸殊。韓國政府自成立之後，便禁止外國人的自由移

居，因此韓國華僑的人口，主要透過自然成長率而增加。如表1所述，1970

年代時韓國華僑人口曾經增長到約3萬人，但由於對外國人的土地購買、居

留簽證等，韓國設立許多限制規定，遂使韓國華僑離開韓國，移往美國、台

灣等地，故韓國華僑的人口逐漸減少，目前維持約2萬人左右。

韓國華僑的人口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人口相比，實為少數。但比較表1與

表2可知，在台韓僑的人數則更少，遠低於韓國華僑人數。1965年前在台

韓僑的人口，最多時也僅有500多人。至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

韓國華僑的人口為26,176人，而在台韓僑的人口僅495人，後者的人口約

為前者的53分之1。

這種韓國與中華民國間僑民人口的差距，成為韓國交涉「中韓友好條約」

時的主要考量之一。

三、中華民國的再次提案與韓國的拒絕

其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友好條約的交涉便處於停頓狀態，直到1957年

中華民國再次向韓國提出，但包括1960年、1962年等多次提案，都遭到韓

國的拒絕。

首先，我們觀察1957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53年10月，韓國

外交部長卞栄泰訪問駐韓大使王東原，對王東原表示兩國軍事同盟構想，此

後中華民國方面一直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1955年8月，韓國再次提倡

中、韓、越三國軍事同盟。但是李承晚後來轉變態度，主張應將美國納入其

中，並未積極推動三國的軍事同盟。其後，雙方雖數次提及中韓軍事同盟，

12   在此「僑民」是指：持有自己國家的國籍，以長期居住為目的居住於海外者，並沒有包括
留學等短期停留者。本文中，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僑民稱為韓國華僑或華僑；在台灣的韓國

僑民稱為在台韓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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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做為範本。比較1946年1月簽訂「中泰友好條約」、1963年10月所簽訂

的「中阿友好條約」，以及1964年10月所簽訂的「中烏友好條約」等，儘

管文字的表達上略有差異，但內容方面其實無太大的出入。因此，中華民國

無意在「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中，創造出太多的例外狀況。雖然如此，中

華民國最後仍無法堅持以往友好條約的固定範本，反而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

讓步，遂使「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成為一種特例。

三、對「同意紀錄」解釋的差異與中華民國的讓步

就在解除所有的障礙因素，1964年10月12日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之後，中華民國認為應能很順利地達成正式簽訂。可是，沒想到卻因「同意

紀錄」產生問題，導致阻礙正式簽訂。中華民國被迫再次向韓國讓步。

我們先觀察一下「同意紀錄」的內容：

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在談判友好條約之過程中，雙方代表曾獲致如

下了解：「第五條之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一方為維持公共秩

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而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46

雙方並約定，此項「同意紀錄」無須公開發表。47但是韓國卻臨時提出以

下三項主張：⑴「同意紀錄」為條約之不可分之一部分；⑵正式簽約條約時

「同意紀錄」應再簽署一次，且需經批准；⑶「同意紀錄」應刊登於韓國《官

報》。48對此主張，中華民國採取的立場是：⑴「同意紀錄」係雙方共同之

一項了解，並非條約之一部分，自無需批准更無需換文證實；⑵「同意紀錄」

在簡簽前經雙方同意，依照國際慣例僅簽署一次；⑶「同意紀錄」在簡簽時，

46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10月9日）〉
（外交部，1964–1966b）；〈합의의사록（번역문）〉（外務部，1952–1965b: 39）。

47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10月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8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三（收電日期：1964年10月31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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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願意以「同意紀錄」方式，規定第五、六條的附屬事項，故希望韓國

可以接受第四條的內容。39丁一權抵達台灣之後，對此也深表同意。40

10月9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正式對韓國表達最終立場：同意刪除第四條

的第二段「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

事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但不接受另換文規定，「兩國同意儘速簽訂

一項領事專約，在此專約簽訂前，雙方領務關係依國際慣例處理」之簽訂領

事專約一節。對（新）第五條對案，反對加入第四款，但同意盧信永以個人

身分提出的第五、六條新合併修正案之第三項，以「同意紀錄」方式處理。41

中華民國做出此決定的最主要原因是「為早日達成協議」，但也認為此「同

意紀錄」的內容「尚無損害我基本權益」。42兩日後，雙方終於達成協議：

刪除第四條第二段；原草案的第五、六條改為中華民國最終提出的合併案

（新第五條）；關於韓國主張的公共秩序、衛生等限制規定以「同意紀錄」處

理。10月12日，在丁一權訪台期間，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與韓國大使金信

分別代表雙方在台北予以簡簽。43

韓國對第四條的顧忌是：中華民國有意利用此條款增設領事館，因此韓

國想加入簽訂領事專約之條款，對領事館的設立雙重確認。44這是因為當

時韓國已與日本展開交涉「日韓基本條約」。因此，韓國擔心「中韓友好條約」

的領事內容，將會影響到對日本談判。45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是根據中華民國與各國簽訂的友好條

39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주중대사（日期：1964年10月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6）。

40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차관（日期：1964年10月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7）。
41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10月9日）〉
（外交部，1964–1966b）；〈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10月）〉（外
交部，1964–1966b）。

42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10月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3   〈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10月）〉（外交部，1964–1966b）。
44   〈수신인：주중 윤 참사관，발신인：아주국장（日期：1964年10月11日）〉（外務部，

1952–1965a: 304–305）。
45   韓國與日本基於「韓日基本條約」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簽訂日期為1965年6月。有關韓
國與日本外交問題參考：최영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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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韓國華僑人口（1945–2009） （單位：人）

年度人口年度人口年度人口年度人口

194512,648196830,810198228,717199722,137

194712,088196931,243198327,131199821,987

194817,443197031,918198427,662199922,043

195217,687197131,928198624,316200022,083

195422,090197232,989198723,945200121,818

195622,149197332,841198823,432200221,629

195722,734197432,255198923,147200321,375

195923,318197532,434199022,843200420,966

196024,723197632,436199122,631200520,792

196123,975197731,751199222,563200620,878

196223,575197830,562199322,485200720,686

196426,176197930,078199422,271200820,467

196528,927198029,623199522,190200919,791

196629,939198129,220199622,157

資料來源：1945、1952–1966、1969、1970、1972–1984：박은경，1984: 118, 210。
　　　　　1947：〈朝鮮概況報告及意見書〉（外交部，1948）。
　　　　　1948：韓中文化協會編輯室，1949: 60–61。
　　　　　1968：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68年4月製作）（外交部，1960–1968）。
　　　　　1971：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71年6月製作）（外交部，1971–1973）。
　　　　　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

2009）。
註1： 2002–2005：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各年版的居住（F–2）、

國民配偶（F–2–1）、永住（F–5）、永住配偶者（F–2–3）的合計。
註2：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

各年版的居住（F–2）、國民配偶（F–2–1）、永住配偶者（F–2–3）、其他長期（F–2–5）、
永住（F–5）、永住（F–5–3~F–5–9）、永住（F–5–A~F–5–K）的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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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韓國外交部送函至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中韓關係已極友好，無

另訂友好條約之必要」，拒絕中華民國之提議，強調宜商訂貿易協定。20

再者，我們觀察 1960年與 1962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60年 3

月 11日，前韓國外交部政務局長金東祚以特使的身份，率領「韓國友好訪問

團」，訪問中華民國外交部。此時中華民國方面再次提出商訂友好條約之要

求。為此，金東祚說明韓國對於簽訂友好條約感到猶豫，主要原因在「中國

國民進入韓境問題」。他接著指出韓國華僑有親友居住於香港及中國大陸，

從事走私者多，亦多不遵守韓國的移民法規；又韓國遣送華僑犯罪者時，並

不為中華民國所接收。此外，他也認為雙方如簽訂友好條約，韓國華僑及其

商人自然將進一步要求最惠國待遇。所以，韓國為求保護自身的經濟穩定、

政治安全以及防止共黨間諜活動，不得不對韓國華僑採取嚴峻措施。21

這是韓國方面首次針對反對簽訂友好條約的原因，提出說明。其後，韓

方對中華民國的重點轉移至簽訂文化協定，而將友好條約的構想則列為第二

順位。22

20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同年 8
月 20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同意先談貿易協定，但仍強調雙方宜簽訂友好條約。「中韓貿易
協定」經過 4年的交涉，在 1961年 3月 3日正式簽訂。此貿易協定與 1952年駐韓大使館
提議的「中韓通商航海條約」性質不同。貿易協定是規定物品的進出口，限定於兩國的貿

易事務，不牽涉到人民的出入境等問題。參考：〈外交部收電，機字第 3800號（收電日期：
1957年 6月 10日）〉（外交部，1964–1966a）。

21   〈周次長與韓國友好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
22   有關韓國政府對友好條約的疑慮，中華民國外交部說明：韓國對華僑問題可先從行政措施
上力圖改進，若對於中華民國所提出的約稿內容上有任何增減之處，希望韓國也能盡量提

出，以求達成協議。然後，外交部也提出韓方對友好條約仍有所顧慮時，雙方可先行商訂

文化專約。當中華民國提出商訂文化專約時，韓國表示極為贊同。韓國希望在 1963年 1
月，韓國外交部長崔德新訪華時簽訂文化條約，可是中華民國表示反對，而旋遭失敗。中

華民國政府的拒絕原因是，目前在台灣，日本雜誌、電影等進口量多，如與韓國簽訂文化

協定，日本可能也要求簽訂文化協定，這對中華民國造成困擾。參考：〈周次長與韓國友好

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關於議訂中韓友好
條約及文化專約事，電希知照辦理據報由（日期：1960年 9月 16日）〉（外交部，1964–
1966a）；〈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에 대한 문제（日期：1963年 1月 16日）〉（外務部，
1952–1965a: 173）；〈한중 문화협정（日期：1963年 1月 21日）〉（外務部，1952–1965a: 
174）；〈최 외무부 장관과 유 중국 대사와의 면담 요지（日期：1963年 1月 4日）〉（外
務部，196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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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空間。李承晚時期韓國僅與 13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至 1961年 11月，

已與 29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1963年韓國外交部長在記者會中說明，韓國

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為「自主外交」。1965年與韓國的邦交國已達到 76國。

（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2001: 179–180）筆者認為，朴正熙政權外交路線

的擴張性格，致使韓國外交當局對中華民國的外交採取較積極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轉變態度後，開始詢問政府各機構的意見。首先，外交部邦

交局對於簽訂友好條約一事，依然採取反對立場。其主要的原因如下：

本條約內容包括出入境、居住商業等「居留事項」。由於雙方僑民

人數相差甚多，故本條約係僅有利於韓國華僑。再者，如簽訂本條

約將對韓國政府未來的外國人政策導致不便。另外，如刪除「居留

事項」或修改為對韓國有利的內容，則是承認韓國政府對華僑具有

差別措施。本條約並沒有加入新的政治意義，因此，不簽訂條約也

對兩國關係毫無損失，也不會影響將來兩國聯繫。26

其次，法務部的立場如下：

基於現在「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外國人居住韓國不能享有與韓國

國民相同的權利，應刪除本條約的第六條。在韓國的外國人中，華

僑之犯罪率最高，應加入中華民國政府協助強制出境之條款。27

最後，內務部的反應是：

本條約將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待遇，意味著簽約後必須承認目前被

禁止的土地所有權。韓國的土地將來有可能被「在韓中國人」所侵

蝕，故需要限制有關土地之財產權規定。再者，韓國華僑擾亂經濟

或危害公安等，從事犯法行為者多，但中華民國因拒絕接受他們，而

26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日期：1964年 8月 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35–237）。
27   〈한중 우호협정에 대한 회신（日期：1964年 9月 10日）〉（外務部，1952–1965a: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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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韓國無法執行強制出境，應當在本條約中列入相關的條款。28

可知韓國內部對友好條約的顧忌，都集中於第五、六條。韓國政府為簽

訂友好條約，必須先解決「韓國華僑問題」，因此，1964年 8月 18日，韓

國外交部亞洲局召集邦交局、通商局、情報文化局、儀典室等召開內部會

議，商討簽訂友好條約的事宜。會議結果終於達成決議，內容是：⑴在原則

上同意簽訂「中韓友好條約」。⑵條文中之第五、六條應設法迴避。29

二、針對爭議內容進行交涉與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1964年 9月 16日，韓國外交部亞洲局對中華民國表示：願意嘗試洽談

中韓友好條約。30韓方由外交部亞洲局負責與中華民國進行談判，而中華

民國方面則是由駐韓大使館負責。接著 9月 22日、24日、29日，雙方以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為基礎，在韓國先後進行三次會議。在第一

次的會議中，韓國針對第五、六條內容提出疑慮，說明韓國國會和輿論無法

瞭解賦予華僑具體權益之需要，並表示華僑中犯罪者多，但中華民國尚未同

意遣返等等。韓國反對第五、六條，早已是中華民國方面預期的範圍內，但

是出乎預料之外，韓國對於第四條內容也表示異議，主張刪除該條，應另訂

所謂領事專約。31

28   〈한중우호조약 체결문（초안）에 관한 의견 제출（日期：1964年 9月 12日）〉（外務部，
1952–1965a: 240）。

29   〈韓外交部討論我國所提簽訂「中韓友好協定」事宜情形（日期：1964年 9月 16日）〉（外
交部，1964–1966b）。在此會議中，邦交局仍採取反對立場；通商局認為對第五、六條應
慎重處理外，在原則上表示贊成簽訂；情報文化局表示不應文化與友好協定合而為一外，

無其他意見；儀典室表示應注意華僑出入境問題，並沒有反對簽約。

30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16日）〉（外交部，1964–1966b）。
韓國的態度在 1964年 8月底明顯出現變化。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在 1964年 8月
21日至 27日訪問韓國，推動該約之談判。韓國不像過去一樣採取反對的態度，而是積極
的因應張群的建議。所以雙方的談判，第一次出現突破性的進展。

31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一七（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23日）〉（外交部，1964–1966b）。
對此一主張，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回應是：「約稿第四條為原則性規定，約文內訂明雙方派

領應先共同商定，其職務及待遇亦經訂明以國際通例通常者為限」，因此「實無刪除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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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國政府撤回。

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事

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

第五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有權在與任何他國國民同樣條件之下，依

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民之法律規章，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

第六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身體及財產，

應享受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有權在任何他國人民享有相同

權利之地方遊歷、居住、作工、及經營工商業，但應依照締約彼方

之法律規章，設立學校，以教育其子女，並享有集會、結社、出

版、祀典、宗教、埋葬及營墓之自由。

關於本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由於以上的內容，韓國外交部認為：

中國政府所提案的友好條約，雖名稱上是友好條約，但實際上是牽

涉到應規定於友好通商或航海條約的外交使節、領使交換等內容；

以及包括當事國民的、身體、財產、經濟活動、通商、航海、出入

境內容；牽涉其他一般民法上的權利。[本條約] 規定基本上的原

則，是一種小規模經濟活動的基本協定。18

尤其是第五條與第六條，為韓國外交部拒絕此草案的最主要原因。因為

第五條是承認對方國民（韓國華僑）的自由入境權利，而第六條則是保障對

方國民的身份、財產、經濟活動等，必須給予對方國民最惠國國民待遇。韓

方認定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原因，即在於取得上述權利。19因此，1957

18   此為韓國外交部的條約課對亞洲課之說明案。〈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
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 7月 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3–44）。

19   〈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 7月
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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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場，在1952年中華民國首次提議時確立後，一直成為韓國拒絕友好條

約的主要原因。

韓國政府對「韓國華僑問題」表示如此敏感的反應，一方面是因為兩國

僑民12人數差距極為懸殊。韓國政府自成立之後，便禁止外國人的自由移

居，因此韓國華僑的人口，主要透過自然成長率而增加。如表1所述，1970

年代時韓國華僑人口曾經增長到約3萬人，但由於對外國人的土地購買、居

留簽證等，韓國設立許多限制規定，遂使韓國華僑離開韓國，移往美國、台

灣等地，故韓國華僑的人口逐漸減少，目前維持約2萬人左右。

韓國華僑的人口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人口相比，實為少數。但比較表1與

表2可知，在台韓僑的人數則更少，遠低於韓國華僑人數。1965年前在台

韓僑的人口，最多時也僅有500多人。至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

韓國華僑的人口為26,176人，而在台韓僑的人口僅495人，後者的人口約

為前者的53分之1。

這種韓國與中華民國間僑民人口的差距，成為韓國交涉「中韓友好條約」

時的主要考量之一。

三、中華民國的再次提案與韓國的拒絕

其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友好條約的交涉便處於停頓狀態，直到1957年

中華民國再次向韓國提出，但包括1960年、1962年等多次提案，都遭到韓

國的拒絕。

首先，我們觀察1957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53年10月，韓國

外交部長卞栄泰訪問駐韓大使王東原，對王東原表示兩國軍事同盟構想，此

後中華民國方面一直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1955年8月，韓國再次提倡

中、韓、越三國軍事同盟。但是李承晚後來轉變態度，主張應將美國納入其

中，並未積極推動三國的軍事同盟。其後，雙方雖數次提及中韓軍事同盟，

12   在此「僑民」是指：持有自己國家的國籍，以長期居住為目的居住於海外者，並沒有包括
留學等短期停留者。本文中，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僑民稱為韓國華僑或華僑；在台灣的韓國

僑民稱為在台韓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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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做為範本。比較1946年1月簽訂「中泰友好條約」、1963年10月所簽訂

的「中阿友好條約」，以及1964年10月所簽訂的「中烏友好條約」等，儘

管文字的表達上略有差異，但內容方面其實無太大的出入。因此，中華民國

無意在「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中，創造出太多的例外狀況。雖然如此，中

華民國最後仍無法堅持以往友好條約的固定範本，反而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

讓步，遂使「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成為一種特例。

三、對「同意紀錄」解釋的差異與中華民國的讓步

就在解除所有的障礙因素，1964年10月12日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之後，中華民國認為應能很順利地達成正式簽訂。可是，沒想到卻因「同意

紀錄」產生問題，導致阻礙正式簽訂。中華民國被迫再次向韓國讓步。

我們先觀察一下「同意紀錄」的內容：

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在談判友好條約之過程中，雙方代表曾獲致如

下了解：「第五條之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一方為維持公共秩

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而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46

雙方並約定，此項「同意紀錄」無須公開發表。47但是韓國卻臨時提出以

下三項主張：⑴「同意紀錄」為條約之不可分之一部分；⑵正式簽約條約時

「同意紀錄」應再簽署一次，且需經批准；⑶「同意紀錄」應刊登於韓國《官

報》。48對此主張，中華民國採取的立場是：⑴「同意紀錄」係雙方共同之

一項了解，並非條約之一部分，自無需批准更無需換文證實；⑵「同意紀錄」

在簡簽前經雙方同意，依照國際慣例僅簽署一次；⑶「同意紀錄」在簡簽時，

46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10月9日）〉
（外交部，1964–1966b）；〈합의의사록（번역문）〉（外務部，1952–1965b: 39）。

47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10月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8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三（收電日期：1964年10月31日）〉（外交部，1964–1966c）。

90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華民國願意以「同意紀錄」方式，規定第五、六條的附屬事項，故希望韓國

可以接受第四條的內容。39丁一權抵達台灣之後，對此也深表同意。40

10月9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正式對韓國表達最終立場：同意刪除第四條

的第二段「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

事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但不接受另換文規定，「兩國同意儘速簽訂

一項領事專約，在此專約簽訂前，雙方領務關係依國際慣例處理」之簽訂領

事專約一節。對（新）第五條對案，反對加入第四款，但同意盧信永以個人

身分提出的第五、六條新合併修正案之第三項，以「同意紀錄」方式處理。41

中華民國做出此決定的最主要原因是「為早日達成協議」，但也認為此「同

意紀錄」的內容「尚無損害我基本權益」。42兩日後，雙方終於達成協議：

刪除第四條第二段；原草案的第五、六條改為中華民國最終提出的合併案

（新第五條）；關於韓國主張的公共秩序、衛生等限制規定以「同意紀錄」處

理。10月12日，在丁一權訪台期間，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與韓國大使金信

分別代表雙方在台北予以簡簽。43

韓國對第四條的顧忌是：中華民國有意利用此條款增設領事館，因此韓

國想加入簽訂領事專約之條款，對領事館的設立雙重確認。44這是因為當

時韓國已與日本展開交涉「日韓基本條約」。因此，韓國擔心「中韓友好條約」

的領事內容，將會影響到對日本談判。45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是根據中華民國與各國簽訂的友好條

39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주중대사（日期：1964年10月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6）。

40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차관（日期：1964年10月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7）。
41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10月9日）〉
（外交部，1964–1966b）；〈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10月）〉（外
交部，1964–1966b）。

42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10月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3   〈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10月）〉（外交部，1964–1966b）。
44   〈수신인：주중 윤 참사관，발신인：아주국장（日期：1964年10月11日）〉（外務部，

1952–1965a: 304–305）。
45   韓國與日本基於「韓日基本條約」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簽訂日期為1965年6月。有關韓
國與日本外交問題參考：최영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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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韓國華僑人口（1945–2009） （單位：人）

年度人口年度人口年度人口年度人口

194512,648196830,810198228,717199722,137

194712,088196931,243198327,131199821,987

194817,443197031,918198427,662199922,043

195217,687197131,928198624,316200022,083

195422,090197232,989198723,945200121,818

195622,149197332,841198823,432200221,629

195722,734197432,255198923,147200321,375

195923,318197532,434199022,843200420,966

196024,723197632,436199122,631200520,792

196123,975197731,751199222,563200620,878

196223,575197830,562199322,485200720,686

196426,176197930,078199422,271200820,467

196528,927198029,623199522,190200919,791

196629,939198129,220199622,157

資料來源：1945、1952–1966、1969、1970、1972–1984：박은경，1984: 118, 210。
　　　　　1947：〈朝鮮概況報告及意見書〉（外交部，1948）。
　　　　　1948：韓中文化協會編輯室，1949: 60–61。
　　　　　1968：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68年4月製作）（外交部，1960–1968）。
　　　　　1971：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71年6月製作）（外交部，1971–1973）。
　　　　　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

2009）。
註1： 2002–2005：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各年版的居住（F–2）、

國民配偶（F–2–1）、永住（F–5）、永住配偶者（F–2–3）的合計。
註2：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

各年版的居住（F–2）、國民配偶（F–2–1）、永住配偶者（F–2–3）、其他長期（F–2–5）、
永住（F–5）、永住（F–5–3~F–5–9）、永住（F–5–A~F–5–K）的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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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案」遭到國會的否決，大統領連任面臨危機。李承晚認為直選制可操作選

票與動員民眾，對連任有利。然而，國會議員們一方面不想放棄選舉大統領

的權利；另方面認為內閣制才能實現民主主義，同時也擔心戰爭中的選舉易

受警察等公權力的影響，因此反對「大統領直選修憲案」。（서중석，2007: 

103–104）

在國外，李承晚政權正面臨韓戰停戰談判。自1951年6月蘇聯代表提出

停戰可能性後，美國開始積極推動停戰協定。李承晚雖然對韓戰停戰談判一

貫採取反對態度，但在1951年3月李承晚曾致信杜魯門說明：韓國將接受美

國的最終決定，若杜魯門認為需要停戰協定韓國將會支持；但強調沒有韓國

人民的同意他不會這麼做。李承晚並在信中向美國要求簽訂相互防衛條約與

擴充韓國軍隊。11李承晚本意在於藉由同意韓戰停戰協議向美國換取「韓美

共同防衛條約」，並以此作為戰後安全保證。

對當時的李承晚政府而言，國內外局勢並不穩定，或許無暇處理中華民

國的提案。尤其，李承晚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他個人主導，極端集中於對美關

係，對於擴張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缺乏興趣。（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

2001: 177–178）因此，李承晚個人的外交思維也是在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的因素之一。

然而，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主因，仍在於「韓國華僑

問題」。一方面政府考慮到當時仍處於戰爭狀態，若給予包括韓國華僑在內

的中國人自由出入境，恐造成治安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韓國政府將「中韓友

好條約」視為對韓國華僑的優惠條款。因此擔心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國民待

遇，將導致韓國商業將被華僑壟斷。

此一將「中韓友好條約」與「韓國華僑問題」視為一體的韓國政府的基

11   1953年接近簽訂韓戰停戰協定時，李承晚又採取反對立場。美國為盡快簽署停戰協定，
不得不做出妥協，1953年5月美國務院次官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訪問韓國，同意
簽訂「韓美共同防衛條約」，而使李承晚同意接受韓戰停戰協定。1953年7月27日韓戰
停戰協定簽訂後，8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訪問韓國，李承晚向美國
更爭取到，支援加強韓國軍隊、高達10億美元的經濟開發計畫。（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
드，2001: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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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在台韓僑人口（1948–2009） （單位：人）

年度人口年度人口年度人口

19483421966 54019841,131

194934619675371985993

195037319685481986822

195140219696401987825

195242719705221988864

195344219715111989908

195440519725171990931

195544119735781991946

1956456197458419921,086

1957484197570419951,029

1958510197661219971,040

195951519777071999843

196053619787692001653

19615021979750200354

19624891980886200585

196346919811,0542007543

196449519821,2262009599

196554019831,301

資料來源： 1948–1967、1976、1979–1984：《台灣地區警政統計年報》（內政部警政署編，
1995: 238–251）。

　　　　　1968–1975、1977–1978、1985–1990：《在外國民現況》（外務部，1968–1990）。
　　　　　1991–1999：《海外同胞現況》（外務部，1991–1999）。
　　　　　2001–2007：《在外同胞現況》（外交通商部，2001–2009）。
　　　　　2009：〈在外同胞現況（2009）〉（外交通商部，2009）。
註1： 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為持入境簽證的韓國人，因此包括短期停留者。但是1970年代之

前在台灣短期停留的韓國人並不多，持入境簽證者主要以長期居住者為主。因此透過

1970年代之前的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大致可以掌握在台韓僑的人數。（王梅影，
1983: 84–85。）

註2： 1999、2001、2007、2009：人口數為持有「市民權」與「永居權」者；2003、2005：
人口數為持有永居權者。2003年與2005年的統計中「市民權」的數字為零，因此出現
過低的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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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關於前

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⑶本條

各項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何一方為維持公共秩序，維護公共

衛生、道德及安全，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35

10月2日，韓國對駐韓大使館的非正式方案表示同意，但要求增加盧

信永方案之第三項，並改為換文。36中華民國外交部本來仍然希望將原提

約稿中的第五、六條，繼續向韓國方面進行交涉。可是駐韓大使館已向韓方

透露中華民國的最終讓步方案，因此在10月5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另擬出

最終讓步對案之（新）第五條，並主張對於盧信永方案之第三項，無論是改

為條文或者換文，均不能接受。37（新）第五條的內容如下：

 （新）第五條

𡛼𡛼𡛼𡛼締約此方之國民得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章，

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並在締約彼方之領土內旅行或居住；

𥕛𥕛𥕛𥕛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應依

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下，享

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

𥐥𥐥𥐥𥐥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38

1964年10月8日至12日，韓國總理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兩國政府皆

希望能夠在此時段完成友好條約的簽訂。但雙方迄至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的

當天，仍無法達成協議，因此條約的談判地點就改在台灣進行。10月8日，

在迎接丁一權的機場上，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沈昌煥對韓國大使金信指稱，中

35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二（收電日期：1964年9月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6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三九（收電日期：1964年10月3日）〉（外交部，1964–1966b）。
37   〈中韓友好條約事，去電專號：890（日期：1964年9月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8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四日第八九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

19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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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雙方約定無須公開，現在則要求刊登《官報》，顯然與上述的了解不符。49

雙方對「同意紀錄」解釋上最具關鍵性的不同是：「同意紀錄」是否為「中

韓友好條約」的一部分？由於韓國方面認為，條約是其中之一部分，所以提

出再次簽署與《官報》刊登等要求；50而中華民國則認為，「同意紀錄」並

非條文的一部分，所以不應再行簽署，也無須公開。至此，雙方對「同意紀

錄」有如此想法上的差異，其因在於雙方各有盤算。

對韓國而言，友好條約中最關鍵部分是（新）第五條。韓國本來希望將

「同意紀錄」的內容納入於正式條款，但並未成功。韓國之目的在於限制韓

國華僑待遇，使其視同正式條款，成為具有合法性的功能。此外，根據韓國

憲法規定，外交條約必須要公佈，才能具有與國內法律相同的效力，所以

「同意紀錄」刊佈於《官報》，形同有此效力，否則法院不能將條約運用於任

何法律裁決上。51基於上述考量，韓國以「韓國國內程序上需要」、「限於

公務之用（official use only）」為由，主張再行簽署及《官報》刊登；同時主

張：若不能再行簽署，雙方在簽署條約時，應再加簽訂一份備忘錄，並聲明

要將「同意紀錄」視為條約之一部分。52

對中華民國而言，本條約原本只是約定友好關係之大方向，不應讓當中

具有限制性規定的「同意紀錄」成為條約之一部分。中華民國認為第五條實

際上已對韓國做出極大讓步，故而拒絕韓國的要求。

因為韓國的堅持，中華民國不得不再次讓步。1964年11月26日，中

華民國正式向韓國表示：「如韓國因內部程序關係，在閣議及國會審議時有

所洩露，我方將不向韓方做任何表示，如韓方因實際需要，將『同意紀錄』

刊登其政府公報時，我方不提出異議」。此外，並由駐韓大使梁序昭出面，

49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第九一四去電抄件（推測收電日期：1964年10月30日）〉（外交部，
1964–1966c）。

50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11月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8）。

51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11月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9）。

52   〈中華民國駐韓國大使館（代電）（日期：1964年11月2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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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都未成功。（吳瑞雲，2001: 13, 21, 23）1954年至 1955年發生「第一次

台灣海峽危機」，使中華民國政府面臨極大的壓力。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非

常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協定，以期增強安全能力，並待機反攻大陸。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企圖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因此在 1952年友好條

約的提案遭拒絕後，並未積極推動友好條約。但 1950年代後期，簽訂中韓

軍事同盟的可能性逐漸降低後，中華民國開始積極推動簽訂友好條約，希望

藉由友好條約，一方面加強兩國的反共同盟關係，另方面以此提高台灣國內

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因此 1957年 2月，駐韓大使王東原訪問韓國外交部長

曹正煥，再度提出簽訂友好條約。

然而，曹正煥對中華民國的提案表示：宜先商訂貿易協定，再行商訂友

好條約。13同年 2月 20日，韓國向中華民國正式提案商訂貿易協定。14中

華民國一方面呼應韓國先行商訂貿易協定之提議，於 5月 6日將「中韓貿易

協定」要旨草案送達韓國外交部；15另方面，則繼續推動簽訂友好條約。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此項友好條約，欲採簡要的方式，目的則是「中韓訂約，

政治意義大於其他方面之意義，就我國言，與韓國簽訂一項內容較為簡單之

友好條約，亦可達到政治上之目的」。16因此，同年 5月 10日，參照「中

泰友好條約」擬訂的簡要約稿，送至韓國外交部。17

韓國外交部收到來自中華民國的草案後，認為具有問題的條款如下：

第四條　締約雙方在彼此領土內共同商定之地方，有派駐總領事、

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之權。此項領事官員應行使國際通例通

常承認之職務，並享受國際通例通常承認之待遇。雙方領事官員於

就職前，應向所駐國政府取得執行職務證書，但此項證書，得由所

13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外交
部收電，機字第 0850號（收電日期：1957年 2月 8日）〉（外交部，1964–1966a）。

14   〈韓中貿易協定 締結에 關한 件〉（外務部，1961: 5）。
15   〈商訂中韓友好條約事（日期：1957年 8月 23日）〉（外交部，1964–1966a）。
16   〈簽呈（日期：1957年 2月 20日）〉（外交部，1964–1966a）。
17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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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後，雙方關於友好條約之交涉，重點便集中在第四、五、六條之

上。在第二次會議進行時，韓國仍然主張要刪除第四條，並提出對第五、六

條的合併案如下：

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

章，享有在彼方領土內進入、離去、旅行或居住的權利。32

韓國以「韓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為例，認為當中有此規定為由，態度上甚

為堅持。至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反應則是：「韓方關於第五、六條之對案過

於簡略，如再刪除第四條，則條文將毫無內容，希就我原提約稿第五、六條

向韓方交涉」。33

1964年 8月，中華民國外交部已查知韓國外交部對友好條約之態度產

生變化，且預測雙方談判的重點將在第五、六條，所以對此兩條的因應策

略，已事先擬出最大讓步線之方案。但是鑑於兩次的談判均無進展，駐韓大

使館判斷韓國絕不可能接受中華民國原案，為求維持談判管道之暢通，故在

9月 29日，駐韓大使館未經外交部的指示和同意，片面向韓國以非正式的

方式，提出中華民國之方案，做為第三次會議的交涉材料。34

在第三次會議中，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長盧信永出面，也以個人身分向中

華民國提出關於第五、六條新的合併修正案：

⑴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

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要，應予保留」；至於有關領事專約部分，日後可再商談。參考：〈本部致駐韓梁大使中華
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廿三日第八七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1966b）。

32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三（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25日）〉（外交部，1964–1966b）。
33   〈抄致駐韓梁大使五十三年九月廿七日第八八六號去電件〉（外交部，1964–1966b）。
34   駐韓大使館向韓國提出的第五、六條合併對案內容為：「⑴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
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受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

護，應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

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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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美國實施的一項民意調查，美國人認為中共已取代蘇聯，成為威脅美

國的最大國家。（佐橋亮，2006: 44–45）

中共核武政策亦使亞洲各國提高警戒。中華民國與韓國認為，中共的核

子開發對兩國的國家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提高兩國的危機意識。尤其，中

華民國方面的危機感較高，不但曾與美國商討攻擊中共核子設施，也表示不

惜一切配合美國對中共作戰。（佐橋亮，2006: 45）對韓國而言，中共的核子

開發可能刺激北韓進行核試，將打破兩韓的軍事均衡。另外，1960年代起

西方自由陣營亦出現矛盾。例如，法國無視美國阻止核子擴散的方針，1960

年進行核試，並在 1964年承認中共。（전재성，2005: 74–75）

美國對中政策出現變化、西方自由陣營之間的矛盾被強化，以及中共核

試成功與支援北越，都提高了中韓兩國的共同危機感，使韓國對友好條約轉

變態度，試圖藉此強化兩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相互合作，並可促進雙方的

相互理解。因此，韓國外交部說明同意交涉簽訂友好條約理由為：基於兩國

的歷史關係、兩國所面臨的國際條件、隨著中共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有必要加

強兩國聯繫等。24

再者，筆者認為，韓國轉變態度亦受美國越戰政策的影響。1961年 11

月，朴正熙訪問美國與甘迺迪會談時，曾提議韓國派兵越南。其後，朴正熙

又強調亞洲國家具備自身的反共防衛力量，並向美國表示為此可與中華民國

政府進行協議。（木宮正史，2002: 242–243）韓國政府派兵越南意願非常高，

目標則在強化美韓同盟，並取得美國對韓國的軍事防衛。（全正煥，2003: 

208）1965年 4月美國允許韓國派兵參與越戰。（전재성，2005: 82）在此之

前，韓國政府試圖透過加強中華民國的合作，提高雙方的反共防衛，以向美

國顯示越南派兵意願與努力。25

此外，韓國政府轉變態度也受到朴正熙他個人外交傾向的影響。朴正熙

的外交政策亦以美國為主，但不像李承晚是美國一面倒，致力拓展韓國的外

24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에 관한 건（日期：1964年 8月 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23）。
25   但美國方面不願激化台海的緊張，避免給與中共直接加入越戰的藉口，因此僅要求韓國派
兵，並且擴大對韓國的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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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涉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

韓國以簽訂文化協定為優先，而中華民國希望訂立友好條約，雙方因此

陷入僵局，直到 1964年 7月情勢方出現變化。韓國政府主張原則上同意簽

訂友好條約，而「韓國華僑問題」將成為兩國的最主要的交涉重點。

一、韓國態度的轉變

1964年 7月 2日，韓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以下簡稱，韓國大使館）再

度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簽訂文化協定，但又遭到拒絕；23 7月 23日，駐

韓大使館藉由訪問韓國外交部亞洲局，提出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的合併案。

就在韓國接受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合併案之際，韓國外交部的態度出現

變化。1964年 8月，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首度接受情報文化局的建議，採取

分開簽訂兩約的方式，同時也主張原則上同意簽訂友好條約。

韓國態度出現變化主要是受到中共地位提高與國際情勢改變的影響。

1960年代美國對中政策出現部分轉變。1963年 11月美國總統甘迺迪在遇刺

前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中，即對再度開啟中國貿易問題表示，「視中國的回應

有意重新檢討對中政策」。詹森繼任總統後，同年 12月 13日演講中表示，

不應以感情，而是基於現實觀察中國問題；亦強調現在並沒有顛覆共產主義

政權的可能性。（戴天昭，2001: 217–218）1960年代起美國對中政策採取柔

軟態度，逐漸放棄推翻中共政權的企圖。

1964年 10月中共政府的核子試爆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共的國際地位與

影響力。美國情報局早在 1959年左右掌握中共開發核子的情報，1961年起

甘迺迪亦對此加強警覺。美國所擔心的不是軍事威脅，而是核子試爆成功所

帶來的中共威信的提高與核子擴散的連鎖反應。另外，1960年代起中共支

援北越政府，亦加強對東南亞的影響力。雖然詹森政權已放棄推翻中共政權

的想法，但仍強烈批評中共的核武政策，亦反對中共支援北越。根據 1963

23   〈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교섭（日期：1964年 7月 6日）〉（外務部，1952–1965a: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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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案」遭到國會的否決，大統領連任面臨危機。李承晚認為直選制可操作選

票與動員民眾，對連任有利。然而，國會議員們一方面不想放棄選舉大統領

的權利；另方面認為內閣制才能實現民主主義，同時也擔心戰爭中的選舉易

受警察等公權力的影響，因此反對「大統領直選修憲案」。（서중석，2007: 

103–104）

在國外，李承晚政權正面臨韓戰停戰談判。自1951年6月蘇聯代表提出

停戰可能性後，美國開始積極推動停戰協定。李承晚雖然對韓戰停戰談判一

貫採取反對態度，但在1951年3月李承晚曾致信杜魯門說明：韓國將接受美

國的最終決定，若杜魯門認為需要停戰協定韓國將會支持；但強調沒有韓國

人民的同意他不會這麼做。李承晚並在信中向美國要求簽訂相互防衛條約與

擴充韓國軍隊。11李承晚本意在於藉由同意韓戰停戰協議向美國換取「韓美

共同防衛條約」，並以此作為戰後安全保證。

對當時的李承晚政府而言，國內外局勢並不穩定，或許無暇處理中華民

國的提案。尤其，李承晚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他個人主導，極端集中於對美關

係，對於擴張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缺乏興趣。（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

2001: 177–178）因此，李承晚個人的外交思維也是在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的因素之一。

然而，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主因，仍在於「韓國華僑

問題」。一方面政府考慮到當時仍處於戰爭狀態，若給予包括韓國華僑在內

的中國人自由出入境，恐造成治安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韓國政府將「中韓友

好條約」視為對韓國華僑的優惠條款。因此擔心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國民待

遇，將導致韓國商業將被華僑壟斷。

此一將「中韓友好條約」與「韓國華僑問題」視為一體的韓國政府的基

11   1953年接近簽訂韓戰停戰協定時，李承晚又採取反對立場。美國為盡快簽署停戰協定，
不得不做出妥協，1953年5月美國務院次官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訪問韓國，同意
簽訂「韓美共同防衛條約」，而使李承晚同意接受韓戰停戰協定。1953年7月27日韓戰
停戰協定簽訂後，8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訪問韓國，李承晚向美國
更爭取到，支援加強韓國軍隊、高達10億美元的經濟開發計畫。（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
드，2001: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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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在台韓僑人口（1948–2009） （單位：人）

年度人口年度人口年度人口

19483421966 54019841,131

194934619675371985993

195037319685481986822

195140219696401987825

195242719705221988864

195344219715111989908

195440519725171990931

195544119735781991946

1956456197458419921,086

1957484197570419951,029

1958510197661219971,040

195951519777071999843

196053619787692001653

19615021979750200354

19624891980886200585

196346919811,0542007543

196449519821,2262009599

196554019831,301

資料來源： 1948–1967、1976、1979–1984：《台灣地區警政統計年報》（內政部警政署編，
1995: 238–251）。

　　　　　1968–1975、1977–1978、1985–1990：《在外國民現況》（外務部，1968–1990）。
　　　　　1991–1999：《海外同胞現況》（外務部，1991–1999）。
　　　　　2001–2007：《在外同胞現況》（外交通商部，2001–2009）。
　　　　　2009：〈在外同胞現況（2009）〉（外交通商部，2009）。
註1： 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為持入境簽證的韓國人，因此包括短期停留者。但是1970年代之

前在台灣短期停留的韓國人並不多，持入境簽證者主要以長期居住者為主。因此透過

1970年代之前的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大致可以掌握在台韓僑的人數。（王梅影，
1983: 84–85。）

註2： 1999、2001、2007、2009：人口數為持有「市民權」與「永居權」者；2003、2005：
人口數為持有永居權者。2003年與2005年的統計中「市民權」的數字為零，因此出現
過低的人口數。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89

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關於前

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⑶本條

各項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何一方為維持公共秩序，維護公共

衛生、道德及安全，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35

10月2日，韓國對駐韓大使館的非正式方案表示同意，但要求增加盧

信永方案之第三項，並改為換文。36中華民國外交部本來仍然希望將原提

約稿中的第五、六條，繼續向韓國方面進行交涉。可是駐韓大使館已向韓方

透露中華民國的最終讓步方案，因此在10月5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另擬出

最終讓步對案之（新）第五條，並主張對於盧信永方案之第三項，無論是改

為條文或者換文，均不能接受。37（新）第五條的內容如下：

 （新）第五條

𡛼𡛼𡛼𡛼締約此方之國民得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章，

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並在締約彼方之領土內旅行或居住；

𥕛𥕛𥕛𥕛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應依

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下，享

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

𥐥𥐥𥐥𥐥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38

1964年10月8日至12日，韓國總理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兩國政府皆

希望能夠在此時段完成友好條約的簽訂。但雙方迄至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的

當天，仍無法達成協議，因此條約的談判地點就改在台灣進行。10月8日，

在迎接丁一權的機場上，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沈昌煥對韓國大使金信指稱，中

35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二（收電日期：1964年9月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6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三九（收電日期：1964年10月3日）〉（外交部，1964–1966b）。
37   〈中韓友好條約事，去電專號：890（日期：1964年9月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8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四日第八九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

19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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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雙方約定無須公開，現在則要求刊登《官報》，顯然與上述的了解不符。49

雙方對「同意紀錄」解釋上最具關鍵性的不同是：「同意紀錄」是否為「中

韓友好條約」的一部分？由於韓國方面認為，條約是其中之一部分，所以提

出再次簽署與《官報》刊登等要求；50而中華民國則認為，「同意紀錄」並

非條文的一部分，所以不應再行簽署，也無須公開。至此，雙方對「同意紀

錄」有如此想法上的差異，其因在於雙方各有盤算。

對韓國而言，友好條約中最關鍵部分是（新）第五條。韓國本來希望將

「同意紀錄」的內容納入於正式條款，但並未成功。韓國之目的在於限制韓

國華僑待遇，使其視同正式條款，成為具有合法性的功能。此外，根據韓國

憲法規定，外交條約必須要公佈，才能具有與國內法律相同的效力，所以

「同意紀錄」刊佈於《官報》，形同有此效力，否則法院不能將條約運用於任

何法律裁決上。51基於上述考量，韓國以「韓國國內程序上需要」、「限於

公務之用（official use only）」為由，主張再行簽署及《官報》刊登；同時主

張：若不能再行簽署，雙方在簽署條約時，應再加簽訂一份備忘錄，並聲明

要將「同意紀錄」視為條約之一部分。52

對中華民國而言，本條約原本只是約定友好關係之大方向，不應讓當中

具有限制性規定的「同意紀錄」成為條約之一部分。中華民國認為第五條實

際上已對韓國做出極大讓步，故而拒絕韓國的要求。

因為韓國的堅持，中華民國不得不再次讓步。1964年11月26日，中

華民國正式向韓國表示：「如韓國因內部程序關係，在閣議及國會審議時有

所洩露，我方將不向韓方做任何表示，如韓方因實際需要，將『同意紀錄』

刊登其政府公報時，我方不提出異議」。此外，並由駐韓大使梁序昭出面，

49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第九一四去電抄件（推測收電日期：1964年10月30日）〉（外交部，
1964–1966c）。

50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11月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8）。

51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11月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9）。

52   〈中華民國駐韓國大使館（代電）（日期：1964年11月2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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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都未成功。（吳瑞雲，2001: 13, 21, 23）1954年至 1955年發生「第一次

台灣海峽危機」，使中華民國政府面臨極大的壓力。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非

常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協定，以期增強安全能力，並待機反攻大陸。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企圖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因此在 1952年友好條

約的提案遭拒絕後，並未積極推動友好條約。但 1950年代後期，簽訂中韓

軍事同盟的可能性逐漸降低後，中華民國開始積極推動簽訂友好條約，希望

藉由友好條約，一方面加強兩國的反共同盟關係，另方面以此提高台灣國內

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因此 1957年 2月，駐韓大使王東原訪問韓國外交部長

曹正煥，再度提出簽訂友好條約。

然而，曹正煥對中華民國的提案表示：宜先商訂貿易協定，再行商訂友

好條約。13同年 2月 20日，韓國向中華民國正式提案商訂貿易協定。14中

華民國一方面呼應韓國先行商訂貿易協定之提議，於 5月 6日將「中韓貿易

協定」要旨草案送達韓國外交部；15另方面，則繼續推動簽訂友好條約。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此項友好條約，欲採簡要的方式，目的則是「中韓訂約，

政治意義大於其他方面之意義，就我國言，與韓國簽訂一項內容較為簡單之

友好條約，亦可達到政治上之目的」。16因此，同年 5月 10日，參照「中

泰友好條約」擬訂的簡要約稿，送至韓國外交部。17

韓國外交部收到來自中華民國的草案後，認為具有問題的條款如下：

第四條　締約雙方在彼此領土內共同商定之地方，有派駐總領事、

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之權。此項領事官員應行使國際通例通

常承認之職務，並享受國際通例通常承認之待遇。雙方領事官員於

就職前，應向所駐國政府取得執行職務證書，但此項證書，得由所

13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外交
部收電，機字第 0850號（收電日期：1957年 2月 8日）〉（外交部，1964–1966a）。

14   〈韓中貿易協定 締結에 關한 件〉（外務部，1961: 5）。
15   〈商訂中韓友好條約事（日期：1957年 8月 23日）〉（外交部，1964–1966a）。
16   〈簽呈（日期：1957年 2月 20日）〉（外交部，1964–1966a）。
17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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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後，雙方關於友好條約之交涉，重點便集中在第四、五、六條之

上。在第二次會議進行時，韓國仍然主張要刪除第四條，並提出對第五、六

條的合併案如下：

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

章，享有在彼方領土內進入、離去、旅行或居住的權利。32

韓國以「韓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為例，認為當中有此規定為由，態度上甚

為堅持。至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反應則是：「韓方關於第五、六條之對案過

於簡略，如再刪除第四條，則條文將毫無內容，希就我原提約稿第五、六條

向韓方交涉」。33

1964年 8月，中華民國外交部已查知韓國外交部對友好條約之態度產

生變化，且預測雙方談判的重點將在第五、六條，所以對此兩條的因應策

略，已事先擬出最大讓步線之方案。但是鑑於兩次的談判均無進展，駐韓大

使館判斷韓國絕不可能接受中華民國原案，為求維持談判管道之暢通，故在

9月 29日，駐韓大使館未經外交部的指示和同意，片面向韓國以非正式的

方式，提出中華民國之方案，做為第三次會議的交涉材料。34

在第三次會議中，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長盧信永出面，也以個人身分向中

華民國提出關於第五、六條新的合併修正案：

⑴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

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要，應予保留」；至於有關領事專約部分，日後可再商談。參考：〈本部致駐韓梁大使中華
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廿三日第八七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1966b）。

32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三（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25日）〉（外交部，1964–1966b）。
33   〈抄致駐韓梁大使五十三年九月廿七日第八八六號去電件〉（外交部，1964–1966b）。
34   駐韓大使館向韓國提出的第五、六條合併對案內容為：「⑴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
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受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

護，應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

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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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美國實施的一項民意調查，美國人認為中共已取代蘇聯，成為威脅美

國的最大國家。（佐橋亮，2006: 44–45）

中共核武政策亦使亞洲各國提高警戒。中華民國與韓國認為，中共的核

子開發對兩國的國家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提高兩國的危機意識。尤其，中

華民國方面的危機感較高，不但曾與美國商討攻擊中共核子設施，也表示不

惜一切配合美國對中共作戰。（佐橋亮，2006: 45）對韓國而言，中共的核子

開發可能刺激北韓進行核試，將打破兩韓的軍事均衡。另外，1960年代起

西方自由陣營亦出現矛盾。例如，法國無視美國阻止核子擴散的方針，1960

年進行核試，並在 1964年承認中共。（전재성，2005: 74–75）

美國對中政策出現變化、西方自由陣營之間的矛盾被強化，以及中共核

試成功與支援北越，都提高了中韓兩國的共同危機感，使韓國對友好條約轉

變態度，試圖藉此強化兩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相互合作，並可促進雙方的

相互理解。因此，韓國外交部說明同意交涉簽訂友好條約理由為：基於兩國

的歷史關係、兩國所面臨的國際條件、隨著中共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有必要加

強兩國聯繫等。24

再者，筆者認為，韓國轉變態度亦受美國越戰政策的影響。1961年 11

月，朴正熙訪問美國與甘迺迪會談時，曾提議韓國派兵越南。其後，朴正熙

又強調亞洲國家具備自身的反共防衛力量，並向美國表示為此可與中華民國

政府進行協議。（木宮正史，2002: 242–243）韓國政府派兵越南意願非常高，

目標則在強化美韓同盟，並取得美國對韓國的軍事防衛。（全正煥，2003: 

208）1965年 4月美國允許韓國派兵參與越戰。（전재성，2005: 82）在此之

前，韓國政府試圖透過加強中華民國的合作，提高雙方的反共防衛，以向美

國顯示越南派兵意願與努力。25

此外，韓國政府轉變態度也受到朴正熙他個人外交傾向的影響。朴正熙

的外交政策亦以美國為主，但不像李承晚是美國一面倒，致力拓展韓國的外

24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에 관한 건（日期：1964年 8月 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23）。
25   但美國方面不願激化台海的緊張，避免給與中共直接加入越戰的藉口，因此僅要求韓國派
兵，並且擴大對韓國的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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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涉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

韓國以簽訂文化協定為優先，而中華民國希望訂立友好條約，雙方因此

陷入僵局，直到 1964年 7月情勢方出現變化。韓國政府主張原則上同意簽

訂友好條約，而「韓國華僑問題」將成為兩國的最主要的交涉重點。

一、韓國態度的轉變

1964年 7月 2日，韓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以下簡稱，韓國大使館）再

度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簽訂文化協定，但又遭到拒絕；23 7月 23日，駐

韓大使館藉由訪問韓國外交部亞洲局，提出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的合併案。

就在韓國接受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合併案之際，韓國外交部的態度出現

變化。1964年 8月，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首度接受情報文化局的建議，採取

分開簽訂兩約的方式，同時也主張原則上同意簽訂友好條約。

韓國態度出現變化主要是受到中共地位提高與國際情勢改變的影響。

1960年代美國對中政策出現部分轉變。1963年 11月美國總統甘迺迪在遇刺

前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中，即對再度開啟中國貿易問題表示，「視中國的回應

有意重新檢討對中政策」。詹森繼任總統後，同年 12月 13日演講中表示，

不應以感情，而是基於現實觀察中國問題；亦強調現在並沒有顛覆共產主義

政權的可能性。（戴天昭，2001: 217–218）1960年代起美國對中政策採取柔

軟態度，逐漸放棄推翻中共政權的企圖。

1964年 10月中共政府的核子試爆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共的國際地位與

影響力。美國情報局早在 1959年左右掌握中共開發核子的情報，1961年起

甘迺迪亦對此加強警覺。美國所擔心的不是軍事威脅，而是核子試爆成功所

帶來的中共威信的提高與核子擴散的連鎖反應。另外，1960年代起中共支

援北越政府，亦加強對東南亞的影響力。雖然詹森政權已放棄推翻中共政權

的想法，但仍強烈批評中共的核武政策，亦反對中共支援北越。根據 1963

23   〈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교섭（日期：1964年 7月 6日）〉（外務部，1952–1965a: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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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韓國外交部送函至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中韓關係已極友好，無

另訂友好條約之必要」，拒絕中華民國之提議，強調宜商訂貿易協定。20

再者，我們觀察 1960年與 1962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60年 3

月 11日，前韓國外交部政務局長金東祚以特使的身份，率領「韓國友好訪問

團」，訪問中華民國外交部。此時中華民國方面再次提出商訂友好條約之要

求。為此，金東祚說明韓國對於簽訂友好條約感到猶豫，主要原因在「中國

國民進入韓境問題」。他接著指出韓國華僑有親友居住於香港及中國大陸，

從事走私者多，亦多不遵守韓國的移民法規；又韓國遣送華僑犯罪者時，並

不為中華民國所接收。此外，他也認為雙方如簽訂友好條約，韓國華僑及其

商人自然將進一步要求最惠國待遇。所以，韓國為求保護自身的經濟穩定、

政治安全以及防止共黨間諜活動，不得不對韓國華僑採取嚴峻措施。21

這是韓國方面首次針對反對簽訂友好條約的原因，提出說明。其後，韓

方對中華民國的重點轉移至簽訂文化協定，而將友好條約的構想則列為第二

順位。22

20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同年 8
月 20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同意先談貿易協定，但仍強調雙方宜簽訂友好條約。「中韓貿易
協定」經過 4年的交涉，在 1961年 3月 3日正式簽訂。此貿易協定與 1952年駐韓大使館
提議的「中韓通商航海條約」性質不同。貿易協定是規定物品的進出口，限定於兩國的貿

易事務，不牽涉到人民的出入境等問題。參考：〈外交部收電，機字第 3800號（收電日期：
1957年 6月 10日）〉（外交部，1964–1966a）。

21   〈周次長與韓國友好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
22   有關韓國政府對友好條約的疑慮，中華民國外交部說明：韓國對華僑問題可先從行政措施
上力圖改進，若對於中華民國所提出的約稿內容上有任何增減之處，希望韓國也能盡量提

出，以求達成協議。然後，外交部也提出韓方對友好條約仍有所顧慮時，雙方可先行商訂

文化專約。當中華民國提出商訂文化專約時，韓國表示極為贊同。韓國希望在 1963年 1
月，韓國外交部長崔德新訪華時簽訂文化條約，可是中華民國表示反對，而旋遭失敗。中

華民國政府的拒絕原因是，目前在台灣，日本雜誌、電影等進口量多，如與韓國簽訂文化

協定，日本可能也要求簽訂文化協定，這對中華民國造成困擾。參考：〈周次長與韓國友好

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關於議訂中韓友好
條約及文化專約事，電希知照辦理據報由（日期：1960年 9月 16日）〉（外交部，1964–
1966a）；〈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에 대한 문제（日期：1963年 1月 16日）〉（外務部，
1952–1965a: 173）；〈한중 문화협정（日期：1963年 1月 21日）〉（外務部，1952–1965a: 
174）；〈최 외무부 장관과 유 중국 대사와의 면담 요지（日期：1963年 1月 4日）〉（外
務部，196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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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空間。李承晚時期韓國僅與 13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至 1961年 11月，

已與 29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1963年韓國外交部長在記者會中說明，韓國

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為「自主外交」。1965年與韓國的邦交國已達到 76國。

（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2001: 179–180）筆者認為，朴正熙政權外交路線

的擴張性格，致使韓國外交當局對中華民國的外交採取較積極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轉變態度後，開始詢問政府各機構的意見。首先，外交部邦

交局對於簽訂友好條約一事，依然採取反對立場。其主要的原因如下：

本條約內容包括出入境、居住商業等「居留事項」。由於雙方僑民

人數相差甚多，故本條約係僅有利於韓國華僑。再者，如簽訂本條

約將對韓國政府未來的外國人政策導致不便。另外，如刪除「居留

事項」或修改為對韓國有利的內容，則是承認韓國政府對華僑具有

差別措施。本條約並沒有加入新的政治意義，因此，不簽訂條約也

對兩國關係毫無損失，也不會影響將來兩國聯繫。26

其次，法務部的立場如下：

基於現在「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外國人居住韓國不能享有與韓國

國民相同的權利，應刪除本條約的第六條。在韓國的外國人中，華

僑之犯罪率最高，應加入中華民國政府協助強制出境之條款。27

最後，內務部的反應是：

本條約將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待遇，意味著簽約後必須承認目前被

禁止的土地所有權。韓國的土地將來有可能被「在韓中國人」所侵

蝕，故需要限制有關土地之財產權規定。再者，韓國華僑擾亂經濟

或危害公安等，從事犯法行為者多，但中華民國因拒絕接受他們，而

26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日期：1964年 8月 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35–237）。
27   〈한중 우호협정에 대한 회신（日期：1964年 9月 10日）〉（外務部，1952–1965a: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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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韓國無法執行強制出境，應當在本條約中列入相關的條款。28

可知韓國內部對友好條約的顧忌，都集中於第五、六條。韓國政府為簽

訂友好條約，必須先解決「韓國華僑問題」，因此，1964年 8月 18日，韓

國外交部亞洲局召集邦交局、通商局、情報文化局、儀典室等召開內部會

議，商討簽訂友好條約的事宜。會議結果終於達成決議，內容是：⑴在原則

上同意簽訂「中韓友好條約」。⑵條文中之第五、六條應設法迴避。29

二、針對爭議內容進行交涉與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1964年 9月 16日，韓國外交部亞洲局對中華民國表示：願意嘗試洽談

中韓友好條約。30韓方由外交部亞洲局負責與中華民國進行談判，而中華

民國方面則是由駐韓大使館負責。接著 9月 22日、24日、29日，雙方以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為基礎，在韓國先後進行三次會議。在第一

次的會議中，韓國針對第五、六條內容提出疑慮，說明韓國國會和輿論無法

瞭解賦予華僑具體權益之需要，並表示華僑中犯罪者多，但中華民國尚未同

意遣返等等。韓國反對第五、六條，早已是中華民國方面預期的範圍內，但

是出乎預料之外，韓國對於第四條內容也表示異議，主張刪除該條，應另訂

所謂領事專約。31

28   〈한중우호조약 체결문（초안）에 관한 의견 제출（日期：1964年 9月 12日）〉（外務部，
1952–1965a: 240）。

29   〈韓外交部討論我國所提簽訂「中韓友好協定」事宜情形（日期：1964年 9月 16日）〉（外
交部，1964–1966b）。在此會議中，邦交局仍採取反對立場；通商局認為對第五、六條應
慎重處理外，在原則上表示贊成簽訂；情報文化局表示不應文化與友好協定合而為一外，

無其他意見；儀典室表示應注意華僑出入境問題，並沒有反對簽約。

30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16日）〉（外交部，1964–1966b）。
韓國的態度在 1964年 8月底明顯出現變化。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在 1964年 8月
21日至 27日訪問韓國，推動該約之談判。韓國不像過去一樣採取反對的態度，而是積極
的因應張群的建議。所以雙方的談判，第一次出現突破性的進展。

31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一七（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23日）〉（外交部，1964–1966b）。
對此一主張，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回應是：「約稿第四條為原則性規定，約文內訂明雙方派

領應先共同商定，其職務及待遇亦經訂明以國際通例通常者為限」，因此「實無刪除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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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國政府撤回。

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事

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

第五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有權在與任何他國國民同樣條件之下，依

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民之法律規章，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

第六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身體及財產，

應享受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有權在任何他國人民享有相同

權利之地方遊歷、居住、作工、及經營工商業，但應依照締約彼方

之法律規章，設立學校，以教育其子女，並享有集會、結社、出

版、祀典、宗教、埋葬及營墓之自由。

關於本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由於以上的內容，韓國外交部認為：

中國政府所提案的友好條約，雖名稱上是友好條約，但實際上是牽

涉到應規定於友好通商或航海條約的外交使節、領使交換等內容；

以及包括當事國民的、身體、財產、經濟活動、通商、航海、出入

境內容；牽涉其他一般民法上的權利。[本條約] 規定基本上的原

則，是一種小規模經濟活動的基本協定。18

尤其是第五條與第六條，為韓國外交部拒絕此草案的最主要原因。因為

第五條是承認對方國民（韓國華僑）的自由入境權利，而第六條則是保障對

方國民的身份、財產、經濟活動等，必須給予對方國民最惠國國民待遇。韓

方認定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原因，即在於取得上述權利。19因此，1957

18   此為韓國外交部的條約課對亞洲課之說明案。〈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
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 7月 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3–44）。

19   〈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 7月
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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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場，在1952年中華民國首次提議時確立後，一直成為韓國拒絕友好條

約的主要原因。

韓國政府對「韓國華僑問題」表示如此敏感的反應，一方面是因為兩國

僑民12人數差距極為懸殊。韓國政府自成立之後，便禁止外國人的自由移

居，因此韓國華僑的人口，主要透過自然成長率而增加。如表1所述，1970

年代時韓國華僑人口曾經增長到約3萬人，但由於對外國人的土地購買、居

留簽證等，韓國設立許多限制規定，遂使韓國華僑離開韓國，移往美國、台

灣等地，故韓國華僑的人口逐漸減少，目前維持約2萬人左右。

韓國華僑的人口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人口相比，實為少數。但比較表1與

表2可知，在台韓僑的人數則更少，遠低於韓國華僑人數。1965年前在台

韓僑的人口，最多時也僅有500多人。至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

韓國華僑的人口為26,176人，而在台韓僑的人口僅495人，後者的人口約

為前者的53分之1。

這種韓國與中華民國間僑民人口的差距，成為韓國交涉「中韓友好條約」

時的主要考量之一。

三、中華民國的再次提案與韓國的拒絕

其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友好條約的交涉便處於停頓狀態，直到1957年

中華民國再次向韓國提出，但包括1960年、1962年等多次提案，都遭到韓

國的拒絕。

首先，我們觀察1957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53年10月，韓國

外交部長卞栄泰訪問駐韓大使王東原，對王東原表示兩國軍事同盟構想，此

後中華民國方面一直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1955年8月，韓國再次提倡

中、韓、越三國軍事同盟。但是李承晚後來轉變態度，主張應將美國納入其

中，並未積極推動三國的軍事同盟。其後，雙方雖數次提及中韓軍事同盟，

12   在此「僑民」是指：持有自己國家的國籍，以長期居住為目的居住於海外者，並沒有包括
留學等短期停留者。本文中，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僑民稱為韓國華僑或華僑；在台灣的韓國

僑民稱為在台韓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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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做為範本。比較1946年1月簽訂「中泰友好條約」、1963年10月所簽訂

的「中阿友好條約」，以及1964年10月所簽訂的「中烏友好條約」等，儘

管文字的表達上略有差異，但內容方面其實無太大的出入。因此，中華民國

無意在「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中，創造出太多的例外狀況。雖然如此，中

華民國最後仍無法堅持以往友好條約的固定範本，反而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

讓步，遂使「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成為一種特例。

三、對「同意紀錄」解釋的差異與中華民國的讓步

就在解除所有的障礙因素，1964年10月12日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之後，中華民國認為應能很順利地達成正式簽訂。可是，沒想到卻因「同意

紀錄」產生問題，導致阻礙正式簽訂。中華民國被迫再次向韓國讓步。

我們先觀察一下「同意紀錄」的內容：

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在談判友好條約之過程中，雙方代表曾獲致如

下了解：「第五條之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一方為維持公共秩

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而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46

雙方並約定，此項「同意紀錄」無須公開發表。47但是韓國卻臨時提出以

下三項主張：⑴「同意紀錄」為條約之不可分之一部分；⑵正式簽約條約時

「同意紀錄」應再簽署一次，且需經批准；⑶「同意紀錄」應刊登於韓國《官

報》。48對此主張，中華民國採取的立場是：⑴「同意紀錄」係雙方共同之

一項了解，並非條約之一部分，自無需批准更無需換文證實；⑵「同意紀錄」

在簡簽前經雙方同意，依照國際慣例僅簽署一次；⑶「同意紀錄」在簡簽時，

46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10月9日）〉
（外交部，1964–1966b）；〈합의의사록（번역문）〉（外務部，1952–1965b: 39）。

47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10月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8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三（收電日期：1964年10月31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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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願意以「同意紀錄」方式，規定第五、六條的附屬事項，故希望韓國

可以接受第四條的內容。39丁一權抵達台灣之後，對此也深表同意。40

10月9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正式對韓國表達最終立場：同意刪除第四條

的第二段「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

事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但不接受另換文規定，「兩國同意儘速簽訂

一項領事專約，在此專約簽訂前，雙方領務關係依國際慣例處理」之簽訂領

事專約一節。對（新）第五條對案，反對加入第四款，但同意盧信永以個人

身分提出的第五、六條新合併修正案之第三項，以「同意紀錄」方式處理。41

中華民國做出此決定的最主要原因是「為早日達成協議」，但也認為此「同

意紀錄」的內容「尚無損害我基本權益」。42兩日後，雙方終於達成協議：

刪除第四條第二段；原草案的第五、六條改為中華民國最終提出的合併案

（新第五條）；關於韓國主張的公共秩序、衛生等限制規定以「同意紀錄」處

理。10月12日，在丁一權訪台期間，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與韓國大使金信

分別代表雙方在台北予以簡簽。43

韓國對第四條的顧忌是：中華民國有意利用此條款增設領事館，因此韓

國想加入簽訂領事專約之條款，對領事館的設立雙重確認。44這是因為當

時韓國已與日本展開交涉「日韓基本條約」。因此，韓國擔心「中韓友好條約」

的領事內容，將會影響到對日本談判。45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是根據中華民國與各國簽訂的友好條

39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주중대사（日期：1964年10月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6）。

40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차관（日期：1964年10月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7）。
41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10月9日）〉
（外交部，1964–1966b）；〈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10月）〉（外
交部，1964–1966b）。

42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10月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3   〈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10月）〉（外交部，1964–1966b）。
44   〈수신인：주중 윤 참사관，발신인：아주국장（日期：1964年10月11日）〉（外務部，

1952–1965a: 304–305）。
45   韓國與日本基於「韓日基本條約」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簽訂日期為1965年6月。有關韓
國與日本外交問題參考：최영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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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韓國華僑人口（1945–2009） （單位：人）

年度人口年度人口年度人口年度人口

194512,648196830,810198228,717199722,137

194712,088196931,243198327,131199821,987

194817,443197031,918198427,662199922,043

195217,687197131,928198624,316200022,083

195422,090197232,989198723,945200121,818

195622,149197332,841198823,432200221,629

195722,734197432,255198923,147200321,375

195923,318197532,434199022,843200420,966

196024,723197632,436199122,631200520,792

196123,975197731,751199222,563200620,878

196223,575197830,562199322,485200720,686

196426,176197930,078199422,271200820,467

196528,927198029,623199522,190200919,791

196629,939198129,220199622,157

資料來源：1945、1952–1966、1969、1970、1972–1984：박은경，1984: 118, 210。
　　　　　1947：〈朝鮮概況報告及意見書〉（外交部，1948）。
　　　　　1948：韓中文化協會編輯室，1949: 60–61。
　　　　　1968：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68年4月製作）（外交部，1960–1968）。
　　　　　1971：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71年6月製作）（外交部，1971–1973）。
　　　　　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

2009）。
註1： 2002–2005：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各年版的居住（F–2）、

國民配偶（F–2–1）、永住（F–5）、永住配偶者（F–2–3）的合計。
註2：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

各年版的居住（F–2）、國民配偶（F–2–1）、永住配偶者（F–2–3）、其他長期（F–2–5）、
永住（F–5）、永住（F–5–3~F–5–9）、永住（F–5–A~F–5–K）的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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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韓國外交部送函至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中韓關係已極友好，無

另訂友好條約之必要」，拒絕中華民國之提議，強調宜商訂貿易協定。20

再者，我們觀察 1960年與 1962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60年 3

月 11日，前韓國外交部政務局長金東祚以特使的身份，率領「韓國友好訪問

團」，訪問中華民國外交部。此時中華民國方面再次提出商訂友好條約之要

求。為此，金東祚說明韓國對於簽訂友好條約感到猶豫，主要原因在「中國

國民進入韓境問題」。他接著指出韓國華僑有親友居住於香港及中國大陸，

從事走私者多，亦多不遵守韓國的移民法規；又韓國遣送華僑犯罪者時，並

不為中華民國所接收。此外，他也認為雙方如簽訂友好條約，韓國華僑及其

商人自然將進一步要求最惠國待遇。所以，韓國為求保護自身的經濟穩定、

政治安全以及防止共黨間諜活動，不得不對韓國華僑採取嚴峻措施。21

這是韓國方面首次針對反對簽訂友好條約的原因，提出說明。其後，韓

方對中華民國的重點轉移至簽訂文化協定，而將友好條約的構想則列為第二

順位。22

20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同年 8
月 20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同意先談貿易協定，但仍強調雙方宜簽訂友好條約。「中韓貿易
協定」經過 4年的交涉，在 1961年 3月 3日正式簽訂。此貿易協定與 1952年駐韓大使館
提議的「中韓通商航海條約」性質不同。貿易協定是規定物品的進出口，限定於兩國的貿

易事務，不牽涉到人民的出入境等問題。參考：〈外交部收電，機字第 3800號（收電日期：
1957年 6月 10日）〉（外交部，1964–1966a）。

21   〈周次長與韓國友好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
22   有關韓國政府對友好條約的疑慮，中華民國外交部說明：韓國對華僑問題可先從行政措施
上力圖改進，若對於中華民國所提出的約稿內容上有任何增減之處，希望韓國也能盡量提

出，以求達成協議。然後，外交部也提出韓方對友好條約仍有所顧慮時，雙方可先行商訂

文化專約。當中華民國提出商訂文化專約時，韓國表示極為贊同。韓國希望在 1963年 1
月，韓國外交部長崔德新訪華時簽訂文化條約，可是中華民國表示反對，而旋遭失敗。中

華民國政府的拒絕原因是，目前在台灣，日本雜誌、電影等進口量多，如與韓國簽訂文化

協定，日本可能也要求簽訂文化協定，這對中華民國造成困擾。參考：〈周次長與韓國友好

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關於議訂中韓友好
條約及文化專約事，電希知照辦理據報由（日期：1960年 9月 16日）〉（外交部，1964–
1966a）；〈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에 대한 문제（日期：1963年 1月 16日）〉（外務部，
1952–1965a: 173）；〈한중 문화협정（日期：1963年 1月 21日）〉（外務部，1952–1965a: 
174）；〈최 외무부 장관과 유 중국 대사와의 면담 요지（日期：1963年 1月 4日）〉（外
務部，196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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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空間。李承晚時期韓國僅與 13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至 1961年 11月，

已與 29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1963年韓國外交部長在記者會中說明，韓國

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為「自主外交」。1965年與韓國的邦交國已達到 76國。

（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2001: 179–180）筆者認為，朴正熙政權外交路線

的擴張性格，致使韓國外交當局對中華民國的外交採取較積極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轉變態度後，開始詢問政府各機構的意見。首先，外交部邦

交局對於簽訂友好條約一事，依然採取反對立場。其主要的原因如下：

本條約內容包括出入境、居住商業等「居留事項」。由於雙方僑民

人數相差甚多，故本條約係僅有利於韓國華僑。再者，如簽訂本條

約將對韓國政府未來的外國人政策導致不便。另外，如刪除「居留

事項」或修改為對韓國有利的內容，則是承認韓國政府對華僑具有

差別措施。本條約並沒有加入新的政治意義，因此，不簽訂條約也

對兩國關係毫無損失，也不會影響將來兩國聯繫。26

其次，法務部的立場如下：

基於現在「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外國人居住韓國不能享有與韓國

國民相同的權利，應刪除本條約的第六條。在韓國的外國人中，華

僑之犯罪率最高，應加入中華民國政府協助強制出境之條款。27

最後，內務部的反應是：

本條約將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待遇，意味著簽約後必須承認目前被

禁止的土地所有權。韓國的土地將來有可能被「在韓中國人」所侵

蝕，故需要限制有關土地之財產權規定。再者，韓國華僑擾亂經濟

或危害公安等，從事犯法行為者多，但中華民國因拒絕接受他們，而

26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日期：1964年 8月 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35–237）。
27   〈한중 우호협정에 대한 회신（日期：1964年 9月 10日）〉（外務部，1952–1965a: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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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韓國無法執行強制出境，應當在本條約中列入相關的條款。28

可知韓國內部對友好條約的顧忌，都集中於第五、六條。韓國政府為簽

訂友好條約，必須先解決「韓國華僑問題」，因此，1964年 8月 18日，韓

國外交部亞洲局召集邦交局、通商局、情報文化局、儀典室等召開內部會

議，商討簽訂友好條約的事宜。會議結果終於達成決議，內容是：⑴在原則

上同意簽訂「中韓友好條約」。⑵條文中之第五、六條應設法迴避。29

二、針對爭議內容進行交涉與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1964年 9月 16日，韓國外交部亞洲局對中華民國表示：願意嘗試洽談

中韓友好條約。30韓方由外交部亞洲局負責與中華民國進行談判，而中華

民國方面則是由駐韓大使館負責。接著 9月 22日、24日、29日，雙方以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為基礎，在韓國先後進行三次會議。在第一

次的會議中，韓國針對第五、六條內容提出疑慮，說明韓國國會和輿論無法

瞭解賦予華僑具體權益之需要，並表示華僑中犯罪者多，但中華民國尚未同

意遣返等等。韓國反對第五、六條，早已是中華民國方面預期的範圍內，但

是出乎預料之外，韓國對於第四條內容也表示異議，主張刪除該條，應另訂

所謂領事專約。31

28   〈한중우호조약 체결문（초안）에 관한 의견 제출（日期：1964年 9月 12日）〉（外務部，
1952–1965a: 240）。

29   〈韓外交部討論我國所提簽訂「中韓友好協定」事宜情形（日期：1964年 9月 16日）〉（外
交部，1964–1966b）。在此會議中，邦交局仍採取反對立場；通商局認為對第五、六條應
慎重處理外，在原則上表示贊成簽訂；情報文化局表示不應文化與友好協定合而為一外，

無其他意見；儀典室表示應注意華僑出入境問題，並沒有反對簽約。

30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16日）〉（外交部，1964–1966b）。
韓國的態度在 1964年 8月底明顯出現變化。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在 1964年 8月
21日至 27日訪問韓國，推動該約之談判。韓國不像過去一樣採取反對的態度，而是積極
的因應張群的建議。所以雙方的談判，第一次出現突破性的進展。

31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一七（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23日）〉（外交部，1964–1966b）。
對此一主張，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回應是：「約稿第四條為原則性規定，約文內訂明雙方派

領應先共同商定，其職務及待遇亦經訂明以國際通例通常者為限」，因此「實無刪除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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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國政府撤回。

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事

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

第五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有權在與任何他國國民同樣條件之下，依

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民之法律規章，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

第六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身體及財產，

應享受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有權在任何他國人民享有相同

權利之地方遊歷、居住、作工、及經營工商業，但應依照締約彼方

之法律規章，設立學校，以教育其子女，並享有集會、結社、出

版、祀典、宗教、埋葬及營墓之自由。

關於本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由於以上的內容，韓國外交部認為：

中國政府所提案的友好條約，雖名稱上是友好條約，但實際上是牽

涉到應規定於友好通商或航海條約的外交使節、領使交換等內容；

以及包括當事國民的、身體、財產、經濟活動、通商、航海、出入

境內容；牽涉其他一般民法上的權利。[本條約] 規定基本上的原

則，是一種小規模經濟活動的基本協定。18

尤其是第五條與第六條，為韓國外交部拒絕此草案的最主要原因。因為

第五條是承認對方國民（韓國華僑）的自由入境權利，而第六條則是保障對

方國民的身份、財產、經濟活動等，必須給予對方國民最惠國國民待遇。韓

方認定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原因，即在於取得上述權利。19因此，1957

18   此為韓國外交部的條約課對亞洲課之說明案。〈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
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 7月 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3–44）。

19   〈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 7月
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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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場，在1952年中華民國首次提議時確立後，一直成為韓國拒絕友好條

約的主要原因。

韓國政府對「韓國華僑問題」表示如此敏感的反應，一方面是因為兩國

僑民12人數差距極為懸殊。韓國政府自成立之後，便禁止外國人的自由移

居，因此韓國華僑的人口，主要透過自然成長率而增加。如表1所述，1970

年代時韓國華僑人口曾經增長到約3萬人，但由於對外國人的土地購買、居

留簽證等，韓國設立許多限制規定，遂使韓國華僑離開韓國，移往美國、台

灣等地，故韓國華僑的人口逐漸減少，目前維持約2萬人左右。

韓國華僑的人口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人口相比，實為少數。但比較表1與

表2可知，在台韓僑的人數則更少，遠低於韓國華僑人數。1965年前在台

韓僑的人口，最多時也僅有500多人。至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

韓國華僑的人口為26,176人，而在台韓僑的人口僅495人，後者的人口約

為前者的53分之1。

這種韓國與中華民國間僑民人口的差距，成為韓國交涉「中韓友好條約」

時的主要考量之一。

三、中華民國的再次提案與韓國的拒絕

其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友好條約的交涉便處於停頓狀態，直到1957年

中華民國再次向韓國提出，但包括1960年、1962年等多次提案，都遭到韓

國的拒絕。

首先，我們觀察1957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53年10月，韓國

外交部長卞栄泰訪問駐韓大使王東原，對王東原表示兩國軍事同盟構想，此

後中華民國方面一直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1955年8月，韓國再次提倡

中、韓、越三國軍事同盟。但是李承晚後來轉變態度，主張應將美國納入其

中，並未積極推動三國的軍事同盟。其後，雙方雖數次提及中韓軍事同盟，

12   在此「僑民」是指：持有自己國家的國籍，以長期居住為目的居住於海外者，並沒有包括
留學等短期停留者。本文中，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僑民稱為韓國華僑或華僑；在台灣的韓國

僑民稱為在台韓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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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做為範本。比較1946年1月簽訂「中泰友好條約」、1963年10月所簽訂

的「中阿友好條約」，以及1964年10月所簽訂的「中烏友好條約」等，儘

管文字的表達上略有差異，但內容方面其實無太大的出入。因此，中華民國

無意在「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中，創造出太多的例外狀況。雖然如此，中

華民國最後仍無法堅持以往友好條約的固定範本，反而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

讓步，遂使「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成為一種特例。

三、對「同意紀錄」解釋的差異與中華民國的讓步

就在解除所有的障礙因素，1964年10月12日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之後，中華民國認為應能很順利地達成正式簽訂。可是，沒想到卻因「同意

紀錄」產生問題，導致阻礙正式簽訂。中華民國被迫再次向韓國讓步。

我們先觀察一下「同意紀錄」的內容：

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在談判友好條約之過程中，雙方代表曾獲致如

下了解：「第五條之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一方為維持公共秩

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而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46

雙方並約定，此項「同意紀錄」無須公開發表。47但是韓國卻臨時提出以

下三項主張：⑴「同意紀錄」為條約之不可分之一部分；⑵正式簽約條約時

「同意紀錄」應再簽署一次，且需經批准；⑶「同意紀錄」應刊登於韓國《官

報》。48對此主張，中華民國採取的立場是：⑴「同意紀錄」係雙方共同之

一項了解，並非條約之一部分，自無需批准更無需換文證實；⑵「同意紀錄」

在簡簽前經雙方同意，依照國際慣例僅簽署一次；⑶「同意紀錄」在簡簽時，

46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10月9日）〉
（外交部，1964–1966b）；〈합의의사록（번역문）〉（外務部，1952–1965b: 39）。

47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10月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8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三（收電日期：1964年10月31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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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願意以「同意紀錄」方式，規定第五、六條的附屬事項，故希望韓國

可以接受第四條的內容。39丁一權抵達台灣之後，對此也深表同意。40

10月9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正式對韓國表達最終立場：同意刪除第四條

的第二段「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

事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但不接受另換文規定，「兩國同意儘速簽訂

一項領事專約，在此專約簽訂前，雙方領務關係依國際慣例處理」之簽訂領

事專約一節。對（新）第五條對案，反對加入第四款，但同意盧信永以個人

身分提出的第五、六條新合併修正案之第三項，以「同意紀錄」方式處理。41

中華民國做出此決定的最主要原因是「為早日達成協議」，但也認為此「同

意紀錄」的內容「尚無損害我基本權益」。42兩日後，雙方終於達成協議：

刪除第四條第二段；原草案的第五、六條改為中華民國最終提出的合併案

（新第五條）；關於韓國主張的公共秩序、衛生等限制規定以「同意紀錄」處

理。10月12日，在丁一權訪台期間，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與韓國大使金信

分別代表雙方在台北予以簡簽。43

韓國對第四條的顧忌是：中華民國有意利用此條款增設領事館，因此韓

國想加入簽訂領事專約之條款，對領事館的設立雙重確認。44這是因為當

時韓國已與日本展開交涉「日韓基本條約」。因此，韓國擔心「中韓友好條約」

的領事內容，將會影響到對日本談判。45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是根據中華民國與各國簽訂的友好條

39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주중대사（日期：1964年10月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6）。

40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차관（日期：1964年10月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7）。
41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10月9日）〉
（外交部，1964–1966b）；〈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10月）〉（外
交部，1964–1966b）。

42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10月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3   〈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10月）〉（外交部，1964–1966b）。
44   〈수신인：주중 윤 참사관，발신인：아주국장（日期：1964年10月11日）〉（外務部，

1952–1965a: 304–305）。
45   韓國與日本基於「韓日基本條約」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簽訂日期為1965年6月。有關韓
國與日本外交問題參考：최영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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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韓國華僑人口（1945–2009） （單位：人）

年度人口年度人口年度人口年度人口

194512,648196830,810198228,717199722,137

194712,088196931,243198327,131199821,987

194817,443197031,918198427,662199922,043

195217,687197131,928198624,316200022,083

195422,090197232,989198723,945200121,818

195622,149197332,841198823,432200221,629

195722,734197432,255198923,147200321,375

195923,318197532,434199022,843200420,966

196024,723197632,436199122,631200520,792

196123,975197731,751199222,563200620,878

196223,575197830,562199322,485200720,686

196426,176197930,078199422,271200820,467

196528,927198029,623199522,190200919,791

196629,939198129,220199622,157

資料來源：1945、1952–1966、1969、1970、1972–1984：박은경，1984: 118, 210。
　　　　　1947：〈朝鮮概況報告及意見書〉（外交部，1948）。
　　　　　1948：韓中文化協會編輯室，1949: 60–61。
　　　　　1968：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68年4月製作）（外交部，1960–1968）。
　　　　　1971：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71年6月製作）（外交部，1971–1973）。
　　　　　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

2009）。
註1： 2002–2005：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各年版的居住（F–2）、

國民配偶（F–2–1）、永住（F–5）、永住配偶者（F–2–3）的合計。
註2：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

各年版的居住（F–2）、國民配偶（F–2–1）、永住配偶者（F–2–3）、其他長期（F–2–5）、
永住（F–5）、永住（F–5–3~F–5–9）、永住（F–5–A~F–5–K）的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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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案」遭到國會的否決，大統領連任面臨危機。李承晚認為直選制可操作選

票與動員民眾，對連任有利。然而，國會議員們一方面不想放棄選舉大統領

的權利；另方面認為內閣制才能實現民主主義，同時也擔心戰爭中的選舉易

受警察等公權力的影響，因此反對「大統領直選修憲案」。（서중석，2007: 

103–104）

在國外，李承晚政權正面臨韓戰停戰談判。自1951年6月蘇聯代表提出

停戰可能性後，美國開始積極推動停戰協定。李承晚雖然對韓戰停戰談判一

貫採取反對態度，但在1951年3月李承晚曾致信杜魯門說明：韓國將接受美

國的最終決定，若杜魯門認為需要停戰協定韓國將會支持；但強調沒有韓國

人民的同意他不會這麼做。李承晚並在信中向美國要求簽訂相互防衛條約與

擴充韓國軍隊。11李承晚本意在於藉由同意韓戰停戰協議向美國換取「韓美

共同防衛條約」，並以此作為戰後安全保證。

對當時的李承晚政府而言，國內外局勢並不穩定，或許無暇處理中華民

國的提案。尤其，李承晚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他個人主導，極端集中於對美關

係，對於擴張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缺乏興趣。（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

2001: 177–178）因此，李承晚個人的外交思維也是在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的因素之一。

然而，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主因，仍在於「韓國華僑

問題」。一方面政府考慮到當時仍處於戰爭狀態，若給予包括韓國華僑在內

的中國人自由出入境，恐造成治安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韓國政府將「中韓友

好條約」視為對韓國華僑的優惠條款。因此擔心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國民待

遇，將導致韓國商業將被華僑壟斷。

此一將「中韓友好條約」與「韓國華僑問題」視為一體的韓國政府的基

11   1953年接近簽訂韓戰停戰協定時，李承晚又採取反對立場。美國為盡快簽署停戰協定，
不得不做出妥協，1953年5月美國務院次官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訪問韓國，同意
簽訂「韓美共同防衛條約」，而使李承晚同意接受韓戰停戰協定。1953年7月27日韓戰
停戰協定簽訂後，8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訪問韓國，李承晚向美國
更爭取到，支援加強韓國軍隊、高達10億美元的經濟開發計畫。（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
드，2001: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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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在台韓僑人口（1948–2009） （單位：人）

年度人口年度人口年度人口

19483421966 54019841,131

194934619675371985993

195037319685481986822

195140219696401987825

195242719705221988864

195344219715111989908

195440519725171990931

195544119735781991946

1956456197458419921,086

1957484197570419951,029

1958510197661219971,040

195951519777071999843

196053619787692001653

19615021979750200354

19624891980886200585

196346919811,0542007543

196449519821,2262009599

196554019831,301

資料來源： 1948–1967、1976、1979–1984：《台灣地區警政統計年報》（內政部警政署編，
1995: 238–251）。

　　　　　1968–1975、1977–1978、1985–1990：《在外國民現況》（外務部，1968–1990）。
　　　　　1991–1999：《海外同胞現況》（外務部，1991–1999）。
　　　　　2001–2007：《在外同胞現況》（外交通商部，2001–2009）。
　　　　　2009：〈在外同胞現況（2009）〉（外交通商部，2009）。
註1： 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為持入境簽證的韓國人，因此包括短期停留者。但是1970年代之

前在台灣短期停留的韓國人並不多，持入境簽證者主要以長期居住者為主。因此透過

1970年代之前的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大致可以掌握在台韓僑的人數。（王梅影，
1983: 84–85。）

註2： 1999、2001、2007、2009：人口數為持有「市民權」與「永居權」者；2003、2005：
人口數為持有永居權者。2003年與2005年的統計中「市民權」的數字為零，因此出現
過低的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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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關於前

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⑶本條

各項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何一方為維持公共秩序，維護公共

衛生、道德及安全，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35

10月2日，韓國對駐韓大使館的非正式方案表示同意，但要求增加盧

信永方案之第三項，並改為換文。36中華民國外交部本來仍然希望將原提

約稿中的第五、六條，繼續向韓國方面進行交涉。可是駐韓大使館已向韓方

透露中華民國的最終讓步方案，因此在10月5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另擬出

最終讓步對案之（新）第五條，並主張對於盧信永方案之第三項，無論是改

為條文或者換文，均不能接受。37（新）第五條的內容如下：

 （新）第五條

𡛼𡛼𡛼𡛼締約此方之國民得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章，

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並在締約彼方之領土內旅行或居住；

𥕛𥕛𥕛𥕛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應依

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下，享

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

𥐥𥐥𥐥𥐥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38

1964年10月8日至12日，韓國總理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兩國政府皆

希望能夠在此時段完成友好條約的簽訂。但雙方迄至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的

當天，仍無法達成協議，因此條約的談判地點就改在台灣進行。10月8日，

在迎接丁一權的機場上，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沈昌煥對韓國大使金信指稱，中

35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二（收電日期：1964年9月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6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三九（收電日期：1964年10月3日）〉（外交部，1964–1966b）。
37   〈中韓友好條約事，去電專號：890（日期：1964年9月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8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四日第八九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

19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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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雙方約定無須公開，現在則要求刊登《官報》，顯然與上述的了解不符。49

雙方對「同意紀錄」解釋上最具關鍵性的不同是：「同意紀錄」是否為「中

韓友好條約」的一部分？由於韓國方面認為，條約是其中之一部分，所以提

出再次簽署與《官報》刊登等要求；50而中華民國則認為，「同意紀錄」並

非條文的一部分，所以不應再行簽署，也無須公開。至此，雙方對「同意紀

錄」有如此想法上的差異，其因在於雙方各有盤算。

對韓國而言，友好條約中最關鍵部分是（新）第五條。韓國本來希望將

「同意紀錄」的內容納入於正式條款，但並未成功。韓國之目的在於限制韓

國華僑待遇，使其視同正式條款，成為具有合法性的功能。此外，根據韓國

憲法規定，外交條約必須要公佈，才能具有與國內法律相同的效力，所以

「同意紀錄」刊佈於《官報》，形同有此效力，否則法院不能將條約運用於任

何法律裁決上。51基於上述考量，韓國以「韓國國內程序上需要」、「限於

公務之用（official use only）」為由，主張再行簽署及《官報》刊登；同時主

張：若不能再行簽署，雙方在簽署條約時，應再加簽訂一份備忘錄，並聲明

要將「同意紀錄」視為條約之一部分。52

對中華民國而言，本條約原本只是約定友好關係之大方向，不應讓當中

具有限制性規定的「同意紀錄」成為條約之一部分。中華民國認為第五條實

際上已對韓國做出極大讓步，故而拒絕韓國的要求。

因為韓國的堅持，中華民國不得不再次讓步。1964年11月26日，中

華民國正式向韓國表示：「如韓國因內部程序關係，在閣議及國會審議時有

所洩露，我方將不向韓方做任何表示，如韓方因實際需要，將『同意紀錄』

刊登其政府公報時，我方不提出異議」。此外，並由駐韓大使梁序昭出面，

49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第九一四去電抄件（推測收電日期：1964年10月30日）〉（外交部，
1964–1966c）。

50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11月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8）。

51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11月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9）。

52   〈中華民國駐韓國大使館（代電）（日期：1964年11月2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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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都未成功。（吳瑞雲，2001: 13, 21, 23）1954年至 1955年發生「第一次

台灣海峽危機」，使中華民國政府面臨極大的壓力。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非

常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協定，以期增強安全能力，並待機反攻大陸。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企圖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因此在 1952年友好條

約的提案遭拒絕後，並未積極推動友好條約。但 1950年代後期，簽訂中韓

軍事同盟的可能性逐漸降低後，中華民國開始積極推動簽訂友好條約，希望

藉由友好條約，一方面加強兩國的反共同盟關係，另方面以此提高台灣國內

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因此 1957年 2月，駐韓大使王東原訪問韓國外交部長

曹正煥，再度提出簽訂友好條約。

然而，曹正煥對中華民國的提案表示：宜先商訂貿易協定，再行商訂友

好條約。13同年 2月 20日，韓國向中華民國正式提案商訂貿易協定。14中

華民國一方面呼應韓國先行商訂貿易協定之提議，於 5月 6日將「中韓貿易

協定」要旨草案送達韓國外交部；15另方面，則繼續推動簽訂友好條約。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此項友好條約，欲採簡要的方式，目的則是「中韓訂約，

政治意義大於其他方面之意義，就我國言，與韓國簽訂一項內容較為簡單之

友好條約，亦可達到政治上之目的」。16因此，同年 5月 10日，參照「中

泰友好條約」擬訂的簡要約稿，送至韓國外交部。17

韓國外交部收到來自中華民國的草案後，認為具有問題的條款如下：

第四條　締約雙方在彼此領土內共同商定之地方，有派駐總領事、

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之權。此項領事官員應行使國際通例通

常承認之職務，並享受國際通例通常承認之待遇。雙方領事官員於

就職前，應向所駐國政府取得執行職務證書，但此項證書，得由所

13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外交
部收電，機字第 0850號（收電日期：1957年 2月 8日）〉（外交部，1964–1966a）。

14   〈韓中貿易協定 締結에 關한 件〉（外務部，1961: 5）。
15   〈商訂中韓友好條約事（日期：1957年 8月 23日）〉（外交部，1964–1966a）。
16   〈簽呈（日期：1957年 2月 20日）〉（外交部，1964–1966a）。
17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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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後，雙方關於友好條約之交涉，重點便集中在第四、五、六條之

上。在第二次會議進行時，韓國仍然主張要刪除第四條，並提出對第五、六

條的合併案如下：

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

章，享有在彼方領土內進入、離去、旅行或居住的權利。32

韓國以「韓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為例，認為當中有此規定為由，態度上甚

為堅持。至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反應則是：「韓方關於第五、六條之對案過

於簡略，如再刪除第四條，則條文將毫無內容，希就我原提約稿第五、六條

向韓方交涉」。33

1964年 8月，中華民國外交部已查知韓國外交部對友好條約之態度產

生變化，且預測雙方談判的重點將在第五、六條，所以對此兩條的因應策

略，已事先擬出最大讓步線之方案。但是鑑於兩次的談判均無進展，駐韓大

使館判斷韓國絕不可能接受中華民國原案，為求維持談判管道之暢通，故在

9月 29日，駐韓大使館未經外交部的指示和同意，片面向韓國以非正式的

方式，提出中華民國之方案，做為第三次會議的交涉材料。34

在第三次會議中，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長盧信永出面，也以個人身分向中

華民國提出關於第五、六條新的合併修正案：

⑴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

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要，應予保留」；至於有關領事專約部分，日後可再商談。參考：〈本部致駐韓梁大使中華
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廿三日第八七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1966b）。

32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三（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25日）〉（外交部，1964–1966b）。
33   〈抄致駐韓梁大使五十三年九月廿七日第八八六號去電件〉（外交部，1964–1966b）。
34   駐韓大使館向韓國提出的第五、六條合併對案內容為：「⑴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
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受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

護，應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

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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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美國實施的一項民意調查，美國人認為中共已取代蘇聯，成為威脅美

國的最大國家。（佐橋亮，2006: 44–45）

中共核武政策亦使亞洲各國提高警戒。中華民國與韓國認為，中共的核

子開發對兩國的國家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提高兩國的危機意識。尤其，中

華民國方面的危機感較高，不但曾與美國商討攻擊中共核子設施，也表示不

惜一切配合美國對中共作戰。（佐橋亮，2006: 45）對韓國而言，中共的核子

開發可能刺激北韓進行核試，將打破兩韓的軍事均衡。另外，1960年代起

西方自由陣營亦出現矛盾。例如，法國無視美國阻止核子擴散的方針，1960

年進行核試，並在 1964年承認中共。（전재성，2005: 74–75）

美國對中政策出現變化、西方自由陣營之間的矛盾被強化，以及中共核

試成功與支援北越，都提高了中韓兩國的共同危機感，使韓國對友好條約轉

變態度，試圖藉此強化兩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相互合作，並可促進雙方的

相互理解。因此，韓國外交部說明同意交涉簽訂友好條約理由為：基於兩國

的歷史關係、兩國所面臨的國際條件、隨著中共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有必要加

強兩國聯繫等。24

再者，筆者認為，韓國轉變態度亦受美國越戰政策的影響。1961年 11

月，朴正熙訪問美國與甘迺迪會談時，曾提議韓國派兵越南。其後，朴正熙

又強調亞洲國家具備自身的反共防衛力量，並向美國表示為此可與中華民國

政府進行協議。（木宮正史，2002: 242–243）韓國政府派兵越南意願非常高，

目標則在強化美韓同盟，並取得美國對韓國的軍事防衛。（全正煥，2003: 

208）1965年 4月美國允許韓國派兵參與越戰。（전재성，2005: 82）在此之

前，韓國政府試圖透過加強中華民國的合作，提高雙方的反共防衛，以向美

國顯示越南派兵意願與努力。25

此外，韓國政府轉變態度也受到朴正熙他個人外交傾向的影響。朴正熙

的外交政策亦以美國為主，但不像李承晚是美國一面倒，致力拓展韓國的外

24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에 관한 건（日期：1964年 8月 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23）。
25   但美國方面不願激化台海的緊張，避免給與中共直接加入越戰的藉口，因此僅要求韓國派
兵，並且擴大對韓國的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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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涉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

韓國以簽訂文化協定為優先，而中華民國希望訂立友好條約，雙方因此

陷入僵局，直到 1964年 7月情勢方出現變化。韓國政府主張原則上同意簽

訂友好條約，而「韓國華僑問題」將成為兩國的最主要的交涉重點。

一、韓國態度的轉變

1964年 7月 2日，韓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以下簡稱，韓國大使館）再

度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簽訂文化協定，但又遭到拒絕；23 7月 23日，駐

韓大使館藉由訪問韓國外交部亞洲局，提出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的合併案。

就在韓國接受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合併案之際，韓國外交部的態度出現

變化。1964年 8月，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首度接受情報文化局的建議，採取

分開簽訂兩約的方式，同時也主張原則上同意簽訂友好條約。

韓國態度出現變化主要是受到中共地位提高與國際情勢改變的影響。

1960年代美國對中政策出現部分轉變。1963年 11月美國總統甘迺迪在遇刺

前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中，即對再度開啟中國貿易問題表示，「視中國的回應

有意重新檢討對中政策」。詹森繼任總統後，同年 12月 13日演講中表示，

不應以感情，而是基於現實觀察中國問題；亦強調現在並沒有顛覆共產主義

政權的可能性。（戴天昭，2001: 217–218）1960年代起美國對中政策採取柔

軟態度，逐漸放棄推翻中共政權的企圖。

1964年 10月中共政府的核子試爆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共的國際地位與

影響力。美國情報局早在 1959年左右掌握中共開發核子的情報，1961年起

甘迺迪亦對此加強警覺。美國所擔心的不是軍事威脅，而是核子試爆成功所

帶來的中共威信的提高與核子擴散的連鎖反應。另外，1960年代起中共支

援北越政府，亦加強對東南亞的影響力。雖然詹森政權已放棄推翻中共政權

的想法，但仍強烈批評中共的核武政策，亦反對中共支援北越。根據 1963

23   〈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교섭（日期：1964年 7月 6日）〉（外務部，1952–1965a: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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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案」遭到國會的否決，大統領連任面臨危機。李承晚認為直選制可操作選

票與動員民眾，對連任有利。然而，國會議員們一方面不想放棄選舉大統領

的權利；另方面認為內閣制才能實現民主主義，同時也擔心戰爭中的選舉易

受警察等公權力的影響，因此反對「大統領直選修憲案」。（서중석，2007: 

103–104）

在國外，李承晚政權正面臨韓戰停戰談判。自 1951年 6月蘇聯代表提出

停戰可能性後，美國開始積極推動停戰協定。李承晚雖然對韓戰停戰談判一

貫採取反對態度，但在 1951年 3月李承晚曾致信杜魯門說明：韓國將接受美

國的最終決定，若杜魯門認為需要停戰協定韓國將會支持；但強調沒有韓國

人民的同意他不會這麼做。李承晚並在信中向美國要求簽訂相互防衛條約與

擴充韓國軍隊。11李承晚本意在於藉由同意韓戰停戰協議向美國換取「韓美

共同防衛條約」，並以此作為戰後安全保證。

對當時的李承晚政府而言，國內外局勢並不穩定，或許無暇處理中華民

國的提案。尤其，李承晚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他個人主導，極端集中於對美關

係，對於擴張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缺乏興趣。（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

2001: 177–178）因此，李承晚個人的外交思維也是在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的因素之一。

然而，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主因，仍在於「韓國華僑

問題」。一方面政府考慮到當時仍處於戰爭狀態，若給予包括韓國華僑在內

的中國人自由出入境，恐造成治安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韓國政府將「中韓友

好條約」視為對韓國華僑的優惠條款。因此擔心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國民待

遇，將導致韓國商業將被華僑壟斷。

此一將「中韓友好條約」與「韓國華僑問題」視為一體的韓國政府的基

11   1953年接近簽訂韓戰停戰協定時，李承晚又採取反對立場。美國為盡快簽署停戰協定，
不得不做出妥協，1953年 5月美國務院次官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訪問韓國，同意
簽訂「韓美共同防衛條約」，而使李承晚同意接受韓戰停戰協定。1953年 7月 27日韓戰
停戰協定簽訂後，8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訪問韓國，李承晚向美國
更爭取到，支援加強韓國軍隊、高達 10億美元的經濟開發計畫。（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
드，2001: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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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在台韓僑人口（1948–2009） （單位：人）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1948 342 1966  540 1984 1,131

1949 346 1967 537 1985 993

1950 373 1968 548 1986 822

1951 402 1969 640 1987 825

1952 427 1970 522 1988 864

1953 442 1971 511 1989 908

1954 405 1972 517 1990 931

1955 441 1973 578 1991 946

1956 456 1974 584 1992 1,086

1957 484 1975 704 1995 1,029

1958 510 1976 612 1997 1,040

1959 515 1977 707 1999 843

1960 536 1978 769 2001 653

1961 502 1979 750 2003 54

1962 489 1980 886 2005 85

1963 469 1981 1,054 2007 543

1964 495 1982 1,226 2009 599

1965 540 1983 1,301

資料來源： 1948–1967、1976、1979–1984：《台灣地區警政統計年報》（內政部警政署編，
1995: 238–251）。

　　　　　1968–1975、1977–1978、1985–1990：《在外國民現況》（外務部，1968–1990）。
　　　　　1991–1999：《海外同胞現況》（外務部，1991–1999）。
　　　　　2001–2007：《在外同胞現況》（外交通商部，2001–2009）。
　　　　　2009：〈在外同胞現況（2009）〉（外交通商部，2009）。
註 1： 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為持入境簽證的韓國人，因此包括短期停留者。但是 1970年代之

前在台灣短期停留的韓國人並不多，持入境簽證者主要以長期居住者為主。因此透過

1970年代之前的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大致可以掌握在台韓僑的人數。（王梅影，
1983: 84–85。）

註 2： 1999、2001、2007、2009：人口數為持有「市民權」與「永居權」者；2003、2005：
人口數為持有永居權者。2003年與 2005年的統計中「市民權」的數字為零，因此出現
過低的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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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關於前

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⑶本條

各項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何一方為維持公共秩序，維護公共

衛生、道德及安全，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35

10月 2日，韓國對駐韓大使館的非正式方案表示同意，但要求增加盧

信永方案之第三項，並改為換文。36中華民國外交部本來仍然希望將原提

約稿中的第五、六條，繼續向韓國方面進行交涉。可是駐韓大使館已向韓方

透露中華民國的最終讓步方案，因此在 10月 5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另擬出

最終讓步對案之（新）第五條，並主張對於盧信永方案之第三項，無論是改

為條文或者換文，均不能接受。37（新）第五條的內容如下：

 （新）第五條

𡛼𡛼𡛼𡛼締約此方之國民得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章，

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並在締約彼方之領土內旅行或居住；

𥕛𥕛𥕛𥕛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應依

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下，享

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

𥐥𥐥𥐥𥐥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38

1964年 10月 8日至 12日，韓國總理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兩國政府皆

希望能夠在此時段完成友好條約的簽訂。但雙方迄至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的

當天，仍無法達成協議，因此條約的談判地點就改在台灣進行。10月 8日，

在迎接丁一權的機場上，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沈昌煥對韓國大使金信指稱，中

35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二（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6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三九（收電日期：1964年 10月 3日）〉（外交部，1964–1966b）。
37   〈中韓友好條約事，去電專號：890（日期：1964年 9月 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8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四日第八九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

19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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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雙方約定無須公開，現在則要求刊登《官報》，顯然與上述的了解不符。49

雙方對「同意紀錄」解釋上最具關鍵性的不同是：「同意紀錄」是否為「中

韓友好條約」的一部分？由於韓國方面認為，條約是其中之一部分，所以提

出再次簽署與《官報》刊登等要求；50而中華民國則認為，「同意紀錄」並

非條文的一部分，所以不應再行簽署，也無須公開。至此，雙方對「同意紀

錄」有如此想法上的差異，其因在於雙方各有盤算。

對韓國而言，友好條約中最關鍵部分是（新）第五條。韓國本來希望將

「同意紀錄」的內容納入於正式條款，但並未成功。韓國之目的在於限制韓

國華僑待遇，使其視同正式條款，成為具有合法性的功能。此外，根據韓國

憲法規定，外交條約必須要公佈，才能具有與國內法律相同的效力，所以

「同意紀錄」刊佈於《官報》，形同有此效力，否則法院不能將條約運用於任

何法律裁決上。51基於上述考量，韓國以「韓國國內程序上需要」、「限於

公務之用（official use only）」為由，主張再行簽署及《官報》刊登；同時主

張：若不能再行簽署，雙方在簽署條約時，應再加簽訂一份備忘錄，並聲明

要將「同意紀錄」視為條約之一部分。52

對中華民國而言，本條約原本只是約定友好關係之大方向，不應讓當中

具有限制性規定的「同意紀錄」成為條約之一部分。中華民國認為第五條實

際上已對韓國做出極大讓步，故而拒絕韓國的要求。

因為韓國的堅持，中華民國不得不再次讓步。1964年 11月 26日，中

華民國正式向韓國表示：「如韓國因內部程序關係，在閣議及國會審議時有

所洩露，我方將不向韓方做任何表示，如韓方因實際需要，將『同意紀錄』

刊登其政府公報時，我方不提出異議」。此外，並由駐韓大使梁序昭出面，

49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第九一四去電抄件（推測收電日期：1964年 10月 30日）〉（外交部，
1964–1966c）。

50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 11月 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8）。

51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 11月 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9）。

52   〈中華民國駐韓國大使館（代電）（日期：1964年 11月 2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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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都未成功。（吳瑞雲，2001: 13, 21, 23）1954年至1955年發生「第一次

台灣海峽危機」，使中華民國政府面臨極大的壓力。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非

常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協定，以期增強安全能力，並待機反攻大陸。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企圖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因此在1952年友好條

約的提案遭拒絕後，並未積極推動友好條約。但1950年代後期，簽訂中韓

軍事同盟的可能性逐漸降低後，中華民國開始積極推動簽訂友好條約，希望

藉由友好條約，一方面加強兩國的反共同盟關係，另方面以此提高台灣國內

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因此1957年2月，駐韓大使王東原訪問韓國外交部長

曹正煥，再度提出簽訂友好條約。

然而，曹正煥對中華民國的提案表示：宜先商訂貿易協定，再行商訂友

好條約。13同年2月20日，韓國向中華民國正式提案商訂貿易協定。14中

華民國一方面呼應韓國先行商訂貿易協定之提議，於5月6日將「中韓貿易

協定」要旨草案送達韓國外交部；15另方面，則繼續推動簽訂友好條約。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此項友好條約，欲採簡要的方式，目的則是「中韓訂約，

政治意義大於其他方面之意義，就我國言，與韓國簽訂一項內容較為簡單之

友好條約，亦可達到政治上之目的」。16因此，同年5月10日，參照「中

泰友好條約」擬訂的簡要約稿，送至韓國外交部。17

韓國外交部收到來自中華民國的草案後，認為具有問題的條款如下：

第四條　締約雙方在彼此領土內共同商定之地方，有派駐總領事、

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之權。此項領事官員應行使國際通例通

常承認之職務，並享受國際通例通常承認之待遇。雙方領事官員於

就職前，應向所駐國政府取得執行職務證書，但此項證書，得由所

13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外交
部收電，機字第0850號（收電日期：1957年2月8日）〉（外交部，1964–1966a）。

14   〈韓中貿易協定 締結에 關한 件〉（外務部，1961: 5）。
15   〈商訂中韓友好條約事（日期：1957年8月23日）〉（外交部，1964–1966a）。
16   〈簽呈（日期：1957年2月20日）〉（外交部，1964–1966a）。
17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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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後，雙方關於友好條約之交涉，重點便集中在第四、五、六條之

上。在第二次會議進行時，韓國仍然主張要刪除第四條，並提出對第五、六

條的合併案如下：

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

章，享有在彼方領土內進入、離去、旅行或居住的權利。32

韓國以「韓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為例，認為當中有此規定為由，態度上甚

為堅持。至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反應則是：「韓方關於第五、六條之對案過

於簡略，如再刪除第四條，則條文將毫無內容，希就我原提約稿第五、六條

向韓方交涉」。33

1964年8月，中華民國外交部已查知韓國外交部對友好條約之態度產

生變化，且預測雙方談判的重點將在第五、六條，所以對此兩條的因應策

略，已事先擬出最大讓步線之方案。但是鑑於兩次的談判均無進展，駐韓大

使館判斷韓國絕不可能接受中華民國原案，為求維持談判管道之暢通，故在

9月29日，駐韓大使館未經外交部的指示和同意，片面向韓國以非正式的

方式，提出中華民國之方案，做為第三次會議的交涉材料。34

在第三次會議中，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長盧信永出面，也以個人身分向中

華民國提出關於第五、六條新的合併修正案：

⑴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

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要，應予保留」；至於有關領事專約部分，日後可再商談。參考：〈本部致駐韓梁大使中華
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廿三日第八七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1966b）。

32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三（收電日期：1964年9月25日）〉（外交部，1964–1966b）。
33   〈抄致駐韓梁大使五十三年九月廿七日第八八六號去電件〉（外交部，1964–1966b）。
34   駐韓大使館向韓國提出的第五、六條合併對案內容為：「⑴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
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受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

護，應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

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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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美國實施的一項民意調查，美國人認為中共已取代蘇聯，成為威脅美

國的最大國家。（佐橋亮，2006: 44–45）

中共核武政策亦使亞洲各國提高警戒。中華民國與韓國認為，中共的核

子開發對兩國的國家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提高兩國的危機意識。尤其，中

華民國方面的危機感較高，不但曾與美國商討攻擊中共核子設施，也表示不

惜一切配合美國對中共作戰。（佐橋亮，2006: 45）對韓國而言，中共的核子

開發可能刺激北韓進行核試，將打破兩韓的軍事均衡。另外，1960年代起

西方自由陣營亦出現矛盾。例如，法國無視美國阻止核子擴散的方針，1960

年進行核試，並在1964年承認中共。（전재성，2005: 74–75）

美國對中政策出現變化、西方自由陣營之間的矛盾被強化，以及中共核

試成功與支援北越，都提高了中韓兩國的共同危機感，使韓國對友好條約轉

變態度，試圖藉此強化兩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相互合作，並可促進雙方的

相互理解。因此，韓國外交部說明同意交涉簽訂友好條約理由為：基於兩國

的歷史關係、兩國所面臨的國際條件、隨著中共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有必要加

強兩國聯繫等。24

再者，筆者認為，韓國轉變態度亦受美國越戰政策的影響。1961年11

月，朴正熙訪問美國與甘迺迪會談時，曾提議韓國派兵越南。其後，朴正熙

又強調亞洲國家具備自身的反共防衛力量，並向美國表示為此可與中華民國

政府進行協議。（木宮正史，2002: 242–243）韓國政府派兵越南意願非常高，

目標則在強化美韓同盟，並取得美國對韓國的軍事防衛。（全正煥，2003: 

208）1965年4月美國允許韓國派兵參與越戰。（전재성，2005: 82）在此之

前，韓國政府試圖透過加強中華民國的合作，提高雙方的反共防衛，以向美

國顯示越南派兵意願與努力。25

此外，韓國政府轉變態度也受到朴正熙他個人外交傾向的影響。朴正熙

的外交政策亦以美國為主，但不像李承晚是美國一面倒，致力拓展韓國的外

24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에 관한 건（日期：1964年8月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23）。
25   但美國方面不願激化台海的緊張，避免給與中共直接加入越戰的藉口，因此僅要求韓國派
兵，並且擴大對韓國的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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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涉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

韓國以簽訂文化協定為優先，而中華民國希望訂立友好條約，雙方因此

陷入僵局，直到1964年7月情勢方出現變化。韓國政府主張原則上同意簽

訂友好條約，而「韓國華僑問題」將成為兩國的最主要的交涉重點。

一、韓國態度的轉變

1964年7月2日，韓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以下簡稱，韓國大使館）再

度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簽訂文化協定，但又遭到拒絕；237月23日，駐

韓大使館藉由訪問韓國外交部亞洲局，提出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的合併案。

就在韓國接受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合併案之際，韓國外交部的態度出現

變化。1964年8月，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首度接受情報文化局的建議，採取

分開簽訂兩約的方式，同時也主張原則上同意簽訂友好條約。

韓國態度出現變化主要是受到中共地位提高與國際情勢改變的影響。

1960年代美國對中政策出現部分轉變。1963年11月美國總統甘迺迪在遇刺

前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中，即對再度開啟中國貿易問題表示，「視中國的回應

有意重新檢討對中政策」。詹森繼任總統後，同年12月13日演講中表示，

不應以感情，而是基於現實觀察中國問題；亦強調現在並沒有顛覆共產主義

政權的可能性。（戴天昭，2001: 217–218）1960年代起美國對中政策採取柔

軟態度，逐漸放棄推翻中共政權的企圖。

1964年10月中共政府的核子試爆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共的國際地位與

影響力。美國情報局早在1959年左右掌握中共開發核子的情報，1961年起

甘迺迪亦對此加強警覺。美國所擔心的不是軍事威脅，而是核子試爆成功所

帶來的中共威信的提高與核子擴散的連鎖反應。另外，1960年代起中共支

援北越政府，亦加強對東南亞的影響力。雖然詹森政權已放棄推翻中共政權

的想法，但仍強烈批評中共的核武政策，亦反對中共支援北越。根據1963

23   〈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교섭（日期：1964年7月6日）〉（外務部，1952–1965a: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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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韓國外交部送函至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中韓關係已極友好，無

另訂友好條約之必要」，拒絕中華民國之提議，強調宜商訂貿易協定。20

再者，我們觀察1960年與1962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60年3

月11日，前韓國外交部政務局長金東祚以特使的身份，率領「韓國友好訪問

團」，訪問中華民國外交部。此時中華民國方面再次提出商訂友好條約之要

求。為此，金東祚說明韓國對於簽訂友好條約感到猶豫，主要原因在「中國

國民進入韓境問題」。他接著指出韓國華僑有親友居住於香港及中國大陸，

從事走私者多，亦多不遵守韓國的移民法規；又韓國遣送華僑犯罪者時，並

不為中華民國所接收。此外，他也認為雙方如簽訂友好條約，韓國華僑及其

商人自然將進一步要求最惠國待遇。所以，韓國為求保護自身的經濟穩定、

政治安全以及防止共黨間諜活動，不得不對韓國華僑採取嚴峻措施。21

這是韓國方面首次針對反對簽訂友好條約的原因，提出說明。其後，韓

方對中華民國的重點轉移至簽訂文化協定，而將友好條約的構想則列為第二

順位。22

20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同年8
月20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同意先談貿易協定，但仍強調雙方宜簽訂友好條約。「中韓貿易
協定」經過4年的交涉，在1961年3月3日正式簽訂。此貿易協定與1952年駐韓大使館
提議的「中韓通商航海條約」性質不同。貿易協定是規定物品的進出口，限定於兩國的貿

易事務，不牽涉到人民的出入境等問題。參考：〈外交部收電，機字第3800號（收電日期：
1957年6月10日）〉（外交部，1964–1966a）。

21   〈周次長與韓國友好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
22   有關韓國政府對友好條約的疑慮，中華民國外交部說明：韓國對華僑問題可先從行政措施
上力圖改進，若對於中華民國所提出的約稿內容上有任何增減之處，希望韓國也能盡量提

出，以求達成協議。然後，外交部也提出韓方對友好條約仍有所顧慮時，雙方可先行商訂

文化專約。當中華民國提出商訂文化專約時，韓國表示極為贊同。韓國希望在1963年1
月，韓國外交部長崔德新訪華時簽訂文化條約，可是中華民國表示反對，而旋遭失敗。中

華民國政府的拒絕原因是，目前在台灣，日本雜誌、電影等進口量多，如與韓國簽訂文化

協定，日本可能也要求簽訂文化協定，這對中華民國造成困擾。參考：〈周次長與韓國友好

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關於議訂中韓友好
條約及文化專約事，電希知照辦理據報由（日期：1960年9月16日）〉（外交部，1964–
1966a）；〈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에 대한 문제（日期：1963年1月16日）〉（外務部，
1952–1965a: 173）；〈한중 문화협정（日期：1963年1月21日）〉（外務部，1952–1965a: 
174）；〈최 외무부 장관과 유 중국 대사와의 면담 요지（日期：1963年1月4日）〉（外
務部，196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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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空間。李承晚時期韓國僅與13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至1961年11月，

已與29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1963年韓國外交部長在記者會中說明，韓國

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為「自主外交」。1965年與韓國的邦交國已達到76國。

（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2001: 179–180）筆者認為，朴正熙政權外交路線

的擴張性格，致使韓國外交當局對中華民國的外交採取較積極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轉變態度後，開始詢問政府各機構的意見。首先，外交部邦

交局對於簽訂友好條約一事，依然採取反對立場。其主要的原因如下：

本條約內容包括出入境、居住商業等「居留事項」。由於雙方僑民

人數相差甚多，故本條約係僅有利於韓國華僑。再者，如簽訂本條

約將對韓國政府未來的外國人政策導致不便。另外，如刪除「居留

事項」或修改為對韓國有利的內容，則是承認韓國政府對華僑具有

差別措施。本條約並沒有加入新的政治意義，因此，不簽訂條約也

對兩國關係毫無損失，也不會影響將來兩國聯繫。26

其次，法務部的立場如下：

基於現在「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外國人居住韓國不能享有與韓國

國民相同的權利，應刪除本條約的第六條。在韓國的外國人中，華

僑之犯罪率最高，應加入中華民國政府協助強制出境之條款。27

最後，內務部的反應是：

本條約將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待遇，意味著簽約後必須承認目前被

禁止的土地所有權。韓國的土地將來有可能被「在韓中國人」所侵

蝕，故需要限制有關土地之財產權規定。再者，韓國華僑擾亂經濟

或危害公安等，從事犯法行為者多，但中華民國因拒絕接受他們，而

26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日期：1964年8月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35–237）。
27   〈한중 우호협정에 대한 회신（日期：1964年9月10日）〉（外務部，1952–1965a: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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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韓國無法執行強制出境，應當在本條約中列入相關的條款。28

可知韓國內部對友好條約的顧忌，都集中於第五、六條。韓國政府為簽

訂友好條約，必須先解決「韓國華僑問題」，因此，1964年8月18日，韓

國外交部亞洲局召集邦交局、通商局、情報文化局、儀典室等召開內部會

議，商討簽訂友好條約的事宜。會議結果終於達成決議，內容是：⑴在原則

上同意簽訂「中韓友好條約」。⑵條文中之第五、六條應設法迴避。29

二、針對爭議內容進行交涉與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1964年9月16日，韓國外交部亞洲局對中華民國表示：願意嘗試洽談

中韓友好條約。30韓方由外交部亞洲局負責與中華民國進行談判，而中華

民國方面則是由駐韓大使館負責。接著9月22日、24日、29日，雙方以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為基礎，在韓國先後進行三次會議。在第一

次的會議中，韓國針對第五、六條內容提出疑慮，說明韓國國會和輿論無法

瞭解賦予華僑具體權益之需要，並表示華僑中犯罪者多，但中華民國尚未同

意遣返等等。韓國反對第五、六條，早已是中華民國方面預期的範圍內，但

是出乎預料之外，韓國對於第四條內容也表示異議，主張刪除該條，應另訂

所謂領事專約。31

28   〈한중우호조약 체결문（초안）에 관한 의견 제출（日期：1964年9月12日）〉（外務部，
1952–1965a: 240）。

29   〈韓外交部討論我國所提簽訂「中韓友好協定」事宜情形（日期：1964年9月16日）〉（外
交部，1964–1966b）。在此會議中，邦交局仍採取反對立場；通商局認為對第五、六條應
慎重處理外，在原則上表示贊成簽訂；情報文化局表示不應文化與友好協定合而為一外，

無其他意見；儀典室表示應注意華僑出入境問題，並沒有反對簽約。

30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收電日期：1964年9月16日）〉（外交部，1964–1966b）。
韓國的態度在1964年8月底明顯出現變化。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在1964年8月
21日至27日訪問韓國，推動該約之談判。韓國不像過去一樣採取反對的態度，而是積極
的因應張群的建議。所以雙方的談判，第一次出現突破性的進展。

31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一七（收電日期：1964年9月23日）〉（外交部，1964–1966b）。
對此一主張，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回應是：「約稿第四條為原則性規定，約文內訂明雙方派

領應先共同商定，其職務及待遇亦經訂明以國際通例通常者為限」，因此「實無刪除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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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國政府撤回。

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事

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

第五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有權在與任何他國國民同樣條件之下，依

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民之法律規章，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

第六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身體及財產，

應享受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有權在任何他國人民享有相同

權利之地方遊歷、居住、作工、及經營工商業，但應依照締約彼方

之法律規章，設立學校，以教育其子女，並享有集會、結社、出

版、祀典、宗教、埋葬及營墓之自由。

關於本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由於以上的內容，韓國外交部認為：

中國政府所提案的友好條約，雖名稱上是友好條約，但實際上是牽

涉到應規定於友好通商或航海條約的外交使節、領使交換等內容；

以及包括當事國民的、身體、財產、經濟活動、通商、航海、出入

境內容；牽涉其他一般民法上的權利。[本條約]規定基本上的原

則，是一種小規模經濟活動的基本協定。18

尤其是第五條與第六條，為韓國外交部拒絕此草案的最主要原因。因為

第五條是承認對方國民（韓國華僑）的自由入境權利，而第六條則是保障對

方國民的身份、財產、經濟活動等，必須給予對方國民最惠國國民待遇。韓

方認定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原因，即在於取得上述權利。19因此，1957

18   此為韓國外交部的條約課對亞洲課之說明案。〈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
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7月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3–44）。

19   〈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7月
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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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場，在 1952年中華民國首次提議時確立後，一直成為韓國拒絕友好條

約的主要原因。

韓國政府對「韓國華僑問題」表示如此敏感的反應，一方面是因為兩國

僑民12人數差距極為懸殊。韓國政府自成立之後，便禁止外國人的自由移

居，因此韓國華僑的人口，主要透過自然成長率而增加。如表 1所述，1970

年代時韓國華僑人口曾經增長到約 3萬人，但由於對外國人的土地購買、居

留簽證等，韓國設立許多限制規定，遂使韓國華僑離開韓國，移往美國、台

灣等地，故韓國華僑的人口逐漸減少，目前維持約 2萬人左右。

韓國華僑的人口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人口相比，實為少數。但比較表 1與

表 2可知，在台韓僑的人數則更少，遠低於韓國華僑人數。1965年前在台

韓僑的人口，最多時也僅有 500多人。至 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

韓國華僑的人口為 26,176人，而在台韓僑的人口僅 495人，後者的人口約

為前者的 53分之 1。

這種韓國與中華民國間僑民人口的差距，成為韓國交涉「中韓友好條約」

時的主要考量之一。

三、中華民國的再次提案與韓國的拒絕

其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友好條約的交涉便處於停頓狀態，直到 1957年

中華民國再次向韓國提出，但包括 1960年、1962年等多次提案，都遭到韓

國的拒絕。

首先，我們觀察 1957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53年 10月，韓國

外交部長卞栄泰訪問駐韓大使王東原，對王東原表示兩國軍事同盟構想，此

後中華民國方面一直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1955年 8月，韓國再次提倡

中、韓、越三國軍事同盟。但是李承晚後來轉變態度，主張應將美國納入其

中，並未積極推動三國的軍事同盟。其後，雙方雖數次提及中韓軍事同盟，

12   在此「僑民」是指：持有自己國家的國籍，以長期居住為目的居住於海外者，並沒有包括
留學等短期停留者。本文中，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僑民稱為韓國華僑或華僑；在台灣的韓國

僑民稱為在台韓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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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做為範本。比較 1946年 1月簽訂「中泰友好條約」、1963年 10月所簽訂

的「中阿友好條約」，以及 1964年 10月所簽訂的「中烏友好條約」等，儘

管文字的表達上略有差異，但內容方面其實無太大的出入。因此，中華民國

無意在「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中，創造出太多的例外狀況。雖然如此，中

華民國最後仍無法堅持以往友好條約的固定範本，反而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

讓步，遂使「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成為一種特例。

三、對「同意紀錄」解釋的差異與中華民國的讓步

就在解除所有的障礙因素，1964年 10月 12日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之後，中華民國認為應能很順利地達成正式簽訂。可是，沒想到卻因「同意

紀錄」產生問題，導致阻礙正式簽訂。中華民國被迫再次向韓國讓步。

我們先觀察一下「同意紀錄」的內容：

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在談判友好條約之過程中，雙方代表曾獲致如

下了解：「第五條之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一方為維持公共秩

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而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46

雙方並約定，此項「同意紀錄」無須公開發表。47但是韓國卻臨時提出以

下三項主張：⑴「同意紀錄」為條約之不可分之一部分；⑵正式簽約條約時

「同意紀錄」應再簽署一次，且需經批准；⑶「同意紀錄」應刊登於韓國《官

報》。48對此主張，中華民國採取的立場是：⑴「同意紀錄」係雙方共同之

一項了解，並非條約之一部分，自無需批准更無需換文證實；⑵「同意紀錄」

在簡簽前經雙方同意，依照國際慣例僅簽署一次；⑶「同意紀錄」在簡簽時，

46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 10月 9日）〉
（外交部，1964–1966b）；〈합의의사록（번역문）〉（外務部，1952–1965b: 39）。

47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 10月 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8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三（收電日期：1964年 10月 31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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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願意以「同意紀錄」方式，規定第五、六條的附屬事項，故希望韓國

可以接受第四條的內容。39丁一權抵達台灣之後，對此也深表同意。40

10月 9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正式對韓國表達最終立場：同意刪除第四條

的第二段「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

事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但不接受另換文規定，「兩國同意儘速簽訂

一項領事專約，在此專約簽訂前，雙方領務關係依國際慣例處理」之簽訂領

事專約一節。對（新）第五條對案，反對加入第四款，但同意盧信永以個人

身分提出的第五、六條新合併修正案之第三項，以「同意紀錄」方式處理。41

中華民國做出此決定的最主要原因是「為早日達成協議」，但也認為此「同

意紀錄」的內容「尚無損害我基本權益」。42兩日後，雙方終於達成協議：

刪除第四條第二段；原草案的第五、六條改為中華民國最終提出的合併案

（新第五條）；關於韓國主張的公共秩序、衛生等限制規定以「同意紀錄」處

理。10月 12日，在丁一權訪台期間，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與韓國大使金信

分別代表雙方在台北予以簡簽。43

韓國對第四條的顧忌是：中華民國有意利用此條款增設領事館，因此韓

國想加入簽訂領事專約之條款，對領事館的設立雙重確認。44這是因為當

時韓國已與日本展開交涉「日韓基本條約」。因此，韓國擔心「中韓友好條約」

的領事內容，將會影響到對日本談判。45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是根據中華民國與各國簽訂的友好條

39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주중대사（日期：1964年 10月 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6）。

40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차관（日期：1964年 10月 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7）。
41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 10月 9日）〉
（外交部，1964–1966b）；〈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 10月）〉（外
交部，1964–1966b）。

42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 10月 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3   〈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 10月）〉（外交部，1964–1966b）。
44   〈수신인：주중 윤 참사관，발신인：아주국장（日期：1964年 10月 11日）〉（外務部，

1952–1965a: 304–305）。
45   韓國與日本基於「韓日基本條約」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簽訂日期為 1965年 6月。有關韓
國與日本外交問題參考：최영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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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韓國華僑人口（1945–2009） （單位：人）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1945 12,648 1968 30,810 1982 28,717 1997 22,137

1947 12,088 1969 31,243 1983 27,131 1998 21,987

1948 17,443 1970 31,918 1984 27,662 1999 22,043

1952 17,687 1971 31,928 1986 24,316 2000 22,083

1954 22,090 1972 32,989 1987 23,945 2001 21,818

1956 22,149 1973 32,841 1988 23,432 2002 21,629

1957 22,734 1974 32,255 1989 23,147 2003 21,375

1959 23,318 1975 32,434 1990 22,843 2004 20,966

1960 24,723 1976 32,436 1991 22,631 2005 20,792

1961 23,975 1977 31,751 1992 22,563 2006 20,878

1962 23,575 1978 30,562 1993 22,485 2007 20,686

1964 26,176 1979 30,078 1994 22,271 2008 20,467

1965 28,927 1980 29,623 1995 22,190 2009 19,791

1966 29,939 1981 29,220 1996 22,157

資料來源：1945、1952–1966、1969、1970、1972–1984：박은경，1984: 118, 210。
　　　　　1947：〈朝鮮概況報告及意見書〉（外交部，1948）。
　　　　　1948：韓中文化協會編輯室，1949: 60–61。
　　　　　1968：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68年 4月製作）（外交部，1960–1968）。
　　　　　1971：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71年 6月製作）（外交部，1971–1973）。
　　　　　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

2009）。
註 1： 2002–2005：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各年版的居住（F–2）、

國民配偶（F–2–1）、永住（F–5）、永住配偶者（F–2–3）的合計。
註 2：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

各年版的居住（F–2）、國民配偶（F–2–1）、永住配偶者（F–2–3）、其他長期（F–2–5）、
永住（F–5）、永住（F–5–3~F–5–9）、永住（F–5–A~F–5–K）的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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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韓國外交部送函至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中韓關係已極友好，無

另訂友好條約之必要」，拒絕中華民國之提議，強調宜商訂貿易協定。20

再者，我們觀察1960年與1962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60年3

月11日，前韓國外交部政務局長金東祚以特使的身份，率領「韓國友好訪問

團」，訪問中華民國外交部。此時中華民國方面再次提出商訂友好條約之要

求。為此，金東祚說明韓國對於簽訂友好條約感到猶豫，主要原因在「中國

國民進入韓境問題」。他接著指出韓國華僑有親友居住於香港及中國大陸，

從事走私者多，亦多不遵守韓國的移民法規；又韓國遣送華僑犯罪者時，並

不為中華民國所接收。此外，他也認為雙方如簽訂友好條約，韓國華僑及其

商人自然將進一步要求最惠國待遇。所以，韓國為求保護自身的經濟穩定、

政治安全以及防止共黨間諜活動，不得不對韓國華僑採取嚴峻措施。21

這是韓國方面首次針對反對簽訂友好條約的原因，提出說明。其後，韓

方對中華民國的重點轉移至簽訂文化協定，而將友好條約的構想則列為第二

順位。22

20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同年8
月20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同意先談貿易協定，但仍強調雙方宜簽訂友好條約。「中韓貿易
協定」經過4年的交涉，在1961年3月3日正式簽訂。此貿易協定與1952年駐韓大使館
提議的「中韓通商航海條約」性質不同。貿易協定是規定物品的進出口，限定於兩國的貿

易事務，不牽涉到人民的出入境等問題。參考：〈外交部收電，機字第3800號（收電日期：
1957年6月10日）〉（外交部，1964–1966a）。

21   〈周次長與韓國友好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
22   有關韓國政府對友好條約的疑慮，中華民國外交部說明：韓國對華僑問題可先從行政措施
上力圖改進，若對於中華民國所提出的約稿內容上有任何增減之處，希望韓國也能盡量提

出，以求達成協議。然後，外交部也提出韓方對友好條約仍有所顧慮時，雙方可先行商訂

文化專約。當中華民國提出商訂文化專約時，韓國表示極為贊同。韓國希望在1963年1
月，韓國外交部長崔德新訪華時簽訂文化條約，可是中華民國表示反對，而旋遭失敗。中

華民國政府的拒絕原因是，目前在台灣，日本雜誌、電影等進口量多，如與韓國簽訂文化

協定，日本可能也要求簽訂文化協定，這對中華民國造成困擾。參考：〈周次長與韓國友好

訪問團金特使東祚談話記錄（日期：不詳）〉（外交部，1964–1966a）；〈關於議訂中韓友好
條約及文化專約事，電希知照辦理據報由（日期：1960年9月16日）〉（外交部，1964–
1966a）；〈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에 대한 문제（日期：1963年1月16日）〉（外務部，
1952–1965a: 173）；〈한중 문화협정（日期：1963年1月21日）〉（外務部，1952–1965a: 
174）；〈최 외무부 장관과 유 중국 대사와의 면담 요지（日期：1963年1月4日）〉（外
務部，196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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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空間。李承晚時期韓國僅與13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至1961年11月，

已與29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1963年韓國外交部長在記者會中說明，韓國

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為「自主外交」。1965年與韓國的邦交國已達到76國。

（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2001: 179–180）筆者認為，朴正熙政權外交路線

的擴張性格，致使韓國外交當局對中華民國的外交採取較積極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轉變態度後，開始詢問政府各機構的意見。首先，外交部邦

交局對於簽訂友好條約一事，依然採取反對立場。其主要的原因如下：

本條約內容包括出入境、居住商業等「居留事項」。由於雙方僑民

人數相差甚多，故本條約係僅有利於韓國華僑。再者，如簽訂本條

約將對韓國政府未來的外國人政策導致不便。另外，如刪除「居留

事項」或修改為對韓國有利的內容，則是承認韓國政府對華僑具有

差別措施。本條約並沒有加入新的政治意義，因此，不簽訂條約也

對兩國關係毫無損失，也不會影響將來兩國聯繫。26

其次，法務部的立場如下：

基於現在「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外國人居住韓國不能享有與韓國

國民相同的權利，應刪除本條約的第六條。在韓國的外國人中，華

僑之犯罪率最高，應加入中華民國政府協助強制出境之條款。27

最後，內務部的反應是：

本條約將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待遇，意味著簽約後必須承認目前被

禁止的土地所有權。韓國的土地將來有可能被「在韓中國人」所侵

蝕，故需要限制有關土地之財產權規定。再者，韓國華僑擾亂經濟

或危害公安等，從事犯法行為者多，但中華民國因拒絕接受他們，而

26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日期：1964年8月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35–237）。
27   〈한중 우호협정에 대한 회신（日期：1964年9月10日）〉（外務部，1952–1965a: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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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韓國無法執行強制出境，應當在本條約中列入相關的條款。28

可知韓國內部對友好條約的顧忌，都集中於第五、六條。韓國政府為簽

訂友好條約，必須先解決「韓國華僑問題」，因此，1964年8月18日，韓

國外交部亞洲局召集邦交局、通商局、情報文化局、儀典室等召開內部會

議，商討簽訂友好條約的事宜。會議結果終於達成決議，內容是：⑴在原則

上同意簽訂「中韓友好條約」。⑵條文中之第五、六條應設法迴避。29

二、針對爭議內容進行交涉與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1964年9月16日，韓國外交部亞洲局對中華民國表示：願意嘗試洽談

中韓友好條約。30韓方由外交部亞洲局負責與中華民國進行談判，而中華

民國方面則是由駐韓大使館負責。接著9月22日、24日、29日，雙方以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為基礎，在韓國先後進行三次會議。在第一

次的會議中，韓國針對第五、六條內容提出疑慮，說明韓國國會和輿論無法

瞭解賦予華僑具體權益之需要，並表示華僑中犯罪者多，但中華民國尚未同

意遣返等等。韓國反對第五、六條，早已是中華民國方面預期的範圍內，但

是出乎預料之外，韓國對於第四條內容也表示異議，主張刪除該條，應另訂

所謂領事專約。31

28   〈한중우호조약 체결문（초안）에 관한 의견 제출（日期：1964年9月12日）〉（外務部，
1952–1965a: 240）。

29   〈韓外交部討論我國所提簽訂「中韓友好協定」事宜情形（日期：1964年9月16日）〉（外
交部，1964–1966b）。在此會議中，邦交局仍採取反對立場；通商局認為對第五、六條應
慎重處理外，在原則上表示贊成簽訂；情報文化局表示不應文化與友好協定合而為一外，

無其他意見；儀典室表示應注意華僑出入境問題，並沒有反對簽約。

30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收電日期：1964年9月16日）〉（外交部，1964–1966b）。
韓國的態度在1964年8月底明顯出現變化。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在1964年8月
21日至27日訪問韓國，推動該約之談判。韓國不像過去一樣採取反對的態度，而是積極
的因應張群的建議。所以雙方的談判，第一次出現突破性的進展。

31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一七（收電日期：1964年9月23日）〉（外交部，1964–1966b）。
對此一主張，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回應是：「約稿第四條為原則性規定，約文內訂明雙方派

領應先共同商定，其職務及待遇亦經訂明以國際通例通常者為限」，因此「實無刪除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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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國政府撤回。

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事

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

第五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有權在與任何他國國民同樣條件之下，依

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民之法律規章，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

第六條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身體及財產，

應享受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

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有權在任何他國人民享有相同

權利之地方遊歷、居住、作工、及經營工商業，但應依照締約彼方

之法律規章，設立學校，以教育其子女，並享有集會、結社、出

版、祀典、宗教、埋葬及營墓之自由。

關於本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由於以上的內容，韓國外交部認為：

中國政府所提案的友好條約，雖名稱上是友好條約，但實際上是牽

涉到應規定於友好通商或航海條約的外交使節、領使交換等內容；

以及包括當事國民的、身體、財產、經濟活動、通商、航海、出入

境內容；牽涉其他一般民法上的權利。[本條約]規定基本上的原

則，是一種小規模經濟活動的基本協定。18

尤其是第五條與第六條，為韓國外交部拒絕此草案的最主要原因。因為

第五條是承認對方國民（韓國華僑）的自由入境權利，而第六條則是保障對

方國民的身份、財產、經濟活動等，必須給予對方國民最惠國國民待遇。韓

方認定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原因，即在於取得上述權利。19因此，1957

18   此為韓國外交部的條約課對亞洲課之說明案。〈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
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7月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3–44）。

19   〈亞洲課長貴下 中國政府의 友好條約提案에 對한 答案에 關한 件（日期：1957年7月
18日）〉（外務部，1952–1965a: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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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場，在 1952年中華民國首次提議時確立後，一直成為韓國拒絕友好條

約的主要原因。

韓國政府對「韓國華僑問題」表示如此敏感的反應，一方面是因為兩國

僑民12人數差距極為懸殊。韓國政府自成立之後，便禁止外國人的自由移

居，因此韓國華僑的人口，主要透過自然成長率而增加。如表 1所述，1970

年代時韓國華僑人口曾經增長到約 3萬人，但由於對外國人的土地購買、居

留簽證等，韓國設立許多限制規定，遂使韓國華僑離開韓國，移往美國、台

灣等地，故韓國華僑的人口逐漸減少，目前維持約 2萬人左右。

韓國華僑的人口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人口相比，實為少數。但比較表 1與

表 2可知，在台韓僑的人數則更少，遠低於韓國華僑人數。1965年前在台

韓僑的人口，最多時也僅有 500多人。至 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

韓國華僑的人口為 26,176人，而在台韓僑的人口僅 495人，後者的人口約

為前者的 53分之 1。

這種韓國與中華民國間僑民人口的差距，成為韓國交涉「中韓友好條約」

時的主要考量之一。

三、中華民國的再次提案與韓國的拒絕

其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友好條約的交涉便處於停頓狀態，直到 1957年

中華民國再次向韓國提出，但包括 1960年、1962年等多次提案，都遭到韓

國的拒絕。

首先，我們觀察 1957年中華民國提案時的狀況。1953年 10月，韓國

外交部長卞栄泰訪問駐韓大使王東原，對王東原表示兩國軍事同盟構想，此

後中華民國方面一直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1955年 8月，韓國再次提倡

中、韓、越三國軍事同盟。但是李承晚後來轉變態度，主張應將美國納入其

中，並未積極推動三國的軍事同盟。其後，雙方雖數次提及中韓軍事同盟，

12   在此「僑民」是指：持有自己國家的國籍，以長期居住為目的居住於海外者，並沒有包括
留學等短期停留者。本文中，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僑民稱為韓國華僑或華僑；在台灣的韓國

僑民稱為在台韓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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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做為範本。比較 1946年 1月簽訂「中泰友好條約」、1963年 10月所簽訂

的「中阿友好條約」，以及 1964年 10月所簽訂的「中烏友好條約」等，儘

管文字的表達上略有差異，但內容方面其實無太大的出入。因此，中華民國

無意在「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中，創造出太多的例外狀況。雖然如此，中

華民國最後仍無法堅持以往友好條約的固定範本，反而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

讓步，遂使「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成為一種特例。

三、對「同意紀錄」解釋的差異與中華民國的讓步

就在解除所有的障礙因素，1964年 10月 12日簡簽「中韓友好條約」

之後，中華民國認為應能很順利地達成正式簽訂。可是，沒想到卻因「同意

紀錄」產生問題，導致阻礙正式簽訂。中華民國被迫再次向韓國讓步。

我們先觀察一下「同意紀錄」的內容：

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在談判友好條約之過程中，雙方代表曾獲致如

下了解：「第五條之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一方為維持公共秩

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而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46

雙方並約定，此項「同意紀錄」無須公開發表。47但是韓國卻臨時提出以

下三項主張：⑴「同意紀錄」為條約之不可分之一部分；⑵正式簽約條約時

「同意紀錄」應再簽署一次，且需經批准；⑶「同意紀錄」應刊登於韓國《官

報》。48對此主張，中華民國採取的立場是：⑴「同意紀錄」係雙方共同之

一項了解，並非條約之一部分，自無需批准更無需換文證實；⑵「同意紀錄」

在簡簽前經雙方同意，依照國際慣例僅簽署一次；⑶「同意紀錄」在簡簽時，

46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 10月 9日）〉
（外交部，1964–1966b）；〈합의의사록（번역문）〉（外務部，1952–1965b: 39）。

47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 10月 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8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七三（收電日期：1964年 10月 31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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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願意以「同意紀錄」方式，規定第五、六條的附屬事項，故希望韓國

可以接受第四條的內容。39丁一權抵達台灣之後，對此也深表同意。40

10月 9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正式對韓國表達最終立場：同意刪除第四條

的第二段「締約雙方承諾，不任命在執行職務國家內經營工商業之人民為領

事官員，但名譽領事不在此限」；但不接受另換文規定，「兩國同意儘速簽訂

一項領事專約，在此專約簽訂前，雙方領務關係依國際慣例處理」之簽訂領

事專約一節。對（新）第五條對案，反對加入第四款，但同意盧信永以個人

身分提出的第五、六條新合併修正案之第三項，以「同意紀錄」方式處理。41

中華民國做出此決定的最主要原因是「為早日達成協議」，但也認為此「同

意紀錄」的內容「尚無損害我基本權益」。42兩日後，雙方終於達成協議：

刪除第四條第二段；原草案的第五、六條改為中華民國最終提出的合併案

（新第五條）；關於韓國主張的公共秩序、衛生等限制規定以「同意紀錄」處

理。10月 12日，在丁一權訪台期間，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與韓國大使金信

分別代表雙方在台北予以簡簽。43

韓國對第四條的顧忌是：中華民國有意利用此條款增設領事館，因此韓

國想加入簽訂領事專約之條款，對領事館的設立雙重確認。44這是因為當

時韓國已與日本展開交涉「日韓基本條約」。因此，韓國擔心「中韓友好條約」

的領事內容，將會影響到對日本談判。45

1957年中華民國所提出的草案，是根據中華民國與各國簽訂的友好條

39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주중대사（日期：1964年 10月 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6）。

40   〈수신인：장관，발신인：차관（日期：1964年 10月 9日）〉（外務部，1952–1965a: 297）。
41   〈關於奉命向韓國大使館尹參事宣告我方立場與談話經過情形由（日期：1964年 10月 9日）〉
（外交部，1964–1966b）；〈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 10月）〉（外
交部，1964–1966b）。

42   〈關於中韓友好條約協議定稿（日期：1964年 10月 17日）〉（外交部，1964–1966b）。
43   〈中韓友好條約恰議及定稿經過節要（日期：1964年 10月）〉（外交部，1964–1966b）。
44   〈수신인：주중 윤 참사관，발신인：아주국장（日期：1964年 10月 11日）〉（外務部，

1952–1965a: 304–305）。
45   韓國與日本基於「韓日基本條約」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簽訂日期為 1965年 6月。有關韓
國與日本外交問題參考：최영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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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韓國華僑人口（1945–2009） （單位：人）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1945 12,648 1968 30,810 1982 28,717 1997 22,137

1947 12,088 1969 31,243 1983 27,131 1998 21,987

1948 17,443 1970 31,918 1984 27,662 1999 22,043

1952 17,687 1971 31,928 1986 24,316 2000 22,083

1954 22,090 1972 32,989 1987 23,945 2001 21,818

1956 22,149 1973 32,841 1988 23,432 2002 21,629

1957 22,734 1974 32,255 1989 23,147 2003 21,375

1959 23,318 1975 32,434 1990 22,843 2004 20,966

1960 24,723 1976 32,436 1991 22,631 2005 20,792

1961 23,975 1977 31,751 1992 22,563 2006 20,878

1962 23,575 1978 30,562 1993 22,485 2007 20,686

1964 26,176 1979 30,078 1994 22,271 2008 20,467

1965 28,927 1980 29,623 1995 22,190 2009 19,791

1966 29,939 1981 29,220 1996 22,157

資料來源：1945、1952–1966、1969、1970、1972–1984：박은경，1984: 118, 210。
　　　　　1947：〈朝鮮概況報告及意見書〉（外交部，1948）。
　　　　　1948：韓中文化協會編輯室，1949: 60–61。
　　　　　1968：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68年 4月製作）（外交部，1960–1968）。
　　　　　1971： 〈旅韓華僑概況〉（駐韓大使館，1971年 6月製作）（外交部，1971–1973）。
　　　　　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

2009）。
註 1： 2002–2005：出入國管理局（1985–2005），《出入國管理統計年報》，各年版的居住（F–2）、

國民配偶（F–2–1）、永住（F–5）、永住配偶者（F–2–3）的合計。
註 2： 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2006–2009），〈출입국．외국인정책 통계연보〉，

各年版的居住（F–2）、國民配偶（F–2–1）、永住配偶者（F–2–3）、其他長期（F–2–5）、
永住（F–5）、永住（F–5–3~F–5–9）、永住（F–5–A~F–5–K）的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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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案」遭到國會的否決，大統領連任面臨危機。李承晚認為直選制可操作選

票與動員民眾，對連任有利。然而，國會議員們一方面不想放棄選舉大統領

的權利；另方面認為內閣制才能實現民主主義，同時也擔心戰爭中的選舉易

受警察等公權力的影響，因此反對「大統領直選修憲案」。（서중석，2007: 

103–104）

在國外，李承晚政權正面臨韓戰停戰談判。自 1951年 6月蘇聯代表提出

停戰可能性後，美國開始積極推動停戰協定。李承晚雖然對韓戰停戰談判一

貫採取反對態度，但在 1951年 3月李承晚曾致信杜魯門說明：韓國將接受美

國的最終決定，若杜魯門認為需要停戰協定韓國將會支持；但強調沒有韓國

人民的同意他不會這麼做。李承晚並在信中向美國要求簽訂相互防衛條約與

擴充韓國軍隊。11李承晚本意在於藉由同意韓戰停戰協議向美國換取「韓美

共同防衛條約」，並以此作為戰後安全保證。

對當時的李承晚政府而言，國內外局勢並不穩定，或許無暇處理中華民

國的提案。尤其，李承晚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他個人主導，極端集中於對美關

係，對於擴張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缺乏興趣。（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드，

2001: 177–178）因此，李承晚個人的外交思維也是在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的因素之一。

然而，韓國政府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主因，仍在於「韓國華僑

問題」。一方面政府考慮到當時仍處於戰爭狀態，若給予包括韓國華僑在內

的中國人自由出入境，恐造成治安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韓國政府將「中韓友

好條約」視為對韓國華僑的優惠條款。因此擔心賦予韓國華僑最惠國國民待

遇，將導致韓國商業將被華僑壟斷。

此一將「中韓友好條約」與「韓國華僑問題」視為一體的韓國政府的基

11   1953年接近簽訂韓戰停戰協定時，李承晚又採取反對立場。美國為盡快簽署停戰協定，
不得不做出妥協，1953年 5月美國務院次官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訪問韓國，同意
簽訂「韓美共同防衛條約」，而使李承晚同意接受韓戰停戰協定。1953年 7月 27日韓戰
停戰協定簽訂後，8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訪問韓國，李承晚向美國
更爭取到，支援加強韓國軍隊、高達 10億美元的經濟開發計畫。（도널드 스턴 맥도널
드，2001: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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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在台韓僑人口（1948–2009） （單位：人）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年度 人口

1948 342 1966  540 1984 1,131

1949 346 1967 537 1985 993

1950 373 1968 548 1986 822

1951 402 1969 640 1987 825

1952 427 1970 522 1988 864

1953 442 1971 511 1989 908

1954 405 1972 517 1990 931

1955 441 1973 578 1991 946

1956 456 1974 584 1992 1,086

1957 484 1975 704 1995 1,029

1958 510 1976 612 1997 1,040

1959 515 1977 707 1999 843

1960 536 1978 769 2001 653

1961 502 1979 750 2003 54

1962 489 1980 886 2005 85

1963 469 1981 1,054 2007 543

1964 495 1982 1,226 2009 599

1965 540 1983 1,301

資料來源： 1948–1967、1976、1979–1984：《台灣地區警政統計年報》（內政部警政署編，
1995: 238–251）。

　　　　　1968–1975、1977–1978、1985–1990：《在外國民現況》（外務部，1968–1990）。
　　　　　1991–1999：《海外同胞現況》（外務部，1991–1999）。
　　　　　2001–2007：《在外同胞現況》（外交通商部，2001–2009）。
　　　　　2009：〈在外同胞現況（2009）〉（外交通商部，2009）。
註 1： 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為持入境簽證的韓國人，因此包括短期停留者。但是 1970年代之

前在台灣短期停留的韓國人並不多，持入境簽證者主要以長期居住者為主。因此透過

1970年代之前的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大致可以掌握在台韓僑的人數。（王梅影，
1983: 84–85。）

註 2： 1999、2001、2007、2009：人口數為持有「市民權」與「永居權」者；2003、2005：
人口數為持有永居權者。2003年與 2005年的統計中「市民權」的數字為零，因此出現
過低的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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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關於前

條，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⑶本條

各項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締約任何一方為維持公共秩序，維護公共

衛生、道德及安全，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35

10月 2日，韓國對駐韓大使館的非正式方案表示同意，但要求增加盧

信永方案之第三項，並改為換文。36中華民國外交部本來仍然希望將原提

約稿中的第五、六條，繼續向韓國方面進行交涉。可是駐韓大使館已向韓方

透露中華民國的最終讓步方案，因此在 10月 5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另擬出

最終讓步對案之（新）第五條，並主張對於盧信永方案之第三項，無論是改

為條文或者換文，均不能接受。37（新）第五條的內容如下：

 （新）第五條

𡛼𡛼𡛼𡛼締約此方之國民得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章，

出入締約彼方之領土，並在締約彼方之領土內旅行或居住；

𥕛𥕛𥕛𥕛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應依

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下，享

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

𥐥𥐥𥐥𥐥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38

1964年 10月 8日至 12日，韓國總理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兩國政府皆

希望能夠在此時段完成友好條約的簽訂。但雙方迄至丁一權訪問中華民國的

當天，仍無法達成協議，因此條約的談判地點就改在台灣進行。10月 8日，

在迎接丁一權的機場上，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沈昌煥對韓國大使金信指稱，中

35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二（收電日期：1964年 9月 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6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三九（收電日期：1964年 10月 3日）〉（外交部，1964–1966b）。
37   〈中韓友好條約事，去電專號：890（日期：1964年 9月 30日）〉（外交部，1964–1966b）。
38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四日第八九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

19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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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雙方約定無須公開，現在則要求刊登《官報》，顯然與上述的了解不符。49

雙方對「同意紀錄」解釋上最具關鍵性的不同是：「同意紀錄」是否為「中

韓友好條約」的一部分？由於韓國方面認為，條約是其中之一部分，所以提

出再次簽署與《官報》刊登等要求；50而中華民國則認為，「同意紀錄」並

非條文的一部分，所以不應再行簽署，也無須公開。至此，雙方對「同意紀

錄」有如此想法上的差異，其因在於雙方各有盤算。

對韓國而言，友好條約中最關鍵部分是（新）第五條。韓國本來希望將

「同意紀錄」的內容納入於正式條款，但並未成功。韓國之目的在於限制韓

國華僑待遇，使其視同正式條款，成為具有合法性的功能。此外，根據韓國

憲法規定，外交條約必須要公佈，才能具有與國內法律相同的效力，所以

「同意紀錄」刊佈於《官報》，形同有此效力，否則法院不能將條約運用於任

何法律裁決上。51基於上述考量，韓國以「韓國國內程序上需要」、「限於

公務之用（official use only）」為由，主張再行簽署及《官報》刊登；同時主

張：若不能再行簽署，雙方在簽署條約時，應再加簽訂一份備忘錄，並聲明

要將「同意紀錄」視為條約之一部分。52

對中華民國而言，本條約原本只是約定友好關係之大方向，不應讓當中

具有限制性規定的「同意紀錄」成為條約之一部分。中華民國認為第五條實

際上已對韓國做出極大讓步，故而拒絕韓國的要求。

因為韓國的堅持，中華民國不得不再次讓步。1964年 11月 26日，中

華民國正式向韓國表示：「如韓國因內部程序關係，在閣議及國會審議時有

所洩露，我方將不向韓方做任何表示，如韓方因實際需要，將『同意紀錄』

刊登其政府公報時，我方不提出異議」。此外，並由駐韓大使梁序昭出面，

49   〈本部致駐韓大使館第九一四去電抄件（推測收電日期：1964年 10月 30日）〉（外交部，
1964–1966c）。

50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 11月 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8）。

51   〈한．중 우호 조약의 서명이 천연되고 있는 경위와 이유（日期：1964年 11月 17日）〉
（外務部，1952–1965b: 119）。

52   〈中華民國駐韓國大使館（代電）（日期：1964年 11月 2日）〉（外交部，1964–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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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都未成功。（吳瑞雲，2001: 13, 21, 23）1954年至1955年發生「第一次

台灣海峽危機」，使中華民國政府面臨極大的壓力。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非

常希望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協定，以期增強安全能力，並待機反攻大陸。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企圖與韓國簽訂軍事同盟，因此在1952年友好條

約的提案遭拒絕後，並未積極推動友好條約。但1950年代後期，簽訂中韓

軍事同盟的可能性逐漸降低後，中華民國開始積極推動簽訂友好條約，希望

藉由友好條約，一方面加強兩國的反共同盟關係，另方面以此提高台灣國內

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因此1957年2月，駐韓大使王東原訪問韓國外交部長

曹正煥，再度提出簽訂友好條約。

然而，曹正煥對中華民國的提案表示：宜先商訂貿易協定，再行商訂友

好條約。13同年2月20日，韓國向中華民國正式提案商訂貿易協定。14中

華民國一方面呼應韓國先行商訂貿易協定之提議，於5月6日將「中韓貿易

協定」要旨草案送達韓國外交部；15另方面，則繼續推動簽訂友好條約。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此項友好條約，欲採簡要的方式，目的則是「中韓訂約，

政治意義大於其他方面之意義，就我國言，與韓國簽訂一項內容較為簡單之

友好條約，亦可達到政治上之目的」。16因此，同年5月10日，參照「中

泰友好條約」擬訂的簡要約稿，送至韓國外交部。17

韓國外交部收到來自中華民國的草案後，認為具有問題的條款如下：

第四條　締約雙方在彼此領土內共同商定之地方，有派駐總領事、

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之權。此項領事官員應行使國際通例通

常承認之職務，並享受國際通例通常承認之待遇。雙方領事官員於

就職前，應向所駐國政府取得執行職務證書，但此項證書，得由所

13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外交
部收電，機字第0850號（收電日期：1957年2月8日）〉（外交部，1964–1966a）。

14   〈韓中貿易協定 締結에 關한 件〉（外務部，1961: 5）。
15   〈商訂中韓友好條約事（日期：1957年8月23日）〉（外交部，1964–1966a）。
16   〈簽呈（日期：1957年2月20日）〉（外交部，1964–1966a）。
17   〈我政府與韓政府交涉商訂駐韓友好條約之經過（節要）〉（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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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後，雙方關於友好條約之交涉，重點便集中在第四、五、六條之

上。在第二次會議進行時，韓國仍然主張要刪除第四條，並提出對第五、六

條的合併案如下：

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依照締約彼方適用於一切外國人之法律規

章，享有在彼方領土內進入、離去、旅行或居住的權利。32

韓國以「韓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為例，認為當中有此規定為由，態度上甚

為堅持。至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反應則是：「韓方關於第五、六條之對案過

於簡略，如再刪除第四條，則條文將毫無內容，希就我原提約稿第五、六條

向韓方交涉」。33

1964年8月，中華民國外交部已查知韓國外交部對友好條約之態度產

生變化，且預測雙方談判的重點將在第五、六條，所以對此兩條的因應策

略，已事先擬出最大讓步線之方案。但是鑑於兩次的談判均無進展，駐韓大

使館判斷韓國絕不可能接受中華民國原案，為求維持談判管道之暢通，故在

9月29日，駐韓大使館未經外交部的指示和同意，片面向韓國以非正式的

方式，提出中華民國之方案，做為第三次會議的交涉材料。34

在第三次會議中，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長盧信永出面，也以個人身分向中

華民國提出關於第五、六條新的合併修正案：

⑴締約此方的每位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

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要，應予保留」；至於有關領事專約部分，日後可再商談。參考：〈本部致駐韓梁大使中華
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廿三日第八七九號去電抄件〉（外交部，1964–1966b）。

32   〈外交部收電，來電專號：○二三（收電日期：1964年9月25日）〉（外交部，1964–1966b）。
33   〈抄致駐韓梁大使五十三年九月廿七日第八八六號去電件〉（外交部，1964–1966b）。
34   駐韓大使館向韓國提出的第五、六條合併對案內容為：「⑴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
領土內，關於其權利及自由，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受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

護，應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⑵為此，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

不得有歧視締約彼方國民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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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美國實施的一項民意調查，美國人認為中共已取代蘇聯，成為威脅美

國的最大國家。（佐橋亮，2006: 44–45）

中共核武政策亦使亞洲各國提高警戒。中華民國與韓國認為，中共的核

子開發對兩國的國家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提高兩國的危機意識。尤其，中

華民國方面的危機感較高，不但曾與美國商討攻擊中共核子設施，也表示不

惜一切配合美國對中共作戰。（佐橋亮，2006: 45）對韓國而言，中共的核子

開發可能刺激北韓進行核試，將打破兩韓的軍事均衡。另外，1960年代起

西方自由陣營亦出現矛盾。例如，法國無視美國阻止核子擴散的方針，1960

年進行核試，並在1964年承認中共。（전재성，2005: 74–75）

美國對中政策出現變化、西方自由陣營之間的矛盾被強化，以及中共核

試成功與支援北越，都提高了中韓兩國的共同危機感，使韓國對友好條約轉

變態度，試圖藉此強化兩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相互合作，並可促進雙方的

相互理解。因此，韓國外交部說明同意交涉簽訂友好條約理由為：基於兩國

的歷史關係、兩國所面臨的國際條件、隨著中共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有必要加

強兩國聯繫等。24

再者，筆者認為，韓國轉變態度亦受美國越戰政策的影響。1961年11

月，朴正熙訪問美國與甘迺迪會談時，曾提議韓國派兵越南。其後，朴正熙

又強調亞洲國家具備自身的反共防衛力量，並向美國表示為此可與中華民國

政府進行協議。（木宮正史，2002: 242–243）韓國政府派兵越南意願非常高，

目標則在強化美韓同盟，並取得美國對韓國的軍事防衛。（全正煥，2003: 

208）1965年4月美國允許韓國派兵參與越戰。（전재성，2005: 82）在此之

前，韓國政府試圖透過加強中華民國的合作，提高雙方的反共防衛，以向美

國顯示越南派兵意願與努力。25

此外，韓國政府轉變態度也受到朴正熙他個人外交傾向的影響。朴正熙

的外交政策亦以美國為主，但不像李承晚是美國一面倒，致力拓展韓國的外

24   〈한중 우호조약 체결에 관한 건（日期：1964年8月14日）〉（外務部，1952–1965a: 223）。
25   但美國方面不願激化台海的緊張，避免給與中共直接加入越戰的藉口，因此僅要求韓國派
兵，並且擴大對韓國的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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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涉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

韓國以簽訂文化協定為優先，而中華民國希望訂立友好條約，雙方因此

陷入僵局，直到1964年7月情勢方出現變化。韓國政府主張原則上同意簽

訂友好條約，而「韓國華僑問題」將成為兩國的最主要的交涉重點。

一、韓國態度的轉變

1964年7月2日，韓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以下簡稱，韓國大使館）再

度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簽訂文化協定，但又遭到拒絕；237月23日，駐

韓大使館藉由訪問韓國外交部亞洲局，提出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的合併案。

就在韓國接受友好條約與文化協定合併案之際，韓國外交部的態度出現

變化。1964年8月，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首度接受情報文化局的建議，採取

分開簽訂兩約的方式，同時也主張原則上同意簽訂友好條約。

韓國態度出現變化主要是受到中共地位提高與國際情勢改變的影響。

1960年代美國對中政策出現部分轉變。1963年11月美國總統甘迺迪在遇刺

前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中，即對再度開啟中國貿易問題表示，「視中國的回應

有意重新檢討對中政策」。詹森繼任總統後，同年12月13日演講中表示，

不應以感情，而是基於現實觀察中國問題；亦強調現在並沒有顛覆共產主義

政權的可能性。（戴天昭，2001: 217–218）1960年代起美國對中政策採取柔

軟態度，逐漸放棄推翻中共政權的企圖。

1964年10月中共政府的核子試爆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共的國際地位與

影響力。美國情報局早在1959年左右掌握中共開發核子的情報，1961年起

甘迺迪亦對此加強警覺。美國所擔心的不是軍事威脅，而是核子試爆成功所

帶來的中共威信的提高與核子擴散的連鎖反應。另外，1960年代起中共支

援北越政府，亦加強對東南亞的影響力。雖然詹森政權已放棄推翻中共政權

的想法，但仍強烈批評中共的核武政策，亦反對中共支援北越。根據1963

23   〈한중 문화협정 체결교섭（日期：1964年7月6日）〉（外務部，1952–1965a: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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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韓國外交部長李東元提出上述內容的口頭聲述，並書寫成文字後，53「中

韓友好條約」於 1964年 11月 27日正式簽訂。54

韓國雖然沒有能夠獲得「同意紀錄」之再簽署，可是卻得以公開「同意

紀錄」之內容。「同意紀錄」由此具有與國內法相同的地位，遂能將「同意

紀錄」運用於韓國華僑的身上，達到了韓國政府的最終目的。

肆、韓國政府重視「韓國華僑問題」的背景

如前所述，至少 1964年之前，韓國所以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的

最大因素，乃在有關「韓國華僑問題」，並且對韓國華僑存有相當的疑慮。

我們也不得不感到疑問：韓國為何如此地在意韓國華僑，希望限制他們的權

益，且不願給予經濟活動的自由？為了追索箇中緣故，有必要從戰後，關於

韓國境內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對華僑的疑慮開始談起。

一、戰後初期韓國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的疑慮

戰後，朝鮮半島因政治情勢的變化，分裂為南北兩部，38度線以南地

區由美軍負責統治管理。美軍在治理韓國期間，對韓國的經濟政策是以迅速

斷絕與日本的關係為主要方向。這主要由美國政府「向美軍佔領朝鮮地區之

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的有關民政之基本指令（SWNCC176/8）」傳達美軍，

關於統治韓國政策的各項基本方針。55（미국무성，1984: 84–103）值得留

心的是其中的第三條規定：為了達成朝鮮建立成為一個自由、獨立國家的目

標，「從朝鮮人的經濟、政治生活中，逐漸驅除日本控制」，並「使朝鮮從日

本政治、行政中完全分離出來，且從日本社會、經濟及金融控制中解放朝

53   〈중국측「후」참사관 적선 부분의 삭제를 요구함（日期：1964年 11月 26日）〉（外務部，
1952–1965b: 131）。

54   〈關於簽署中韓友好條約事報請核轉立法院審議由（日期：1964年 12月 9日）〉（外交部，
1964–1966c）。

55   1945年 10月，美國國務、陸軍、海軍三省調整委員會，針對美軍占領朝鮮地區內的民間
事務，向朝鮮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下達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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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嚴重不足所致；（李鍾元，1993: 17–18）但是，正因為如此，無形中也

對韓國華僑造成有利的貿易環境。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當局（朝鮮總督府）曾對華僑設下許多的經

濟限制，因此華僑的經濟勢力毋寧變得相當虛弱。但是由於上述美軍的經濟

政策，華僑扭轉局勢，可多方利用殖民時期的貿易網路，迅速成為朝鮮貿易

的中心力量。所以，透過對中國貿易的獨占，華僑的經濟得以有大幅度的成

長。可以說，戰後初期正是韓國華僑經濟發展的黃金期。

以結束日本殖民統治、要求建立自己國家為目標的朝鮮人而言，不管是

政治或是經濟方面，都主張必須以朝鮮人做為國家的主體。一旦華僑獨占韓

國貿易，並擴張其經濟力量，無疑對朝鮮人來說是一嚴重的威脅。因此，韓

國的報章媒體，均大力宣傳應該阻止華僑經濟力量之擴張，並進而塑造韓國

華僑的負面印象。

對於華僑貿易業方面的疑慮，尤其最能展現韓國媒體的態度。譬如經常

在言論中，韓國媒體對允許華僑貿易，大都抱持否定的語氣：「韓國經濟處於

混亂，若允許他們的貿易，他們具有資本力的優勢，貿易恐怕會被獨占」。58

又如韓國的貿易逐漸形成華僑獨占局面時，媒體便形容：「我們的貿易完全

被華商所凌虐」，59不滿情緒，俱在隻字片紙。韓國媒體發現，華僑從事走

私貿易擴大其資本時，60對此也加以抨擊：「黃金是重建朝鮮經濟的重要通

貨」，但由於「中國人的走私貿易，大量的金銀被流出」，這可是「出賣國家

的重大犯罪」。61

不僅如此，媒體更表示，在海外歸國的朝鮮人日益增加之際，若繼續增

加從中國來的移民，可能會造成重大的民生問題。因此，對於來自中國的移

民，媒體也採取相當強烈批判的態度。62其次，媒體也堅稱：非法入境的

58   〈中國人에貿易許可는不可〉（不著撰人，1946a）。
59   〈貿易거이華商이獨占〉（不著撰人，1948c）。
60   1946年至 1948年被揭發 160件走私出口貿易，以及 463件走私進口貿易，其中華僑所占
比重，前者為 37件（23％），後者為 85件（18.4％）（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I–61）。

61   〈中國人密貿易에　金銀이多量流出、賣國的密商處斷緊急〉（不著撰人，1946b）。
62   〈朝鮮은樂土란말인가、仁川中國人移民上陸急増〉（不著撰人，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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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均主張必須閱讀「同意紀錄」才能審查。歷經商議結果，決定將「同

意紀錄」內容送達立法院，召開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

紀錄」。79在 1965年 1月 26日所召開的秘密會議中，外交部仍然強調「中

韓友好條約」是規定原則的政治性條約，「同意紀錄」則為雙方彼此所獲得

之一種諒解，既非構成本條約之不可分割之部分，故無須批准。80

值得注意的是，另據外交部的說明，條約中所講的雙方對於彼此國民，

給予「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此即兩國政府「最惠國待遇」。此外，又強

調「同意紀錄」的內容也可見於其他友好條約中，如同美國與義大利、韓國

與美國所簽訂的友好條約；友好條約若採取列舉方式，就成為「同意紀錄」

相同的規定。外交部也強調，「同意紀錄」對於僑民在韓國所享受基本權益，

並無損害，既無限制，也沒有拘束力。81

「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就在此秘密會議中順利通過。但中華

民國外交部完全沒有提出，「韓國華僑問題」才是韓國長期以來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之最主要考量，也沒有提及中華民國在其僑民權益上做出很大

的讓步，反而主張國家的基本權益無損害。而且，會議中更沒有說明韓國後

來要求公開「同意紀錄」，而中華民國為此做出讓步之過程。

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強調為「政治性之效果」，為此甚至不惜犧牲韓國華

僑的權益，使「中韓友好條約」變成無實質內容的空洞條約，外交部對這一

點上也有所認知。例如在立法院的外交委員會，委員鄧公玄借用外交部次長

的說法，向其他立委們說明：「這個條約實在講是一般原則的規定，可以說

是相當空洞，許多詳細的事情都沒有列舉，不過有了這個條約以後，我們與

韓國方面起碼在政治方面進一步達到合作」。82中華民國雖然片面認為「同

意紀錄」並非「中韓友好條約」之一部分、不具拘束力，但韓國政府國內解

79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126）。
80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 1月 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1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 1月 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2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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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仍未放棄對其管制。從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理由可知，韓國至

少在 1960年代，依舊對韓國華僑抱著「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

「犯罪」等負面印象和警戒心。對韓國而言，必須優先考慮的是保障本國國

民的利益，為此甚至不惜犧牲華僑之利益，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必

須壓抑華僑勢力的成長，以免造成對國家的威脅。

所以，韓國無法接受 1957年草案中保障華僑的「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各項自由。在 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更將華僑權益縮小為不含

有實際內容的「不低於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但是，韓國似乎並不滿足於此，

甚至對華僑提出「公共秩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之限制，並且透

過「同意紀錄」的方式，成功達到此企圖。

「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而言，無疑是令人滿意的結果。不僅是政府如

此，連韓國媒體對「中韓友好條約」所強調的內容，也是針對華僑所加設的

限制。譬如《韓國日報》中便提到：「我們政府在此條款中，為防備『不知

熄火的中國人商魂』，在條約中刪除『商行為』等用語，實質問題基於國內

法處理，另外以非正式的『諒解事項』之名義，設下多層的防備⋯ [中略] ⋯

再加上，由於在韓華僑三萬五千名，是駐韓外國人中占最多數，他們的商業

行為有可能對國內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 [韓國政府] 無法馬上回應中

國的提議⋯ [中略] ⋯由於中國對『華僑地位問題』做出很大的讓步，[本

條約] 才得以締結」。89從此一新聞的敘述語調中可以看出，韓國朝野基本

上都對華僑的經濟潛力深具戒心，而同聲共氣地支持對華僑加以限制。

陸、結論

1964年簽訂的「中韓友好條約」，象徵戰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基於反共友

好同盟關係而來的成就。但是其幕後，卻隱藏著中華民國與韓國之間的矛盾

89   〈韓中友好條約（全文）、화교엔외국인대우、외국과 맺은 첫 우호조약〉（不著撰人，
19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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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多數從事販賣毒品或進口禁止商品，強化了國內經濟之混亂，應

該設法取締這些非法入境的中國人。63另外，我們由《朝鮮日報》的新聞

標題：「華商的狡猾手段促使朝鮮人遭受不幸、貿易損失、對攪亂經濟應有

警戒」，64可以充分了解當時韓國媒體對華僑抱持疑慮的態度。可以說，戰

後初期，在韓國的華僑已被刻畫為「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犯

罪」等各類負面印象。65

然而，直到1948年韓國政府成立後，基於對華僑的警戒，開始加強對

華僑實施經濟制裁，使得他們的經濟力量遭受打擊，逐漸衰退。

二、韓國政府對華僑的打壓與華僑經濟的衰退

韓國政府為了管制外國人的居住與出入境，1949年11月公布「有關外

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人，必須1年1次為期，

辦理延長其滯留期間；又規定在韓國的外國人，必須獲得韓國外務部長的許

可才能出國。66

另方面，韓國政府採取不利於華僑的貿易政策。1948年2月，朝鮮銀行

發表「外匯預存制度」，對外的民間貿易由物物交換，轉變為外匯中心，（尹

章奎，1975: 447）並在1949年1月25日，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為了

63   〈經濟攪亂하는中國人不法入國을嚴重團束〉（不著撰人，1948a）。
64   〈華商의狡猾한솜씨에朝鮮人、미찌는貿易、經濟攪亂에警戒가緊要〉（不著撰人，

1948b）。
65   而華僑在當時確實獨占對中國的貿易，部分的華僑也有非法入境、從事走私貿易、毒品販
賣等非法情事和犯罪行為，但這並不代表所有華僑皆為如此。這種負面印象已在殖民時期

形成，經過戰後初期更加以強化。

66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居留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9條規定「在
大韓民國滯留30日以上的外國人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許可。滿滯留期限，而繼續滯留時，
申報外務部長官應獲得滯留延長許可」。另外，「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施行令

（1950年3月17日制定）」第9條規定「法第8條的通過期間延長期間許可為15日以內，
滯留延長期間為1年以內，滿期限後更新時也是如此」。因此，韓國華僑必須獲得韓國外
務部長官的許可才能繼續住在韓國，每滿1年必須延長滯留期限，才能繼續居住韓國。韓
國政府對居住外國人出入境的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11條「滯
留於大韓民國的外國人出境時，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出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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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起中華民國積極追求與韓國簽訂友好條約，希望藉此獲取政治

效益。1950年代中華民國面臨「第一次台海危機」與「第二次台海危機」。

然而，蔣介石並未放棄「反攻大陸」，試圖與韓國建立軍事同盟，但1950年

代末期「反攻大陸」的可能性不斷降低，因此企圖藉強化與韓國的關係提高

區域內的地位。進入1960年代，中共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中華民國政府更

加期待簽訂「中韓友好條約」以宣傳亞洲反共陣營的團結，提高台灣人民對

反共的信心與對政府的信賴。

雖然韓國亦企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提升國內反共信心。但是韓國政

府認為「韓國華僑問題」關係國家利益，不能為政治目標犧牲國家實質利益。

韓國華僑持有中華民國國籍，數量上居於在韓外國人的首位，因此，韓國政

府的「外國人政策」主要係針對華僑而來。若改變韓國華僑的政策，意味著

必須調整韓國整體「外國人政策」。因此，韓國政府不願對「韓國華僑問題」

妥協。

對韓國政府而言，中韓雙方的僑民數量差距太大，放寬對華僑的限制，

換取在台韓僑利益，並不代表國家利益。相對而言，在台韓僑數量極少，因

此中華民國政府對韓交涉友好條約時，便很少考慮到如何處理「在台韓僑問

題」，而追求政治效果。

此種兩者的立場，反映在「同意紀錄解釋」問題上，中韓雙方處理「同

意紀錄」問題時，採取完全不同方式。本於1957年草案中規定：在韓國的

中華民國國民的「身體及財產」應得到保障，並享有「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自由；但是1964年簽訂的條約中，僅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權利

及自由，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並由於「同意紀

錄」之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不得危害「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不僅沒有得到具體的保障，反而增加了必須遵守的規定。

因此，中華民國在簽署「中韓友好條約」後，送交立法院進行審查時，

並沒有附上「同意紀錄」以備查。但是，外交委員會向立法院報告時，順帶

提及另有「同意紀錄」，並說明其不是條約之一部分。然而，在場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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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為縮小，轉而以小資本的飲食業為主。72由表7所示，1960年代起韓國

華僑從事飲食業者逐漸增加：由1962年時占36.99％，到1972年則成長為

77.41％，成為華僑職業的第一位，且是壓倒性的第一位。73

韓國政府成立之際，華僑的經濟力量的確龐大，並且構成威脅，使得韓

國政府與民間均對華僑懷有疑慮與戒心，並且形塑出對華僑的負面印象。韓

國政府成立之後，由於設立種種法律限制，使得華僑失去當時的經濟實力，

表7：韓國華僑的職業狀況（1954–1983）

職　業1954年（人）1962年（戶）1972年（戶）1983年（戶）

飲食業4,99722.62%1,63636.99%2,45477.41%1,57076.77%

雜貨店1,0034.54%51011.53%31910.06%1045.09%

工業．工場7363.33%491.11%230.73%100.49%

農　業9334.22%45810.35%822.59%462.25%

醫藥業1030.47%1403.17%1434.51%1426.94%

貿易業1870.85%————40.20%

旅行業——————50.24%

行　商4101.86%3237.30%973.06%——

布　商——————281.37%

公務員．教師1760.80%1523.44%————

其　他13,54561.32%1,15526.11%521.64%1366.65%

合　計22,090100.00%4,423100.00%3,170100.00%2,045100.00%

資料來源：1954：盧冠群，1956: 92–95。
　　　　　1962：具孝慶、金信子，1963: 38。
　　　　　1972：〈韓國華僑職業別統計表〉（僑務委員會第三處編，1972: 25–26）。
　　　　　1983： 《華僑經濟年鑑（民國71–72）》（華僑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編，1983: 293–

294）。

72   韓國華僑之所以轉換成飲食業，主要原因是：韓國政府對飲食業的限制較少，不必與韓國
人競爭之故。（박은경，1984: 133）再加上，飲食業是可以利用小資本經營之行業。因此，
韓國華僑的飲食業，大抵係以家族經營的小規模餐廳為主。

73   1983年後，駐韓大使館並沒有統計韓國華僑的職業，因此無法取得較具公信力的統計數
據。但是位於首爾，規模最大的華僑學校「漢城華僑中學」在學學生家長的職業統計，可

當作一個參考。2002年學生家長親職業統，分別為：飲食業39.31％、廚師15.28％、貿
易9.58％、旅行業6.81％、中醫師．中藥房6.39％等。雖然飲食業比重下降，但仍是最多
華僑從事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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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韓國的地區別進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中國（台灣）香　港日　本美　國其　他總額

194931(21.1%)12(8.2%)19(12.9%)27(18.4%)58(39.5%)147
19505(9.6%)2(3.8%)36(69.2%)5(9.6%)4(7.7%)52
195115(1.2%)218(17.9%)886(72.7%)46(3.8%)53(4.4%)1,218
1952829(11.8%)549(7.8%)4,169(59.2%)796(11.3%)701(10.0%)7,044
19531,094(4.9%)696(3.1%)10,666(47.7%)3,703(16.6%)6,211(27.8%)22,370
19541,273(4.6%)3,110(11.2%)10,612(38.2%)6,126(22.0%)6,664(24.0%)27,785
19552,338(4.8%)6,986(14.5%)7,067(14.6%)16,853(34.9%)15,001(31.1%)48,245
19561,850(5.2%)3,314(9.4%)6,820(19.2%)11,724(33.1%)11,728(33.1%)35,436
1957918(2.4%)2,089(5.5%)8,529(22.5%)14,009(36.9%)12,371(32.6%)37,91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597
5,845
5,458
6,199
7,269

14,994
5,179

(3.7%)
(1.9%)
(1.5%)
(1.9%)
(1.7%)
(2.6%)
(1.2%)

1,312
655

1,410
272
338

6,059
5,923

(3.0%)
(0.2%)
(0.4%)
(0.1%)
(0.1%)
(1.1%)
(1.5%)

10,335
32,372
70,400
69,212

109,171
161,662
110,114

(23.7%)
(10.7%)
(20.5%)
(21.9%)
(25.9%)
(28.9%)
(27.2%)

13,899
147,561
133,746
143,380
220,341
281,748
202,058

(31.9%)
(48.6%)
(38.9%)
(45.4%)
(52.3%)
(50.3%)
(50.0%)

16,421
117,374
132,513
97,079
85,663
95,810
81,077

(37.7%)
(38.6%)
(38.6%)
(30.7%)
(20.3%)
(17.1%)
(20.1%)

43,564
303,807
343,527
316,142
421,782
560,273
404,351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1圜。（圓：圜＝100：1）

貿易網路，因此無法在貿易上形成為一股力量。然而，1950年起日本與美

國的進出口比重逐漸增加，1957年所占比重為49.4%與18.2%。由此可知，

韓國主要貿易對象轉移至日本與美國，尤其日本成為韓國最主要貿易國。71

韓國的貿易市場上，華僑顯然已失去力量，大規模的韓國貿易公司逐漸成為

貿易的核心力量。

貿易業的沒落，意味著韓國華僑的經濟基礎逐漸面臨崩潰，因此經濟規

71   在美軍統治初期，美國對韓國的經濟目標主要是希望脫離日本經濟圈。但是1948年後，
由於美國推動日韓經濟之統合，同時又將日本做為亞洲的反共據點構想逐步具體化，韓國

深感經濟復興及產業建設之必要性，故積極參與美國的計畫。因此，在1949年4月，日
本和韓國共同簽訂「日韓貿易協定」，顯示韓國貿易的對象逐漸移向日本。有關日韓貿易

協定與日韓貿易，參考：車喆旭，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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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華僑貿易衰退的原因之一。70

因此華僑貿易業從1950年開始衰退。香港是韓國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

國。由表5與表6所示可知，香港的進出口比重1949年占72.6%，1950年

減少到19%。另外，1950年後「自由中國」—即台灣地區取代中國大陸，

亦成為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國，但表5與表6顯示，對台灣的進出口額比重

相當低。由於上述種種貿易限制，再加上華僑對台灣貿易不具任何可利用的

表5：韓國的地區別出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中國（台灣）香　港日　本美　國其　他總額

19495(4.4%)82(72.6%)18(15.9%)5(4.4%)3(2.7%)113
19500.7(0.2%)62(19.0%)246(75.5%)16(4.9%)1.3(0.4%)326
19510.1(0.0%)36(7.8%)384(83.7%)38(8.3%)0.9(0.2%)459
19528(0.4%)235(12.1%)1,054(54.1%)646(33.1%)7(0.4%)1,950
195318(0.5%)487(12.2%)1,497(37.5%)1,906(47.8%)79(2.0%)3,987
195435(0.5%)607(9.1%)2,199(32.9%)3,757(56.3%)77(1.2%)6,675
195562(0.7%)1,008(11.1%)3,531(39.1%)3,786(41.9%)655(7.2%)9,042
1956109(0.9%)974(7.7%)4,285(33.8%)5,599(44.2%)1,701(13.4%)12,668
1957130(1.2%)1,918(17.0%)5,582(49.4%)2,055(18.2%)1,610(14.3%)11,295
195895(0.8%)956(8.3%)6,916(60.4%)1,838(16.0%)1,648(14.4%)11,453
1959127(0.6%)1,032(5.2%)12,680(64.0%)2,133(10.7%)3,830(19.3%)19,812
1960384(1.1%)2,726(8.3%)20,175(84.6%)3,647(11.1%)5,868(17.8%)32,827
1961530(1.2%)7,385(10.7%)19,397(47.4%)6,821(16.6%)6,745(16.5%)40,878
19621,354(2.4%)4,682(8.5%)23,483(42.8%)11,976(21.8%)13,318(24.2%)54,813
1963722(0.8%)9,120(10.8%)24,841(27.9%)24,287(28.6%)27,832(32.0%)86,802
19641,946(1.6%)11,615(9.7%)38,159(32.0%)35,564(29.8%)31,774(26.6%)119,058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1圜。（圓：圜＝100：1）

70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韓國命令禁止與該地區進行貿易。又由於1950
年韓戰爆發，韓國成為戰場，使得韓國華僑不僅失去了在韓國既有的資本，更因中國加入

韓戰，為防止貨物流入中國，自1951年起韓國規定與香港進行貿易，必須事先獲得駐香
港領使館的最終消費地證明與原產地證明書。（車喆旭，2002: 162–163）這項決定也讓韓
國華僑進行香港貿易時產生相當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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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起華僑已不足以成為韓國的威脅。但韓國仍基於上述的負面印象，

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之簽訂。

韓國政府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最擔心的是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

韓國政府始終將華僑列為管制對象。1963年3月，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

管理法」，外國人之居住許可時間雖然延長為3年，但仍必須得到政府的許

可，才能繼續居住。74另外，由於「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

人在出境時，必須事先獲得「再入國」簽證，在其簽證期間之內，若無入境

則取消在韓國的居住權。再者，韓國在1961年所公布的「外國人土地法」，

嚴格禁止外國人持有土地。75（정인섭，2004: 182）

根據1962年韓國外交部對於友好條約缺點的檢討，可具體表現出韓方

對於「韓國華僑問題」的看法：第一，中華民國方面締結友好條約的真意在

於中國人的自由出入境與經濟活動的最惠國民待遇。若簽訂條約，不可避免

多數中國人流入韓國。第二，因承認自由出入境，而導致發生長期非法居留

者、走私犯、逃稅等，攪亂社會秩序之情況。第三，中國人勤勉團結，具有

堅強的經濟伸展力，若韓國放寬對中國人的經濟活動之限制，可造成以法律

保障中國人經濟發展之結果。第四，東南亞諸國，如印尼、泰國、菲律賓、

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76對華政策上處於腐心狀態，中國人出發於

赤手空拳的勞動者，累積小資本，其勤勉的民族性，具有可怕的經濟伸展力

74   法律上明示居住期限為3年的是1978年3月31日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第46條）
制定之後。但實際上更早時間，華僑的居留期限由1年更改為3年。由於資料不足因無法
明確知道更改時間，但是1968年時，已經更改為3年。因為，出入國管理40年史編輯委
員會編（2003），記載：「中國人居住者的滯留期限一般為3年，1971年因為滿期限的人多，
而延長許可者增加」。由此可以推測1971年的3年前1968年時居留期限已為3年。因此，
筆者推定1963年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時，居住期限由1年改為3年。另外，
1997年7月，由於「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的修改，韓國華僑的居住期間由3年延長
為5年。2002年後，韓國採取「永居權」制度，很多華僑取得「永居權」，不必因居留而
延長「居留簽證」。

75   1968年修正「外國人土地法」，外國人可所有50坪以下的商業用土地，以及200坪以下
的居住用土地。

76   在外交部文件中，亦列舉以上各國的對華僑的法律制裁之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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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77韓方尤其對華僑經濟活動抱持疑慮。

伍、「中韓友好條約」與雙方的利益衝突

由「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華民國與韓國利益

衝突的一面。中華民國追求的是政治考量，韓國追求的則是實質利益考量。

其中，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則是韓國政府考慮國家利益時的最重要因素。

一、政治考量與利益考量的衝突

分析中華民國與韓國的外交檔案，可知當初兩國對友好條約彼此有所誤

解：韓國以為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目的在於「保護韓國華僑」。由於駐

韓大使館是負責管理、保護韓國華僑的窗口，每當韓國發佈有關華僑的法令

時，華僑往往訴之於大使館，希望政府能夠保護他們的權益。最初駐韓大使

館亦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向外交部提議應與韓方簽定「通商航海條約」，

但是事實上外交部在意的是「政治效果」，而非保護華僑。中華民國外交部

方面並未察覺到韓國極為在意華僑問題，並以此做為談判前提；相對地，韓

國也誤解了中華民國的企圖，認為此舉係嘗試爭取實質權益。換言之，中華

民國外交部重視政治意義過於實際需要；78而韓國外交部恰恰相反，重視

實際需要超過政治意義，韓國政府所考慮的最主要實際因素則是如何有效管

理韓國華僑。

77   1962年韓國外交部曾分析簽訂友好條約的其他缺點如下：⑴簽訂同條約後，對中國人發
生問題，產生法律牽制的必要時，兩國間的友好關係有可能導致比現在更壞的影響。⑵韓

國華僑的人數（約2萬5千人），遠高於中國居住的韓國僑胞（約550人），實際上導致韓
國華僑得到利益之結果。⑶韓國政府先積極與印尼、印度、緬甸等中立國家建立外交關

係，若建立外交關係之後有考慮的餘地，但現在締結同條約，時機上並不適合。⑷基於國

際政治面的考量，韓國與中國透過新的條約，進入同生共死的關係，還是韓國超越中國的

命運，採取獨自的外交路線，考慮其利害得失，損失多於利益。參考：〈韓中友好條約（日

期：不詳）〉（外務部，1952–1965a: 151–157）。
78   〈案由：駐韓大使館吳參事函稱韓國李承晚自再度當選總統後，躊躇滿志，且以我對韓國
此次政潮始終抱不介入態度，對我感情甚佳，似可趁機促使韓政府與我早日訂立友好條

約〉（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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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韓國並於同年2月起，將一年分為四期，且在每期

開始之前，發表本期進出口之商品種類及數量，分配給各貿易公司。671949

年6月13日，韓國又發佈「對外貿易與其他交易之外匯辦理規則」，規定進

口所用的外匯，僅能利用出口所獲得的外匯，禁止使用其他來源的外匯。68

韓國透過上述方法，一方面有意平衡國際收支；另一方面，企圖對華僑

貿易加以限制。由於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貿易公司的進口商品必須獲

得政府的分配，因此，各方開始激烈競爭這些外匯的配額。「進出口分配制

度」初期是由先後順序，來決定所獲得分配的公司，但後期則改以出口業績

為標準。當時由於韓國物資相當缺乏，進口的收益性較高，出口收益性較

低。所以，出口業績較好的公司，往往可以獨占受益性較高的進口商品；相

反地，出口業績較差的公司，因為無法進口收益性較高的商品，經常有面臨

倒閉之危機。（車喆旭，1993: 95）韓國的華僑貿易公司情況也是如此。

當時韓國華僑貿易主要係以進口為主，出口貿易的業績並不理想。再加

上鎢、高麗人蔘等一類受益性較高的重要出口品，由韓國實施專賣，受到政

府的管制。相較於華僑的情況，韓國貿易業者可以利用其人脈關係，獲得政

府的支持，因此也較易獲得這種出口專賣品。（車喆旭，1993: 99）

誠如上述，「進出口分配制度」與外匯政策是相互連貫的政策。當實施

「進出口分配制度」後，想要進口物品，必須先獲得美金，但出口業績較低的

華僑業者，經常無法從韓國政府手中獲得充分的美金，因此必須在黑市出2

至3倍的匯價購買美金，以利進行貿易。69由於韓國華僑商人逐漸無法承擔

這種壓力，導致貿易業績一年不如一年。此外，中國的共產化與韓戰爆發，

67   四期分法為，4月—6月、7月—9月、10月—12月、翌年的1月—3月。1953年之後，
將一年分為兩期。

68   第8條「進口業者從外國進口物品時，通關後30天內將該進口許可書中記載的外匯金額，
以一般匯率計算後，圓貨預存於朝鮮換金銀行⋯[後略]」。

   第9條「依照前條的規定，僅在左列的情況承認預存金的提款。1.在外國進行進口，需在
國內購買出口許可品。2.出口業者繳付營業費、其他所需的費用。3.財務部長官認定有必
要時。⋯[後略]」

69   1950年代當時存在多種匯率，政府公定匯率低於黑市的1/2至1/4。有關當時的公定匯率
與黑市匯率，參考：金洛年，2004: 20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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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56（미국무성，1984: 85）

由表 3與表 4的陳列可知，朝鮮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商業貿易主要以

日本為中心，基本上附屬於日本的狀態。以 1944年為例，朝鮮對日本的出

口占 79.26%，進口則占 80.47%。

表 3：朝鮮的地區別出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 中　國 香　港  州　國 日　本 其　他 總　額

1940
39,160

( 4.13%)
303

( 0.03%)
147,033

(15.51%)
741,424

(78.23%)
59,049

( 6.23%)
947,809

(100%）

1941
42,145

( 4.33%)
273

( 0.03%)
131,131

(13.47%)
788,733

(81.05%)
10,916

( 1.12%)
973,198
(100%)

1942
42,405

( 4.49%)
—

—

144,793
(15.33％ )

752,287
(79.63%)

5,237
( 0.55%)

944,722
(100%)

1943
47,646

( 6.76%)
330

( 0.05%)
135,784

(19.26%)
512,907

(72.75%)
8,340

( 1.18%)
705,007
(100%)

1944
35,020

( 3.81%)
90

( 0.01%)
151,027

(16.42%)
728,836

(79.26%)
4,629

( 0.50%)
919,602
(100%)

1945
25,454

(35.90%)
—

—

45,444
(64.10%)

—

—

0
( 0.00%)

70,898
(100%)

1946
38,863

(81.41%)
—

—

—

—

8,874
(18.59%)

0
( 0.00%)

47,737
(100%)

1947
255,224
(22.97%)

465,405
(41.89%)

—

—

—

—

390,504
(35.14%)

1,111,133
(100%)

1948
179,496
( 2.49%)

5,501,371
(76.45%)

—

—

1,094,636
(15.21%)

420,244
( 5.84%)

7,195,74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 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 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56   李鍾元指示，美軍政廳對非遵守不可的一連串「SWNCC」文件內容，多以漠視或不執行
關鍵部分的方式處裡。相對而言，從日本經濟獨立的經濟政策，較嚴密遵守。（李鍾元，

199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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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反共同盟的宣傳效果。86但在 1970年代後，「中韓友好條約」是否仍

繼續具有「政治性效果」，筆者感到懷疑。因為此後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明顯

轉變，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等，國際形勢有著極大幅度的轉變。面對這種

變化，韓國採取順應時勢變化之態度，首先在 1972年發表「七．四南北共

同聲明」，改善南北韓關係；1973年則發表對「不同理念與體制的國家」開

放門戶的政策。韓國與中華民國間的反共同盟，明顯出現裂痕。

二、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與韓國的利益衝突

韓國華僑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不會造成韓國的威脅。以外國人身分居

住韓國的華僑，既不具有參政權，也無法從事社會地位較高的職業，例如，

國家公務員或地方公務員，以及律師、會計師、國立大學教授等。從事這些

職業皆必須提交韓國的戶籍謄本與身份證明書，但華僑不具有這些證件。87

（王恩美，2008: 245–246）因此，韓國華僑難以在政治上發生影響力。

在意識形態方面，韓國華僑採取堅定的反共立場。韓國華僑在韓戰時經

歷直接或間接與中共為敵作戰的過程。因此，加強了韓國華僑對中華民國的

向心力與反共立場。另外，中華民國政府為強化對華僑的向心力，積極推展

對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而韓國華僑為鞏固華僑社會的穩定發展，亦積極吸

收政府的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因此，韓國華僑學校皆按照中華民國國內的

課程標準編製課程表，上課用的課本亦與中華民國相同，華僑學校中也實施

反共教育。少數族群的韓國華僑亦為自己生命安全，積極向韓國政府表示反

共立場。88因此，韓國華僑的意識形態不會造成韓國政府的疑慮。

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是「中韓友好條約」的最大障礙因素。但事實上，

1950年代以後的韓國華僑，已無法威脅到韓國經濟，加上有關居住、出入

境、土地所有權等各項權利，都受到嚴格限制，華僑勢力相當衰弱。然而，

86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後，台灣的《中央日報》報導：「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今日簽訂了一
項正式加強兩國兄弟之邦的友好關係的親善友好條約」，宣傳兩國的「反共聯合」、「兄弟

之邦」的關係。參考〈中韓友好條約昨在漢城簽訂〉（不著撰人，1964b）。
87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1990年代末期後逐漸被放寬。
88   有關韓國華僑的反共立場，詳細內容參考：王恩美，2008第三章與第五章。

10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釋「同意紀錄」時，卻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向「政策委員會」說明「中韓友好條約」之經過時，表示對

在韓國華僑待遇方面，韓國達到滿意的談判，設立了滿意的規定，使韓國華

僑之待遇受於韓國國內法之限制。83

韓國的態度與中華民國有極大的差異。當韓國外交部將「中韓友好條約」

內容送至國會接受審查時，條約之外「同意紀錄」也以附件方式傳閱，強調

已確保適用第五條內容時，關於維持公共秩序、公眾健康、保護道德及安

全，政府所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韓國政府主張該項條約對韓國有利，應以

批准為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政府在送交國會審查「中韓友好條約」

之附件中，還特意列出 1957年草案之第五、六條，以及 1964年簽約之第五

條，形成強烈的對比。84最後，「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更於 1965年

11月 10日通過韓國國會批准後，同年 12月 3日刊登於韓國的《官報》。85

根據上述，可知韓國對「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的看法與處理

方式，並沒有將「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解釋為「最惠國待遇」。然而，

韓國關於韓國華僑受國內法之要求，以及設下「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之限制，則感到非常滿意。對韓國政府來說，「同意紀錄」是條約

的一部分，具有與條約相同的拘束力。韓國對此處理態度，明顯與中華民國

對「同意紀錄」之解釋不同，形成強烈對比。透過韓國處理「同意紀錄」的

過程，可以看出韓國政府相當重視實質國家利益。

1960年代可說是中華民國與韓國關係最為緊密的時候。不僅雙方官員

與軍部高層的互訪頻率甚高，連大統領朴正熙本人也曾在 1966年時親訪中

華民國。因此，當時「中韓友好條約」確實成為兩國政治合作的象徵，具有

83   〈한．중 우호 조약 국회 비준 동의 제안 설명서（日期：1965年 4月 22日）〉（外務部，
1952–1965b: 182）。本條約於 1965年 11月 10日獲韓國國會批准，1965年 12月 3日在台
北正式交換批准書，正式生效。

84   〈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의 우호조약에 관한 비준 동의안〉（國會事務處，1965a: 204–
205）；〈부록〉（國會事務處，1965b: 201–206）。

85   〈한．중 우호 조약，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 간의 우호조약〉，官報，4212（1965年 12
月 3日），頁 2071–2074（公報部，1965）。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 95

表 4：朝鮮的地區別進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 中　國 香　港  州　國 日　本 其　他 總　額

1940 —

—

—

—

—

—

1,335,716
(86.94%)

200,651
(13.06%)

1,536,367
(100%)

1941
38,833

( 2.56%)
76

( 0.01%)
73,945

( 4.87%)
1,360,994
(89.58%)

45,491
( 2.99%)

1,519,339
(100%)

1942
29,257

( 1.96%)
46

( 0.00%)
83,415

( 5.60%)
1,360,994
(92.19%)

3,691
( 0.25%)

1,490,884
(100%)

1943
37,800

( 2.80%)
—

—

146,922
(10.90%)

1,135,699
(84.27%)

27,254
( 2.02%)

1,347,675
(100%)

1944
26,555

( 2.78%)
21

( 0.00%)
158,894
(16.62%)

769,179
(80.47%)

1,246
( 0.13%)

955,895
(100%)

1945
57,146

(46.78%)
7

( 0.01%)
64,114

(52.48%)
—

—

902
( 0.74%)

122,169
(100%)

1946
159,205

(94.54%)
—

—

—

—

8,054
( 4.78%)

1,147
( 0.68%)

168,406
(100%)

1947
672,279

(32.20%)
148,056

( 7.09%)
—

—

10,361
( 0.50%)

1,257,429
(60.22%)

2,088,125
(100%)

1948
1,214,972
(13.72%)

1,396,521
(15.77%)

—

—

461,583
( 5.21%)

5,784,381
(65.31%)

8,857,45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 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 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為了改變這種長期依賴日本的經濟體制，美軍實施管制貿易政策，排除

與日本的貿易關係，結果造成韓國對中國與香港的貿易量急速增加。如同表

4所示，1946年韓國對中國的進口額增加到 94.54%。由此可見，戰後韓國

的貿易重心由日本轉變為中國與香港。57這固然是受到韓國內部混亂與物

57   香港扮演中介貿易地的角色。經由香港歐洲與東南亞的商品進口韓國，韓國的商品也經由
香港出口至歐洲與東南亞地區。（韓國貿易協會，1972: 228）另外，由中國進口品以工業
原料、生橡膠、染料、布類、花生、玻璃、紙等生活用品為主。向中國的出口品以海鮮

類、牛皮類、毛皮類為主。（李正熙，20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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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華僑貿易衰退的原因之一。70

因此華僑貿易業從1950年開始衰退。香港是韓國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

國。由表5與表6所示可知，香港的進出口比重1949年占72.6%，1950年

減少到19%。另外，1950年後「自由中國」—即台灣地區取代中國大陸，

亦成為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國，但表5與表6顯示，對台灣的進出口額比重

相當低。由於上述種種貿易限制，再加上華僑對台灣貿易不具任何可利用的

表5：韓國的地區別出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中國（台灣）香　港日　本美　國其　他總額

19495(4.4%)82(72.6%)18(15.9%)5(4.4%)3(2.7%)113
19500.7(0.2%)62(19.0%)246(75.5%)16(4.9%)1.3(0.4%)326
19510.1(0.0%)36(7.8%)384(83.7%)38(8.3%)0.9(0.2%)459
19528(0.4%)235(12.1%)1,054(54.1%)646(33.1%)7(0.4%)1,950
195318(0.5%)487(12.2%)1,497(37.5%)1,906(47.8%)79(2.0%)3,987
195435(0.5%)607(9.1%)2,199(32.9%)3,757(56.3%)77(1.2%)6,675
195562(0.7%)1,008(11.1%)3,531(39.1%)3,786(41.9%)655(7.2%)9,042
1956109(0.9%)974(7.7%)4,285(33.8%)5,599(44.2%)1,701(13.4%)12,668
1957130(1.2%)1,918(17.0%)5,582(49.4%)2,055(18.2%)1,610(14.3%)11,295
195895(0.8%)956(8.3%)6,916(60.4%)1,838(16.0%)1,648(14.4%)11,453
1959127(0.6%)1,032(5.2%)12,680(64.0%)2,133(10.7%)3,830(19.3%)19,812
1960384(1.1%)2,726(8.3%)20,175(84.6%)3,647(11.1%)5,868(17.8%)32,827
1961530(1.2%)7,385(10.7%)19,397(47.4%)6,821(16.6%)6,745(16.5%)40,878
19621,354(2.4%)4,682(8.5%)23,483(42.8%)11,976(21.8%)13,318(24.2%)54,813
1963722(0.8%)9,120(10.8%)24,841(27.9%)24,287(28.6%)27,832(32.0%)86,802
19641,946(1.6%)11,615(9.7%)38,159(32.0%)35,564(29.8%)31,774(26.6%)119,058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1圜。（圓：圜＝100：1）

70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韓國命令禁止與該地區進行貿易。又由於1950
年韓戰爆發，韓國成為戰場，使得韓國華僑不僅失去了在韓國既有的資本，更因中國加入

韓戰，為防止貨物流入中國，自1951年起韓國規定與香港進行貿易，必須事先獲得駐香
港領使館的最終消費地證明與原產地證明書。（車喆旭，2002: 162–163）這項決定也讓韓
國華僑進行香港貿易時產生相當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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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起華僑已不足以成為韓國的威脅。但韓國仍基於上述的負面印象，

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之簽訂。

韓國政府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最擔心的是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

韓國政府始終將華僑列為管制對象。1963年3月，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

管理法」，外國人之居住許可時間雖然延長為3年，但仍必須得到政府的許

可，才能繼續居住。74另外，由於「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

人在出境時，必須事先獲得「再入國」簽證，在其簽證期間之內，若無入境

則取消在韓國的居住權。再者，韓國在1961年所公布的「外國人土地法」，

嚴格禁止外國人持有土地。75（정인섭，2004: 182）

根據1962年韓國外交部對於友好條約缺點的檢討，可具體表現出韓方

對於「韓國華僑問題」的看法：第一，中華民國方面締結友好條約的真意在

於中國人的自由出入境與經濟活動的最惠國民待遇。若簽訂條約，不可避免

多數中國人流入韓國。第二，因承認自由出入境，而導致發生長期非法居留

者、走私犯、逃稅等，攪亂社會秩序之情況。第三，中國人勤勉團結，具有

堅強的經濟伸展力，若韓國放寬對中國人的經濟活動之限制，可造成以法律

保障中國人經濟發展之結果。第四，東南亞諸國，如印尼、泰國、菲律賓、

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76對華政策上處於腐心狀態，中國人出發於

赤手空拳的勞動者，累積小資本，其勤勉的民族性，具有可怕的經濟伸展力

74   法律上明示居住期限為3年的是1978年3月31日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第46條）
制定之後。但實際上更早時間，華僑的居留期限由1年更改為3年。由於資料不足因無法
明確知道更改時間，但是1968年時，已經更改為3年。因為，出入國管理40年史編輯委
員會編（2003），記載：「中國人居住者的滯留期限一般為3年，1971年因為滿期限的人多，
而延長許可者增加」。由此可以推測1971年的3年前1968年時居留期限已為3年。因此，
筆者推定1963年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時，居住期限由1年改為3年。另外，
1997年7月，由於「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的修改，韓國華僑的居住期間由3年延長
為5年。2002年後，韓國採取「永居權」制度，很多華僑取得「永居權」，不必因居留而
延長「居留簽證」。

75   1968年修正「外國人土地法」，外國人可所有50坪以下的商業用土地，以及200坪以下
的居住用土地。

76   在外交部文件中，亦列舉以上各國的對華僑的法律制裁之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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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77韓方尤其對華僑經濟活動抱持疑慮。

伍、「中韓友好條約」與雙方的利益衝突

由「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華民國與韓國利益

衝突的一面。中華民國追求的是政治考量，韓國追求的則是實質利益考量。

其中，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則是韓國政府考慮國家利益時的最重要因素。

一、政治考量與利益考量的衝突

分析中華民國與韓國的外交檔案，可知當初兩國對友好條約彼此有所誤

解：韓國以為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目的在於「保護韓國華僑」。由於駐

韓大使館是負責管理、保護韓國華僑的窗口，每當韓國發佈有關華僑的法令

時，華僑往往訴之於大使館，希望政府能夠保護他們的權益。最初駐韓大使

館亦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向外交部提議應與韓方簽定「通商航海條約」，

但是事實上外交部在意的是「政治效果」，而非保護華僑。中華民國外交部

方面並未察覺到韓國極為在意華僑問題，並以此做為談判前提；相對地，韓

國也誤解了中華民國的企圖，認為此舉係嘗試爭取實質權益。換言之，中華

民國外交部重視政治意義過於實際需要；78而韓國外交部恰恰相反，重視

實際需要超過政治意義，韓國政府所考慮的最主要實際因素則是如何有效管

理韓國華僑。

77   1962年韓國外交部曾分析簽訂友好條約的其他缺點如下：⑴簽訂同條約後，對中國人發
生問題，產生法律牽制的必要時，兩國間的友好關係有可能導致比現在更壞的影響。⑵韓

國華僑的人數（約2萬5千人），遠高於中國居住的韓國僑胞（約550人），實際上導致韓
國華僑得到利益之結果。⑶韓國政府先積極與印尼、印度、緬甸等中立國家建立外交關

係，若建立外交關係之後有考慮的餘地，但現在締結同條約，時機上並不適合。⑷基於國

際政治面的考量，韓國與中國透過新的條約，進入同生共死的關係，還是韓國超越中國的

命運，採取獨自的外交路線，考慮其利害得失，損失多於利益。參考：〈韓中友好條約（日

期：不詳）〉（外務部，1952–1965a: 151–157）。
78   〈案由：駐韓大使館吳參事函稱韓國李承晚自再度當選總統後，躊躇滿志，且以我對韓國
此次政潮始終抱不介入態度，對我感情甚佳，似可趁機促使韓政府與我早日訂立友好條

約〉（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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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韓國並於同年2月起，將一年分為四期，且在每期

開始之前，發表本期進出口之商品種類及數量，分配給各貿易公司。671949

年6月13日，韓國又發佈「對外貿易與其他交易之外匯辦理規則」，規定進

口所用的外匯，僅能利用出口所獲得的外匯，禁止使用其他來源的外匯。68

韓國透過上述方法，一方面有意平衡國際收支；另一方面，企圖對華僑

貿易加以限制。由於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貿易公司的進口商品必須獲

得政府的分配，因此，各方開始激烈競爭這些外匯的配額。「進出口分配制

度」初期是由先後順序，來決定所獲得分配的公司，但後期則改以出口業績

為標準。當時由於韓國物資相當缺乏，進口的收益性較高，出口收益性較

低。所以，出口業績較好的公司，往往可以獨占受益性較高的進口商品；相

反地，出口業績較差的公司，因為無法進口收益性較高的商品，經常有面臨

倒閉之危機。（車喆旭，1993: 95）韓國的華僑貿易公司情況也是如此。

當時韓國華僑貿易主要係以進口為主，出口貿易的業績並不理想。再加

上鎢、高麗人蔘等一類受益性較高的重要出口品，由韓國實施專賣，受到政

府的管制。相較於華僑的情況，韓國貿易業者可以利用其人脈關係，獲得政

府的支持，因此也較易獲得這種出口專賣品。（車喆旭，1993: 99）

誠如上述，「進出口分配制度」與外匯政策是相互連貫的政策。當實施

「進出口分配制度」後，想要進口物品，必須先獲得美金，但出口業績較低的

華僑業者，經常無法從韓國政府手中獲得充分的美金，因此必須在黑市出2

至3倍的匯價購買美金，以利進行貿易。69由於韓國華僑商人逐漸無法承擔

這種壓力，導致貿易業績一年不如一年。此外，中國的共產化與韓戰爆發，

67   四期分法為，4月—6月、7月—9月、10月—12月、翌年的1月—3月。1953年之後，
將一年分為兩期。

68   第8條「進口業者從外國進口物品時，通關後30天內將該進口許可書中記載的外匯金額，
以一般匯率計算後，圓貨預存於朝鮮換金銀行⋯[後略]」。

   第9條「依照前條的規定，僅在左列的情況承認預存金的提款。1.在外國進行進口，需在
國內購買出口許可品。2.出口業者繳付營業費、其他所需的費用。3.財務部長官認定有必
要時。⋯[後略]」

69   1950年代當時存在多種匯率，政府公定匯率低於黑市的1/2至1/4。有關當時的公定匯率
與黑市匯率，參考：金洛年，2004: 20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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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56（미국무성，1984: 85）

由表 3與表 4的陳列可知，朝鮮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商業貿易主要以

日本為中心，基本上附屬於日本的狀態。以 1944年為例，朝鮮對日本的出

口占 79.26%，進口則占 80.47%。

表 3：朝鮮的地區別出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 中　國 香　港  州　國 日　本 其　他 總　額

1940
39,160

( 4.13%)
303

( 0.03%)
147,033

(15.51%)
741,424

(78.23%)
59,049

( 6.23%)
947,809

(100%）

1941
42,145

( 4.33%)
273

( 0.03%)
131,131

(13.47%)
788,733

(81.05%)
10,916

( 1.12%)
973,198

(100%)

1942
42,405

( 4.49%)
—

—

144,793
(15.33％ )

752,287
(79.63%)

5,237
( 0.55%)

944,722
(100%)

1943
47,646

( 6.76%)
330

( 0.05%)
135,784

(19.26%)
512,907

(72.75%)
8,340

( 1.18%)
705,007

(100%)

1944
35,020

( 3.81%)
90

( 0.01%)
151,027

(16.42%)
728,836

(79.26%)
4,629

( 0.50%)
919,602

(100%)

1945
25,454

(35.90%)
—

—

45,444
(64.10%)

—

—

0
( 0.00%)

70,898
(100%)

1946
38,863

(81.41%)
—

—

—

—

8,874
(18.59%)

0
( 0.00%)

47,737
(100%)

1947
255,224

(22.97%)
465,405

(41.89%)
—

—

—

—

390,504
(35.14%)

1,111,133
(100%)

1948
179,496

( 2.49%)
5,501,371
(76.45%)

—

—

1,094,636
(15.21%)

420,244
( 5.84%)

7,195,74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 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 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56   李鍾元指示，美軍政廳對非遵守不可的一連串「SWNCC」文件內容，多以漠視或不執行
關鍵部分的方式處裡。相對而言，從日本經濟獨立的經濟政策，較嚴密遵守。（李鍾元，

199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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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反共同盟的宣傳效果。86但在 1970年代後，「中韓友好條約」是否仍

繼續具有「政治性效果」，筆者感到懷疑。因為此後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明顯

轉變，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等，國際形勢有著極大幅度的轉變。面對這種

變化，韓國採取順應時勢變化之態度，首先在 1972年發表「七．四南北共

同聲明」，改善南北韓關係；1973年則發表對「不同理念與體制的國家」開

放門戶的政策。韓國與中華民國間的反共同盟，明顯出現裂痕。

二、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與韓國的利益衝突

韓國華僑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不會造成韓國的威脅。以外國人身分居

住韓國的華僑，既不具有參政權，也無法從事社會地位較高的職業，例如，

國家公務員或地方公務員，以及律師、會計師、國立大學教授等。從事這些

職業皆必須提交韓國的戶籍謄本與身份證明書，但華僑不具有這些證件。87

（王恩美，2008: 245–246）因此，韓國華僑難以在政治上發生影響力。

在意識形態方面，韓國華僑採取堅定的反共立場。韓國華僑在韓戰時經

歷直接或間接與中共為敵作戰的過程。因此，加強了韓國華僑對中華民國的

向心力與反共立場。另外，中華民國政府為強化對華僑的向心力，積極推展

對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而韓國華僑為鞏固華僑社會的穩定發展，亦積極吸

收政府的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因此，韓國華僑學校皆按照中華民國國內的

課程標準編製課程表，上課用的課本亦與中華民國相同，華僑學校中也實施

反共教育。少數族群的韓國華僑亦為自己生命安全，積極向韓國政府表示反

共立場。88因此，韓國華僑的意識形態不會造成韓國政府的疑慮。

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是「中韓友好條約」的最大障礙因素。但事實上，

1950年代以後的韓國華僑，已無法威脅到韓國經濟，加上有關居住、出入

境、土地所有權等各項權利，都受到嚴格限制，華僑勢力相當衰弱。然而，

86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後，台灣的《中央日報》報導：「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今日簽訂了一
項正式加強兩國兄弟之邦的友好關係的親善友好條約」，宣傳兩國的「反共聯合」、「兄弟

之邦」的關係。參考〈中韓友好條約昨在漢城簽訂〉（不著撰人，1964b）。
87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1990年代末期後逐漸被放寬。
88   有關韓國華僑的反共立場，詳細內容參考：王恩美，2008第三章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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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同意紀錄」時，卻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向「政策委員會」說明「中韓友好條約」之經過時，表示對

在韓國華僑待遇方面，韓國達到滿意的談判，設立了滿意的規定，使韓國華

僑之待遇受於韓國國內法之限制。83

韓國的態度與中華民國有極大的差異。當韓國外交部將「中韓友好條約」

內容送至國會接受審查時，條約之外「同意紀錄」也以附件方式傳閱，強調

已確保適用第五條內容時，關於維持公共秩序、公眾健康、保護道德及安

全，政府所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韓國政府主張該項條約對韓國有利，應以

批准為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政府在送交國會審查「中韓友好條約」

之附件中，還特意列出 1957年草案之第五、六條，以及 1964年簽約之第五

條，形成強烈的對比。84最後，「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更於 1965年

11月 10日通過韓國國會批准後，同年 12月 3日刊登於韓國的《官報》。85

根據上述，可知韓國對「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的看法與處理

方式，並沒有將「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解釋為「最惠國待遇」。然而，

韓國關於韓國華僑受國內法之要求，以及設下「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之限制，則感到非常滿意。對韓國政府來說，「同意紀錄」是條約

的一部分，具有與條約相同的拘束力。韓國對此處理態度，明顯與中華民國

對「同意紀錄」之解釋不同，形成強烈對比。透過韓國處理「同意紀錄」的

過程，可以看出韓國政府相當重視實質國家利益。

1960年代可說是中華民國與韓國關係最為緊密的時候。不僅雙方官員

與軍部高層的互訪頻率甚高，連大統領朴正熙本人也曾在 1966年時親訪中

華民國。因此，當時「中韓友好條約」確實成為兩國政治合作的象徵，具有

83   〈한．중 우호 조약 국회 비준 동의 제안 설명서（日期：1965年 4月 22日）〉（外務部，
1952–1965b: 182）。本條約於 1965年 11月 10日獲韓國國會批准，1965年 12月 3日在台
北正式交換批准書，正式生效。

84   〈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의 우호조약에 관한 비준 동의안〉（國會事務處，1965a: 204–
205）；〈부록〉（國會事務處，1965b: 201–206）。

85   〈한．중 우호 조약，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 간의 우호조약〉，官報，4212（1965年 12
月 3日），頁 2071–2074（公報部，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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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朝鮮的地區別進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 中　國 香　港  州　國 日　本 其　他 總　額

1940 —

—

—

—

—

—

1,335,716
(86.94%)

200,651
(13.06%)

1,536,367
(100%)

1941
38,833

( 2.56%)
76

( 0.01%)
73,945

( 4.87%)
1,360,994
(89.58%)

45,491
( 2.99%)

1,519,339
(100%)

1942
29,257

( 1.96%)
46

( 0.00%)
83,415

( 5.60%)
1,360,994
(92.19%)

3,691
( 0.25%)

1,490,884
(100%)

1943
37,800

( 2.80%)
—

—

146,922
(10.90%)

1,135,699
(84.27%)

27,254
( 2.02%)

1,347,675
(100%)

1944
26,555

( 2.78%)
21

( 0.00%)
158,894
(16.62%)

769,179
(80.47%)

1,246
( 0.13%)

955,895
(100%)

1945
57,146

(46.78%)
7

( 0.01%)
64,114

(52.48%)
—

—

902
( 0.74%)

122,169
(100%)

1946
159,205

(94.54%)
—

—

—

—

8,054
( 4.78%)

1,147
( 0.68%)

168,406
(100%)

1947
672,279

(32.20%)
148,056

( 7.09%)
—

—

10,361
( 0.50%)

1,257,429
(60.22%)

2,088,125
(100%)

1948
1,214,972
(13.72%)

1,396,521
(15.77%)

—

—

461,583
( 5.21%)

5,784,381
(65.31%)

8,857,45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 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 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為了改變這種長期依賴日本的經濟體制，美軍實施管制貿易政策，排除

與日本的貿易關係，結果造成韓國對中國與香港的貿易量急速增加。如同表

4所示，1946年韓國對中國的進口額增加到 94.54%。由此可見，戰後韓國

的貿易重心由日本轉變為中國與香港。57這固然是受到韓國內部混亂與物

57   香港扮演中介貿易地的角色。經由香港歐洲與東南亞的商品進口韓國，韓國的商品也經由
香港出口至歐洲與東南亞地區。（韓國貿易協會，1972: 228）另外，由中國進口品以工業
原料、生橡膠、染料、布類、花生、玻璃、紙等生活用品為主。向中國的出口品以海鮮

類、牛皮類、毛皮類為主。（李正熙，20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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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韓國外交部長李東元提出上述內容的口頭聲述，並書寫成文字後，53「中

韓友好條約」於 1964年 11月 27日正式簽訂。54

韓國雖然沒有能夠獲得「同意紀錄」之再簽署，可是卻得以公開「同意

紀錄」之內容。「同意紀錄」由此具有與國內法相同的地位，遂能將「同意

紀錄」運用於韓國華僑的身上，達到了韓國政府的最終目的。

肆、韓國政府重視「韓國華僑問題」的背景

如前所述，至少 1964年之前，韓國所以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的

最大因素，乃在有關「韓國華僑問題」，並且對韓國華僑存有相當的疑慮。

我們也不得不感到疑問：韓國為何如此地在意韓國華僑，希望限制他們的權

益，且不願給予經濟活動的自由？為了追索箇中緣故，有必要從戰後，關於

韓國境內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對華僑的疑慮開始談起。

一、戰後初期韓國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的疑慮

戰後，朝鮮半島因政治情勢的變化，分裂為南北兩部，38度線以南地

區由美軍負責統治管理。美軍在治理韓國期間，對韓國的經濟政策是以迅速

斷絕與日本的關係為主要方向。這主要由美國政府「向美軍佔領朝鮮地區之

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的有關民政之基本指令（SWNCC176/8）」傳達美軍，

關於統治韓國政策的各項基本方針。55（미국무성，1984: 84–103）值得留

心的是其中的第三條規定：為了達成朝鮮建立成為一個自由、獨立國家的目

標，「從朝鮮人的經濟、政治生活中，逐漸驅除日本控制」，並「使朝鮮從日

本政治、行政中完全分離出來，且從日本社會、經濟及金融控制中解放朝

53   〈중국측「후」참사관 적선 부분의 삭제를 요구함（日期：1964年 11月 26日）〉（外務部，
1952–1965b: 131）。

54   〈關於簽署中韓友好條約事報請核轉立法院審議由（日期：1964年 12月 9日）〉（外交部，
1964–1966c）。

55   1945年 10月，美國國務、陸軍、海軍三省調整委員會，針對美軍占領朝鮮地區內的民間
事務，向朝鮮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下達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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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嚴重不足所致；（李鍾元，1993: 17–18）但是，正因為如此，無形中也

對韓國華僑造成有利的貿易環境。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當局（朝鮮總督府）曾對華僑設下許多的經

濟限制，因此華僑的經濟勢力毋寧變得相當虛弱。但是由於上述美軍的經濟

政策，華僑扭轉局勢，可多方利用殖民時期的貿易網路，迅速成為朝鮮貿易

的中心力量。所以，透過對中國貿易的獨占，華僑的經濟得以有大幅度的成

長。可以說，戰後初期正是韓國華僑經濟發展的黃金期。

以結束日本殖民統治、要求建立自己國家為目標的朝鮮人而言，不管是

政治或是經濟方面，都主張必須以朝鮮人做為國家的主體。一旦華僑獨占韓

國貿易，並擴張其經濟力量，無疑對朝鮮人來說是一嚴重的威脅。因此，韓

國的報章媒體，均大力宣傳應該阻止華僑經濟力量之擴張，並進而塑造韓國

華僑的負面印象。

對於華僑貿易業方面的疑慮，尤其最能展現韓國媒體的態度。譬如經常

在言論中，韓國媒體對允許華僑貿易，大都抱持否定的語氣：「韓國經濟處於

混亂，若允許他們的貿易，他們具有資本力的優勢，貿易恐怕會被獨占」。58

又如韓國的貿易逐漸形成華僑獨占局面時，媒體便形容：「我們的貿易完全

被華商所凌虐」，59不滿情緒，俱在隻字片紙。韓國媒體發現，華僑從事走

私貿易擴大其資本時，60對此也加以抨擊：「黃金是重建朝鮮經濟的重要通

貨」，但由於「中國人的走私貿易，大量的金銀被流出」，這可是「出賣國家

的重大犯罪」。61

不僅如此，媒體更表示，在海外歸國的朝鮮人日益增加之際，若繼續增

加從中國來的移民，可能會造成重大的民生問題。因此，對於來自中國的移

民，媒體也採取相當強烈批判的態度。62其次，媒體也堅稱：非法入境的

58   〈中國人에貿易許可는不可〉（不著撰人，1946a）。
59   〈貿易거이華商이獨占〉（不著撰人，1948c）。
60   1946年至 1948年被揭發 160件走私出口貿易，以及 463件走私進口貿易，其中華僑所占
比重，前者為 37件（23％），後者為 85件（18.4％）（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I–61）。

61   〈中國人密貿易에　金銀이多量流出、賣國的密商處斷緊急〉（不著撰人，1946b）。
62   〈朝鮮은樂土란말인가、仁川中國人移民上陸急増〉（不著撰人，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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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均主張必須閱讀「同意紀錄」才能審查。歷經商議結果，決定將「同

意紀錄」內容送達立法院，召開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

紀錄」。79在 1965年 1月 26日所召開的秘密會議中，外交部仍然強調「中

韓友好條約」是規定原則的政治性條約，「同意紀錄」則為雙方彼此所獲得

之一種諒解，既非構成本條約之不可分割之部分，故無須批准。80

值得注意的是，另據外交部的說明，條約中所講的雙方對於彼此國民，

給予「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此即兩國政府「最惠國待遇」。此外，又強

調「同意紀錄」的內容也可見於其他友好條約中，如同美國與義大利、韓國

與美國所簽訂的友好條約；友好條約若採取列舉方式，就成為「同意紀錄」

相同的規定。外交部也強調，「同意紀錄」對於僑民在韓國所享受基本權益，

並無損害，既無限制，也沒有拘束力。81

「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就在此秘密會議中順利通過。但中華

民國外交部完全沒有提出，「韓國華僑問題」才是韓國長期以來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之最主要考量，也沒有提及中華民國在其僑民權益上做出很大

的讓步，反而主張國家的基本權益無損害。而且，會議中更沒有說明韓國後

來要求公開「同意紀錄」，而中華民國為此做出讓步之過程。

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強調為「政治性之效果」，為此甚至不惜犧牲韓國華

僑的權益，使「中韓友好條約」變成無實質內容的空洞條約，外交部對這一

點上也有所認知。例如在立法院的外交委員會，委員鄧公玄借用外交部次長

的說法，向其他立委們說明：「這個條約實在講是一般原則的規定，可以說

是相當空洞，許多詳細的事情都沒有列舉，不過有了這個條約以後，我們與

韓國方面起碼在政治方面進一步達到合作」。82中華民國雖然片面認為「同

意紀錄」並非「中韓友好條約」之一部分、不具拘束力，但韓國政府國內解

79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126）。
80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 1月 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1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 1月 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2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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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仍未放棄對其管制。從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理由可知，韓國至

少在 1960年代，依舊對韓國華僑抱著「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

「犯罪」等負面印象和警戒心。對韓國而言，必須優先考慮的是保障本國國

民的利益，為此甚至不惜犧牲華僑之利益，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必

須壓抑華僑勢力的成長，以免造成對國家的威脅。

所以，韓國無法接受 1957年草案中保障華僑的「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各項自由。在 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更將華僑權益縮小為不含

有實際內容的「不低於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但是，韓國似乎並不滿足於此，

甚至對華僑提出「公共秩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之限制，並且透

過「同意紀錄」的方式，成功達到此企圖。

「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而言，無疑是令人滿意的結果。不僅是政府如

此，連韓國媒體對「中韓友好條約」所強調的內容，也是針對華僑所加設的

限制。譬如《韓國日報》中便提到：「我們政府在此條款中，為防備『不知

熄火的中國人商魂』，在條約中刪除『商行為』等用語，實質問題基於國內

法處理，另外以非正式的『諒解事項』之名義，設下多層的防備⋯ [中略] ⋯

再加上，由於在韓華僑三萬五千名，是駐韓外國人中占最多數，他們的商業

行為有可能對國內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 [韓國政府] 無法馬上回應中

國的提議⋯ [中略] ⋯由於中國對『華僑地位問題』做出很大的讓步，[本

條約] 才得以締結」。89從此一新聞的敘述語調中可以看出，韓國朝野基本

上都對華僑的經濟潛力深具戒心，而同聲共氣地支持對華僑加以限制。

陸、結論

1964年簽訂的「中韓友好條約」，象徵戰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基於反共友

好同盟關係而來的成就。但是其幕後，卻隱藏著中華民國與韓國之間的矛盾

89   〈韓中友好條約（全文）、화교엔외국인대우、외국과 맺은 첫 우호조약〉（不著撰人，
19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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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多數從事販賣毒品或進口禁止商品，強化了國內經濟之混亂，應

該設法取締這些非法入境的中國人。63另外，我們由《朝鮮日報》的新聞

標題：「華商的狡猾手段促使朝鮮人遭受不幸、貿易損失、對攪亂經濟應有

警戒」，64可以充分了解當時韓國媒體對華僑抱持疑慮的態度。可以說，戰

後初期，在韓國的華僑已被刻畫為「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犯

罪」等各類負面印象。65

然而，直到1948年韓國政府成立後，基於對華僑的警戒，開始加強對

華僑實施經濟制裁，使得他們的經濟力量遭受打擊，逐漸衰退。

二、韓國政府對華僑的打壓與華僑經濟的衰退

韓國政府為了管制外國人的居住與出入境，1949年11月公布「有關外

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人，必須1年1次為期，

辦理延長其滯留期間；又規定在韓國的外國人，必須獲得韓國外務部長的許

可才能出國。66

另方面，韓國政府採取不利於華僑的貿易政策。1948年2月，朝鮮銀行

發表「外匯預存制度」，對外的民間貿易由物物交換，轉變為外匯中心，（尹

章奎，1975: 447）並在1949年1月25日，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為了

63   〈經濟攪亂하는中國人不法入國을嚴重團束〉（不著撰人，1948a）。
64   〈華商의狡猾한솜씨에朝鮮人、미찌는貿易、經濟攪亂에警戒가緊要〉（不著撰人，

1948b）。
65   而華僑在當時確實獨占對中國的貿易，部分的華僑也有非法入境、從事走私貿易、毒品販
賣等非法情事和犯罪行為，但這並不代表所有華僑皆為如此。這種負面印象已在殖民時期

形成，經過戰後初期更加以強化。

66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居留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9條規定「在
大韓民國滯留30日以上的外國人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許可。滿滯留期限，而繼續滯留時，
申報外務部長官應獲得滯留延長許可」。另外，「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施行令

（1950年3月17日制定）」第9條規定「法第8條的通過期間延長期間許可為15日以內，
滯留延長期間為1年以內，滿期限後更新時也是如此」。因此，韓國華僑必須獲得韓國外
務部長官的許可才能繼續住在韓國，每滿1年必須延長滯留期限，才能繼續居住韓國。韓
國政府對居住外國人出入境的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11條「滯
留於大韓民國的外國人出境時，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出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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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起中華民國積極追求與韓國簽訂友好條約，希望藉此獲取政治

效益。1950年代中華民國面臨「第一次台海危機」與「第二次台海危機」。

然而，蔣介石並未放棄「反攻大陸」，試圖與韓國建立軍事同盟，但1950年

代末期「反攻大陸」的可能性不斷降低，因此企圖藉強化與韓國的關係提高

區域內的地位。進入1960年代，中共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中華民國政府更

加期待簽訂「中韓友好條約」以宣傳亞洲反共陣營的團結，提高台灣人民對

反共的信心與對政府的信賴。

雖然韓國亦企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提升國內反共信心。但是韓國政

府認為「韓國華僑問題」關係國家利益，不能為政治目標犧牲國家實質利益。

韓國華僑持有中華民國國籍，數量上居於在韓外國人的首位，因此，韓國政

府的「外國人政策」主要係針對華僑而來。若改變韓國華僑的政策，意味著

必須調整韓國整體「外國人政策」。因此，韓國政府不願對「韓國華僑問題」

妥協。

對韓國政府而言，中韓雙方的僑民數量差距太大，放寬對華僑的限制，

換取在台韓僑利益，並不代表國家利益。相對而言，在台韓僑數量極少，因

此中華民國政府對韓交涉友好條約時，便很少考慮到如何處理「在台韓僑問

題」，而追求政治效果。

此種兩者的立場，反映在「同意紀錄解釋」問題上，中韓雙方處理「同

意紀錄」問題時，採取完全不同方式。本於1957年草案中規定：在韓國的

中華民國國民的「身體及財產」應得到保障，並享有「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自由；但是1964年簽訂的條約中，僅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權利

及自由，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並由於「同意紀

錄」之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不得危害「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不僅沒有得到具體的保障，反而增加了必須遵守的規定。

因此，中華民國在簽署「中韓友好條約」後，送交立法院進行審查時，

並沒有附上「同意紀錄」以備查。但是，外交委員會向立法院報告時，順帶

提及另有「同意紀錄」，並說明其不是條約之一部分。然而，在場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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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為縮小，轉而以小資本的飲食業為主。72由表7所示，1960年代起韓國

華僑從事飲食業者逐漸增加：由1962年時占36.99％，到1972年則成長為

77.41％，成為華僑職業的第一位，且是壓倒性的第一位。73

韓國政府成立之際，華僑的經濟力量的確龐大，並且構成威脅，使得韓

國政府與民間均對華僑懷有疑慮與戒心，並且形塑出對華僑的負面印象。韓

國政府成立之後，由於設立種種法律限制，使得華僑失去當時的經濟實力，

表7：韓國華僑的職業狀況（1954–1983）

職　業1954年（人）1962年（戶）1972年（戶）1983年（戶）

飲食業4,99722.62%1,63636.99%2,45477.41%1,57076.77%

雜貨店1,0034.54%51011.53%31910.06%1045.09%

工業．工場7363.33%491.11%230.73%100.49%

農　業9334.22%45810.35%822.59%462.25%

醫藥業1030.47%1403.17%1434.51%1426.94%

貿易業1870.85%————40.20%

旅行業——————50.24%

行　商4101.86%3237.30%973.06%——

布　商——————281.37%

公務員．教師1760.80%1523.44%————

其　他13,54561.32%1,15526.11%521.64%1366.65%

合　計22,090100.00%4,423100.00%3,170100.00%2,045100.00%

資料來源：1954：盧冠群，1956: 92–95。
　　　　　1962：具孝慶、金信子，1963: 38。
　　　　　1972：〈韓國華僑職業別統計表〉（僑務委員會第三處編，1972: 25–26）。
　　　　　1983： 《華僑經濟年鑑（民國71–72）》（華僑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編，1983: 293–

294）。

72   韓國華僑之所以轉換成飲食業，主要原因是：韓國政府對飲食業的限制較少，不必與韓國
人競爭之故。（박은경，1984: 133）再加上，飲食業是可以利用小資本經營之行業。因此，
韓國華僑的飲食業，大抵係以家族經營的小規模餐廳為主。

73   1983年後，駐韓大使館並沒有統計韓國華僑的職業，因此無法取得較具公信力的統計數
據。但是位於首爾，規模最大的華僑學校「漢城華僑中學」在學學生家長的職業統計，可

當作一個參考。2002年學生家長親職業統，分別為：飲食業39.31％、廚師15.28％、貿
易9.58％、旅行業6.81％、中醫師．中藥房6.39％等。雖然飲食業比重下降，但仍是最多
華僑從事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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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韓國的地區別進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中國（台灣）香　港日　本美　國其　他總額

194931(21.1%)12(8.2%)19(12.9%)27(18.4%)58(39.5%)147
19505(9.6%)2(3.8%)36(69.2%)5(9.6%)4(7.7%)52
195115(1.2%)218(17.9%)886(72.7%)46(3.8%)53(4.4%)1,218
1952829(11.8%)549(7.8%)4,169(59.2%)796(11.3%)701(10.0%)7,044
19531,094(4.9%)696(3.1%)10,666(47.7%)3,703(16.6%)6,211(27.8%)22,370
19541,273(4.6%)3,110(11.2%)10,612(38.2%)6,126(22.0%)6,664(24.0%)27,785
19552,338(4.8%)6,986(14.5%)7,067(14.6%)16,853(34.9%)15,001(31.1%)48,245
19561,850(5.2%)3,314(9.4%)6,820(19.2%)11,724(33.1%)11,728(33.1%)35,436
1957918(2.4%)2,089(5.5%)8,529(22.5%)14,009(36.9%)12,371(32.6%)37,91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597
5,845
5,458
6,199
7,269

14,994
5,179

(3.7%)
(1.9%)
(1.5%)
(1.9%)
(1.7%)
(2.6%)
(1.2%)

1,312
655

1,410
272
338

6,059
5,923

(3.0%)
(0.2%)
(0.4%)
(0.1%)
(0.1%)
(1.1%)
(1.5%)

10,335
32,372
70,400
69,212

109,171
161,662
110,114

(23.7%)
(10.7%)
(20.5%)
(21.9%)
(25.9%)
(28.9%)
(27.2%)

13,899
147,561
133,746
143,380
220,341
281,748
202,058

(31.9%)
(48.6%)
(38.9%)
(45.4%)
(52.3%)
(50.3%)
(50.0%)

16,421
117,374
132,513
97,079
85,663
95,810
81,077

(37.7%)
(38.6%)
(38.6%)
(30.7%)
(20.3%)
(17.1%)
(20.1%)

43,564
303,807
343,527
316,142
421,782
560,273
404,351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1圜。（圓：圜＝100：1）

貿易網路，因此無法在貿易上形成為一股力量。然而，1950年起日本與美

國的進出口比重逐漸增加，1957年所占比重為49.4%與18.2%。由此可知，

韓國主要貿易對象轉移至日本與美國，尤其日本成為韓國最主要貿易國。71

韓國的貿易市場上，華僑顯然已失去力量，大規模的韓國貿易公司逐漸成為

貿易的核心力量。

貿易業的沒落，意味著韓國華僑的經濟基礎逐漸面臨崩潰，因此經濟規

71   在美軍統治初期，美國對韓國的經濟目標主要是希望脫離日本經濟圈。但是1948年後，
由於美國推動日韓經濟之統合，同時又將日本做為亞洲的反共據點構想逐步具體化，韓國

深感經濟復興及產業建設之必要性，故積極參與美國的計畫。因此，在1949年4月，日
本和韓國共同簽訂「日韓貿易協定」，顯示韓國貿易的對象逐漸移向日本。有關日韓貿易

協定與日韓貿易，參考：車喆旭，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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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韓國外交部長李東元提出上述內容的口頭聲述，並書寫成文字後，53「中

韓友好條約」於1964年11月27日正式簽訂。54

韓國雖然沒有能夠獲得「同意紀錄」之再簽署，可是卻得以公開「同意

紀錄」之內容。「同意紀錄」由此具有與國內法相同的地位，遂能將「同意

紀錄」運用於韓國華僑的身上，達到了韓國政府的最終目的。

肆、韓國政府重視「韓國華僑問題」的背景

如前所述，至少1964年之前，韓國所以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的

最大因素，乃在有關「韓國華僑問題」，並且對韓國華僑存有相當的疑慮。

我們也不得不感到疑問：韓國為何如此地在意韓國華僑，希望限制他們的權

益，且不願給予經濟活動的自由？為了追索箇中緣故，有必要從戰後，關於

韓國境內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對華僑的疑慮開始談起。

一、戰後初期韓國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的疑慮

戰後，朝鮮半島因政治情勢的變化，分裂為南北兩部，38度線以南地

區由美軍負責統治管理。美軍在治理韓國期間，對韓國的經濟政策是以迅速

斷絕與日本的關係為主要方向。這主要由美國政府「向美軍佔領朝鮮地區之

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的有關民政之基本指令（SWNCC176/8）」傳達美軍，

關於統治韓國政策的各項基本方針。55（미국무성，1984: 84–103）值得留

心的是其中的第三條規定：為了達成朝鮮建立成為一個自由、獨立國家的目

標，「從朝鮮人的經濟、政治生活中，逐漸驅除日本控制」，並「使朝鮮從日

本政治、行政中完全分離出來，且從日本社會、經濟及金融控制中解放朝

53   〈중국측「후」참사관 적선 부분의 삭제를 요구함（日期：1964年11月26日）〉（外務部，
1952–1965b: 131）。

54   〈關於簽署中韓友好條約事報請核轉立法院審議由（日期：1964年12月9日）〉（外交部，
1964–1966c）。

55   1945年10月，美國國務、陸軍、海軍三省調整委員會，針對美軍占領朝鮮地區內的民間
事務，向朝鮮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下達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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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嚴重不足所致；（李鍾元，1993: 17–18）但是，正因為如此，無形中也

對韓國華僑造成有利的貿易環境。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當局（朝鮮總督府）曾對華僑設下許多的經

濟限制，因此華僑的經濟勢力毋寧變得相當虛弱。但是由於上述美軍的經濟

政策，華僑扭轉局勢，可多方利用殖民時期的貿易網路，迅速成為朝鮮貿易

的中心力量。所以，透過對中國貿易的獨占，華僑的經濟得以有大幅度的成

長。可以說，戰後初期正是韓國華僑經濟發展的黃金期。

以結束日本殖民統治、要求建立自己國家為目標的朝鮮人而言，不管是

政治或是經濟方面，都主張必須以朝鮮人做為國家的主體。一旦華僑獨占韓

國貿易，並擴張其經濟力量，無疑對朝鮮人來說是一嚴重的威脅。因此，韓

國的報章媒體，均大力宣傳應該阻止華僑經濟力量之擴張，並進而塑造韓國

華僑的負面印象。

對於華僑貿易業方面的疑慮，尤其最能展現韓國媒體的態度。譬如經常

在言論中，韓國媒體對允許華僑貿易，大都抱持否定的語氣：「韓國經濟處於

混亂，若允許他們的貿易，他們具有資本力的優勢，貿易恐怕會被獨占」。58

又如韓國的貿易逐漸形成華僑獨占局面時，媒體便形容：「我們的貿易完全

被華商所凌虐」，59不滿情緒，俱在隻字片紙。韓國媒體發現，華僑從事走

私貿易擴大其資本時，60對此也加以抨擊：「黃金是重建朝鮮經濟的重要通

貨」，但由於「中國人的走私貿易，大量的金銀被流出」，這可是「出賣國家

的重大犯罪」。61

不僅如此，媒體更表示，在海外歸國的朝鮮人日益增加之際，若繼續增

加從中國來的移民，可能會造成重大的民生問題。因此，對於來自中國的移

民，媒體也採取相當強烈批判的態度。62其次，媒體也堅稱：非法入境的

58   〈中國人에貿易許可는不可〉（不著撰人，1946a）。
59   〈貿易거이華商이獨占〉（不著撰人，1948c）。
60   1946年至1948年被揭發160件走私出口貿易，以及463件走私進口貿易，其中華僑所占
比重，前者為37件（23％），後者為85件（18.4％）（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I–61）。

61   〈中國人密貿易에　金銀이多量流出、賣國的密商處斷緊急〉（不著撰人，1946b）。
62   〈朝鮮은樂土란말인가、仁川中國人移民上陸急増〉（不著撰人，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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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均主張必須閱讀「同意紀錄」才能審查。歷經商議結果，決定將「同

意紀錄」內容送達立法院，召開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

紀錄」。79在1965年1月26日所召開的秘密會議中，外交部仍然強調「中

韓友好條約」是規定原則的政治性條約，「同意紀錄」則為雙方彼此所獲得

之一種諒解，既非構成本條約之不可分割之部分，故無須批准。80

值得注意的是，另據外交部的說明，條約中所講的雙方對於彼此國民，

給予「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此即兩國政府「最惠國待遇」。此外，又強

調「同意紀錄」的內容也可見於其他友好條約中，如同美國與義大利、韓國

與美國所簽訂的友好條約；友好條約若採取列舉方式，就成為「同意紀錄」

相同的規定。外交部也強調，「同意紀錄」對於僑民在韓國所享受基本權益，

並無損害，既無限制，也沒有拘束力。81

「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就在此秘密會議中順利通過。但中華

民國外交部完全沒有提出，「韓國華僑問題」才是韓國長期以來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之最主要考量，也沒有提及中華民國在其僑民權益上做出很大

的讓步，反而主張國家的基本權益無損害。而且，會議中更沒有說明韓國後

來要求公開「同意紀錄」，而中華民國為此做出讓步之過程。

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強調為「政治性之效果」，為此甚至不惜犧牲韓國華

僑的權益，使「中韓友好條約」變成無實質內容的空洞條約，外交部對這一

點上也有所認知。例如在立法院的外交委員會，委員鄧公玄借用外交部次長

的說法，向其他立委們說明：「這個條約實在講是一般原則的規定，可以說

是相當空洞，許多詳細的事情都沒有列舉，不過有了這個條約以後，我們與

韓國方面起碼在政治方面進一步達到合作」。82中華民國雖然片面認為「同

意紀錄」並非「中韓友好條約」之一部分、不具拘束力，但韓國政府國內解

79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126）。
80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1月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1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1月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2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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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仍未放棄對其管制。從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理由可知，韓國至

少在1960年代，依舊對韓國華僑抱著「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

「犯罪」等負面印象和警戒心。對韓國而言，必須優先考慮的是保障本國國

民的利益，為此甚至不惜犧牲華僑之利益，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必

須壓抑華僑勢力的成長，以免造成對國家的威脅。

所以，韓國無法接受1957年草案中保障華僑的「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各項自由。在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更將華僑權益縮小為不含

有實際內容的「不低於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但是，韓國似乎並不滿足於此，

甚至對華僑提出「公共秩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之限制，並且透

過「同意紀錄」的方式，成功達到此企圖。

「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而言，無疑是令人滿意的結果。不僅是政府如

此，連韓國媒體對「中韓友好條約」所強調的內容，也是針對華僑所加設的

限制。譬如《韓國日報》中便提到：「我們政府在此條款中，為防備『不知

熄火的中國人商魂』，在條約中刪除『商行為』等用語，實質問題基於國內

法處理，另外以非正式的『諒解事項』之名義，設下多層的防備⋯[中略]⋯

再加上，由於在韓華僑三萬五千名，是駐韓外國人中占最多數，他們的商業

行為有可能對國內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韓國政府]無法馬上回應中

國的提議⋯[中略]⋯由於中國對『華僑地位問題』做出很大的讓步，[本

條約]才得以締結」。89從此一新聞的敘述語調中可以看出，韓國朝野基本

上都對華僑的經濟潛力深具戒心，而同聲共氣地支持對華僑加以限制。

陸、結論

1964年簽訂的「中韓友好條約」，象徵戰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基於反共友

好同盟關係而來的成就。但是其幕後，卻隱藏著中華民國與韓國之間的矛盾

89   〈韓中友好條約（全文）、화교엔외국인대우、외국과 맺은 첫 우호조약〉（不著撰人，
19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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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多數從事販賣毒品或進口禁止商品，強化了國內經濟之混亂，應

該設法取締這些非法入境的中國人。63另外，我們由《朝鮮日報》的新聞

標題：「華商的狡猾手段促使朝鮮人遭受不幸、貿易損失、對攪亂經濟應有

警戒」，64可以充分了解當時韓國媒體對華僑抱持疑慮的態度。可以說，戰

後初期，在韓國的華僑已被刻畫為「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犯

罪」等各類負面印象。65

然而，直到 1948年韓國政府成立後，基於對華僑的警戒，開始加強對

華僑實施經濟制裁，使得他們的經濟力量遭受打擊，逐漸衰退。

二、韓國政府對華僑的打壓與華僑經濟的衰退

韓國政府為了管制外國人的居住與出入境，1949年 11月公布「有關外

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人，必須 1年 1次為期，

辦理延長其滯留期間；又規定在韓國的外國人，必須獲得韓國外務部長的許

可才能出國。66

另方面，韓國政府採取不利於華僑的貿易政策。1948年 2月，朝鮮銀行

發表「外匯預存制度」，對外的民間貿易由物物交換，轉變為外匯中心，（尹

章奎，1975: 447）並在 1949年 1月 25日，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為了

63   〈經濟攪亂하는中國人不法入國을嚴重團束〉（不著撰人，1948a）。
64   〈華商의狡猾한솜씨에朝鮮人、미찌는貿易、經濟攪亂에警戒가緊要〉（不著撰人，

1948b）。
65   而華僑在當時確實獨占對中國的貿易，部分的華僑也有非法入境、從事走私貿易、毒品販
賣等非法情事和犯罪行為，但這並不代表所有華僑皆為如此。這種負面印象已在殖民時期

形成，經過戰後初期更加以強化。

66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居留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 9條規定「在
大韓民國滯留 30日以上的外國人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許可。滿滯留期限，而繼續滯留時，
申報外務部長官應獲得滯留延長許可」。另外，「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施行令

（1950年 3月 17日制定）」第 9條規定「法第 8條的通過期間延長期間許可為 15日以內，
滯留延長期間為 1年以內，滿期限後更新時也是如此」。因此，韓國華僑必須獲得韓國外
務部長官的許可才能繼續住在韓國，每滿 1年必須延長滯留期限，才能繼續居住韓國。韓
國政府對居住外國人出入境的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 11條「滯
留於大韓民國的外國人出境時，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出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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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起中華民國積極追求與韓國簽訂友好條約，希望藉此獲取政治

效益。1950年代中華民國面臨「第一次台海危機」與「第二次台海危機」。

然而，蔣介石並未放棄「反攻大陸」，試圖與韓國建立軍事同盟，但 1950年

代末期「反攻大陸」的可能性不斷降低，因此企圖藉強化與韓國的關係提高

區域內的地位。進入 1960年代，中共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中華民國政府更

加期待簽訂「中韓友好條約」以宣傳亞洲反共陣營的團結，提高台灣人民對

反共的信心與對政府的信賴。

雖然韓國亦企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提升國內反共信心。但是韓國政

府認為「韓國華僑問題」關係國家利益，不能為政治目標犧牲國家實質利益。

韓國華僑持有中華民國國籍，數量上居於在韓外國人的首位，因此，韓國政

府的「外國人政策」主要係針對華僑而來。若改變韓國華僑的政策，意味著

必須調整韓國整體「外國人政策」。因此，韓國政府不願對「韓國華僑問題」

妥協。

對韓國政府而言，中韓雙方的僑民數量差距太大，放寬對華僑的限制，

換取在台韓僑利益，並不代表國家利益。相對而言，在台韓僑數量極少，因

此中華民國政府對韓交涉友好條約時，便很少考慮到如何處理「在台韓僑問

題」，而追求政治效果。

此種兩者的立場，反映在「同意紀錄解釋」問題上，中韓雙方處理「同

意紀錄」問題時，採取完全不同方式。本於 1957年草案中規定：在韓國的

中華民國國民的「身體及財產」應得到保障，並享有「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自由；但是 1964年簽訂的條約中，僅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權利

及自由，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並由於「同意紀

錄」之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不得危害「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不僅沒有得到具體的保障，反而增加了必須遵守的規定。

因此，中華民國在簽署「中韓友好條約」後，送交立法院進行審查時，

並沒有附上「同意紀錄」以備查。但是，外交委員會向立法院報告時，順帶

提及另有「同意紀錄」，並說明其不是條約之一部分。然而，在場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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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為縮小，轉而以小資本的飲食業為主。72由表 7所示，1960年代起韓國

華僑從事飲食業者逐漸增加：由 1962年時占 36.99％，到 1972年則成長為

77.41％，成為華僑職業的第一位，且是壓倒性的第一位。73

韓國政府成立之際，華僑的經濟力量的確龐大，並且構成威脅，使得韓

國政府與民間均對華僑懷有疑慮與戒心，並且形塑出對華僑的負面印象。韓

國政府成立之後，由於設立種種法律限制，使得華僑失去當時的經濟實力，

表 7：韓國華僑的職業狀況（1954–1983）

職　業 1954年（人） 1962年（戶） 1972年（戶） 1983年（戶）

飲食業 4,997 22.62% 1,636 36.99% 2,454 77.41% 1,570 76.77%

雜貨店 1,003 4.54% 510 11.53% 319 10.06% 104 5.09%

工業．工場 736 3.33% 49 1.11% 23 0.73% 10 0.49%

農　業 933 4.22% 458 10.35% 82 2.59% 46 2.25%

醫藥業 103 0.47% 140 3.17% 143 4.51% 142 6.94%

貿易業 187 0.85% — — — — 4 0.20%

旅行業 — — — — — — 5 0.24%

行　商 410 1.86% 323 7.30% 97 3.06% — —

布　商 — — — — — — 28 1.37%

公務員．教師 176 0.80% 152 3.44% — — — —

其　他 13,545 61.32% 1,155 26.11% 52 1.64% 136 6.65%

合　計 22,090 100.00% 4,423 100.00% 3,170 100.00% 2,045 100.00%

資料來源：1954：盧冠群，1956: 92–95。
　　　　　1962：具孝慶、金信子，1963: 38。
　　　　　1972：〈韓國華僑職業別統計表〉（僑務委員會第三處編，1972: 25–26）。
　　　　　1983： 《華僑經濟年鑑（民國 71–72）》（華僑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編，1983: 293–

294）。

72   韓國華僑之所以轉換成飲食業，主要原因是：韓國政府對飲食業的限制較少，不必與韓國
人競爭之故。（박은경，1984: 133）再加上，飲食業是可以利用小資本經營之行業。因此，
韓國華僑的飲食業，大抵係以家族經營的小規模餐廳為主。

73   1983年後，駐韓大使館並沒有統計韓國華僑的職業，因此無法取得較具公信力的統計數
據。但是位於首爾，規模最大的華僑學校「漢城華僑中學」在學學生家長的職業統計，可

當作一個參考。2002年學生家長親職業統，分別為：飲食業 39.31％、廚師 15.28％、貿
易 9.58％、旅行業 6.81％、中醫師．中藥房 6.39％等。雖然飲食業比重下降，但仍是最多
華僑從事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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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韓國的地區別進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 中國（台灣） 香　港 日　本 美　國 其　他 總額

1949 31 (21.1%) 12 ( 8.2%) 19 (12.9%) 27 (18.4%) 58 (39.5%) 147
1950 5 ( 9.6%) 2 ( 3.8%) 36 (69.2%) 5 ( 9.6%) 4 ( 7.7%) 52
1951 15 ( 1.2%) 218 (17.9%) 886 (72.7%) 46 ( 3.8%) 53 ( 4.4%) 1,218
1952 829 (11.8%) 549 ( 7.8%) 4,169 (59.2%) 796 (11.3%) 701 (10.0%) 7,044
1953 1,094 ( 4.9%) 696 ( 3.1%) 10,666 (47.7%) 3,703 (16.6%) 6,211 (27.8%) 22,370
1954 1,273 ( 4.6%) 3,110 (11.2%) 10,612 (38.2%) 6,126 (22.0%) 6,664 (24.0%) 27,785
1955 2,338 ( 4.8%) 6,986 (14.5%) 7,067 (14.6%) 16,853 (34.9%) 15,001 (31.1%) 48,245
1956 1,850 ( 5.2%) 3,314 ( 9.4%) 6,820 (19.2%) 11,724 (33.1%) 11,728 (33.1%) 35,436
1957 918 ( 2.4%) 2,089 ( 5.5%) 8,529 (22.5%) 14,009 (36.9%) 12,371 (32.6%) 37,91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597
5,845
5,458
6,199
7,269

14,994
5,179

( 3.7%)
( 1.9%)
( 1.5%)
( 1.9%)
( 1.7%)
( 2.6%)
( 1.2%)

1,312
655

1,410
272
338

6,059
5,923

( 3.0%)
( 0.2%)
( 0.4%)
( 0.1%)
( 0.1%)
( 1.1%)
( 1.5%)

10,335
32,372
70,400
69,212

109,171
161,662
110,114

(23.7%)
(10.7%)
(20.5%)
(21.9%)
(25.9%)
(28.9%)
(27.2%)

13,899
147,561
133,746
143,380
220,341
281,748
202,058

(31.9%)
(48.6%)
(38.9%)
(45.4%)
(52.3%)
(50.3%)
(50.0%)

16,421
117,374
132,513
97,079
85,663
95,810
81,077

(37.7%)
(38.6%)
(38.6%)
(30.7%)
(20.3%)
(17.1%)
(20.1%)

43,564
303,807
343,527
316,142
421,782
560,273
404,351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 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 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 1圜。（圓：圜＝100：1）

貿易網路，因此無法在貿易上形成為一股力量。然而，1950年起日本與美

國的進出口比重逐漸增加，1957年所占比重為 49.4%與 18.2%。由此可知，

韓國主要貿易對象轉移至日本與美國，尤其日本成為韓國最主要貿易國。71

韓國的貿易市場上，華僑顯然已失去力量，大規模的韓國貿易公司逐漸成為

貿易的核心力量。

貿易業的沒落，意味著韓國華僑的經濟基礎逐漸面臨崩潰，因此經濟規

71   在美軍統治初期，美國對韓國的經濟目標主要是希望脫離日本經濟圈。但是 1948年後，
由於美國推動日韓經濟之統合，同時又將日本做為亞洲的反共據點構想逐步具體化，韓國

深感經濟復興及產業建設之必要性，故積極參與美國的計畫。因此，在 1949年 4月，日
本和韓國共同簽訂「日韓貿易協定」，顯示韓國貿易的對象逐漸移向日本。有關日韓貿易

協定與日韓貿易，參考：車喆旭，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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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華僑貿易衰退的原因之一。70

因此華僑貿易業從 1950年開始衰退。香港是韓國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

國。由表 5與表 6所示可知，香港的進出口比重 1949年占 72.6%，1950年

減少到 19%。另外，1950年後「自由中國」—即台灣地區取代中國大陸，

亦成為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國，但表 5與表 6顯示，對台灣的進出口額比重

相當低。由於上述種種貿易限制，再加上華僑對台灣貿易不具任何可利用的

表 5：韓國的地區別出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 中國（台灣） 香　港 日　本 美　國 其　他 總額

1949 5 (4.4%) 82 (72.6%) 18 (15.9%) 5 ( 4.4%) 3 ( 2.7%) 113
1950 0.7 (0.2%) 62 (19.0%) 246 (75.5%) 16 ( 4.9%) 1.3 ( 0.4%) 326
1951 0.1 (0.0%) 36 ( 7.8%) 384 (83.7%) 38 ( 8.3%) 0.9 ( 0.2%) 459
1952 8 (0.4%) 235 (12.1%) 1,054 (54.1%) 646 (33.1%) 7 ( 0.4%) 1,950
1953 18 (0.5%) 487 (12.2%) 1,497 (37.5%) 1,906 (47.8%) 79 ( 2.0%) 3,987
1954 35 (0.5%) 607 ( 9.1%) 2,199 (32.9%) 3,757 (56.3%) 77 ( 1.2%) 6,675
1955 62 (0.7%) 1,008 (11.1%) 3,531 (39.1%) 3,786 (41.9%) 655 ( 7.2%) 9,042
1956 109 (0.9%) 974 ( 7.7%) 4,285 (33.8%) 5,599 (44.2%) 1,701 (13.4%) 12,668
1957 130 (1.2%) 1,918 (17.0%) 5,582 (49.4%) 2,055 (18.2%) 1,610 (14.3%) 11,295
1958 95 (0.8%) 956 ( 8.3%) 6,916 (60.4%) 1,838 (16.0%) 1,648 (14.4%) 11,453
1959 127 (0.6%) 1,032 ( 5.2%) 12,680 (64.0%) 2,133 (10.7%) 3,830 (19.3%) 19,812
1960 384 (1.1%) 2,726 ( 8.3%) 20,175 (84.6%) 3,647 (11.1%) 5,868 (17.8%) 32,827
1961 530 (1.2%) 7,385 (10.7%) 19,397 (47.4%) 6,821 (16.6%) 6,745 (16.5%) 40,878
1962 1,354 (2.4%) 4,682 ( 8.5%) 23,483 (42.8%) 11,976 (21.8%) 13,318 (24.2%) 54,813
1963 722 (0.8%) 9,120 (10.8%) 24,841 (27.9%) 24,287 (28.6%) 27,832 (32.0%) 86,802
1964 1,946 (1.6%) 11,615 ( 9.7%) 38,159 (32.0%) 35,564 (29.8%) 31,774 (26.6%) 119,058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 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 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 1圜。（圓：圜＝100：1）

70   1949年 10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韓國命令禁止與該地區進行貿易。又由於 1950
年韓戰爆發，韓國成為戰場，使得韓國華僑不僅失去了在韓國既有的資本，更因中國加入

韓戰，為防止貨物流入中國，自 1951年起韓國規定與香港進行貿易，必須事先獲得駐香
港領使館的最終消費地證明與原產地證明書。（車喆旭，2002: 162–163）這項決定也讓韓
國華僑進行香港貿易時產生相當大的限制。

10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950年代起華僑已不足以成為韓國的威脅。但韓國仍基於上述的負面印象，

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之簽訂。

韓國政府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最擔心的是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

韓國政府始終將華僑列為管制對象。1963年 3月，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

管理法」，外國人之居住許可時間雖然延長為 3年，但仍必須得到政府的許

可，才能繼續居住。74另外，由於「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

人在出境時，必須事先獲得「再入國」簽證，在其簽證期間之內，若無入境

則取消在韓國的居住權。再者，韓國在 1961年所公布的「外國人土地法」，

嚴格禁止外國人持有土地。75（정인섭，2004: 182）

根據 1962年韓國外交部對於友好條約缺點的檢討，可具體表現出韓方

對於「韓國華僑問題」的看法：第一，中華民國方面締結友好條約的真意在

於中國人的自由出入境與經濟活動的最惠國民待遇。若簽訂條約，不可避免

多數中國人流入韓國。第二，因承認自由出入境，而導致發生長期非法居留

者、走私犯、逃稅等，攪亂社會秩序之情況。第三，中國人勤勉團結，具有

堅強的經濟伸展力，若韓國放寬對中國人的經濟活動之限制，可造成以法律

保障中國人經濟發展之結果。第四，東南亞諸國，如印尼、泰國、菲律賓、

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76對華政策上處於腐心狀態，中國人出發於

赤手空拳的勞動者，累積小資本，其勤勉的民族性，具有可怕的經濟伸展力

74   法律上明示居住期限為 3年的是 1978年 3月 31日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第 46條）
制定之後。但實際上更早時間，華僑的居留期限由 1年更改為 3年。由於資料不足因無法
明確知道更改時間，但是 1968年時，已經更改為 3年。因為，出入國管理 40年史編輯委
員會編（2003），記載：「中國人居住者的滯留期限一般為 3年，1971年因為滿期限的人多，
而延長許可者增加」。由此可以推測 1971年的 3年前 1968年時居留期限已為 3年。因此，
筆者推定 1963年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時，居住期限由 1年改為 3年。另外，
1997年 7月，由於「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的修改，韓國華僑的居住期間由 3年延長
為 5年。2002年後，韓國採取「永居權」制度，很多華僑取得「永居權」，不必因居留而
延長「居留簽證」。

75   1968年修正「外國人土地法」，外國人可所有 50坪以下的商業用土地，以及 200坪以下
的居住用土地。

76   在外交部文件中，亦列舉以上各國的對華僑的法律制裁之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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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77韓方尤其對華僑經濟活動抱持疑慮。

伍、「中韓友好條約」與雙方的利益衝突

由「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華民國與韓國利益

衝突的一面。中華民國追求的是政治考量，韓國追求的則是實質利益考量。

其中，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則是韓國政府考慮國家利益時的最重要因素。

一、政治考量與利益考量的衝突

分析中華民國與韓國的外交檔案，可知當初兩國對友好條約彼此有所誤

解：韓國以為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目的在於「保護韓國華僑」。由於駐

韓大使館是負責管理、保護韓國華僑的窗口，每當韓國發佈有關華僑的法令

時，華僑往往訴之於大使館，希望政府能夠保護他們的權益。最初駐韓大使

館亦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向外交部提議應與韓方簽定「通商航海條約」，

但是事實上外交部在意的是「政治效果」，而非保護華僑。中華民國外交部

方面並未察覺到韓國極為在意華僑問題，並以此做為談判前提；相對地，韓

國也誤解了中華民國的企圖，認為此舉係嘗試爭取實質權益。換言之，中華

民國外交部重視政治意義過於實際需要；78而韓國外交部恰恰相反，重視

實際需要超過政治意義，韓國政府所考慮的最主要實際因素則是如何有效管

理韓國華僑。

77   1962年韓國外交部曾分析簽訂友好條約的其他缺點如下：⑴簽訂同條約後，對中國人發
生問題，產生法律牽制的必要時，兩國間的友好關係有可能導致比現在更壞的影響。⑵韓

國華僑的人數（約 2萬 5千人），遠高於中國居住的韓國僑胞（約 550人），實際上導致韓
國華僑得到利益之結果。⑶韓國政府先積極與印尼、印度、緬甸等中立國家建立外交關

係，若建立外交關係之後有考慮的餘地，但現在締結同條約，時機上並不適合。⑷基於國

際政治面的考量，韓國與中國透過新的條約，進入同生共死的關係，還是韓國超越中國的

命運，採取獨自的外交路線，考慮其利害得失，損失多於利益。參考：〈韓中友好條約（日

期：不詳）〉（外務部，1952–1965a: 151–157）。
78   〈案由：駐韓大使館吳參事函稱韓國李承晚自再度當選總統後，躊躇滿志，且以我對韓國
此次政潮始終抱不介入態度，對我感情甚佳，似可趁機促使韓政府與我早日訂立友好條

約〉（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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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韓國並於同年 2月起，將一年分為四期，且在每期

開始之前，發表本期進出口之商品種類及數量，分配給各貿易公司。67 1949

年 6月 13日，韓國又發佈「對外貿易與其他交易之外匯辦理規則」，規定進

口所用的外匯，僅能利用出口所獲得的外匯，禁止使用其他來源的外匯。68

韓國透過上述方法，一方面有意平衡國際收支；另一方面，企圖對華僑

貿易加以限制。由於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貿易公司的進口商品必須獲

得政府的分配，因此，各方開始激烈競爭這些外匯的配額。「進出口分配制

度」初期是由先後順序，來決定所獲得分配的公司，但後期則改以出口業績

為標準。當時由於韓國物資相當缺乏，進口的收益性較高，出口收益性較

低。所以，出口業績較好的公司，往往可以獨占受益性較高的進口商品；相

反地，出口業績較差的公司，因為無法進口收益性較高的商品，經常有面臨

倒閉之危機。（車喆旭，1993: 95）韓國的華僑貿易公司情況也是如此。

當時韓國華僑貿易主要係以進口為主，出口貿易的業績並不理想。再加

上鎢、高麗人蔘等一類受益性較高的重要出口品，由韓國實施專賣，受到政

府的管制。相較於華僑的情況，韓國貿易業者可以利用其人脈關係，獲得政

府的支持，因此也較易獲得這種出口專賣品。（車喆旭，1993: 99）

誠如上述，「進出口分配制度」與外匯政策是相互連貫的政策。當實施

「進出口分配制度」後，想要進口物品，必須先獲得美金，但出口業績較低的

華僑業者，經常無法從韓國政府手中獲得充分的美金，因此必須在黑市出 2

至 3倍的匯價購買美金，以利進行貿易。69由於韓國華僑商人逐漸無法承擔

這種壓力，導致貿易業績一年不如一年。此外，中國的共產化與韓戰爆發，

67   四期分法為，4月—6月、7月—9月、10月—12月、翌年的 1月—3月。1953年之後，
將一年分為兩期。

68   第 8條「進口業者從外國進口物品時，通關後 30天內將該進口許可書中記載的外匯金額，
以一般匯率計算後，圓貨預存於朝鮮換金銀行⋯ [後略]」。

   第 9條「依照前條的規定，僅在左列的情況承認預存金的提款。1.在外國進行進口，需在
國內購買出口許可品。2.出口業者繳付營業費、其他所需的費用。3.財務部長官認定有必
要時。⋯ [後略]」

69   1950年代當時存在多種匯率，政府公定匯率低於黑市的 1/2至 1/4。有關當時的公定匯率
與黑市匯率，參考：金洛年，2004: 20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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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56（미국무성，1984: 85）

由表3與表4的陳列可知，朝鮮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商業貿易主要以

日本為中心，基本上附屬於日本的狀態。以1944年為例，朝鮮對日本的出

口占79.26%，進口則占80.47%。

表3：朝鮮的地區別出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中　國香　港 州　國日　本其　他總　額

1940
39,160

(4.13%)
303

(0.03%)
147,033

(15.51%)
741,424

(78.23%)
59,049

(6.23%)
947,809

(100%）

1941
42,145

(4.33%)
273

(0.03%)
131,131

(13.47%)
788,733

(81.05%)
10,916

(1.12%)
973,198

(100%)

1942
42,405

(4.49%)
—

—

144,793
(15.33％)

752,287
(79.63%)

5,237
(0.55%)

944,722
(100%)

1943
47,646

(6.76%)
330

(0.05%)
135,784

(19.26%)
512,907

(72.75%)
8,340

(1.18%)
705,007

(100%)

1944
35,020

(3.81%)
90

(0.01%)
151,027

(16.42%)
728,836

(79.26%)
4,629

(0.50%)
919,602

(100%)

1945
25,454

(35.90%)
—

—

45,444
(64.10%)

—

—

0
(0.00%)

70,898
(100%)

1946
38,863

(81.41%)
—

—

—

—

8,874
(18.59%)

0
(0.00%)

47,737
(100%)

1947
255,224

(22.97%)
465,405

(41.89%)
—

—

—

—

390,504
(35.14%)

1,111,133
(100%)

1948
179,496

(2.49%)
5,501,371
(76.45%)

—

—

1,094,636
(15.21%)

420,244
(5.84%)

7,195,74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56   李鍾元指示，美軍政廳對非遵守不可的一連串「SWNCC」文件內容，多以漠視或不執行
關鍵部分的方式處裡。相對而言，從日本經濟獨立的經濟政策，較嚴密遵守。（李鍾元，

199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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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反共同盟的宣傳效果。86但在1970年代後，「中韓友好條約」是否仍

繼續具有「政治性效果」，筆者感到懷疑。因為此後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明顯

轉變，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等，國際形勢有著極大幅度的轉變。面對這種

變化，韓國採取順應時勢變化之態度，首先在1972年發表「七．四南北共

同聲明」，改善南北韓關係；1973年則發表對「不同理念與體制的國家」開

放門戶的政策。韓國與中華民國間的反共同盟，明顯出現裂痕。

二、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與韓國的利益衝突

韓國華僑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不會造成韓國的威脅。以外國人身分居

住韓國的華僑，既不具有參政權，也無法從事社會地位較高的職業，例如，

國家公務員或地方公務員，以及律師、會計師、國立大學教授等。從事這些

職業皆必須提交韓國的戶籍謄本與身份證明書，但華僑不具有這些證件。87

（王恩美，2008: 245–246）因此，韓國華僑難以在政治上發生影響力。

在意識形態方面，韓國華僑採取堅定的反共立場。韓國華僑在韓戰時經

歷直接或間接與中共為敵作戰的過程。因此，加強了韓國華僑對中華民國的

向心力與反共立場。另外，中華民國政府為強化對華僑的向心力，積極推展

對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而韓國華僑為鞏固華僑社會的穩定發展，亦積極吸

收政府的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因此，韓國華僑學校皆按照中華民國國內的

課程標準編製課程表，上課用的課本亦與中華民國相同，華僑學校中也實施

反共教育。少數族群的韓國華僑亦為自己生命安全，積極向韓國政府表示反

共立場。88因此，韓國華僑的意識形態不會造成韓國政府的疑慮。

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是「中韓友好條約」的最大障礙因素。但事實上，

1950年代以後的韓國華僑，已無法威脅到韓國經濟，加上有關居住、出入

境、土地所有權等各項權利，都受到嚴格限制，華僑勢力相當衰弱。然而，

86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後，台灣的《中央日報》報導：「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今日簽訂了一
項正式加強兩國兄弟之邦的友好關係的親善友好條約」，宣傳兩國的「反共聯合」、「兄弟

之邦」的關係。參考〈中韓友好條約昨在漢城簽訂〉（不著撰人，1964b）。
87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1990年代末期後逐漸被放寬。
88   有關韓國華僑的反共立場，詳細內容參考：王恩美，2008第三章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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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同意紀錄」時，卻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向「政策委員會」說明「中韓友好條約」之經過時，表示對

在韓國華僑待遇方面，韓國達到滿意的談判，設立了滿意的規定，使韓國華

僑之待遇受於韓國國內法之限制。83

韓國的態度與中華民國有極大的差異。當韓國外交部將「中韓友好條約」

內容送至國會接受審查時，條約之外「同意紀錄」也以附件方式傳閱，強調

已確保適用第五條內容時，關於維持公共秩序、公眾健康、保護道德及安

全，政府所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韓國政府主張該項條約對韓國有利，應以

批准為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政府在送交國會審查「中韓友好條約」

之附件中，還特意列出1957年草案之第五、六條，以及1964年簽約之第五

條，形成強烈的對比。84最後，「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更於1965年

11月10日通過韓國國會批准後，同年12月3日刊登於韓國的《官報》。85

根據上述，可知韓國對「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的看法與處理

方式，並沒有將「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解釋為「最惠國待遇」。然而，

韓國關於韓國華僑受國內法之要求，以及設下「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之限制，則感到非常滿意。對韓國政府來說，「同意紀錄」是條約

的一部分，具有與條約相同的拘束力。韓國對此處理態度，明顯與中華民國

對「同意紀錄」之解釋不同，形成強烈對比。透過韓國處理「同意紀錄」的

過程，可以看出韓國政府相當重視實質國家利益。

1960年代可說是中華民國與韓國關係最為緊密的時候。不僅雙方官員

與軍部高層的互訪頻率甚高，連大統領朴正熙本人也曾在1966年時親訪中

華民國。因此，當時「中韓友好條約」確實成為兩國政治合作的象徵，具有

83   〈한．중 우호 조약 국회 비준 동의 제안 설명서（日期：1965年4月22日）〉（外務部，
1952–1965b: 182）。本條約於1965年11月10日獲韓國國會批准，1965年12月3日在台
北正式交換批准書，正式生效。

84   〈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의 우호조약에 관한 비준 동의안〉（國會事務處，1965a: 204–
205）；〈부록〉（國會事務處，1965b: 201–206）。

85   〈한．중 우호 조약，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 간의 우호조약〉，官報，4212（1965年12
月3日），頁2071–2074（公報部，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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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朝鮮的地區別進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中　國香　港 州　國日　本其　他總　額

1940
—

—

—

—

—

—

1,335,716
(86.94%)

200,651
(13.06%)

1,536,367
(100%)

1941
38,833

(2.56%)
76

(0.01%)
73,945

(4.87%)
1,360,994
(89.58%)

45,491
(2.99%)

1,519,339
(100%)

1942
29,257

(1.96%)
46

(0.00%)
83,415

(5.60%)
1,360,994
(92.19%)

3,691
(0.25%)

1,490,884
(100%)

1943
37,800

(2.80%)
—

—

146,922
(10.90%)

1,135,699
(84.27%)

27,254
(2.02%)

1,347,675
(100%)

1944
26,555

(2.78%)
21

(0.00%)
158,894
(16.62%)

769,179
(80.47%)

1,246
(0.13%)

955,895
(100%)

1945
57,146

(46.78%)
7

(0.01%)
64,114

(52.48%)
—

—

902
(0.74%)

122,169
(100%)

1946
159,205

(94.54%)
—

—

—

—

8,054
(4.78%)

1,147
(0.68%)

168,406
(100%)

1947
672,279

(32.20%)
148,056

(7.09%)
—

—

10,361
(0.50%)

1,257,429
(60.22%)

2,088,125
(100%)

1948
1,214,972
(13.72%)

1,396,521
(15.77%)

—

—

461,583
(5.21%)

5,784,381
(65.31%)

8,857,45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為了改變這種長期依賴日本的經濟體制，美軍實施管制貿易政策，排除

與日本的貿易關係，結果造成韓國對中國與香港的貿易量急速增加。如同表

4所示，1946年韓國對中國的進口額增加到94.54%。由此可見，戰後韓國

的貿易重心由日本轉變為中國與香港。57這固然是受到韓國內部混亂與物

57   香港扮演中介貿易地的角色。經由香港歐洲與東南亞的商品進口韓國，韓國的商品也經由
香港出口至歐洲與東南亞地區。（韓國貿易協會，1972: 228）另外，由中國進口品以工業
原料、生橡膠、染料、布類、花生、玻璃、紙等生活用品為主。向中國的出口品以海鮮

類、牛皮類、毛皮類為主。（李正熙，20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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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華僑貿易衰退的原因之一。70

因此華僑貿易業從 1950年開始衰退。香港是韓國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

國。由表 5與表 6所示可知，香港的進出口比重 1949年占 72.6%，1950年

減少到 19%。另外，1950年後「自由中國」—即台灣地區取代中國大陸，

亦成為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國，但表 5與表 6顯示，對台灣的進出口額比重

相當低。由於上述種種貿易限制，再加上華僑對台灣貿易不具任何可利用的

表 5：韓國的地區別出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 中國（台灣） 香　港 日　本 美　國 其　他 總額

1949 5 (4.4%) 82 (72.6%) 18 (15.9%) 5 ( 4.4%) 3 ( 2.7%) 113
1950 0.7 (0.2%) 62 (19.0%) 246 (75.5%) 16 ( 4.9%) 1.3 ( 0.4%) 326
1951 0.1 (0.0%) 36 ( 7.8%) 384 (83.7%) 38 ( 8.3%) 0.9 ( 0.2%) 459
1952 8 (0.4%) 235 (12.1%) 1,054 (54.1%) 646 (33.1%) 7 ( 0.4%) 1,950
1953 18 (0.5%) 487 (12.2%) 1,497 (37.5%) 1,906 (47.8%) 79 ( 2.0%) 3,987
1954 35 (0.5%) 607 ( 9.1%) 2,199 (32.9%) 3,757 (56.3%) 77 ( 1.2%) 6,675
1955 62 (0.7%) 1,008 (11.1%) 3,531 (39.1%) 3,786 (41.9%) 655 ( 7.2%) 9,042
1956 109 (0.9%) 974 ( 7.7%) 4,285 (33.8%) 5,599 (44.2%) 1,701 (13.4%) 12,668
1957 130 (1.2%) 1,918 (17.0%) 5,582 (49.4%) 2,055 (18.2%) 1,610 (14.3%) 11,295
1958 95 (0.8%) 956 ( 8.3%) 6,916 (60.4%) 1,838 (16.0%) 1,648 (14.4%) 11,453
1959 127 (0.6%) 1,032 ( 5.2%) 12,680 (64.0%) 2,133 (10.7%) 3,830 (19.3%) 19,812
1960 384 (1.1%) 2,726 ( 8.3%) 20,175 (84.6%) 3,647 (11.1%) 5,868 (17.8%) 32,827
1961 530 (1.2%) 7,385 (10.7%) 19,397 (47.4%) 6,821 (16.6%) 6,745 (16.5%) 40,878
1962 1,354 (2.4%) 4,682 ( 8.5%) 23,483 (42.8%) 11,976 (21.8%) 13,318 (24.2%) 54,813
1963 722 (0.8%) 9,120 (10.8%) 24,841 (27.9%) 24,287 (28.6%) 27,832 (32.0%) 86,802
1964 1,946 (1.6%) 11,615 ( 9.7%) 38,159 (32.0%) 35,564 (29.8%) 31,774 (26.6%) 119,058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 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 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 1圜。（圓：圜＝100：1）

70   1949年 10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韓國命令禁止與該地區進行貿易。又由於 1950
年韓戰爆發，韓國成為戰場，使得韓國華僑不僅失去了在韓國既有的資本，更因中國加入

韓戰，為防止貨物流入中國，自 1951年起韓國規定與香港進行貿易，必須事先獲得駐香
港領使館的最終消費地證明與原產地證明書。（車喆旭，2002: 162–163）這項決定也讓韓
國華僑進行香港貿易時產生相當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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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起華僑已不足以成為韓國的威脅。但韓國仍基於上述的負面印象，

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之簽訂。

韓國政府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最擔心的是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

韓國政府始終將華僑列為管制對象。1963年 3月，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

管理法」，外國人之居住許可時間雖然延長為 3年，但仍必須得到政府的許

可，才能繼續居住。74另外，由於「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

人在出境時，必須事先獲得「再入國」簽證，在其簽證期間之內，若無入境

則取消在韓國的居住權。再者，韓國在 1961年所公布的「外國人土地法」，

嚴格禁止外國人持有土地。75（정인섭，2004: 182）

根據 1962年韓國外交部對於友好條約缺點的檢討，可具體表現出韓方

對於「韓國華僑問題」的看法：第一，中華民國方面締結友好條約的真意在

於中國人的自由出入境與經濟活動的最惠國民待遇。若簽訂條約，不可避免

多數中國人流入韓國。第二，因承認自由出入境，而導致發生長期非法居留

者、走私犯、逃稅等，攪亂社會秩序之情況。第三，中國人勤勉團結，具有

堅強的經濟伸展力，若韓國放寬對中國人的經濟活動之限制，可造成以法律

保障中國人經濟發展之結果。第四，東南亞諸國，如印尼、泰國、菲律賓、

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76對華政策上處於腐心狀態，中國人出發於

赤手空拳的勞動者，累積小資本，其勤勉的民族性，具有可怕的經濟伸展力

74   法律上明示居住期限為 3年的是 1978年 3月 31日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第 46條）
制定之後。但實際上更早時間，華僑的居留期限由 1年更改為 3年。由於資料不足因無法
明確知道更改時間，但是 1968年時，已經更改為 3年。因為，出入國管理 40年史編輯委
員會編（2003），記載：「中國人居住者的滯留期限一般為 3年，1971年因為滿期限的人多，
而延長許可者增加」。由此可以推測 1971年的 3年前 1968年時居留期限已為 3年。因此，
筆者推定 1963年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時，居住期限由 1年改為 3年。另外，
1997年 7月，由於「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的修改，韓國華僑的居住期間由 3年延長
為 5年。2002年後，韓國採取「永居權」制度，很多華僑取得「永居權」，不必因居留而
延長「居留簽證」。

75   1968年修正「外國人土地法」，外國人可所有 50坪以下的商業用土地，以及 200坪以下
的居住用土地。

76   在外交部文件中，亦列舉以上各國的對華僑的法律制裁之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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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77韓方尤其對華僑經濟活動抱持疑慮。

伍、「中韓友好條約」與雙方的利益衝突

由「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華民國與韓國利益

衝突的一面。中華民國追求的是政治考量，韓國追求的則是實質利益考量。

其中，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則是韓國政府考慮國家利益時的最重要因素。

一、政治考量與利益考量的衝突

分析中華民國與韓國的外交檔案，可知當初兩國對友好條約彼此有所誤

解：韓國以為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目的在於「保護韓國華僑」。由於駐

韓大使館是負責管理、保護韓國華僑的窗口，每當韓國發佈有關華僑的法令

時，華僑往往訴之於大使館，希望政府能夠保護他們的權益。最初駐韓大使

館亦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向外交部提議應與韓方簽定「通商航海條約」，

但是事實上外交部在意的是「政治效果」，而非保護華僑。中華民國外交部

方面並未察覺到韓國極為在意華僑問題，並以此做為談判前提；相對地，韓

國也誤解了中華民國的企圖，認為此舉係嘗試爭取實質權益。換言之，中華

民國外交部重視政治意義過於實際需要；78而韓國外交部恰恰相反，重視

實際需要超過政治意義，韓國政府所考慮的最主要實際因素則是如何有效管

理韓國華僑。

77   1962年韓國外交部曾分析簽訂友好條約的其他缺點如下：⑴簽訂同條約後，對中國人發
生問題，產生法律牽制的必要時，兩國間的友好關係有可能導致比現在更壞的影響。⑵韓

國華僑的人數（約 2萬 5千人），遠高於中國居住的韓國僑胞（約 550人），實際上導致韓
國華僑得到利益之結果。⑶韓國政府先積極與印尼、印度、緬甸等中立國家建立外交關

係，若建立外交關係之後有考慮的餘地，但現在締結同條約，時機上並不適合。⑷基於國

際政治面的考量，韓國與中國透過新的條約，進入同生共死的關係，還是韓國超越中國的

命運，採取獨自的外交路線，考慮其利害得失，損失多於利益。參考：〈韓中友好條約（日

期：不詳）〉（外務部，1952–1965a: 151–157）。
78   〈案由：駐韓大使館吳參事函稱韓國李承晚自再度當選總統後，躊躇滿志，且以我對韓國
此次政潮始終抱不介入態度，對我感情甚佳，似可趁機促使韓政府與我早日訂立友好條

約〉（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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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韓國並於同年 2月起，將一年分為四期，且在每期

開始之前，發表本期進出口之商品種類及數量，分配給各貿易公司。67 1949

年 6月 13日，韓國又發佈「對外貿易與其他交易之外匯辦理規則」，規定進

口所用的外匯，僅能利用出口所獲得的外匯，禁止使用其他來源的外匯。68

韓國透過上述方法，一方面有意平衡國際收支；另一方面，企圖對華僑

貿易加以限制。由於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貿易公司的進口商品必須獲

得政府的分配，因此，各方開始激烈競爭這些外匯的配額。「進出口分配制

度」初期是由先後順序，來決定所獲得分配的公司，但後期則改以出口業績

為標準。當時由於韓國物資相當缺乏，進口的收益性較高，出口收益性較

低。所以，出口業績較好的公司，往往可以獨占受益性較高的進口商品；相

反地，出口業績較差的公司，因為無法進口收益性較高的商品，經常有面臨

倒閉之危機。（車喆旭，1993: 95）韓國的華僑貿易公司情況也是如此。

當時韓國華僑貿易主要係以進口為主，出口貿易的業績並不理想。再加

上鎢、高麗人蔘等一類受益性較高的重要出口品，由韓國實施專賣，受到政

府的管制。相較於華僑的情況，韓國貿易業者可以利用其人脈關係，獲得政

府的支持，因此也較易獲得這種出口專賣品。（車喆旭，1993: 99）

誠如上述，「進出口分配制度」與外匯政策是相互連貫的政策。當實施

「進出口分配制度」後，想要進口物品，必須先獲得美金，但出口業績較低的

華僑業者，經常無法從韓國政府手中獲得充分的美金，因此必須在黑市出 2

至 3倍的匯價購買美金，以利進行貿易。69由於韓國華僑商人逐漸無法承擔

這種壓力，導致貿易業績一年不如一年。此外，中國的共產化與韓戰爆發，

67   四期分法為，4月—6月、7月—9月、10月—12月、翌年的 1月—3月。1953年之後，
將一年分為兩期。

68   第 8條「進口業者從外國進口物品時，通關後 30天內將該進口許可書中記載的外匯金額，
以一般匯率計算後，圓貨預存於朝鮮換金銀行⋯ [後略]」。

   第 9條「依照前條的規定，僅在左列的情況承認預存金的提款。1.在外國進行進口，需在
國內購買出口許可品。2.出口業者繳付營業費、其他所需的費用。3.財務部長官認定有必
要時。⋯ [後略]」

69   1950年代當時存在多種匯率，政府公定匯率低於黑市的 1/2至 1/4。有關當時的公定匯率
與黑市匯率，參考：金洛年，2004: 20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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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56（미국무성，1984: 85）

由表3與表4的陳列可知，朝鮮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商業貿易主要以

日本為中心，基本上附屬於日本的狀態。以1944年為例，朝鮮對日本的出

口占79.26%，進口則占80.47%。

表3：朝鮮的地區別出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中　國香　港 州　國日　本其　他總　額

1940
39,160

(4.13%)
303

(0.03%)
147,033
(15.51%)

741,424
(78.23%)

59,049
(6.23%)

947,809
(100%）

1941
42,145

(4.33%)
273

(0.03%)
131,131
(13.47%)

788,733
(81.05%)

10,916
(1.12%)

973,198
(100%)

1942
42,405

(4.49%)
—

—

144,793
(15.33％)

752,287
(79.63%)

5,237
(0.55%)

944,722
(100%)

1943
47,646

(6.76%)
330

(0.05%)
135,784
(19.26%)

512,907
(72.75%)

8,340
(1.18%)

705,007
(100%)

1944
35,020

(3.81%)
90

(0.01%)
151,027
(16.42%)

728,836
(79.26%)

4,629
(0.50%)

919,602
(100%)

1945
25,454

(35.90%)
—

—

45,444
(64.10%)

—

—

0
(0.00%)

70,898
(100%)

1946
38,863

(81.41%)
—

—

—

—

8,874
(18.59%)

0
(0.00%)

47,737
(100%)

1947
255,224
(22.97%)

465,405
(41.89%)

—

—

—

—

390,504
(35.14%)

1,111,133
(100%)

1948
179,496
(2.49%)

5,501,371
(76.45%)

—

—

1,094,636
(15.21%)

420,244
(5.84%)

7,195,74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56   李鍾元指示，美軍政廳對非遵守不可的一連串「SWNCC」文件內容，多以漠視或不執行
關鍵部分的方式處裡。相對而言，從日本經濟獨立的經濟政策，較嚴密遵守。（李鍾元，

199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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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反共同盟的宣傳效果。86但在1970年代後，「中韓友好條約」是否仍

繼續具有「政治性效果」，筆者感到懷疑。因為此後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明顯

轉變，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等，國際形勢有著極大幅度的轉變。面對這種

變化，韓國採取順應時勢變化之態度，首先在1972年發表「七．四南北共

同聲明」，改善南北韓關係；1973年則發表對「不同理念與體制的國家」開

放門戶的政策。韓國與中華民國間的反共同盟，明顯出現裂痕。

二、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與韓國的利益衝突

韓國華僑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不會造成韓國的威脅。以外國人身分居

住韓國的華僑，既不具有參政權，也無法從事社會地位較高的職業，例如，

國家公務員或地方公務員，以及律師、會計師、國立大學教授等。從事這些

職業皆必須提交韓國的戶籍謄本與身份證明書，但華僑不具有這些證件。87

（王恩美，2008: 245–246）因此，韓國華僑難以在政治上發生影響力。

在意識形態方面，韓國華僑採取堅定的反共立場。韓國華僑在韓戰時經

歷直接或間接與中共為敵作戰的過程。因此，加強了韓國華僑對中華民國的

向心力與反共立場。另外，中華民國政府為強化對華僑的向心力，積極推展

對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而韓國華僑為鞏固華僑社會的穩定發展，亦積極吸

收政府的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因此，韓國華僑學校皆按照中華民國國內的

課程標準編製課程表，上課用的課本亦與中華民國相同，華僑學校中也實施

反共教育。少數族群的韓國華僑亦為自己生命安全，積極向韓國政府表示反

共立場。88因此，韓國華僑的意識形態不會造成韓國政府的疑慮。

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是「中韓友好條約」的最大障礙因素。但事實上，

1950年代以後的韓國華僑，已無法威脅到韓國經濟，加上有關居住、出入

境、土地所有權等各項權利，都受到嚴格限制，華僑勢力相當衰弱。然而，

86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後，台灣的《中央日報》報導：「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今日簽訂了一
項正式加強兩國兄弟之邦的友好關係的親善友好條約」，宣傳兩國的「反共聯合」、「兄弟

之邦」的關係。參考〈中韓友好條約昨在漢城簽訂〉（不著撰人，1964b）。
87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1990年代末期後逐漸被放寬。
88   有關韓國華僑的反共立場，詳細內容參考：王恩美，2008第三章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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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同意紀錄」時，卻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向「政策委員會」說明「中韓友好條約」之經過時，表示對

在韓國華僑待遇方面，韓國達到滿意的談判，設立了滿意的規定，使韓國華

僑之待遇受於韓國國內法之限制。83

韓國的態度與中華民國有極大的差異。當韓國外交部將「中韓友好條約」

內容送至國會接受審查時，條約之外「同意紀錄」也以附件方式傳閱，強調

已確保適用第五條內容時，關於維持公共秩序、公眾健康、保護道德及安

全，政府所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韓國政府主張該項條約對韓國有利，應以

批准為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政府在送交國會審查「中韓友好條約」

之附件中，還特意列出1957年草案之第五、六條，以及1964年簽約之第五

條，形成強烈的對比。84最後，「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更於1965年

11月10日通過韓國國會批准後，同年12月3日刊登於韓國的《官報》。85

根據上述，可知韓國對「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的看法與處理

方式，並沒有將「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解釋為「最惠國待遇」。然而，

韓國關於韓國華僑受國內法之要求，以及設下「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之限制，則感到非常滿意。對韓國政府來說，「同意紀錄」是條約

的一部分，具有與條約相同的拘束力。韓國對此處理態度，明顯與中華民國

對「同意紀錄」之解釋不同，形成強烈對比。透過韓國處理「同意紀錄」的

過程，可以看出韓國政府相當重視實質國家利益。

1960年代可說是中華民國與韓國關係最為緊密的時候。不僅雙方官員

與軍部高層的互訪頻率甚高，連大統領朴正熙本人也曾在1966年時親訪中

華民國。因此，當時「中韓友好條約」確實成為兩國政治合作的象徵，具有

83   〈한．중 우호 조약 국회 비준 동의 제안 설명서（日期：1965年4月22日）〉（外務部，
1952–1965b: 182）。本條約於1965年11月10日獲韓國國會批准，1965年12月3日在台
北正式交換批准書，正式生效。

84   〈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의 우호조약에 관한 비준 동의안〉（國會事務處，1965a: 204–
205）；〈부록〉（國會事務處，1965b: 201–206）。

85   〈한．중 우호 조약，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 간의 우호조약〉，官報，4212（1965年12
月3日），頁2071–2074（公報部，1965）。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95

表4：朝鮮的地區別進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中　國香　港 州　國日　本其　他總　額

1940
—

—

—

—

—

—

1,335,716
(86.94%)

200,651
(13.06%)

1,536,367
(100%)

1941
38,833

(2.56%)
76

(0.01%)
73,945

(4.87%)
1,360,994
(89.58%)

45,491
(2.99%)

1,519,339
(100%)

1942
29,257

(1.96%)
46

(0.00%)
83,415

(5.60%)
1,360,994
(92.19%)

3,691
(0.25%)

1,490,884
(100%)

1943
37,800

(2.80%)
—

—

146,922
(10.90%)

1,135,699
(84.27%)

27,254
(2.02%)

1,347,675
(100%)

1944
26,555

(2.78%)
21

(0.00%)
158,894
(16.62%)

769,179
(80.47%)

1,246
(0.13%)

955,895
(100%)

1945
57,146

(46.78%)
7

(0.01%)
64,114

(52.48%)
—

—

902
(0.74%)

122,169
(100%)

1946
159,205

(94.54%)
—

—

—

—

8,054
(4.78%)

1,147
(0.68%)

168,406
(100%)

1947
672,279

(32.20%)
148,056

(7.09%)
—

—

10,361
(0.50%)

1,257,429
(60.22%)

2,088,125
(100%)

1948
1,214,972
(13.72%)

1,396,521
(15.77%)

—

—

461,583
(5.21%)

5,784,381
(65.31%)

8,857,45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為了改變這種長期依賴日本的經濟體制，美軍實施管制貿易政策，排除

與日本的貿易關係，結果造成韓國對中國與香港的貿易量急速增加。如同表

4所示，1946年韓國對中國的進口額增加到94.54%。由此可見，戰後韓國

的貿易重心由日本轉變為中國與香港。57這固然是受到韓國內部混亂與物

57   香港扮演中介貿易地的角色。經由香港歐洲與東南亞的商品進口韓國，韓國的商品也經由
香港出口至歐洲與東南亞地區。（韓國貿易協會，1972: 228）另外，由中國進口品以工業
原料、生橡膠、染料、布類、花生、玻璃、紙等生活用品為主。向中國的出口品以海鮮

類、牛皮類、毛皮類為主。（李正熙，20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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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韓國外交部長李東元提出上述內容的口頭聲述，並書寫成文字後，53「中

韓友好條約」於1964年11月27日正式簽訂。54

韓國雖然沒有能夠獲得「同意紀錄」之再簽署，可是卻得以公開「同意

紀錄」之內容。「同意紀錄」由此具有與國內法相同的地位，遂能將「同意

紀錄」運用於韓國華僑的身上，達到了韓國政府的最終目的。

肆、韓國政府重視「韓國華僑問題」的背景

如前所述，至少1964年之前，韓國所以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的

最大因素，乃在有關「韓國華僑問題」，並且對韓國華僑存有相當的疑慮。

我們也不得不感到疑問：韓國為何如此地在意韓國華僑，希望限制他們的權

益，且不願給予經濟活動的自由？為了追索箇中緣故，有必要從戰後，關於

韓國境內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對華僑的疑慮開始談起。

一、戰後初期韓國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的疑慮

戰後，朝鮮半島因政治情勢的變化，分裂為南北兩部，38度線以南地

區由美軍負責統治管理。美軍在治理韓國期間，對韓國的經濟政策是以迅速

斷絕與日本的關係為主要方向。這主要由美國政府「向美軍佔領朝鮮地區之

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的有關民政之基本指令（SWNCC176/8）」傳達美軍，

關於統治韓國政策的各項基本方針。55（미국무성，1984: 84–103）值得留

心的是其中的第三條規定：為了達成朝鮮建立成為一個自由、獨立國家的目

標，「從朝鮮人的經濟、政治生活中，逐漸驅除日本控制」，並「使朝鮮從日

本政治、行政中完全分離出來，且從日本社會、經濟及金融控制中解放朝

53   〈중국측「후」참사관 적선 부분의 삭제를 요구함（日期：1964年11月26日）〉（外務部，
1952–1965b: 131）。

54   〈關於簽署中韓友好條約事報請核轉立法院審議由（日期：1964年12月9日）〉（外交部，
1964–1966c）。

55   1945年10月，美國國務、陸軍、海軍三省調整委員會，針對美軍占領朝鮮地區內的民間
事務，向朝鮮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下達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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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嚴重不足所致；（李鍾元，1993: 17–18）但是，正因為如此，無形中也

對韓國華僑造成有利的貿易環境。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當局（朝鮮總督府）曾對華僑設下許多的經

濟限制，因此華僑的經濟勢力毋寧變得相當虛弱。但是由於上述美軍的經濟

政策，華僑扭轉局勢，可多方利用殖民時期的貿易網路，迅速成為朝鮮貿易

的中心力量。所以，透過對中國貿易的獨占，華僑的經濟得以有大幅度的成

長。可以說，戰後初期正是韓國華僑經濟發展的黃金期。

以結束日本殖民統治、要求建立自己國家為目標的朝鮮人而言，不管是

政治或是經濟方面，都主張必須以朝鮮人做為國家的主體。一旦華僑獨占韓

國貿易，並擴張其經濟力量，無疑對朝鮮人來說是一嚴重的威脅。因此，韓

國的報章媒體，均大力宣傳應該阻止華僑經濟力量之擴張，並進而塑造韓國

華僑的負面印象。

對於華僑貿易業方面的疑慮，尤其最能展現韓國媒體的態度。譬如經常

在言論中，韓國媒體對允許華僑貿易，大都抱持否定的語氣：「韓國經濟處於

混亂，若允許他們的貿易，他們具有資本力的優勢，貿易恐怕會被獨占」。58

又如韓國的貿易逐漸形成華僑獨占局面時，媒體便形容：「我們的貿易完全

被華商所凌虐」，59不滿情緒，俱在隻字片紙。韓國媒體發現，華僑從事走

私貿易擴大其資本時，60對此也加以抨擊：「黃金是重建朝鮮經濟的重要通

貨」，但由於「中國人的走私貿易，大量的金銀被流出」，這可是「出賣國家

的重大犯罪」。61

不僅如此，媒體更表示，在海外歸國的朝鮮人日益增加之際，若繼續增

加從中國來的移民，可能會造成重大的民生問題。因此，對於來自中國的移

民，媒體也採取相當強烈批判的態度。62其次，媒體也堅稱：非法入境的

58   〈中國人에貿易許可는不可〉（不著撰人，1946a）。
59   〈貿易거이華商이獨占〉（不著撰人，1948c）。
60   1946年至1948年被揭發160件走私出口貿易，以及463件走私進口貿易，其中華僑所占
比重，前者為37件（23％），後者為85件（18.4％）（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I–61）。

61   〈中國人密貿易에　金銀이多量流出、賣國的密商處斷緊急〉（不著撰人，1946b）。
62   〈朝鮮은樂土란말인가、仁川中國人移民上陸急増〉（不著撰人，1947）。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105

立法委員均主張必須閱讀「同意紀錄」才能審查。歷經商議結果，決定將「同

意紀錄」內容送達立法院，召開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

紀錄」。79在1965年1月26日所召開的秘密會議中，外交部仍然強調「中

韓友好條約」是規定原則的政治性條約，「同意紀錄」則為雙方彼此所獲得

之一種諒解，既非構成本條約之不可分割之部分，故無須批准。80

值得注意的是，另據外交部的說明，條約中所講的雙方對於彼此國民，

給予「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此即兩國政府「最惠國待遇」。此外，又強

調「同意紀錄」的內容也可見於其他友好條約中，如同美國與義大利、韓國

與美國所簽訂的友好條約；友好條約若採取列舉方式，就成為「同意紀錄」

相同的規定。外交部也強調，「同意紀錄」對於僑民在韓國所享受基本權益，

並無損害，既無限制，也沒有拘束力。81

「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就在此秘密會議中順利通過。但中華

民國外交部完全沒有提出，「韓國華僑問題」才是韓國長期以來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之最主要考量，也沒有提及中華民國在其僑民權益上做出很大

的讓步，反而主張國家的基本權益無損害。而且，會議中更沒有說明韓國後

來要求公開「同意紀錄」，而中華民國為此做出讓步之過程。

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強調為「政治性之效果」，為此甚至不惜犧牲韓國華

僑的權益，使「中韓友好條約」變成無實質內容的空洞條約，外交部對這一

點上也有所認知。例如在立法院的外交委員會，委員鄧公玄借用外交部次長

的說法，向其他立委們說明：「這個條約實在講是一般原則的規定，可以說

是相當空洞，許多詳細的事情都沒有列舉，不過有了這個條約以後，我們與

韓國方面起碼在政治方面進一步達到合作」。82中華民國雖然片面認為「同

意紀錄」並非「中韓友好條約」之一部分、不具拘束力，但韓國政府國內解

79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126）。
80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1月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1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1月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2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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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仍未放棄對其管制。從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理由可知，韓國至

少在1960年代，依舊對韓國華僑抱著「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

「犯罪」等負面印象和警戒心。對韓國而言，必須優先考慮的是保障本國國

民的利益，為此甚至不惜犧牲華僑之利益，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必

須壓抑華僑勢力的成長，以免造成對國家的威脅。

所以，韓國無法接受1957年草案中保障華僑的「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各項自由。在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更將華僑權益縮小為不含

有實際內容的「不低於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但是，韓國似乎並不滿足於此，

甚至對華僑提出「公共秩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之限制，並且透

過「同意紀錄」的方式，成功達到此企圖。

「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而言，無疑是令人滿意的結果。不僅是政府如

此，連韓國媒體對「中韓友好條約」所強調的內容，也是針對華僑所加設的

限制。譬如《韓國日報》中便提到：「我們政府在此條款中，為防備『不知

熄火的中國人商魂』，在條約中刪除『商行為』等用語，實質問題基於國內

法處理，另外以非正式的『諒解事項』之名義，設下多層的防備⋯[中略]⋯

再加上，由於在韓華僑三萬五千名，是駐韓外國人中占最多數，他們的商業

行為有可能對國內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韓國政府]無法馬上回應中

國的提議⋯[中略]⋯由於中國對『華僑地位問題』做出很大的讓步，[本

條約]才得以締結」。89從此一新聞的敘述語調中可以看出，韓國朝野基本

上都對華僑的經濟潛力深具戒心，而同聲共氣地支持對華僑加以限制。

陸、結論

1964年簽訂的「中韓友好條約」，象徵戰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基於反共友

好同盟關係而來的成就。但是其幕後，卻隱藏著中華民國與韓國之間的矛盾

89   〈韓中友好條約（全文）、화교엔외국인대우、외국과 맺은 첫 우호조약〉（不著撰人，
19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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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多數從事販賣毒品或進口禁止商品，強化了國內經濟之混亂，應

該設法取締這些非法入境的中國人。63另外，我們由《朝鮮日報》的新聞

標題：「華商的狡猾手段促使朝鮮人遭受不幸、貿易損失、對攪亂經濟應有

警戒」，64可以充分了解當時韓國媒體對華僑抱持疑慮的態度。可以說，戰

後初期，在韓國的華僑已被刻畫為「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犯

罪」等各類負面印象。65

然而，直到 1948年韓國政府成立後，基於對華僑的警戒，開始加強對

華僑實施經濟制裁，使得他們的經濟力量遭受打擊，逐漸衰退。

二、韓國政府對華僑的打壓與華僑經濟的衰退

韓國政府為了管制外國人的居住與出入境，1949年 11月公布「有關外

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人，必須 1年 1次為期，

辦理延長其滯留期間；又規定在韓國的外國人，必須獲得韓國外務部長的許

可才能出國。66

另方面，韓國政府採取不利於華僑的貿易政策。1948年 2月，朝鮮銀行

發表「外匯預存制度」，對外的民間貿易由物物交換，轉變為外匯中心，（尹

章奎，1975: 447）並在 1949年 1月 25日，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為了

63   〈經濟攪亂하는中國人不法入國을嚴重團束〉（不著撰人，1948a）。
64   〈華商의狡猾한솜씨에朝鮮人、미찌는貿易、經濟攪亂에警戒가緊要〉（不著撰人，

1948b）。
65   而華僑在當時確實獨占對中國的貿易，部分的華僑也有非法入境、從事走私貿易、毒品販
賣等非法情事和犯罪行為，但這並不代表所有華僑皆為如此。這種負面印象已在殖民時期

形成，經過戰後初期更加以強化。

66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居留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 9條規定「在
大韓民國滯留 30日以上的外國人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許可。滿滯留期限，而繼續滯留時，
申報外務部長官應獲得滯留延長許可」。另外，「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施行令

（1950年 3月 17日制定）」第 9條規定「法第 8條的通過期間延長期間許可為 15日以內，
滯留延長期間為 1年以內，滿期限後更新時也是如此」。因此，韓國華僑必須獲得韓國外
務部長官的許可才能繼續住在韓國，每滿 1年必須延長滯留期限，才能繼續居住韓國。韓
國政府對居住外國人出入境的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 11條「滯
留於大韓民國的外國人出境時，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出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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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起中華民國積極追求與韓國簽訂友好條約，希望藉此獲取政治

效益。1950年代中華民國面臨「第一次台海危機」與「第二次台海危機」。

然而，蔣介石並未放棄「反攻大陸」，試圖與韓國建立軍事同盟，但 1950年

代末期「反攻大陸」的可能性不斷降低，因此企圖藉強化與韓國的關係提高

區域內的地位。進入 1960年代，中共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中華民國政府更

加期待簽訂「中韓友好條約」以宣傳亞洲反共陣營的團結，提高台灣人民對

反共的信心與對政府的信賴。

雖然韓國亦企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提升國內反共信心。但是韓國政

府認為「韓國華僑問題」關係國家利益，不能為政治目標犧牲國家實質利益。

韓國華僑持有中華民國國籍，數量上居於在韓外國人的首位，因此，韓國政

府的「外國人政策」主要係針對華僑而來。若改變韓國華僑的政策，意味著

必須調整韓國整體「外國人政策」。因此，韓國政府不願對「韓國華僑問題」

妥協。

對韓國政府而言，中韓雙方的僑民數量差距太大，放寬對華僑的限制，

換取在台韓僑利益，並不代表國家利益。相對而言，在台韓僑數量極少，因

此中華民國政府對韓交涉友好條約時，便很少考慮到如何處理「在台韓僑問

題」，而追求政治效果。

此種兩者的立場，反映在「同意紀錄解釋」問題上，中韓雙方處理「同

意紀錄」問題時，採取完全不同方式。本於 1957年草案中規定：在韓國的

中華民國國民的「身體及財產」應得到保障，並享有「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自由；但是 1964年簽訂的條約中，僅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權利

及自由，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並由於「同意紀

錄」之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不得危害「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不僅沒有得到具體的保障，反而增加了必須遵守的規定。

因此，中華民國在簽署「中韓友好條約」後，送交立法院進行審查時，

並沒有附上「同意紀錄」以備查。但是，外交委員會向立法院報告時，順帶

提及另有「同意紀錄」，並說明其不是條約之一部分。然而，在場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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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為縮小，轉而以小資本的飲食業為主。72由表 7所示，1960年代起韓國

華僑從事飲食業者逐漸增加：由 1962年時占 36.99％，到 1972年則成長為

77.41％，成為華僑職業的第一位，且是壓倒性的第一位。73

韓國政府成立之際，華僑的經濟力量的確龐大，並且構成威脅，使得韓

國政府與民間均對華僑懷有疑慮與戒心，並且形塑出對華僑的負面印象。韓

國政府成立之後，由於設立種種法律限制，使得華僑失去當時的經濟實力，

表 7：韓國華僑的職業狀況（1954–1983）

職　業 1954年（人） 1962年（戶） 1972年（戶） 1983年（戶）

飲食業 4,997 22.62% 1,636 36.99% 2,454 77.41% 1,570 76.77%

雜貨店 1,003 4.54% 510 11.53% 319 10.06% 104 5.09%

工業．工場 736 3.33% 49 1.11% 23 0.73% 10 0.49%

農　業 933 4.22% 458 10.35% 82 2.59% 46 2.25%

醫藥業 103 0.47% 140 3.17% 143 4.51% 142 6.94%

貿易業 187 0.85% — — — — 4 0.20%

旅行業 — — — — — — 5 0.24%

行　商 410 1.86% 323 7.30% 97 3.06% — —

布　商 — — — — — — 28 1.37%

公務員．教師 176 0.80% 152 3.44% — — — —

其　他 13,545 61.32% 1,155 26.11% 52 1.64% 136 6.65%

合　計 22,090 100.00% 4,423 100.00% 3,170 100.00% 2,045 100.00%

資料來源：1954：盧冠群，1956: 92–95。
　　　　　1962：具孝慶、金信子，1963: 38。
　　　　　1972：〈韓國華僑職業別統計表〉（僑務委員會第三處編，1972: 25–26）。
　　　　　1983： 《華僑經濟年鑑（民國 71–72）》（華僑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編，1983: 293–

294）。

72   韓國華僑之所以轉換成飲食業，主要原因是：韓國政府對飲食業的限制較少，不必與韓國
人競爭之故。（박은경，1984: 133）再加上，飲食業是可以利用小資本經營之行業。因此，
韓國華僑的飲食業，大抵係以家族經營的小規模餐廳為主。

73   1983年後，駐韓大使館並沒有統計韓國華僑的職業，因此無法取得較具公信力的統計數
據。但是位於首爾，規模最大的華僑學校「漢城華僑中學」在學學生家長的職業統計，可

當作一個參考。2002年學生家長親職業統，分別為：飲食業 39.31％、廚師 15.28％、貿
易 9.58％、旅行業 6.81％、中醫師．中藥房 6.39％等。雖然飲食業比重下降，但仍是最多
華僑從事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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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韓國的地區別進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 中國（台灣） 香　港 日　本 美　國 其　他 總額

1949 31 (21.1%) 12 ( 8.2%) 19 (12.9%) 27 (18.4%) 58 (39.5%) 147
1950 5 ( 9.6%) 2 ( 3.8%) 36 (69.2%) 5 ( 9.6%) 4 ( 7.7%) 52
1951 15 ( 1.2%) 218 (17.9%) 886 (72.7%) 46 ( 3.8%) 53 ( 4.4%) 1,218
1952 829 (11.8%) 549 ( 7.8%) 4,169 (59.2%) 796 (11.3%) 701 (10.0%) 7,044
1953 1,094 ( 4.9%) 696 ( 3.1%) 10,666 (47.7%) 3,703 (16.6%) 6,211 (27.8%) 22,370
1954 1,273 ( 4.6%) 3,110 (11.2%) 10,612 (38.2%) 6,126 (22.0%) 6,664 (24.0%) 27,785
1955 2,338 ( 4.8%) 6,986 (14.5%) 7,067 (14.6%) 16,853 (34.9%) 15,001 (31.1%) 48,245
1956 1,850 ( 5.2%) 3,314 ( 9.4%) 6,820 (19.2%) 11,724 (33.1%) 11,728 (33.1%) 35,436
1957 918 ( 2.4%) 2,089 ( 5.5%) 8,529 (22.5%) 14,009 (36.9%) 12,371 (32.6%) 37,91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597
5,845
5,458
6,199
7,269

14,994
5,179

( 3.7%)
( 1.9%)
( 1.5%)
( 1.9%)
( 1.7%)
( 2.6%)
( 1.2%)

1,312
655

1,410
272
338

6,059
5,923

( 3.0%)
( 0.2%)
( 0.4%)
( 0.1%)
( 0.1%)
( 1.1%)
( 1.5%)

10,335
32,372
70,400
69,212

109,171
161,662
110,114

(23.7%)
(10.7%)
(20.5%)
(21.9%)
(25.9%)
(28.9%)
(27.2%)

13,899
147,561
133,746
143,380
220,341
281,748
202,058

(31.9%)
(48.6%)
(38.9%)
(45.4%)
(52.3%)
(50.3%)
(50.0%)

16,421
117,374
132,513
97,079
85,663
95,810
81,077

(37.7%)
(38.6%)
(38.6%)
(30.7%)
(20.3%)
(17.1%)
(20.1%)

43,564
303,807
343,527
316,142
421,782
560,273
404,351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 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 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 1圜。（圓：圜＝100：1）

貿易網路，因此無法在貿易上形成為一股力量。然而，1950年起日本與美

國的進出口比重逐漸增加，1957年所占比重為 49.4%與 18.2%。由此可知，

韓國主要貿易對象轉移至日本與美國，尤其日本成為韓國最主要貿易國。71

韓國的貿易市場上，華僑顯然已失去力量，大規模的韓國貿易公司逐漸成為

貿易的核心力量。

貿易業的沒落，意味著韓國華僑的經濟基礎逐漸面臨崩潰，因此經濟規

71   在美軍統治初期，美國對韓國的經濟目標主要是希望脫離日本經濟圈。但是 1948年後，
由於美國推動日韓經濟之統合，同時又將日本做為亞洲的反共據點構想逐步具體化，韓國

深感經濟復興及產業建設之必要性，故積極參與美國的計畫。因此，在 1949年 4月，日
本和韓國共同簽訂「日韓貿易協定」，顯示韓國貿易的對象逐漸移向日本。有關日韓貿易

協定與日韓貿易，參考：車喆旭，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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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韓國外交部長李東元提出上述內容的口頭聲述，並書寫成文字後，53「中

韓友好條約」於1964年11月27日正式簽訂。54

韓國雖然沒有能夠獲得「同意紀錄」之再簽署，可是卻得以公開「同意

紀錄」之內容。「同意紀錄」由此具有與國內法相同的地位，遂能將「同意

紀錄」運用於韓國華僑的身上，達到了韓國政府的最終目的。

肆、韓國政府重視「韓國華僑問題」的背景

如前所述，至少1964年之前，韓國所以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的

最大因素，乃在有關「韓國華僑問題」，並且對韓國華僑存有相當的疑慮。

我們也不得不感到疑問：韓國為何如此地在意韓國華僑，希望限制他們的權

益，且不願給予經濟活動的自由？為了追索箇中緣故，有必要從戰後，關於

韓國境內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對華僑的疑慮開始談起。

一、戰後初期韓國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的疑慮

戰後，朝鮮半島因政治情勢的變化，分裂為南北兩部，38度線以南地

區由美軍負責統治管理。美軍在治理韓國期間，對韓國的經濟政策是以迅速

斷絕與日本的關係為主要方向。這主要由美國政府「向美軍佔領朝鮮地區之

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的有關民政之基本指令（SWNCC176/8）」傳達美軍，

關於統治韓國政策的各項基本方針。55（미국무성，1984: 84–103）值得留

心的是其中的第三條規定：為了達成朝鮮建立成為一個自由、獨立國家的目

標，「從朝鮮人的經濟、政治生活中，逐漸驅除日本控制」，並「使朝鮮從日

本政治、行政中完全分離出來，且從日本社會、經濟及金融控制中解放朝

53   〈중국측「후」참사관 적선 부분의 삭제를 요구함（日期：1964年11月26日）〉（外務部，
1952–1965b: 131）。

54   〈關於簽署中韓友好條約事報請核轉立法院審議由（日期：1964年12月9日）〉（外交部，
1964–1966c）。

55   1945年10月，美國國務、陸軍、海軍三省調整委員會，針對美軍占領朝鮮地區內的民間
事務，向朝鮮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下達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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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嚴重不足所致；（李鍾元，1993: 17–18）但是，正因為如此，無形中也

對韓國華僑造成有利的貿易環境。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當局（朝鮮總督府）曾對華僑設下許多的經

濟限制，因此華僑的經濟勢力毋寧變得相當虛弱。但是由於上述美軍的經濟

政策，華僑扭轉局勢，可多方利用殖民時期的貿易網路，迅速成為朝鮮貿易

的中心力量。所以，透過對中國貿易的獨占，華僑的經濟得以有大幅度的成

長。可以說，戰後初期正是韓國華僑經濟發展的黃金期。

以結束日本殖民統治、要求建立自己國家為目標的朝鮮人而言，不管是

政治或是經濟方面，都主張必須以朝鮮人做為國家的主體。一旦華僑獨占韓

國貿易，並擴張其經濟力量，無疑對朝鮮人來說是一嚴重的威脅。因此，韓

國的報章媒體，均大力宣傳應該阻止華僑經濟力量之擴張，並進而塑造韓國

華僑的負面印象。

對於華僑貿易業方面的疑慮，尤其最能展現韓國媒體的態度。譬如經常

在言論中，韓國媒體對允許華僑貿易，大都抱持否定的語氣：「韓國經濟處於

混亂，若允許他們的貿易，他們具有資本力的優勢，貿易恐怕會被獨占」。58

又如韓國的貿易逐漸形成華僑獨占局面時，媒體便形容：「我們的貿易完全

被華商所凌虐」，59不滿情緒，俱在隻字片紙。韓國媒體發現，華僑從事走

私貿易擴大其資本時，60對此也加以抨擊：「黃金是重建朝鮮經濟的重要通

貨」，但由於「中國人的走私貿易，大量的金銀被流出」，這可是「出賣國家

的重大犯罪」。61

不僅如此，媒體更表示，在海外歸國的朝鮮人日益增加之際，若繼續增

加從中國來的移民，可能會造成重大的民生問題。因此，對於來自中國的移

民，媒體也採取相當強烈批判的態度。62其次，媒體也堅稱：非法入境的

58   〈中國人에貿易許可는不可〉（不著撰人，1946a）。
59   〈貿易거이華商이獨占〉（不著撰人，1948c）。
60   1946年至1948年被揭發160件走私出口貿易，以及463件走私進口貿易，其中華僑所占
比重，前者為37件（23％），後者為85件（18.4％）（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I–61）。

61   〈中國人密貿易에　金銀이多量流出、賣國的密商處斷緊急〉（不著撰人，1946b）。
62   〈朝鮮은樂土란말인가、仁川中國人移民上陸急増〉（不著撰人，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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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均主張必須閱讀「同意紀錄」才能審查。歷經商議結果，決定將「同

意紀錄」內容送達立法院，召開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

紀錄」。79在1965年1月26日所召開的秘密會議中，外交部仍然強調「中

韓友好條約」是規定原則的政治性條約，「同意紀錄」則為雙方彼此所獲得

之一種諒解，既非構成本條約之不可分割之部分，故無須批准。80

值得注意的是，另據外交部的說明，條約中所講的雙方對於彼此國民，

給予「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此即兩國政府「最惠國待遇」。此外，又強

調「同意紀錄」的內容也可見於其他友好條約中，如同美國與義大利、韓國

與美國所簽訂的友好條約；友好條約若採取列舉方式，就成為「同意紀錄」

相同的規定。外交部也強調，「同意紀錄」對於僑民在韓國所享受基本權益，

並無損害，既無限制，也沒有拘束力。81

「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就在此秘密會議中順利通過。但中華

民國外交部完全沒有提出，「韓國華僑問題」才是韓國長期以來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之最主要考量，也沒有提及中華民國在其僑民權益上做出很大

的讓步，反而主張國家的基本權益無損害。而且，會議中更沒有說明韓國後

來要求公開「同意紀錄」，而中華民國為此做出讓步之過程。

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強調為「政治性之效果」，為此甚至不惜犧牲韓國華

僑的權益，使「中韓友好條約」變成無實質內容的空洞條約，外交部對這一

點上也有所認知。例如在立法院的外交委員會，委員鄧公玄借用外交部次長

的說法，向其他立委們說明：「這個條約實在講是一般原則的規定，可以說

是相當空洞，許多詳細的事情都沒有列舉，不過有了這個條約以後，我們與

韓國方面起碼在政治方面進一步達到合作」。82中華民國雖然片面認為「同

意紀錄」並非「中韓友好條約」之一部分、不具拘束力，但韓國政府國內解

79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126）。
80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1月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1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1月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2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

108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韓國仍未放棄對其管制。從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理由可知，韓國至

少在1960年代，依舊對韓國華僑抱著「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

「犯罪」等負面印象和警戒心。對韓國而言，必須優先考慮的是保障本國國

民的利益，為此甚至不惜犧牲華僑之利益，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必

須壓抑華僑勢力的成長，以免造成對國家的威脅。

所以，韓國無法接受1957年草案中保障華僑的「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各項自由。在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更將華僑權益縮小為不含

有實際內容的「不低於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但是，韓國似乎並不滿足於此，

甚至對華僑提出「公共秩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之限制，並且透

過「同意紀錄」的方式，成功達到此企圖。

「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而言，無疑是令人滿意的結果。不僅是政府如

此，連韓國媒體對「中韓友好條約」所強調的內容，也是針對華僑所加設的

限制。譬如《韓國日報》中便提到：「我們政府在此條款中，為防備『不知

熄火的中國人商魂』，在條約中刪除『商行為』等用語，實質問題基於國內

法處理，另外以非正式的『諒解事項』之名義，設下多層的防備⋯[中略]⋯

再加上，由於在韓華僑三萬五千名，是駐韓外國人中占最多數，他們的商業

行為有可能對國內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韓國政府]無法馬上回應中

國的提議⋯[中略]⋯由於中國對『華僑地位問題』做出很大的讓步，[本

條約]才得以締結」。89從此一新聞的敘述語調中可以看出，韓國朝野基本

上都對華僑的經濟潛力深具戒心，而同聲共氣地支持對華僑加以限制。

陸、結論

1964年簽訂的「中韓友好條約」，象徵戰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基於反共友

好同盟關係而來的成就。但是其幕後，卻隱藏著中華民國與韓國之間的矛盾

89   〈韓中友好條約（全文）、화교엔외국인대우、외국과 맺은 첫 우호조약〉（不著撰人，
19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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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多數從事販賣毒品或進口禁止商品，強化了國內經濟之混亂，應

該設法取締這些非法入境的中國人。63另外，我們由《朝鮮日報》的新聞

標題：「華商的狡猾手段促使朝鮮人遭受不幸、貿易損失、對攪亂經濟應有

警戒」，64可以充分了解當時韓國媒體對華僑抱持疑慮的態度。可以說，戰

後初期，在韓國的華僑已被刻畫為「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犯

罪」等各類負面印象。65

然而，直到 1948年韓國政府成立後，基於對華僑的警戒，開始加強對

華僑實施經濟制裁，使得他們的經濟力量遭受打擊，逐漸衰退。

二、韓國政府對華僑的打壓與華僑經濟的衰退

韓國政府為了管制外國人的居住與出入境，1949年 11月公布「有關外

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人，必須 1年 1次為期，

辦理延長其滯留期間；又規定在韓國的外國人，必須獲得韓國外務部長的許

可才能出國。66

另方面，韓國政府採取不利於華僑的貿易政策。1948年 2月，朝鮮銀行

發表「外匯預存制度」，對外的民間貿易由物物交換，轉變為外匯中心，（尹

章奎，1975: 447）並在 1949年 1月 25日，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為了

63   〈經濟攪亂하는中國人不法入國을嚴重團束〉（不著撰人，1948a）。
64   〈華商의狡猾한솜씨에朝鮮人、미찌는貿易、經濟攪亂에警戒가緊要〉（不著撰人，

1948b）。
65   而華僑在當時確實獨占對中國的貿易，部分的華僑也有非法入境、從事走私貿易、毒品販
賣等非法情事和犯罪行為，但這並不代表所有華僑皆為如此。這種負面印象已在殖民時期

形成，經過戰後初期更加以強化。

66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居留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 9條規定「在
大韓民國滯留 30日以上的外國人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許可。滿滯留期限，而繼續滯留時，
申報外務部長官應獲得滯留延長許可」。另外，「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施行令

（1950年 3月 17日制定）」第 9條規定「法第 8條的通過期間延長期間許可為 15日以內，
滯留延長期間為 1年以內，滿期限後更新時也是如此」。因此，韓國華僑必須獲得韓國外
務部長官的許可才能繼續住在韓國，每滿 1年必須延長滯留期限，才能繼續居住韓國。韓
國政府對居住外國人出入境的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 11條「滯
留於大韓民國的外國人出境時，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出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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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起中華民國積極追求與韓國簽訂友好條約，希望藉此獲取政治

效益。1950年代中華民國面臨「第一次台海危機」與「第二次台海危機」。

然而，蔣介石並未放棄「反攻大陸」，試圖與韓國建立軍事同盟，但 1950年

代末期「反攻大陸」的可能性不斷降低，因此企圖藉強化與韓國的關係提高

區域內的地位。進入 1960年代，中共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中華民國政府更

加期待簽訂「中韓友好條約」以宣傳亞洲反共陣營的團結，提高台灣人民對

反共的信心與對政府的信賴。

雖然韓國亦企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提升國內反共信心。但是韓國政

府認為「韓國華僑問題」關係國家利益，不能為政治目標犧牲國家實質利益。

韓國華僑持有中華民國國籍，數量上居於在韓外國人的首位，因此，韓國政

府的「外國人政策」主要係針對華僑而來。若改變韓國華僑的政策，意味著

必須調整韓國整體「外國人政策」。因此，韓國政府不願對「韓國華僑問題」

妥協。

對韓國政府而言，中韓雙方的僑民數量差距太大，放寬對華僑的限制，

換取在台韓僑利益，並不代表國家利益。相對而言，在台韓僑數量極少，因

此中華民國政府對韓交涉友好條約時，便很少考慮到如何處理「在台韓僑問

題」，而追求政治效果。

此種兩者的立場，反映在「同意紀錄解釋」問題上，中韓雙方處理「同

意紀錄」問題時，採取完全不同方式。本於 1957年草案中規定：在韓國的

中華民國國民的「身體及財產」應得到保障，並享有「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自由；但是 1964年簽訂的條約中，僅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權利

及自由，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並由於「同意紀

錄」之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不得危害「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不僅沒有得到具體的保障，反而增加了必須遵守的規定。

因此，中華民國在簽署「中韓友好條約」後，送交立法院進行審查時，

並沒有附上「同意紀錄」以備查。但是，外交委員會向立法院報告時，順帶

提及另有「同意紀錄」，並說明其不是條約之一部分。然而，在場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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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為縮小，轉而以小資本的飲食業為主。72由表 7所示，1960年代起韓國

華僑從事飲食業者逐漸增加：由 1962年時占 36.99％，到 1972年則成長為

77.41％，成為華僑職業的第一位，且是壓倒性的第一位。73

韓國政府成立之際，華僑的經濟力量的確龐大，並且構成威脅，使得韓

國政府與民間均對華僑懷有疑慮與戒心，並且形塑出對華僑的負面印象。韓

國政府成立之後，由於設立種種法律限制，使得華僑失去當時的經濟實力，

表 7：韓國華僑的職業狀況（1954–1983）

職　業 1954年（人） 1962年（戶） 1972年（戶） 1983年（戶）

飲食業 4,997 22.62% 1,636 36.99% 2,454 77.41% 1,570 76.77%

雜貨店 1,003 4.54% 510 11.53% 319 10.06% 104 5.09%

工業．工場 736 3.33% 49 1.11% 23 0.73% 10 0.49%

農　業 933 4.22% 458 10.35% 82 2.59% 46 2.25%

醫藥業 103 0.47% 140 3.17% 143 4.51% 142 6.94%

貿易業 187 0.85% — — — — 4 0.20%

旅行業 — — — — — — 5 0.24%

行　商 410 1.86% 323 7.30% 97 3.06% — —

布　商 — — — — — — 28 1.37%

公務員．教師 176 0.80% 152 3.44% — — — —

其　他 13,545 61.32% 1,155 26.11% 52 1.64% 136 6.65%

合　計 22,090 100.00% 4,423 100.00% 3,170 100.00% 2,045 100.00%

資料來源：1954：盧冠群，1956: 92–95。
　　　　　1962：具孝慶、金信子，1963: 38。
　　　　　1972：〈韓國華僑職業別統計表〉（僑務委員會第三處編，1972: 25–26）。
　　　　　1983： 《華僑經濟年鑑（民國 71–72）》（華僑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編，1983: 293–

294）。

72   韓國華僑之所以轉換成飲食業，主要原因是：韓國政府對飲食業的限制較少，不必與韓國
人競爭之故。（박은경，1984: 133）再加上，飲食業是可以利用小資本經營之行業。因此，
韓國華僑的飲食業，大抵係以家族經營的小規模餐廳為主。

73   1983年後，駐韓大使館並沒有統計韓國華僑的職業，因此無法取得較具公信力的統計數
據。但是位於首爾，規模最大的華僑學校「漢城華僑中學」在學學生家長的職業統計，可

當作一個參考。2002年學生家長親職業統，分別為：飲食業 39.31％、廚師 15.28％、貿
易 9.58％、旅行業 6.81％、中醫師．中藥房 6.39％等。雖然飲食業比重下降，但仍是最多
華僑從事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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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韓國的地區別進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 中國（台灣） 香　港 日　本 美　國 其　他 總額

1949 31 (21.1%) 12 ( 8.2%) 19 (12.9%) 27 (18.4%) 58 (39.5%) 147
1950 5 ( 9.6%) 2 ( 3.8%) 36 (69.2%) 5 ( 9.6%) 4 ( 7.7%) 52
1951 15 ( 1.2%) 218 (17.9%) 886 (72.7%) 46 ( 3.8%) 53 ( 4.4%) 1,218
1952 829 (11.8%) 549 ( 7.8%) 4,169 (59.2%) 796 (11.3%) 701 (10.0%) 7,044
1953 1,094 ( 4.9%) 696 ( 3.1%) 10,666 (47.7%) 3,703 (16.6%) 6,211 (27.8%) 22,370
1954 1,273 ( 4.6%) 3,110 (11.2%) 10,612 (38.2%) 6,126 (22.0%) 6,664 (24.0%) 27,785
1955 2,338 ( 4.8%) 6,986 (14.5%) 7,067 (14.6%) 16,853 (34.9%) 15,001 (31.1%) 48,245
1956 1,850 ( 5.2%) 3,314 ( 9.4%) 6,820 (19.2%) 11,724 (33.1%) 11,728 (33.1%) 35,436
1957 918 ( 2.4%) 2,089 ( 5.5%) 8,529 (22.5%) 14,009 (36.9%) 12,371 (32.6%) 37,91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597
5,845
5,458
6,199
7,269

14,994
5,179

( 3.7%)
( 1.9%)
( 1.5%)
( 1.9%)
( 1.7%)
( 2.6%)
( 1.2%)

1,312
655

1,410
272
338

6,059
5,923

( 3.0%)
( 0.2%)
( 0.4%)
( 0.1%)
( 0.1%)
( 1.1%)
( 1.5%)

10,335
32,372
70,400
69,212

109,171
161,662
110,114

(23.7%)
(10.7%)
(20.5%)
(21.9%)
(25.9%)
(28.9%)
(27.2%)

13,899
147,561
133,746
143,380
220,341
281,748
202,058

(31.9%)
(48.6%)
(38.9%)
(45.4%)
(52.3%)
(50.3%)
(50.0%)

16,421
117,374
132,513
97,079
85,663
95,810
81,077

(37.7%)
(38.6%)
(38.6%)
(30.7%)
(20.3%)
(17.1%)
(20.1%)

43,564
303,807
343,527
316,142
421,782
560,273
404,351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 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 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 1圜。（圓：圜＝100：1）

貿易網路，因此無法在貿易上形成為一股力量。然而，1950年起日本與美

國的進出口比重逐漸增加，1957年所占比重為 49.4%與 18.2%。由此可知，

韓國主要貿易對象轉移至日本與美國，尤其日本成為韓國最主要貿易國。71

韓國的貿易市場上，華僑顯然已失去力量，大規模的韓國貿易公司逐漸成為

貿易的核心力量。

貿易業的沒落，意味著韓國華僑的經濟基礎逐漸面臨崩潰，因此經濟規

71   在美軍統治初期，美國對韓國的經濟目標主要是希望脫離日本經濟圈。但是 1948年後，
由於美國推動日韓經濟之統合，同時又將日本做為亞洲的反共據點構想逐步具體化，韓國

深感經濟復興及產業建設之必要性，故積極參與美國的計畫。因此，在 1949年 4月，日
本和韓國共同簽訂「日韓貿易協定」，顯示韓國貿易的對象逐漸移向日本。有關日韓貿易

協定與日韓貿易，參考：車喆旭，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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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華僑貿易衰退的原因之一。70

因此華僑貿易業從 1950年開始衰退。香港是韓國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

國。由表 5與表 6所示可知，香港的進出口比重 1949年占 72.6%，1950年

減少到 19%。另外，1950年後「自由中國」—即台灣地區取代中國大陸，

亦成為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國，但表 5與表 6顯示，對台灣的進出口額比重

相當低。由於上述種種貿易限制，再加上華僑對台灣貿易不具任何可利用的

表 5：韓國的地區別出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 中國（台灣） 香　港 日　本 美　國 其　他 總額

1949 5 (4.4%) 82 (72.6%) 18 (15.9%) 5 ( 4.4%) 3 ( 2.7%) 113
1950 0.7 (0.2%) 62 (19.0%) 246 (75.5%) 16 ( 4.9%) 1.3 ( 0.4%) 326
1951 0.1 (0.0%) 36 ( 7.8%) 384 (83.7%) 38 ( 8.3%) 0.9 ( 0.2%) 459
1952 8 (0.4%) 235 (12.1%) 1,054 (54.1%) 646 (33.1%) 7 ( 0.4%) 1,950
1953 18 (0.5%) 487 (12.2%) 1,497 (37.5%) 1,906 (47.8%) 79 ( 2.0%) 3,987
1954 35 (0.5%) 607 ( 9.1%) 2,199 (32.9%) 3,757 (56.3%) 77 ( 1.2%) 6,675
1955 62 (0.7%) 1,008 (11.1%) 3,531 (39.1%) 3,786 (41.9%) 655 ( 7.2%) 9,042
1956 109 (0.9%) 974 ( 7.7%) 4,285 (33.8%) 5,599 (44.2%) 1,701 (13.4%) 12,668
1957 130 (1.2%) 1,918 (17.0%) 5,582 (49.4%) 2,055 (18.2%) 1,610 (14.3%) 11,295
1958 95 (0.8%) 956 ( 8.3%) 6,916 (60.4%) 1,838 (16.0%) 1,648 (14.4%) 11,453
1959 127 (0.6%) 1,032 ( 5.2%) 12,680 (64.0%) 2,133 (10.7%) 3,830 (19.3%) 19,812
1960 384 (1.1%) 2,726 ( 8.3%) 20,175 (84.6%) 3,647 (11.1%) 5,868 (17.8%) 32,827
1961 530 (1.2%) 7,385 (10.7%) 19,397 (47.4%) 6,821 (16.6%) 6,745 (16.5%) 40,878
1962 1,354 (2.4%) 4,682 ( 8.5%) 23,483 (42.8%) 11,976 (21.8%) 13,318 (24.2%) 54,813
1963 722 (0.8%) 9,120 (10.8%) 24,841 (27.9%) 24,287 (28.6%) 27,832 (32.0%) 86,802
1964 1,946 (1.6%) 11,615 ( 9.7%) 38,159 (32.0%) 35,564 (29.8%) 31,774 (26.6%) 119,058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 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 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 1圜。（圓：圜＝100：1）

70   1949年 10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韓國命令禁止與該地區進行貿易。又由於 1950
年韓戰爆發，韓國成為戰場，使得韓國華僑不僅失去了在韓國既有的資本，更因中國加入

韓戰，為防止貨物流入中國，自 1951年起韓國規定與香港進行貿易，必須事先獲得駐香
港領使館的最終消費地證明與原產地證明書。（車喆旭，2002: 162–163）這項決定也讓韓
國華僑進行香港貿易時產生相當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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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起華僑已不足以成為韓國的威脅。但韓國仍基於上述的負面印象，

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之簽訂。

韓國政府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最擔心的是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

韓國政府始終將華僑列為管制對象。1963年 3月，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

管理法」，外國人之居住許可時間雖然延長為 3年，但仍必須得到政府的許

可，才能繼續居住。74另外，由於「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

人在出境時，必須事先獲得「再入國」簽證，在其簽證期間之內，若無入境

則取消在韓國的居住權。再者，韓國在 1961年所公布的「外國人土地法」，

嚴格禁止外國人持有土地。75（정인섭，2004: 182）

根據 1962年韓國外交部對於友好條約缺點的檢討，可具體表現出韓方

對於「韓國華僑問題」的看法：第一，中華民國方面締結友好條約的真意在

於中國人的自由出入境與經濟活動的最惠國民待遇。若簽訂條約，不可避免

多數中國人流入韓國。第二，因承認自由出入境，而導致發生長期非法居留

者、走私犯、逃稅等，攪亂社會秩序之情況。第三，中國人勤勉團結，具有

堅強的經濟伸展力，若韓國放寬對中國人的經濟活動之限制，可造成以法律

保障中國人經濟發展之結果。第四，東南亞諸國，如印尼、泰國、菲律賓、

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76對華政策上處於腐心狀態，中國人出發於

赤手空拳的勞動者，累積小資本，其勤勉的民族性，具有可怕的經濟伸展力

74   法律上明示居住期限為 3年的是 1978年 3月 31日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第 46條）
制定之後。但實際上更早時間，華僑的居留期限由 1年更改為 3年。由於資料不足因無法
明確知道更改時間，但是 1968年時，已經更改為 3年。因為，出入國管理 40年史編輯委
員會編（2003），記載：「中國人居住者的滯留期限一般為 3年，1971年因為滿期限的人多，
而延長許可者增加」。由此可以推測 1971年的 3年前 1968年時居留期限已為 3年。因此，
筆者推定 1963年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時，居住期限由 1年改為 3年。另外，
1997年 7月，由於「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的修改，韓國華僑的居住期間由 3年延長
為 5年。2002年後，韓國採取「永居權」制度，很多華僑取得「永居權」，不必因居留而
延長「居留簽證」。

75   1968年修正「外國人土地法」，外國人可所有 50坪以下的商業用土地，以及 200坪以下
的居住用土地。

76   在外交部文件中，亦列舉以上各國的對華僑的法律制裁之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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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77韓方尤其對華僑經濟活動抱持疑慮。

伍、「中韓友好條約」與雙方的利益衝突

由「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華民國與韓國利益

衝突的一面。中華民國追求的是政治考量，韓國追求的則是實質利益考量。

其中，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則是韓國政府考慮國家利益時的最重要因素。

一、政治考量與利益考量的衝突

分析中華民國與韓國的外交檔案，可知當初兩國對友好條約彼此有所誤

解：韓國以為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目的在於「保護韓國華僑」。由於駐

韓大使館是負責管理、保護韓國華僑的窗口，每當韓國發佈有關華僑的法令

時，華僑往往訴之於大使館，希望政府能夠保護他們的權益。最初駐韓大使

館亦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向外交部提議應與韓方簽定「通商航海條約」，

但是事實上外交部在意的是「政治效果」，而非保護華僑。中華民國外交部

方面並未察覺到韓國極為在意華僑問題，並以此做為談判前提；相對地，韓

國也誤解了中華民國的企圖，認為此舉係嘗試爭取實質權益。換言之，中華

民國外交部重視政治意義過於實際需要；78而韓國外交部恰恰相反，重視

實際需要超過政治意義，韓國政府所考慮的最主要實際因素則是如何有效管

理韓國華僑。

77   1962年韓國外交部曾分析簽訂友好條約的其他缺點如下：⑴簽訂同條約後，對中國人發
生問題，產生法律牽制的必要時，兩國間的友好關係有可能導致比現在更壞的影響。⑵韓

國華僑的人數（約 2萬 5千人），遠高於中國居住的韓國僑胞（約 550人），實際上導致韓
國華僑得到利益之結果。⑶韓國政府先積極與印尼、印度、緬甸等中立國家建立外交關

係，若建立外交關係之後有考慮的餘地，但現在締結同條約，時機上並不適合。⑷基於國

際政治面的考量，韓國與中國透過新的條約，進入同生共死的關係，還是韓國超越中國的

命運，採取獨自的外交路線，考慮其利害得失，損失多於利益。參考：〈韓中友好條約（日

期：不詳）〉（外務部，1952–1965a: 151–157）。
78   〈案由：駐韓大使館吳參事函稱韓國李承晚自再度當選總統後，躊躇滿志，且以我對韓國
此次政潮始終抱不介入態度，對我感情甚佳，似可趁機促使韓政府與我早日訂立友好條

約〉（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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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韓國並於同年 2月起，將一年分為四期，且在每期

開始之前，發表本期進出口之商品種類及數量，分配給各貿易公司。67 1949

年 6月 13日，韓國又發佈「對外貿易與其他交易之外匯辦理規則」，規定進

口所用的外匯，僅能利用出口所獲得的外匯，禁止使用其他來源的外匯。68

韓國透過上述方法，一方面有意平衡國際收支；另一方面，企圖對華僑

貿易加以限制。由於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貿易公司的進口商品必須獲

得政府的分配，因此，各方開始激烈競爭這些外匯的配額。「進出口分配制

度」初期是由先後順序，來決定所獲得分配的公司，但後期則改以出口業績

為標準。當時由於韓國物資相當缺乏，進口的收益性較高，出口收益性較

低。所以，出口業績較好的公司，往往可以獨占受益性較高的進口商品；相

反地，出口業績較差的公司，因為無法進口收益性較高的商品，經常有面臨

倒閉之危機。（車喆旭，1993: 95）韓國的華僑貿易公司情況也是如此。

當時韓國華僑貿易主要係以進口為主，出口貿易的業績並不理想。再加

上鎢、高麗人蔘等一類受益性較高的重要出口品，由韓國實施專賣，受到政

府的管制。相較於華僑的情況，韓國貿易業者可以利用其人脈關係，獲得政

府的支持，因此也較易獲得這種出口專賣品。（車喆旭，1993: 99）

誠如上述，「進出口分配制度」與外匯政策是相互連貫的政策。當實施

「進出口分配制度」後，想要進口物品，必須先獲得美金，但出口業績較低的

華僑業者，經常無法從韓國政府手中獲得充分的美金，因此必須在黑市出 2

至 3倍的匯價購買美金，以利進行貿易。69由於韓國華僑商人逐漸無法承擔

這種壓力，導致貿易業績一年不如一年。此外，中國的共產化與韓戰爆發，

67   四期分法為，4月—6月、7月—9月、10月—12月、翌年的 1月—3月。1953年之後，
將一年分為兩期。

68   第 8條「進口業者從外國進口物品時，通關後 30天內將該進口許可書中記載的外匯金額，
以一般匯率計算後，圓貨預存於朝鮮換金銀行⋯ [後略]」。

   第 9條「依照前條的規定，僅在左列的情況承認預存金的提款。1.在外國進行進口，需在
國內購買出口許可品。2.出口業者繳付營業費、其他所需的費用。3.財務部長官認定有必
要時。⋯ [後略]」

69   1950年代當時存在多種匯率，政府公定匯率低於黑市的 1/2至 1/4。有關當時的公定匯率
與黑市匯率，參考：金洛年，2004: 20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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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56（미국무성，1984: 85）

由表3與表4的陳列可知，朝鮮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商業貿易主要以

日本為中心，基本上附屬於日本的狀態。以1944年為例，朝鮮對日本的出

口占79.26%，進口則占80.47%。

表3：朝鮮的地區別出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中　國香　港 州　國日　本其　他總　額

1940
39,160

(4.13%)
303

(0.03%)
147,033

(15.51%)
741,424

(78.23%)
59,049

(6.23%)
947,809

(100%）

1941
42,145

(4.33%)
273

(0.03%)
131,131

(13.47%)
788,733

(81.05%)
10,916

(1.12%)
973,198

(100%)

1942
42,405

(4.49%)
—

—

144,793
(15.33％)

752,287
(79.63%)

5,237
(0.55%)

944,722
(100%)

1943
47,646

(6.76%)
330

(0.05%)
135,784

(19.26%)
512,907

(72.75%)
8,340

(1.18%)
705,007

(100%)

1944
35,020

(3.81%)
90

(0.01%)
151,027

(16.42%)
728,836

(79.26%)
4,629

(0.50%)
919,602

(100%)

1945
25,454

(35.90%)
—

—

45,444
(64.10%)

—

—

0
(0.00%)

70,898
(100%)

1946
38,863

(81.41%)
—

—

—

—

8,874
(18.59%)

0
(0.00%)

47,737
(100%)

1947
255,224

(22.97%)
465,405

(41.89%)
—

—

—

—

390,504
(35.14%)

1,111,133
(100%)

1948
179,496

(2.49%)
5,501,371
(76.45%)

—

—

1,094,636
(15.21%)

420,244
(5.84%)

7,195,74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56   李鍾元指示，美軍政廳對非遵守不可的一連串「SWNCC」文件內容，多以漠視或不執行
關鍵部分的方式處裡。相對而言，從日本經濟獨立的經濟政策，較嚴密遵守。（李鍾元，

199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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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反共同盟的宣傳效果。86但在1970年代後，「中韓友好條約」是否仍

繼續具有「政治性效果」，筆者感到懷疑。因為此後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明顯

轉變，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等，國際形勢有著極大幅度的轉變。面對這種

變化，韓國採取順應時勢變化之態度，首先在1972年發表「七．四南北共

同聲明」，改善南北韓關係；1973年則發表對「不同理念與體制的國家」開

放門戶的政策。韓國與中華民國間的反共同盟，明顯出現裂痕。

二、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與韓國的利益衝突

韓國華僑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不會造成韓國的威脅。以外國人身分居

住韓國的華僑，既不具有參政權，也無法從事社會地位較高的職業，例如，

國家公務員或地方公務員，以及律師、會計師、國立大學教授等。從事這些

職業皆必須提交韓國的戶籍謄本與身份證明書，但華僑不具有這些證件。87

（王恩美，2008: 245–246）因此，韓國華僑難以在政治上發生影響力。

在意識形態方面，韓國華僑採取堅定的反共立場。韓國華僑在韓戰時經

歷直接或間接與中共為敵作戰的過程。因此，加強了韓國華僑對中華民國的

向心力與反共立場。另外，中華民國政府為強化對華僑的向心力，積極推展

對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而韓國華僑為鞏固華僑社會的穩定發展，亦積極吸

收政府的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因此，韓國華僑學校皆按照中華民國國內的

課程標準編製課程表，上課用的課本亦與中華民國相同，華僑學校中也實施

反共教育。少數族群的韓國華僑亦為自己生命安全，積極向韓國政府表示反

共立場。88因此，韓國華僑的意識形態不會造成韓國政府的疑慮。

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是「中韓友好條約」的最大障礙因素。但事實上，

1950年代以後的韓國華僑，已無法威脅到韓國經濟，加上有關居住、出入

境、土地所有權等各項權利，都受到嚴格限制，華僑勢力相當衰弱。然而，

86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後，台灣的《中央日報》報導：「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今日簽訂了一
項正式加強兩國兄弟之邦的友好關係的親善友好條約」，宣傳兩國的「反共聯合」、「兄弟

之邦」的關係。參考〈中韓友好條約昨在漢城簽訂〉（不著撰人，1964b）。
87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1990年代末期後逐漸被放寬。
88   有關韓國華僑的反共立場，詳細內容參考：王恩美，2008第三章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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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同意紀錄」時，卻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向「政策委員會」說明「中韓友好條約」之經過時，表示對

在韓國華僑待遇方面，韓國達到滿意的談判，設立了滿意的規定，使韓國華

僑之待遇受於韓國國內法之限制。83

韓國的態度與中華民國有極大的差異。當韓國外交部將「中韓友好條約」

內容送至國會接受審查時，條約之外「同意紀錄」也以附件方式傳閱，強調

已確保適用第五條內容時，關於維持公共秩序、公眾健康、保護道德及安

全，政府所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韓國政府主張該項條約對韓國有利，應以

批准為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政府在送交國會審查「中韓友好條約」

之附件中，還特意列出1957年草案之第五、六條，以及1964年簽約之第五

條，形成強烈的對比。84最後，「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更於1965年

11月10日通過韓國國會批准後，同年12月3日刊登於韓國的《官報》。85

根據上述，可知韓國對「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的看法與處理

方式，並沒有將「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解釋為「最惠國待遇」。然而，

韓國關於韓國華僑受國內法之要求，以及設下「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之限制，則感到非常滿意。對韓國政府來說，「同意紀錄」是條約

的一部分，具有與條約相同的拘束力。韓國對此處理態度，明顯與中華民國

對「同意紀錄」之解釋不同，形成強烈對比。透過韓國處理「同意紀錄」的

過程，可以看出韓國政府相當重視實質國家利益。

1960年代可說是中華民國與韓國關係最為緊密的時候。不僅雙方官員

與軍部高層的互訪頻率甚高，連大統領朴正熙本人也曾在1966年時親訪中

華民國。因此，當時「中韓友好條約」確實成為兩國政治合作的象徵，具有

83   〈한．중 우호 조약 국회 비준 동의 제안 설명서（日期：1965年4月22日）〉（外務部，
1952–1965b: 182）。本條約於1965年11月10日獲韓國國會批准，1965年12月3日在台
北正式交換批准書，正式生效。

84   〈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의 우호조약에 관한 비준 동의안〉（國會事務處，1965a: 204–
205）；〈부록〉（國會事務處，1965b: 201–206）。

85   〈한．중 우호 조약，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 간의 우호조약〉，官報，4212（1965年12
月3日），頁2071–2074（公報部，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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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朝鮮的地區別進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中　國香　港 州　國日　本其　他總　額

1940
—

—

—

—

—

—

1,335,716
(86.94%)

200,651
(13.06%)

1,536,367
(100%)

1941
38,833

(2.56%)
76

(0.01%)
73,945

(4.87%)
1,360,994
(89.58%)

45,491
(2.99%)

1,519,339
(100%)

1942
29,257

(1.96%)
46

(0.00%)
83,415

(5.60%)
1,360,994
(92.19%)

3,691
(0.25%)

1,490,884
(100%)

1943
37,800

(2.80%)
—

—

146,922
(10.90%)

1,135,699
(84.27%)

27,254
(2.02%)

1,347,675
(100%)

1944
26,555

(2.78%)
21

(0.00%)
158,894
(16.62%)

769,179
(80.47%)

1,246
(0.13%)

955,895
(100%)

1945
57,146

(46.78%)
7

(0.01%)
64,114

(52.48%)
—

—

902
(0.74%)

122,169
(100%)

1946
159,205

(94.54%)
—

—

—

—

8,054
(4.78%)

1,147
(0.68%)

168,406
(100%)

1947
672,279

(32.20%)
148,056

(7.09%)
—

—

10,361
(0.50%)

1,257,429
(60.22%)

2,088,125
(100%)

1948
1,214,972
(13.72%)

1,396,521
(15.77%)

—

—

461,583
(5.21%)

5,784,381
(65.31%)

8,857,45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為了改變這種長期依賴日本的經濟體制，美軍實施管制貿易政策，排除

與日本的貿易關係，結果造成韓國對中國與香港的貿易量急速增加。如同表

4所示，1946年韓國對中國的進口額增加到94.54%。由此可見，戰後韓國

的貿易重心由日本轉變為中國與香港。57這固然是受到韓國內部混亂與物

57   香港扮演中介貿易地的角色。經由香港歐洲與東南亞的商品進口韓國，韓國的商品也經由
香港出口至歐洲與東南亞地區。（韓國貿易協會，1972: 228）另外，由中國進口品以工業
原料、生橡膠、染料、布類、花生、玻璃、紙等生活用品為主。向中國的出口品以海鮮

類、牛皮類、毛皮類為主。（李正熙，20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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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華僑貿易衰退的原因之一。70

因此華僑貿易業從 1950年開始衰退。香港是韓國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

國。由表 5與表 6所示可知，香港的進出口比重 1949年占 72.6%，1950年

減少到 19%。另外，1950年後「自由中國」—即台灣地區取代中國大陸，

亦成為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國，但表 5與表 6顯示，對台灣的進出口額比重

相當低。由於上述種種貿易限制，再加上華僑對台灣貿易不具任何可利用的

表 5：韓國的地區別出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 中國（台灣） 香　港 日　本 美　國 其　他 總額

1949 5 (4.4%) 82 (72.6%) 18 (15.9%) 5 ( 4.4%) 3 ( 2.7%) 113
1950 0.7 (0.2%) 62 (19.0%) 246 (75.5%) 16 ( 4.9%) 1.3 ( 0.4%) 326
1951 0.1 (0.0%) 36 ( 7.8%) 384 (83.7%) 38 ( 8.3%) 0.9 ( 0.2%) 459
1952 8 (0.4%) 235 (12.1%) 1,054 (54.1%) 646 (33.1%) 7 ( 0.4%) 1,950
1953 18 (0.5%) 487 (12.2%) 1,497 (37.5%) 1,906 (47.8%) 79 ( 2.0%) 3,987
1954 35 (0.5%) 607 ( 9.1%) 2,199 (32.9%) 3,757 (56.3%) 77 ( 1.2%) 6,675
1955 62 (0.7%) 1,008 (11.1%) 3,531 (39.1%) 3,786 (41.9%) 655 ( 7.2%) 9,042
1956 109 (0.9%) 974 ( 7.7%) 4,285 (33.8%) 5,599 (44.2%) 1,701 (13.4%) 12,668
1957 130 (1.2%) 1,918 (17.0%) 5,582 (49.4%) 2,055 (18.2%) 1,610 (14.3%) 11,295
1958 95 (0.8%) 956 ( 8.3%) 6,916 (60.4%) 1,838 (16.0%) 1,648 (14.4%) 11,453
1959 127 (0.6%) 1,032 ( 5.2%) 12,680 (64.0%) 2,133 (10.7%) 3,830 (19.3%) 19,812
1960 384 (1.1%) 2,726 ( 8.3%) 20,175 (84.6%) 3,647 (11.1%) 5,868 (17.8%) 32,827
1961 530 (1.2%) 7,385 (10.7%) 19,397 (47.4%) 6,821 (16.6%) 6,745 (16.5%) 40,878
1962 1,354 (2.4%) 4,682 ( 8.5%) 23,483 (42.8%) 11,976 (21.8%) 13,318 (24.2%) 54,813
1963 722 (0.8%) 9,120 (10.8%) 24,841 (27.9%) 24,287 (28.6%) 27,832 (32.0%) 86,802
1964 1,946 (1.6%) 11,615 ( 9.7%) 38,159 (32.0%) 35,564 (29.8%) 31,774 (26.6%) 119,058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 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 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 1圜。（圓：圜＝100：1）

70   1949年 10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韓國命令禁止與該地區進行貿易。又由於 1950
年韓戰爆發，韓國成為戰場，使得韓國華僑不僅失去了在韓國既有的資本，更因中國加入

韓戰，為防止貨物流入中國，自 1951年起韓國規定與香港進行貿易，必須事先獲得駐香
港領使館的最終消費地證明與原產地證明書。（車喆旭，2002: 162–163）這項決定也讓韓
國華僑進行香港貿易時產生相當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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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起華僑已不足以成為韓國的威脅。但韓國仍基於上述的負面印象，

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之簽訂。

韓國政府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最擔心的是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

韓國政府始終將華僑列為管制對象。1963年 3月，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

管理法」，外國人之居住許可時間雖然延長為 3年，但仍必須得到政府的許

可，才能繼續居住。74另外，由於「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

人在出境時，必須事先獲得「再入國」簽證，在其簽證期間之內，若無入境

則取消在韓國的居住權。再者，韓國在 1961年所公布的「外國人土地法」，

嚴格禁止外國人持有土地。75（정인섭，2004: 182）

根據 1962年韓國外交部對於友好條約缺點的檢討，可具體表現出韓方

對於「韓國華僑問題」的看法：第一，中華民國方面締結友好條約的真意在

於中國人的自由出入境與經濟活動的最惠國民待遇。若簽訂條約，不可避免

多數中國人流入韓國。第二，因承認自由出入境，而導致發生長期非法居留

者、走私犯、逃稅等，攪亂社會秩序之情況。第三，中國人勤勉團結，具有

堅強的經濟伸展力，若韓國放寬對中國人的經濟活動之限制，可造成以法律

保障中國人經濟發展之結果。第四，東南亞諸國，如印尼、泰國、菲律賓、

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76對華政策上處於腐心狀態，中國人出發於

赤手空拳的勞動者，累積小資本，其勤勉的民族性，具有可怕的經濟伸展力

74   法律上明示居住期限為 3年的是 1978年 3月 31日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第 46條）
制定之後。但實際上更早時間，華僑的居留期限由 1年更改為 3年。由於資料不足因無法
明確知道更改時間，但是 1968年時，已經更改為 3年。因為，出入國管理 40年史編輯委
員會編（2003），記載：「中國人居住者的滯留期限一般為 3年，1971年因為滿期限的人多，
而延長許可者增加」。由此可以推測 1971年的 3年前 1968年時居留期限已為 3年。因此，
筆者推定 1963年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時，居住期限由 1年改為 3年。另外，
1997年 7月，由於「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的修改，韓國華僑的居住期間由 3年延長
為 5年。2002年後，韓國採取「永居權」制度，很多華僑取得「永居權」，不必因居留而
延長「居留簽證」。

75   1968年修正「外國人土地法」，外國人可所有 50坪以下的商業用土地，以及 200坪以下
的居住用土地。

76   在外交部文件中，亦列舉以上各國的對華僑的法律制裁之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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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77韓方尤其對華僑經濟活動抱持疑慮。

伍、「中韓友好條約」與雙方的利益衝突

由「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華民國與韓國利益

衝突的一面。中華民國追求的是政治考量，韓國追求的則是實質利益考量。

其中，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則是韓國政府考慮國家利益時的最重要因素。

一、政治考量與利益考量的衝突

分析中華民國與韓國的外交檔案，可知當初兩國對友好條約彼此有所誤

解：韓國以為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目的在於「保護韓國華僑」。由於駐

韓大使館是負責管理、保護韓國華僑的窗口，每當韓國發佈有關華僑的法令

時，華僑往往訴之於大使館，希望政府能夠保護他們的權益。最初駐韓大使

館亦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向外交部提議應與韓方簽定「通商航海條約」，

但是事實上外交部在意的是「政治效果」，而非保護華僑。中華民國外交部

方面並未察覺到韓國極為在意華僑問題，並以此做為談判前提；相對地，韓

國也誤解了中華民國的企圖，認為此舉係嘗試爭取實質權益。換言之，中華

民國外交部重視政治意義過於實際需要；78而韓國外交部恰恰相反，重視

實際需要超過政治意義，韓國政府所考慮的最主要實際因素則是如何有效管

理韓國華僑。

77   1962年韓國外交部曾分析簽訂友好條約的其他缺點如下：⑴簽訂同條約後，對中國人發
生問題，產生法律牽制的必要時，兩國間的友好關係有可能導致比現在更壞的影響。⑵韓

國華僑的人數（約 2萬 5千人），遠高於中國居住的韓國僑胞（約 550人），實際上導致韓
國華僑得到利益之結果。⑶韓國政府先積極與印尼、印度、緬甸等中立國家建立外交關

係，若建立外交關係之後有考慮的餘地，但現在締結同條約，時機上並不適合。⑷基於國

際政治面的考量，韓國與中國透過新的條約，進入同生共死的關係，還是韓國超越中國的

命運，採取獨自的外交路線，考慮其利害得失，損失多於利益。參考：〈韓中友好條約（日

期：不詳）〉（外務部，1952–1965a: 151–157）。
78   〈案由：駐韓大使館吳參事函稱韓國李承晚自再度當選總統後，躊躇滿志，且以我對韓國
此次政潮始終抱不介入態度，對我感情甚佳，似可趁機促使韓政府與我早日訂立友好條

約〉（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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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韓國並於同年 2月起，將一年分為四期，且在每期

開始之前，發表本期進出口之商品種類及數量，分配給各貿易公司。67 1949

年 6月 13日，韓國又發佈「對外貿易與其他交易之外匯辦理規則」，規定進

口所用的外匯，僅能利用出口所獲得的外匯，禁止使用其他來源的外匯。68

韓國透過上述方法，一方面有意平衡國際收支；另一方面，企圖對華僑

貿易加以限制。由於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貿易公司的進口商品必須獲

得政府的分配，因此，各方開始激烈競爭這些外匯的配額。「進出口分配制

度」初期是由先後順序，來決定所獲得分配的公司，但後期則改以出口業績

為標準。當時由於韓國物資相當缺乏，進口的收益性較高，出口收益性較

低。所以，出口業績較好的公司，往往可以獨占受益性較高的進口商品；相

反地，出口業績較差的公司，因為無法進口收益性較高的商品，經常有面臨

倒閉之危機。（車喆旭，1993: 95）韓國的華僑貿易公司情況也是如此。

當時韓國華僑貿易主要係以進口為主，出口貿易的業績並不理想。再加

上鎢、高麗人蔘等一類受益性較高的重要出口品，由韓國實施專賣，受到政

府的管制。相較於華僑的情況，韓國貿易業者可以利用其人脈關係，獲得政

府的支持，因此也較易獲得這種出口專賣品。（車喆旭，1993: 99）

誠如上述，「進出口分配制度」與外匯政策是相互連貫的政策。當實施

「進出口分配制度」後，想要進口物品，必須先獲得美金，但出口業績較低的

華僑業者，經常無法從韓國政府手中獲得充分的美金，因此必須在黑市出 2

至 3倍的匯價購買美金，以利進行貿易。69由於韓國華僑商人逐漸無法承擔

這種壓力，導致貿易業績一年不如一年。此外，中國的共產化與韓戰爆發，

67   四期分法為，4月—6月、7月—9月、10月—12月、翌年的 1月—3月。1953年之後，
將一年分為兩期。

68   第 8條「進口業者從外國進口物品時，通關後 30天內將該進口許可書中記載的外匯金額，
以一般匯率計算後，圓貨預存於朝鮮換金銀行⋯ [後略]」。

   第 9條「依照前條的規定，僅在左列的情況承認預存金的提款。1.在外國進行進口，需在
國內購買出口許可品。2.出口業者繳付營業費、其他所需的費用。3.財務部長官認定有必
要時。⋯ [後略]」

69   1950年代當時存在多種匯率，政府公定匯率低於黑市的 1/2至 1/4。有關當時的公定匯率
與黑市匯率，參考：金洛年，2004: 20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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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56（미국무성，1984: 85）

由表3與表4的陳列可知，朝鮮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商業貿易主要以

日本為中心，基本上附屬於日本的狀態。以1944年為例，朝鮮對日本的出

口占79.26%，進口則占80.47%。

表3：朝鮮的地區別出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中　國香　港 州　國日　本其　他總　額

1940
39,160

(4.13%)
303

(0.03%)
147,033

(15.51%)
741,424

(78.23%)
59,049

(6.23%)
947,809

(100%）

1941
42,145

(4.33%)
273

(0.03%)
131,131

(13.47%)
788,733

(81.05%)
10,916

(1.12%)
973,198

(100%)

1942
42,405

(4.49%)
—

—

144,793
(15.33％)

752,287
(79.63%)

5,237
(0.55%)

944,722
(100%)

1943
47,646

(6.76%)
330

(0.05%)
135,784

(19.26%)
512,907

(72.75%)
8,340

(1.18%)
705,007

(100%)

1944
35,020

(3.81%)
90

(0.01%)
151,027

(16.42%)
728,836

(79.26%)
4,629

(0.50%)
919,602

(100%)

1945
25,454

(35.90%)
—

—

45,444
(64.10%)

—

—

0
(0.00%)

70,898
(100%)

1946
38,863

(81.41%)
—

—

—

—

8,874
(18.59%)

0
(0.00%)

47,737
(100%)

1947
255,224

(22.97%)
465,405

(41.89%)
—

—

—

—

390,504
(35.14%)

1,111,133
(100%)

1948
179,496

(2.49%)
5,501,371
(76.45%)

—

—

1,094,636
(15.21%)

420,244
(5.84%)

7,195,74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56   李鍾元指示，美軍政廳對非遵守不可的一連串「SWNCC」文件內容，多以漠視或不執行
關鍵部分的方式處裡。相對而言，從日本經濟獨立的經濟政策，較嚴密遵守。（李鍾元，

1993: 17）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107

鞏固反共同盟的宣傳效果。86但在1970年代後，「中韓友好條約」是否仍

繼續具有「政治性效果」，筆者感到懷疑。因為此後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明顯

轉變，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等，國際形勢有著極大幅度的轉變。面對這種

變化，韓國採取順應時勢變化之態度，首先在1972年發表「七．四南北共

同聲明」，改善南北韓關係；1973年則發表對「不同理念與體制的國家」開

放門戶的政策。韓國與中華民國間的反共同盟，明顯出現裂痕。

二、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與韓國的利益衝突

韓國華僑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不會造成韓國的威脅。以外國人身分居

住韓國的華僑，既不具有參政權，也無法從事社會地位較高的職業，例如，

國家公務員或地方公務員，以及律師、會計師、國立大學教授等。從事這些

職業皆必須提交韓國的戶籍謄本與身份證明書，但華僑不具有這些證件。87

（王恩美，2008: 245–246）因此，韓國華僑難以在政治上發生影響力。

在意識形態方面，韓國華僑採取堅定的反共立場。韓國華僑在韓戰時經

歷直接或間接與中共為敵作戰的過程。因此，加強了韓國華僑對中華民國的

向心力與反共立場。另外，中華民國政府為強化對華僑的向心力，積極推展

對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而韓國華僑為鞏固華僑社會的穩定發展，亦積極吸

收政府的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因此，韓國華僑學校皆按照中華民國國內的

課程標準編製課程表，上課用的課本亦與中華民國相同，華僑學校中也實施

反共教育。少數族群的韓國華僑亦為自己生命安全，積極向韓國政府表示反

共立場。88因此，韓國華僑的意識形態不會造成韓國政府的疑慮。

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是「中韓友好條約」的最大障礙因素。但事實上，

1950年代以後的韓國華僑，已無法威脅到韓國經濟，加上有關居住、出入

境、土地所有權等各項權利，都受到嚴格限制，華僑勢力相當衰弱。然而，

86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後，台灣的《中央日報》報導：「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今日簽訂了一
項正式加強兩國兄弟之邦的友好關係的親善友好條約」，宣傳兩國的「反共聯合」、「兄弟

之邦」的關係。參考〈中韓友好條約昨在漢城簽訂〉（不著撰人，1964b）。
87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1990年代末期後逐漸被放寬。
88   有關韓國華僑的反共立場，詳細內容參考：王恩美，2008第三章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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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同意紀錄」時，卻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向「政策委員會」說明「中韓友好條約」之經過時，表示對

在韓國華僑待遇方面，韓國達到滿意的談判，設立了滿意的規定，使韓國華

僑之待遇受於韓國國內法之限制。83

韓國的態度與中華民國有極大的差異。當韓國外交部將「中韓友好條約」

內容送至國會接受審查時，條約之外「同意紀錄」也以附件方式傳閱，強調

已確保適用第五條內容時，關於維持公共秩序、公眾健康、保護道德及安

全，政府所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韓國政府主張該項條約對韓國有利，應以

批准為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政府在送交國會審查「中韓友好條約」

之附件中，還特意列出1957年草案之第五、六條，以及1964年簽約之第五

條，形成強烈的對比。84最後，「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更於1965年

11月10日通過韓國國會批准後，同年12月3日刊登於韓國的《官報》。85

根據上述，可知韓國對「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的看法與處理

方式，並沒有將「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解釋為「最惠國待遇」。然而，

韓國關於韓國華僑受國內法之要求，以及設下「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之限制，則感到非常滿意。對韓國政府來說，「同意紀錄」是條約

的一部分，具有與條約相同的拘束力。韓國對此處理態度，明顯與中華民國

對「同意紀錄」之解釋不同，形成強烈對比。透過韓國處理「同意紀錄」的

過程，可以看出韓國政府相當重視實質國家利益。

1960年代可說是中華民國與韓國關係最為緊密的時候。不僅雙方官員

與軍部高層的互訪頻率甚高，連大統領朴正熙本人也曾在1966年時親訪中

華民國。因此，當時「中韓友好條約」確實成為兩國政治合作的象徵，具有

83   〈한．중 우호 조약 국회 비준 동의 제안 설명서（日期：1965年4月22日）〉（外務部，
1952–1965b: 182）。本條約於1965年11月10日獲韓國國會批准，1965年12月3日在台
北正式交換批准書，正式生效。

84   〈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의 우호조약에 관한 비준 동의안〉（國會事務處，1965a: 204–
205）；〈부록〉（國會事務處，1965b: 201–206）。

85   〈한．중 우호 조약，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 간의 우호조약〉，官報，4212（1965年12
月3日），頁2071–2074（公報部，1965）。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95

表4：朝鮮的地區別進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中　國香　港 州　國日　本其　他總　額

1940
—

—

—

—

—

—

1,335,716
(86.94%)

200,651
(13.06%)

1,536,367
(100%)

1941
38,833

(2.56%)
76

(0.01%)
73,945

(4.87%)
1,360,994
(89.58%)

45,491
(2.99%)

1,519,339
(100%)

1942
29,257

(1.96%)
46

(0.00%)
83,415

(5.60%)
1,360,994
(92.19%)

3,691
(0.25%)

1,490,884
(100%)

1943
37,800

(2.80%)
—

—

146,922
(10.90%)

1,135,699
(84.27%)

27,254
(2.02%)

1,347,675
(100%)

1944
26,555

(2.78%)
21

(0.00%)
158,894
(16.62%)

769,179
(80.47%)

1,246
(0.13%)

955,895
(100%)

1945
57,146

(46.78%)
7

(0.01%)
64,114

(52.48%)
—

—

902
(0.74%)

122,169
(100%)

1946
159,205

(94.54%)
—

—

—

—

8,054
(4.78%)

1,147
(0.68%)

168,406
(100%)

1947
672,279

(32.20%)
148,056

(7.09%)
—

—

10,361
(0.50%)

1,257,429
(60.22%)

2,088,125
(100%)

1948
1,214,972
(13.72%)

1,396,521
(15.77%)

—

—

461,583
(5.21%)

5,784,381
(65.31%)

8,857,45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為了改變這種長期依賴日本的經濟體制，美軍實施管制貿易政策，排除

與日本的貿易關係，結果造成韓國對中國與香港的貿易量急速增加。如同表

4所示，1946年韓國對中國的進口額增加到94.54%。由此可見，戰後韓國

的貿易重心由日本轉變為中國與香港。57這固然是受到韓國內部混亂與物

57   香港扮演中介貿易地的角色。經由香港歐洲與東南亞的商品進口韓國，韓國的商品也經由
香港出口至歐洲與東南亞地區。（韓國貿易協會，1972: 228）另外，由中國進口品以工業
原料、生橡膠、染料、布類、花生、玻璃、紙等生活用品為主。向中國的出口品以海鮮

類、牛皮類、毛皮類為主。（李正熙，2001: 8）

K90705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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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韓國外交部長李東元提出上述內容的口頭聲述，並書寫成文字後，53「中

韓友好條約」於1964年11月27日正式簽訂。54

韓國雖然沒有能夠獲得「同意紀錄」之再簽署，可是卻得以公開「同意

紀錄」之內容。「同意紀錄」由此具有與國內法相同的地位，遂能將「同意

紀錄」運用於韓國華僑的身上，達到了韓國政府的最終目的。

肆、韓國政府重視「韓國華僑問題」的背景

如前所述，至少1964年之前，韓國所以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的

最大因素，乃在有關「韓國華僑問題」，並且對韓國華僑存有相當的疑慮。

我們也不得不感到疑問：韓國為何如此地在意韓國華僑，希望限制他們的權

益，且不願給予經濟活動的自由？為了追索箇中緣故，有必要從戰後，關於

韓國境內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對華僑的疑慮開始談起。

一、戰後初期韓國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的疑慮

戰後，朝鮮半島因政治情勢的變化，分裂為南北兩部，38度線以南地

區由美軍負責統治管理。美軍在治理韓國期間，對韓國的經濟政策是以迅速

斷絕與日本的關係為主要方向。這主要由美國政府「向美軍佔領朝鮮地區之

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的有關民政之基本指令（SWNCC176/8）」傳達美軍，

關於統治韓國政策的各項基本方針。55（미국무성，1984: 84–103）值得留

心的是其中的第三條規定：為了達成朝鮮建立成為一個自由、獨立國家的目

標，「從朝鮮人的經濟、政治生活中，逐漸驅除日本控制」，並「使朝鮮從日

本政治、行政中完全分離出來，且從日本社會、經濟及金融控制中解放朝

53   〈중국측「후」참사관 적선 부분의 삭제를 요구함（日期：1964年11月26日）〉（外務部，
1952–1965b: 131）。

54   〈關於簽署中韓友好條約事報請核轉立法院審議由（日期：1964年12月9日）〉（外交部，
1964–1966c）。

55   1945年10月，美國國務、陸軍、海軍三省調整委員會，針對美軍占領朝鮮地區內的民間
事務，向朝鮮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下達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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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嚴重不足所致；（李鍾元，1993: 17–18）但是，正因為如此，無形中也

對韓國華僑造成有利的貿易環境。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當局（朝鮮總督府）曾對華僑設下許多的經

濟限制，因此華僑的經濟勢力毋寧變得相當虛弱。但是由於上述美軍的經濟

政策，華僑扭轉局勢，可多方利用殖民時期的貿易網路，迅速成為朝鮮貿易

的中心力量。所以，透過對中國貿易的獨占，華僑的經濟得以有大幅度的成

長。可以說，戰後初期正是韓國華僑經濟發展的黃金期。

以結束日本殖民統治、要求建立自己國家為目標的朝鮮人而言，不管是

政治或是經濟方面，都主張必須以朝鮮人做為國家的主體。一旦華僑獨占韓

國貿易，並擴張其經濟力量，無疑對朝鮮人來說是一嚴重的威脅。因此，韓

國的報章媒體，均大力宣傳應該阻止華僑經濟力量之擴張，並進而塑造韓國

華僑的負面印象。

對於華僑貿易業方面的疑慮，尤其最能展現韓國媒體的態度。譬如經常

在言論中，韓國媒體對允許華僑貿易，大都抱持否定的語氣：「韓國經濟處於

混亂，若允許他們的貿易，他們具有資本力的優勢，貿易恐怕會被獨占」。58

又如韓國的貿易逐漸形成華僑獨占局面時，媒體便形容：「我們的貿易完全

被華商所凌虐」，59不滿情緒，俱在隻字片紙。韓國媒體發現，華僑從事走

私貿易擴大其資本時，60對此也加以抨擊：「黃金是重建朝鮮經濟的重要通

貨」，但由於「中國人的走私貿易，大量的金銀被流出」，這可是「出賣國家

的重大犯罪」。61

不僅如此，媒體更表示，在海外歸國的朝鮮人日益增加之際，若繼續增

加從中國來的移民，可能會造成重大的民生問題。因此，對於來自中國的移

民，媒體也採取相當強烈批判的態度。62其次，媒體也堅稱：非法入境的

58   〈中國人에貿易許可는不可〉（不著撰人，1946a）。
59   〈貿易거이華商이獨占〉（不著撰人，1948c）。
60   1946年至1948年被揭發160件走私出口貿易，以及463件走私進口貿易，其中華僑所占
比重，前者為37件（23％），後者為85件（18.4％）（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I–61）。

61   〈中國人密貿易에　金銀이多量流出、賣國的密商處斷緊急〉（不著撰人，1946b）。
62   〈朝鮮은樂土란말인가、仁川中國人移民上陸急増〉（不著撰人，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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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均主張必須閱讀「同意紀錄」才能審查。歷經商議結果，決定將「同

意紀錄」內容送達立法院，召開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

紀錄」。79在1965年1月26日所召開的秘密會議中，外交部仍然強調「中

韓友好條約」是規定原則的政治性條約，「同意紀錄」則為雙方彼此所獲得

之一種諒解，既非構成本條約之不可分割之部分，故無須批准。80

值得注意的是，另據外交部的說明，條約中所講的雙方對於彼此國民，

給予「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此即兩國政府「最惠國待遇」。此外，又強

調「同意紀錄」的內容也可見於其他友好條約中，如同美國與義大利、韓國

與美國所簽訂的友好條約；友好條約若採取列舉方式，就成為「同意紀錄」

相同的規定。外交部也強調，「同意紀錄」對於僑民在韓國所享受基本權益，

並無損害，既無限制，也沒有拘束力。81

「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就在此秘密會議中順利通過。但中華

民國外交部完全沒有提出，「韓國華僑問題」才是韓國長期以來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之最主要考量，也沒有提及中華民國在其僑民權益上做出很大

的讓步，反而主張國家的基本權益無損害。而且，會議中更沒有說明韓國後

來要求公開「同意紀錄」，而中華民國為此做出讓步之過程。

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強調為「政治性之效果」，為此甚至不惜犧牲韓國華

僑的權益，使「中韓友好條約」變成無實質內容的空洞條約，外交部對這一

點上也有所認知。例如在立法院的外交委員會，委員鄧公玄借用外交部次長

的說法，向其他立委們說明：「這個條約實在講是一般原則的規定，可以說

是相當空洞，許多詳細的事情都沒有列舉，不過有了這個條約以後，我們與

韓國方面起碼在政治方面進一步達到合作」。82中華民國雖然片面認為「同

意紀錄」並非「中韓友好條約」之一部分、不具拘束力，但韓國政府國內解

79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126）。
80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1月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1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1月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2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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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仍未放棄對其管制。從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理由可知，韓國至

少在1960年代，依舊對韓國華僑抱著「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

「犯罪」等負面印象和警戒心。對韓國而言，必須優先考慮的是保障本國國

民的利益，為此甚至不惜犧牲華僑之利益，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必

須壓抑華僑勢力的成長，以免造成對國家的威脅。

所以，韓國無法接受1957年草案中保障華僑的「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各項自由。在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更將華僑權益縮小為不含

有實際內容的「不低於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但是，韓國似乎並不滿足於此，

甚至對華僑提出「公共秩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之限制，並且透

過「同意紀錄」的方式，成功達到此企圖。

「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而言，無疑是令人滿意的結果。不僅是政府如

此，連韓國媒體對「中韓友好條約」所強調的內容，也是針對華僑所加設的

限制。譬如《韓國日報》中便提到：「我們政府在此條款中，為防備『不知

熄火的中國人商魂』，在條約中刪除『商行為』等用語，實質問題基於國內

法處理，另外以非正式的『諒解事項』之名義，設下多層的防備⋯[中略]⋯

再加上，由於在韓華僑三萬五千名，是駐韓外國人中占最多數，他們的商業

行為有可能對國內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韓國政府]無法馬上回應中

國的提議⋯[中略]⋯由於中國對『華僑地位問題』做出很大的讓步，[本

條約]才得以締結」。89從此一新聞的敘述語調中可以看出，韓國朝野基本

上都對華僑的經濟潛力深具戒心，而同聲共氣地支持對華僑加以限制。

陸、結論

1964年簽訂的「中韓友好條約」，象徵戰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基於反共友

好同盟關係而來的成就。但是其幕後，卻隱藏著中華民國與韓國之間的矛盾

89   〈韓中友好條約（全文）、화교엔외국인대우、외국과 맺은 첫 우호조약〉（不著撰人，
19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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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多數從事販賣毒品或進口禁止商品，強化了國內經濟之混亂，應

該設法取締這些非法入境的中國人。63另外，我們由《朝鮮日報》的新聞

標題：「華商的狡猾手段促使朝鮮人遭受不幸、貿易損失、對攪亂經濟應有

警戒」，64可以充分了解當時韓國媒體對華僑抱持疑慮的態度。可以說，戰

後初期，在韓國的華僑已被刻畫為「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犯

罪」等各類負面印象。65

然而，直到 1948年韓國政府成立後，基於對華僑的警戒，開始加強對

華僑實施經濟制裁，使得他們的經濟力量遭受打擊，逐漸衰退。

二、韓國政府對華僑的打壓與華僑經濟的衰退

韓國政府為了管制外國人的居住與出入境，1949年 11月公布「有關外

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人，必須 1年 1次為期，

辦理延長其滯留期間；又規定在韓國的外國人，必須獲得韓國外務部長的許

可才能出國。66

另方面，韓國政府採取不利於華僑的貿易政策。1948年 2月，朝鮮銀行

發表「外匯預存制度」，對外的民間貿易由物物交換，轉變為外匯中心，（尹

章奎，1975: 447）並在 1949年 1月 25日，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為了

63   〈經濟攪亂하는中國人不法入國을嚴重團束〉（不著撰人，1948a）。
64   〈華商의狡猾한솜씨에朝鮮人、미찌는貿易、經濟攪亂에警戒가緊要〉（不著撰人，

1948b）。
65   而華僑在當時確實獨占對中國的貿易，部分的華僑也有非法入境、從事走私貿易、毒品販
賣等非法情事和犯罪行為，但這並不代表所有華僑皆為如此。這種負面印象已在殖民時期

形成，經過戰後初期更加以強化。

66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居留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 9條規定「在
大韓民國滯留 30日以上的外國人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許可。滿滯留期限，而繼續滯留時，
申報外務部長官應獲得滯留延長許可」。另外，「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施行令

（1950年 3月 17日制定）」第 9條規定「法第 8條的通過期間延長期間許可為 15日以內，
滯留延長期間為 1年以內，滿期限後更新時也是如此」。因此，韓國華僑必須獲得韓國外
務部長官的許可才能繼續住在韓國，每滿 1年必須延長滯留期限，才能繼續居住韓國。韓
國政府對居住外國人出入境的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 11條「滯
留於大韓民國的外國人出境時，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出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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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起中華民國積極追求與韓國簽訂友好條約，希望藉此獲取政治

效益。1950年代中華民國面臨「第一次台海危機」與「第二次台海危機」。

然而，蔣介石並未放棄「反攻大陸」，試圖與韓國建立軍事同盟，但 1950年

代末期「反攻大陸」的可能性不斷降低，因此企圖藉強化與韓國的關係提高

區域內的地位。進入 1960年代，中共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中華民國政府更

加期待簽訂「中韓友好條約」以宣傳亞洲反共陣營的團結，提高台灣人民對

反共的信心與對政府的信賴。

雖然韓國亦企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提升國內反共信心。但是韓國政

府認為「韓國華僑問題」關係國家利益，不能為政治目標犧牲國家實質利益。

韓國華僑持有中華民國國籍，數量上居於在韓外國人的首位，因此，韓國政

府的「外國人政策」主要係針對華僑而來。若改變韓國華僑的政策，意味著

必須調整韓國整體「外國人政策」。因此，韓國政府不願對「韓國華僑問題」

妥協。

對韓國政府而言，中韓雙方的僑民數量差距太大，放寬對華僑的限制，

換取在台韓僑利益，並不代表國家利益。相對而言，在台韓僑數量極少，因

此中華民國政府對韓交涉友好條約時，便很少考慮到如何處理「在台韓僑問

題」，而追求政治效果。

此種兩者的立場，反映在「同意紀錄解釋」問題上，中韓雙方處理「同

意紀錄」問題時，採取完全不同方式。本於 1957年草案中規定：在韓國的

中華民國國民的「身體及財產」應得到保障，並享有「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自由；但是 1964年簽訂的條約中，僅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權利

及自由，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並由於「同意紀

錄」之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不得危害「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不僅沒有得到具體的保障，反而增加了必須遵守的規定。

因此，中華民國在簽署「中韓友好條約」後，送交立法院進行審查時，

並沒有附上「同意紀錄」以備查。但是，外交委員會向立法院報告時，順帶

提及另有「同意紀錄」，並說明其不是條約之一部分。然而，在場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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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為縮小，轉而以小資本的飲食業為主。72由表 7所示，1960年代起韓國

華僑從事飲食業者逐漸增加：由 1962年時占 36.99％，到 1972年則成長為

77.41％，成為華僑職業的第一位，且是壓倒性的第一位。73

韓國政府成立之際，華僑的經濟力量的確龐大，並且構成威脅，使得韓

國政府與民間均對華僑懷有疑慮與戒心，並且形塑出對華僑的負面印象。韓

國政府成立之後，由於設立種種法律限制，使得華僑失去當時的經濟實力，

表 7：韓國華僑的職業狀況（1954–1983）

職　業 1954年（人） 1962年（戶） 1972年（戶） 1983年（戶）

飲食業 4,997 22.62% 1,636 36.99% 2,454 77.41% 1,570 76.77%

雜貨店 1,003 4.54% 510 11.53% 319 10.06% 104 5.09%

工業．工場 736 3.33% 49 1.11% 23 0.73% 10 0.49%

農　業 933 4.22% 458 10.35% 82 2.59% 46 2.25%

醫藥業 103 0.47% 140 3.17% 143 4.51% 142 6.94%

貿易業 187 0.85% — — — — 4 0.20%

旅行業 — — — — — — 5 0.24%

行　商 410 1.86% 323 7.30% 97 3.06% — —

布　商 — — — — — — 28 1.37%

公務員．教師 176 0.80% 152 3.44% — — — —

其　他 13,545 61.32% 1,155 26.11% 52 1.64% 136 6.65%

合　計 22,090 100.00% 4,423 100.00% 3,170 100.00% 2,045 100.00%

資料來源：1954：盧冠群，1956: 92–95。
　　　　　1962：具孝慶、金信子，1963: 38。
　　　　　1972：〈韓國華僑職業別統計表〉（僑務委員會第三處編，1972: 25–26）。
　　　　　1983： 《華僑經濟年鑑（民國 71–72）》（華僑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編，1983: 293–

294）。

72   韓國華僑之所以轉換成飲食業，主要原因是：韓國政府對飲食業的限制較少，不必與韓國
人競爭之故。（박은경，1984: 133）再加上，飲食業是可以利用小資本經營之行業。因此，
韓國華僑的飲食業，大抵係以家族經營的小規模餐廳為主。

73   1983年後，駐韓大使館並沒有統計韓國華僑的職業，因此無法取得較具公信力的統計數
據。但是位於首爾，規模最大的華僑學校「漢城華僑中學」在學學生家長的職業統計，可

當作一個參考。2002年學生家長親職業統，分別為：飲食業 39.31％、廚師 15.28％、貿
易 9.58％、旅行業 6.81％、中醫師．中藥房 6.39％等。雖然飲食業比重下降，但仍是最多
華僑從事的行業。

100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表 6：韓國的地區別進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 中國（台灣） 香　港 日　本 美　國 其　他 總額

1949 31 (21.1%) 12 ( 8.2%) 19 (12.9%) 27 (18.4%) 58 (39.5%) 147
1950 5 ( 9.6%) 2 ( 3.8%) 36 (69.2%) 5 ( 9.6%) 4 ( 7.7%) 52
1951 15 ( 1.2%) 218 (17.9%) 886 (72.7%) 46 ( 3.8%) 53 ( 4.4%) 1,218
1952 829 (11.8%) 549 ( 7.8%) 4,169 (59.2%) 796 (11.3%) 701 (10.0%) 7,044
1953 1,094 ( 4.9%) 696 ( 3.1%) 10,666 (47.7%) 3,703 (16.6%) 6,211 (27.8%) 22,370
1954 1,273 ( 4.6%) 3,110 (11.2%) 10,612 (38.2%) 6,126 (22.0%) 6,664 (24.0%) 27,785
1955 2,338 ( 4.8%) 6,986 (14.5%) 7,067 (14.6%) 16,853 (34.9%) 15,001 (31.1%) 48,245
1956 1,850 ( 5.2%) 3,314 ( 9.4%) 6,820 (19.2%) 11,724 (33.1%) 11,728 (33.1%) 35,436
1957 918 ( 2.4%) 2,089 ( 5.5%) 8,529 (22.5%) 14,009 (36.9%) 12,371 (32.6%) 37,91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597
5,845
5,458
6,199
7,269

14,994
5,179

( 3.7%)
( 1.9%)
( 1.5%)
( 1.9%)
( 1.7%)
( 2.6%)
( 1.2%)

1,312
655

1,410
272
338

6,059
5,923

( 3.0%)
( 0.2%)
( 0.4%)
( 0.1%)
( 0.1%)
( 1.1%)
( 1.5%)

10,335
32,372
70,400
69,212

109,171
161,662
110,114

(23.7%)
(10.7%)
(20.5%)
(21.9%)
(25.9%)
(28.9%)
(27.2%)

13,899
147,561
133,746
143,380
220,341
281,748
202,058

(31.9%)
(48.6%)
(38.9%)
(45.4%)
(52.3%)
(50.3%)
(50.0%)

16,421
117,374
132,513
97,079
85,663
95,810
81,077

(37.7%)
(38.6%)
(38.6%)
(30.7%)
(20.3%)
(17.1%)
(20.1%)

43,564
303,807
343,527
316,142
421,782
560,273
404,351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 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 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 1圜。（圓：圜＝100：1）

貿易網路，因此無法在貿易上形成為一股力量。然而，1950年起日本與美

國的進出口比重逐漸增加，1957年所占比重為 49.4%與 18.2%。由此可知，

韓國主要貿易對象轉移至日本與美國，尤其日本成為韓國最主要貿易國。71

韓國的貿易市場上，華僑顯然已失去力量，大規模的韓國貿易公司逐漸成為

貿易的核心力量。

貿易業的沒落，意味著韓國華僑的經濟基礎逐漸面臨崩潰，因此經濟規

71   在美軍統治初期，美國對韓國的經濟目標主要是希望脫離日本經濟圈。但是 1948年後，
由於美國推動日韓經濟之統合，同時又將日本做為亞洲的反共據點構想逐步具體化，韓國

深感經濟復興及產業建設之必要性，故積極參與美國的計畫。因此，在 1949年 4月，日
本和韓國共同簽訂「日韓貿易協定」，顯示韓國貿易的對象逐漸移向日本。有關日韓貿易

協定與日韓貿易，參考：車喆旭，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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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韓國外交部長李東元提出上述內容的口頭聲述，並書寫成文字後，53「中

韓友好條約」於 1964年 11月 27日正式簽訂。54

韓國雖然沒有能夠獲得「同意紀錄」之再簽署，可是卻得以公開「同意

紀錄」之內容。「同意紀錄」由此具有與國內法相同的地位，遂能將「同意

紀錄」運用於韓國華僑的身上，達到了韓國政府的最終目的。

肆、韓國政府重視「韓國華僑問題」的背景

如前所述，至少 1964年之前，韓國所以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的

最大因素，乃在有關「韓國華僑問題」，並且對韓國華僑存有相當的疑慮。

我們也不得不感到疑問：韓國為何如此地在意韓國華僑，希望限制他們的權

益，且不願給予經濟活動的自由？為了追索箇中緣故，有必要從戰後，關於

韓國境內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對華僑的疑慮開始談起。

一、戰後初期韓國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的疑慮

戰後，朝鮮半島因政治情勢的變化，分裂為南北兩部，38度線以南地

區由美軍負責統治管理。美軍在治理韓國期間，對韓國的經濟政策是以迅速

斷絕與日本的關係為主要方向。這主要由美國政府「向美軍佔領朝鮮地區之

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的有關民政之基本指令（SWNCC176/8）」傳達美軍，

關於統治韓國政策的各項基本方針。55（미국무성，1984: 84–103）值得留

心的是其中的第三條規定：為了達成朝鮮建立成為一個自由、獨立國家的目

標，「從朝鮮人的經濟、政治生活中，逐漸驅除日本控制」，並「使朝鮮從日

本政治、行政中完全分離出來，且從日本社會、經濟及金融控制中解放朝

53   〈중국측「후」참사관 적선 부분의 삭제를 요구함（日期：1964年 11月 26日）〉（外務部，
1952–1965b: 131）。

54   〈關於簽署中韓友好條約事報請核轉立法院審議由（日期：1964年 12月 9日）〉（外交部，
1964–1966c）。

55   1945年 10月，美國國務、陸軍、海軍三省調整委員會，針對美軍占領朝鮮地區內的民間
事務，向朝鮮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下達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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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嚴重不足所致；（李鍾元，1993: 17–18）但是，正因為如此，無形中也

對韓國華僑造成有利的貿易環境。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當局（朝鮮總督府）曾對華僑設下許多的經

濟限制，因此華僑的經濟勢力毋寧變得相當虛弱。但是由於上述美軍的經濟

政策，華僑扭轉局勢，可多方利用殖民時期的貿易網路，迅速成為朝鮮貿易

的中心力量。所以，透過對中國貿易的獨占，華僑的經濟得以有大幅度的成

長。可以說，戰後初期正是韓國華僑經濟發展的黃金期。

以結束日本殖民統治、要求建立自己國家為目標的朝鮮人而言，不管是

政治或是經濟方面，都主張必須以朝鮮人做為國家的主體。一旦華僑獨占韓

國貿易，並擴張其經濟力量，無疑對朝鮮人來說是一嚴重的威脅。因此，韓

國的報章媒體，均大力宣傳應該阻止華僑經濟力量之擴張，並進而塑造韓國

華僑的負面印象。

對於華僑貿易業方面的疑慮，尤其最能展現韓國媒體的態度。譬如經常

在言論中，韓國媒體對允許華僑貿易，大都抱持否定的語氣：「韓國經濟處於

混亂，若允許他們的貿易，他們具有資本力的優勢，貿易恐怕會被獨占」。58

又如韓國的貿易逐漸形成華僑獨占局面時，媒體便形容：「我們的貿易完全

被華商所凌虐」，59不滿情緒，俱在隻字片紙。韓國媒體發現，華僑從事走

私貿易擴大其資本時，60對此也加以抨擊：「黃金是重建朝鮮經濟的重要通

貨」，但由於「中國人的走私貿易，大量的金銀被流出」，這可是「出賣國家

的重大犯罪」。61

不僅如此，媒體更表示，在海外歸國的朝鮮人日益增加之際，若繼續增

加從中國來的移民，可能會造成重大的民生問題。因此，對於來自中國的移

民，媒體也採取相當強烈批判的態度。62其次，媒體也堅稱：非法入境的

58   〈中國人에貿易許可는不可〉（不著撰人，1946a）。
59   〈貿易거이華商이獨占〉（不著撰人，1948c）。
60   1946年至 1948年被揭發 160件走私出口貿易，以及 463件走私進口貿易，其中華僑所占
比重，前者為 37件（23％），後者為 85件（18.4％）（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I–61）。

61   〈中國人密貿易에　金銀이多量流出、賣國的密商處斷緊急〉（不著撰人，1946b）。
62   〈朝鮮은樂土란말인가、仁川中國人移民上陸急増〉（不著撰人，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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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均主張必須閱讀「同意紀錄」才能審查。歷經商議結果，決定將「同

意紀錄」內容送達立法院，召開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

紀錄」。79在 1965年 1月 26日所召開的秘密會議中，外交部仍然強調「中

韓友好條約」是規定原則的政治性條約，「同意紀錄」則為雙方彼此所獲得

之一種諒解，既非構成本條約之不可分割之部分，故無須批准。80

值得注意的是，另據外交部的說明，條約中所講的雙方對於彼此國民，

給予「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此即兩國政府「最惠國待遇」。此外，又強

調「同意紀錄」的內容也可見於其他友好條約中，如同美國與義大利、韓國

與美國所簽訂的友好條約；友好條約若採取列舉方式，就成為「同意紀錄」

相同的規定。外交部也強調，「同意紀錄」對於僑民在韓國所享受基本權益，

並無損害，既無限制，也沒有拘束力。81

「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就在此秘密會議中順利通過。但中華

民國外交部完全沒有提出，「韓國華僑問題」才是韓國長期以來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之最主要考量，也沒有提及中華民國在其僑民權益上做出很大

的讓步，反而主張國家的基本權益無損害。而且，會議中更沒有說明韓國後

來要求公開「同意紀錄」，而中華民國為此做出讓步之過程。

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強調為「政治性之效果」，為此甚至不惜犧牲韓國華

僑的權益，使「中韓友好條約」變成無實質內容的空洞條約，外交部對這一

點上也有所認知。例如在立法院的外交委員會，委員鄧公玄借用外交部次長

的說法，向其他立委們說明：「這個條約實在講是一般原則的規定，可以說

是相當空洞，許多詳細的事情都沒有列舉，不過有了這個條約以後，我們與

韓國方面起碼在政治方面進一步達到合作」。82中華民國雖然片面認為「同

意紀錄」並非「中韓友好條約」之一部分、不具拘束力，但韓國政府國內解

79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126）。
80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 1月 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1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 1月 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2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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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仍未放棄對其管制。從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理由可知，韓國至

少在 1960年代，依舊對韓國華僑抱著「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

「犯罪」等負面印象和警戒心。對韓國而言，必須優先考慮的是保障本國國

民的利益，為此甚至不惜犧牲華僑之利益，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必

須壓抑華僑勢力的成長，以免造成對國家的威脅。

所以，韓國無法接受 1957年草案中保障華僑的「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各項自由。在 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更將華僑權益縮小為不含

有實際內容的「不低於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但是，韓國似乎並不滿足於此，

甚至對華僑提出「公共秩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之限制，並且透

過「同意紀錄」的方式，成功達到此企圖。

「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而言，無疑是令人滿意的結果。不僅是政府如

此，連韓國媒體對「中韓友好條約」所強調的內容，也是針對華僑所加設的

限制。譬如《韓國日報》中便提到：「我們政府在此條款中，為防備『不知

熄火的中國人商魂』，在條約中刪除『商行為』等用語，實質問題基於國內

法處理，另外以非正式的『諒解事項』之名義，設下多層的防備⋯ [中略] ⋯

再加上，由於在韓華僑三萬五千名，是駐韓外國人中占最多數，他們的商業

行為有可能對國內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 [韓國政府] 無法馬上回應中

國的提議⋯ [中略] ⋯由於中國對『華僑地位問題』做出很大的讓步，[本

條約] 才得以締結」。89從此一新聞的敘述語調中可以看出，韓國朝野基本

上都對華僑的經濟潛力深具戒心，而同聲共氣地支持對華僑加以限制。

陸、結論

1964年簽訂的「中韓友好條約」，象徵戰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基於反共友

好同盟關係而來的成就。但是其幕後，卻隱藏著中華民國與韓國之間的矛盾

89   〈韓中友好條約（全文）、화교엔외국인대우、외국과 맺은 첫 우호조약〉（不著撰人，
19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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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多數從事販賣毒品或進口禁止商品，強化了國內經濟之混亂，應

該設法取締這些非法入境的中國人。63另外，我們由《朝鮮日報》的新聞

標題：「華商的狡猾手段促使朝鮮人遭受不幸、貿易損失、對攪亂經濟應有

警戒」，64可以充分了解當時韓國媒體對華僑抱持疑慮的態度。可以說，戰

後初期，在韓國的華僑已被刻畫為「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犯

罪」等各類負面印象。65

然而，直到1948年韓國政府成立後，基於對華僑的警戒，開始加強對

華僑實施經濟制裁，使得他們的經濟力量遭受打擊，逐漸衰退。

二、韓國政府對華僑的打壓與華僑經濟的衰退

韓國政府為了管制外國人的居住與出入境，1949年11月公布「有關外

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人，必須1年1次為期，

辦理延長其滯留期間；又規定在韓國的外國人，必須獲得韓國外務部長的許

可才能出國。66

另方面，韓國政府採取不利於華僑的貿易政策。1948年2月，朝鮮銀行

發表「外匯預存制度」，對外的民間貿易由物物交換，轉變為外匯中心，（尹

章奎，1975: 447）並在1949年1月25日，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為了

63   〈經濟攪亂하는中國人不法入國을嚴重團束〉（不著撰人，1948a）。
64   〈華商의狡猾한솜씨에朝鮮人、미찌는貿易、經濟攪亂에警戒가緊要〉（不著撰人，

1948b）。
65   而華僑在當時確實獨占對中國的貿易，部分的華僑也有非法入境、從事走私貿易、毒品販
賣等非法情事和犯罪行為，但這並不代表所有華僑皆為如此。這種負面印象已在殖民時期

形成，經過戰後初期更加以強化。

66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居留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9條規定「在
大韓民國滯留30日以上的外國人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許可。滿滯留期限，而繼續滯留時，
申報外務部長官應獲得滯留延長許可」。另外，「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施行令

（1950年3月17日制定）」第9條規定「法第8條的通過期間延長期間許可為15日以內，
滯留延長期間為1年以內，滿期限後更新時也是如此」。因此，韓國華僑必須獲得韓國外
務部長官的許可才能繼續住在韓國，每滿1年必須延長滯留期限，才能繼續居住韓國。韓
國政府對居住外國人出入境的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11條「滯
留於大韓民國的外國人出境時，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出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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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起中華民國積極追求與韓國簽訂友好條約，希望藉此獲取政治

效益。1950年代中華民國面臨「第一次台海危機」與「第二次台海危機」。

然而，蔣介石並未放棄「反攻大陸」，試圖與韓國建立軍事同盟，但1950年

代末期「反攻大陸」的可能性不斷降低，因此企圖藉強化與韓國的關係提高

區域內的地位。進入1960年代，中共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中華民國政府更

加期待簽訂「中韓友好條約」以宣傳亞洲反共陣營的團結，提高台灣人民對

反共的信心與對政府的信賴。

雖然韓國亦企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提升國內反共信心。但是韓國政

府認為「韓國華僑問題」關係國家利益，不能為政治目標犧牲國家實質利益。

韓國華僑持有中華民國國籍，數量上居於在韓外國人的首位，因此，韓國政

府的「外國人政策」主要係針對華僑而來。若改變韓國華僑的政策，意味著

必須調整韓國整體「外國人政策」。因此，韓國政府不願對「韓國華僑問題」

妥協。

對韓國政府而言，中韓雙方的僑民數量差距太大，放寬對華僑的限制，

換取在台韓僑利益，並不代表國家利益。相對而言，在台韓僑數量極少，因

此中華民國政府對韓交涉友好條約時，便很少考慮到如何處理「在台韓僑問

題」，而追求政治效果。

此種兩者的立場，反映在「同意紀錄解釋」問題上，中韓雙方處理「同

意紀錄」問題時，採取完全不同方式。本於1957年草案中規定：在韓國的

中華民國國民的「身體及財產」應得到保障，並享有「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自由；但是1964年簽訂的條約中，僅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權利

及自由，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並由於「同意紀

錄」之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不得危害「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不僅沒有得到具體的保障，反而增加了必須遵守的規定。

因此，中華民國在簽署「中韓友好條約」後，送交立法院進行審查時，

並沒有附上「同意紀錄」以備查。但是，外交委員會向立法院報告時，順帶

提及另有「同意紀錄」，並說明其不是條約之一部分。然而，在場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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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為縮小，轉而以小資本的飲食業為主。72由表7所示，1960年代起韓國

華僑從事飲食業者逐漸增加：由1962年時占36.99％，到1972年則成長為

77.41％，成為華僑職業的第一位，且是壓倒性的第一位。73

韓國政府成立之際，華僑的經濟力量的確龐大，並且構成威脅，使得韓

國政府與民間均對華僑懷有疑慮與戒心，並且形塑出對華僑的負面印象。韓

國政府成立之後，由於設立種種法律限制，使得華僑失去當時的經濟實力，

表7：韓國華僑的職業狀況（1954–1983）

職　業1954年（人）1962年（戶）1972年（戶）1983年（戶）

飲食業4,99722.62%1,63636.99%2,45477.41%1,57076.77%

雜貨店1,0034.54%51011.53%31910.06%1045.09%

工業．工場7363.33%491.11%230.73%100.49%

農　業9334.22%45810.35%822.59%462.25%

醫藥業1030.47%1403.17%1434.51%1426.94%

貿易業1870.85%————40.20%

旅行業——————50.24%

行　商4101.86%3237.30%973.06%——

布　商——————281.37%

公務員．教師1760.80%1523.44%————

其　他13,54561.32%1,15526.11%521.64%1366.65%

合　計22,090100.00%4,423100.00%3,170100.00%2,045100.00%

資料來源：1954：盧冠群，1956: 92–95。
　　　　　1962：具孝慶、金信子，1963: 38。
　　　　　1972：〈韓國華僑職業別統計表〉（僑務委員會第三處編，1972: 25–26）。
　　　　　1983： 《華僑經濟年鑑（民國71–72）》（華僑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編，1983: 293–

294）。

72   韓國華僑之所以轉換成飲食業，主要原因是：韓國政府對飲食業的限制較少，不必與韓國
人競爭之故。（박은경，1984: 133）再加上，飲食業是可以利用小資本經營之行業。因此，
韓國華僑的飲食業，大抵係以家族經營的小規模餐廳為主。

73   1983年後，駐韓大使館並沒有統計韓國華僑的職業，因此無法取得較具公信力的統計數
據。但是位於首爾，規模最大的華僑學校「漢城華僑中學」在學學生家長的職業統計，可

當作一個參考。2002年學生家長親職業統，分別為：飲食業39.31％、廚師15.28％、貿
易9.58％、旅行業6.81％、中醫師．中藥房6.39％等。雖然飲食業比重下降，但仍是最多
華僑從事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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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韓國的地區別進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中國（台灣）香　港日　本美　國其　他總額

194931(21.1%)12(8.2%)19(12.9%)27(18.4%)58(39.5%)147
19505(9.6%)2(3.8%)36(69.2%)5(9.6%)4(7.7%)52
195115(1.2%)218(17.9%)886(72.7%)46(3.8%)53(4.4%)1,218
1952829(11.8%)549(7.8%)4,169(59.2%)796(11.3%)701(10.0%)7,044
19531,094(4.9%)696(3.1%)10,666(47.7%)3,703(16.6%)6,211(27.8%)22,370
19541,273(4.6%)3,110(11.2%)10,612(38.2%)6,126(22.0%)6,664(24.0%)27,785
19552,338(4.8%)6,986(14.5%)7,067(14.6%)16,853(34.9%)15,001(31.1%)48,245
19561,850(5.2%)3,314(9.4%)6,820(19.2%)11,724(33.1%)11,728(33.1%)35,436
1957918(2.4%)2,089(5.5%)8,529(22.5%)14,009(36.9%)12,371(32.6%)37,91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597
5,845
5,458
6,199
7,269

14,994
5,179

(3.7%)
(1.9%)
(1.5%)
(1.9%)
(1.7%)
(2.6%)
(1.2%)

1,312
655

1,410
272
338

6,059
5,923

(3.0%)
(0.2%)
(0.4%)
(0.1%)
(0.1%)
(1.1%)
(1.5%)

10,335
32,372
70,400
69,212

109,171
161,662
110,114

(23.7%)
(10.7%)
(20.5%)
(21.9%)
(25.9%)
(28.9%)
(27.2%)

13,899
147,561
133,746
143,380
220,341
281,748
202,058

(31.9%)
(48.6%)
(38.9%)
(45.4%)
(52.3%)
(50.3%)
(50.0%)

16,421
117,374
132,513
97,079
85,663
95,810
81,077

(37.7%)
(38.6%)
(38.6%)
(30.7%)
(20.3%)
(17.1%)
(20.1%)

43,564
303,807
343,527
316,142
421,782
560,273
404,351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1圜。（圓：圜＝100：1）

貿易網路，因此無法在貿易上形成為一股力量。然而，1950年起日本與美

國的進出口比重逐漸增加，1957年所占比重為49.4%與18.2%。由此可知，

韓國主要貿易對象轉移至日本與美國，尤其日本成為韓國最主要貿易國。71

韓國的貿易市場上，華僑顯然已失去力量，大規模的韓國貿易公司逐漸成為

貿易的核心力量。

貿易業的沒落，意味著韓國華僑的經濟基礎逐漸面臨崩潰，因此經濟規

71   在美軍統治初期，美國對韓國的經濟目標主要是希望脫離日本經濟圈。但是1948年後，
由於美國推動日韓經濟之統合，同時又將日本做為亞洲的反共據點構想逐步具體化，韓國

深感經濟復興及產業建設之必要性，故積極參與美國的計畫。因此，在1949年4月，日
本和韓國共同簽訂「日韓貿易協定」，顯示韓國貿易的對象逐漸移向日本。有關日韓貿易

協定與日韓貿易，參考：車喆旭，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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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華僑貿易衰退的原因之一。70

因此華僑貿易業從1950年開始衰退。香港是韓國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

國。由表5與表6所示可知，香港的進出口比重1949年占72.6%，1950年

減少到19%。另外，1950年後「自由中國」—即台灣地區取代中國大陸，

亦成為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國，但表5與表6顯示，對台灣的進出口額比重

相當低。由於上述種種貿易限制，再加上華僑對台灣貿易不具任何可利用的

表5：韓國的地區別出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中國（台灣）香　港日　本美　國其　他總額

19495(4.4%)82(72.6%)18(15.9%)5(4.4%)3(2.7%)113
19500.7(0.2%)62(19.0%)246(75.5%)16(4.9%)1.3(0.4%)326
19510.1(0.0%)36(7.8%)384(83.7%)38(8.3%)0.9(0.2%)459
19528(0.4%)235(12.1%)1,054(54.1%)646(33.1%)7(0.4%)1,950
195318(0.5%)487(12.2%)1,497(37.5%)1,906(47.8%)79(2.0%)3,987
195435(0.5%)607(9.1%)2,199(32.9%)3,757(56.3%)77(1.2%)6,675
195562(0.7%)1,008(11.1%)3,531(39.1%)3,786(41.9%)655(7.2%)9,042
1956109(0.9%)974(7.7%)4,285(33.8%)5,599(44.2%)1,701(13.4%)12,668
1957130(1.2%)1,918(17.0%)5,582(49.4%)2,055(18.2%)1,610(14.3%)11,295
195895(0.8%)956(8.3%)6,916(60.4%)1,838(16.0%)1,648(14.4%)11,453
1959127(0.6%)1,032(5.2%)12,680(64.0%)2,133(10.7%)3,830(19.3%)19,812
1960384(1.1%)2,726(8.3%)20,175(84.6%)3,647(11.1%)5,868(17.8%)32,827
1961530(1.2%)7,385(10.7%)19,397(47.4%)6,821(16.6%)6,745(16.5%)40,878
19621,354(2.4%)4,682(8.5%)23,483(42.8%)11,976(21.8%)13,318(24.2%)54,813
1963722(0.8%)9,120(10.8%)24,841(27.9%)24,287(28.6%)27,832(32.0%)86,802
19641,946(1.6%)11,615(9.7%)38,159(32.0%)35,564(29.8%)31,774(26.6%)119,058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1圜。（圓：圜＝100：1）

70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韓國命令禁止與該地區進行貿易。又由於1950
年韓戰爆發，韓國成為戰場，使得韓國華僑不僅失去了在韓國既有的資本，更因中國加入

韓戰，為防止貨物流入中國，自1951年起韓國規定與香港進行貿易，必須事先獲得駐香
港領使館的最終消費地證明與原產地證明書。（車喆旭，2002: 162–163）這項決定也讓韓
國華僑進行香港貿易時產生相當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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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起華僑已不足以成為韓國的威脅。但韓國仍基於上述的負面印象，

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之簽訂。

韓國政府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最擔心的是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

韓國政府始終將華僑列為管制對象。1963年3月，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

管理法」，外國人之居住許可時間雖然延長為3年，但仍必須得到政府的許

可，才能繼續居住。74另外，由於「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

人在出境時，必須事先獲得「再入國」簽證，在其簽證期間之內，若無入境

則取消在韓國的居住權。再者，韓國在1961年所公布的「外國人土地法」，

嚴格禁止外國人持有土地。75（정인섭，2004: 182）

根據1962年韓國外交部對於友好條約缺點的檢討，可具體表現出韓方

對於「韓國華僑問題」的看法：第一，中華民國方面締結友好條約的真意在

於中國人的自由出入境與經濟活動的最惠國民待遇。若簽訂條約，不可避免

多數中國人流入韓國。第二，因承認自由出入境，而導致發生長期非法居留

者、走私犯、逃稅等，攪亂社會秩序之情況。第三，中國人勤勉團結，具有

堅強的經濟伸展力，若韓國放寬對中國人的經濟活動之限制，可造成以法律

保障中國人經濟發展之結果。第四，東南亞諸國，如印尼、泰國、菲律賓、

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76對華政策上處於腐心狀態，中國人出發於

赤手空拳的勞動者，累積小資本，其勤勉的民族性，具有可怕的經濟伸展力

74   法律上明示居住期限為3年的是1978年3月31日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第46條）
制定之後。但實際上更早時間，華僑的居留期限由1年更改為3年。由於資料不足因無法
明確知道更改時間，但是1968年時，已經更改為3年。因為，出入國管理40年史編輯委
員會編（2003），記載：「中國人居住者的滯留期限一般為3年，1971年因為滿期限的人多，
而延長許可者增加」。由此可以推測1971年的3年前1968年時居留期限已為3年。因此，
筆者推定1963年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時，居住期限由1年改為3年。另外，
1997年7月，由於「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的修改，韓國華僑的居住期間由3年延長
為5年。2002年後，韓國採取「永居權」制度，很多華僑取得「永居權」，不必因居留而
延長「居留簽證」。

75   1968年修正「外國人土地法」，外國人可所有50坪以下的商業用土地，以及200坪以下
的居住用土地。

76   在外交部文件中，亦列舉以上各國的對華僑的法律制裁之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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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77韓方尤其對華僑經濟活動抱持疑慮。

伍、「中韓友好條約」與雙方的利益衝突

由「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華民國與韓國利益

衝突的一面。中華民國追求的是政治考量，韓國追求的則是實質利益考量。

其中，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則是韓國政府考慮國家利益時的最重要因素。

一、政治考量與利益考量的衝突

分析中華民國與韓國的外交檔案，可知當初兩國對友好條約彼此有所誤

解：韓國以為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目的在於「保護韓國華僑」。由於駐

韓大使館是負責管理、保護韓國華僑的窗口，每當韓國發佈有關華僑的法令

時，華僑往往訴之於大使館，希望政府能夠保護他們的權益。最初駐韓大使

館亦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向外交部提議應與韓方簽定「通商航海條約」，

但是事實上外交部在意的是「政治效果」，而非保護華僑。中華民國外交部

方面並未察覺到韓國極為在意華僑問題，並以此做為談判前提；相對地，韓

國也誤解了中華民國的企圖，認為此舉係嘗試爭取實質權益。換言之，中華

民國外交部重視政治意義過於實際需要；78而韓國外交部恰恰相反，重視

實際需要超過政治意義，韓國政府所考慮的最主要實際因素則是如何有效管

理韓國華僑。

77   1962年韓國外交部曾分析簽訂友好條約的其他缺點如下：⑴簽訂同條約後，對中國人發
生問題，產生法律牽制的必要時，兩國間的友好關係有可能導致比現在更壞的影響。⑵韓

國華僑的人數（約2萬5千人），遠高於中國居住的韓國僑胞（約550人），實際上導致韓
國華僑得到利益之結果。⑶韓國政府先積極與印尼、印度、緬甸等中立國家建立外交關

係，若建立外交關係之後有考慮的餘地，但現在締結同條約，時機上並不適合。⑷基於國

際政治面的考量，韓國與中國透過新的條約，進入同生共死的關係，還是韓國超越中國的

命運，採取獨自的外交路線，考慮其利害得失，損失多於利益。參考：〈韓中友好條約（日

期：不詳）〉（外務部，1952–1965a: 151–157）。
78   〈案由：駐韓大使館吳參事函稱韓國李承晚自再度當選總統後，躊躇滿志，且以我對韓國
此次政潮始終抱不介入態度，對我感情甚佳，似可趁機促使韓政府與我早日訂立友好條

約〉（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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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韓國並於同年2月起，將一年分為四期，且在每期

開始之前，發表本期進出口之商品種類及數量，分配給各貿易公司。671949

年6月13日，韓國又發佈「對外貿易與其他交易之外匯辦理規則」，規定進

口所用的外匯，僅能利用出口所獲得的外匯，禁止使用其他來源的外匯。68

韓國透過上述方法，一方面有意平衡國際收支；另一方面，企圖對華僑

貿易加以限制。由於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貿易公司的進口商品必須獲

得政府的分配，因此，各方開始激烈競爭這些外匯的配額。「進出口分配制

度」初期是由先後順序，來決定所獲得分配的公司，但後期則改以出口業績

為標準。當時由於韓國物資相當缺乏，進口的收益性較高，出口收益性較

低。所以，出口業績較好的公司，往往可以獨占受益性較高的進口商品；相

反地，出口業績較差的公司，因為無法進口收益性較高的商品，經常有面臨

倒閉之危機。（車喆旭，1993: 95）韓國的華僑貿易公司情況也是如此。

當時韓國華僑貿易主要係以進口為主，出口貿易的業績並不理想。再加

上鎢、高麗人蔘等一類受益性較高的重要出口品，由韓國實施專賣，受到政

府的管制。相較於華僑的情況，韓國貿易業者可以利用其人脈關係，獲得政

府的支持，因此也較易獲得這種出口專賣品。（車喆旭，1993: 99）

誠如上述，「進出口分配制度」與外匯政策是相互連貫的政策。當實施

「進出口分配制度」後，想要進口物品，必須先獲得美金，但出口業績較低的

華僑業者，經常無法從韓國政府手中獲得充分的美金，因此必須在黑市出2

至3倍的匯價購買美金，以利進行貿易。69由於韓國華僑商人逐漸無法承擔

這種壓力，導致貿易業績一年不如一年。此外，中國的共產化與韓戰爆發，

67   四期分法為，4月—6月、7月—9月、10月—12月、翌年的1月—3月。1953年之後，
將一年分為兩期。

68   第8條「進口業者從外國進口物品時，通關後30天內將該進口許可書中記載的外匯金額，
以一般匯率計算後，圓貨預存於朝鮮換金銀行⋯[後略]」。

   第9條「依照前條的規定，僅在左列的情況承認預存金的提款。1.在外國進行進口，需在
國內購買出口許可品。2.出口業者繳付營業費、其他所需的費用。3.財務部長官認定有必
要時。⋯[後略]」

69   1950年代當時存在多種匯率，政府公定匯率低於黑市的1/2至1/4。有關當時的公定匯率
與黑市匯率，參考：金洛年，2004: 20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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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56（미국무성，1984: 85）

由表 3與表 4的陳列可知，朝鮮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商業貿易主要以

日本為中心，基本上附屬於日本的狀態。以 1944年為例，朝鮮對日本的出

口占 79.26%，進口則占 80.47%。

表 3：朝鮮的地區別出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 中　國 香　港  州　國 日　本 其　他 總　額

1940
39,160

( 4.13%)
303

( 0.03%)
147,033

(15.51%)
741,424

(78.23%)
59,049

( 6.23%)
947,809

(100%）

1941
42,145

( 4.33%)
273

( 0.03%)
131,131

(13.47%)
788,733

(81.05%)
10,916

( 1.12%)
973,198

(100%)

1942
42,405

( 4.49%)
—

—

144,793
(15.33％ )

752,287
(79.63%)

5,237
( 0.55%)

944,722
(100%)

1943
47,646

( 6.76%)
330

( 0.05%)
135,784

(19.26%)
512,907

(72.75%)
8,340

( 1.18%)
705,007

(100%)

1944
35,020

( 3.81%)
90

( 0.01%)
151,027

(16.42%)
728,836

(79.26%)
4,629

( 0.50%)
919,602

(100%)

1945
25,454

(35.90%)
—

—

45,444
(64.10%)

—

—

0
( 0.00%)

70,898
(100%)

1946
38,863

(81.41%)
—

—

—

—

8,874
(18.59%)

0
( 0.00%)

47,737
(100%)

1947
255,224

(22.97%)
465,405

(41.89%)
—

—

—

—

390,504
(35.14%)

1,111,133
(100%)

1948
179,496

( 2.49%)
5,501,371
(76.45%)

—

—

1,094,636
(15.21%)

420,244
( 5.84%)

7,195,74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 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 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56   李鍾元指示，美軍政廳對非遵守不可的一連串「SWNCC」文件內容，多以漠視或不執行
關鍵部分的方式處裡。相對而言，從日本經濟獨立的經濟政策，較嚴密遵守。（李鍾元，

199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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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反共同盟的宣傳效果。86但在 1970年代後，「中韓友好條約」是否仍

繼續具有「政治性效果」，筆者感到懷疑。因為此後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明顯

轉變，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等，國際形勢有著極大幅度的轉變。面對這種

變化，韓國採取順應時勢變化之態度，首先在 1972年發表「七．四南北共

同聲明」，改善南北韓關係；1973年則發表對「不同理念與體制的國家」開

放門戶的政策。韓國與中華民國間的反共同盟，明顯出現裂痕。

二、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與韓國的利益衝突

韓國華僑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不會造成韓國的威脅。以外國人身分居

住韓國的華僑，既不具有參政權，也無法從事社會地位較高的職業，例如，

國家公務員或地方公務員，以及律師、會計師、國立大學教授等。從事這些

職業皆必須提交韓國的戶籍謄本與身份證明書，但華僑不具有這些證件。87

（王恩美，2008: 245–246）因此，韓國華僑難以在政治上發生影響力。

在意識形態方面，韓國華僑採取堅定的反共立場。韓國華僑在韓戰時經

歷直接或間接與中共為敵作戰的過程。因此，加強了韓國華僑對中華民國的

向心力與反共立場。另外，中華民國政府為強化對華僑的向心力，積極推展

對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而韓國華僑為鞏固華僑社會的穩定發展，亦積極吸

收政府的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因此，韓國華僑學校皆按照中華民國國內的

課程標準編製課程表，上課用的課本亦與中華民國相同，華僑學校中也實施

反共教育。少數族群的韓國華僑亦為自己生命安全，積極向韓國政府表示反

共立場。88因此，韓國華僑的意識形態不會造成韓國政府的疑慮。

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是「中韓友好條約」的最大障礙因素。但事實上，

1950年代以後的韓國華僑，已無法威脅到韓國經濟，加上有關居住、出入

境、土地所有權等各項權利，都受到嚴格限制，華僑勢力相當衰弱。然而，

86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後，台灣的《中央日報》報導：「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今日簽訂了一
項正式加強兩國兄弟之邦的友好關係的親善友好條約」，宣傳兩國的「反共聯合」、「兄弟

之邦」的關係。參考〈中韓友好條約昨在漢城簽訂〉（不著撰人，1964b）。
87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1990年代末期後逐漸被放寬。
88   有關韓國華僑的反共立場，詳細內容參考：王恩美，2008第三章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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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同意紀錄」時，卻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向「政策委員會」說明「中韓友好條約」之經過時，表示對

在韓國華僑待遇方面，韓國達到滿意的談判，設立了滿意的規定，使韓國華

僑之待遇受於韓國國內法之限制。83

韓國的態度與中華民國有極大的差異。當韓國外交部將「中韓友好條約」

內容送至國會接受審查時，條約之外「同意紀錄」也以附件方式傳閱，強調

已確保適用第五條內容時，關於維持公共秩序、公眾健康、保護道德及安

全，政府所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韓國政府主張該項條約對韓國有利，應以

批准為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政府在送交國會審查「中韓友好條約」

之附件中，還特意列出 1957年草案之第五、六條，以及 1964年簽約之第五

條，形成強烈的對比。84最後，「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更於 1965年

11月 10日通過韓國國會批准後，同年 12月 3日刊登於韓國的《官報》。85

根據上述，可知韓國對「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的看法與處理

方式，並沒有將「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解釋為「最惠國待遇」。然而，

韓國關於韓國華僑受國內法之要求，以及設下「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之限制，則感到非常滿意。對韓國政府來說，「同意紀錄」是條約

的一部分，具有與條約相同的拘束力。韓國對此處理態度，明顯與中華民國

對「同意紀錄」之解釋不同，形成強烈對比。透過韓國處理「同意紀錄」的

過程，可以看出韓國政府相當重視實質國家利益。

1960年代可說是中華民國與韓國關係最為緊密的時候。不僅雙方官員

與軍部高層的互訪頻率甚高，連大統領朴正熙本人也曾在 1966年時親訪中

華民國。因此，當時「中韓友好條約」確實成為兩國政治合作的象徵，具有

83   〈한．중 우호 조약 국회 비준 동의 제안 설명서（日期：1965年 4月 22日）〉（外務部，
1952–1965b: 182）。本條約於 1965年 11月 10日獲韓國國會批准，1965年 12月 3日在台
北正式交換批准書，正式生效。

84   〈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의 우호조약에 관한 비준 동의안〉（國會事務處，1965a: 204–
205）；〈부록〉（國會事務處，1965b: 201–206）。

85   〈한．중 우호 조약，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 간의 우호조약〉，官報，4212（1965年 12
月 3日），頁 2071–2074（公報部，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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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朝鮮的地區別進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 中　國 香　港  州　國 日　本 其　他 總　額

1940 —

—

—

—

—

—

1,335,716
(86.94%)

200,651
(13.06%)

1,536,367
(100%)

1941
38,833

( 2.56%)
76

( 0.01%)
73,945

( 4.87%)
1,360,994
(89.58%)

45,491
( 2.99%)

1,519,339
(100%)

1942
29,257

( 1.96%)
46

( 0.00%)
83,415

( 5.60%)
1,360,994
(92.19%)

3,691
( 0.25%)

1,490,884
(100%)

1943
37,800

( 2.80%)
—

—

146,922
(10.90%)

1,135,699
(84.27%)

27,254
( 2.02%)

1,347,675
(100%)

1944
26,555

( 2.78%)
21

( 0.00%)
158,894
(16.62%)

769,179
(80.47%)

1,246
( 0.13%)

955,895
(100%)

1945
57,146

(46.78%)
7

( 0.01%)
64,114

(52.48%)
—

—

902
( 0.74%)

122,169
(100%)

1946
159,205

(94.54%)
—

—

—

—

8,054
( 4.78%)

1,147
( 0.68%)

168,406
(100%)

1947
672,279

(32.20%)
148,056

( 7.09%)
—

—

10,361
( 0.50%)

1,257,429
(60.22%)

2,088,125
(100%)

1948
1,214,972
(13.72%)

1,396,521
(15.77%)

—

—

461,583
( 5.21%)

5,784,381
(65.31%)

8,857,45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 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 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為了改變這種長期依賴日本的經濟體制，美軍實施管制貿易政策，排除

與日本的貿易關係，結果造成韓國對中國與香港的貿易量急速增加。如同表

4所示，1946年韓國對中國的進口額增加到 94.54%。由此可見，戰後韓國

的貿易重心由日本轉變為中國與香港。57這固然是受到韓國內部混亂與物

57   香港扮演中介貿易地的角色。經由香港歐洲與東南亞的商品進口韓國，韓國的商品也經由
香港出口至歐洲與東南亞地區。（韓國貿易協會，1972: 228）另外，由中國進口品以工業
原料、生橡膠、染料、布類、花生、玻璃、紙等生活用品為主。向中國的出口品以海鮮

類、牛皮類、毛皮類為主。（李正熙，20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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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華僑貿易衰退的原因之一。70

因此華僑貿易業從1950年開始衰退。香港是韓國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

國。由表5與表6所示可知，香港的進出口比重1949年占72.6%，1950年

減少到19%。另外，1950年後「自由中國」—即台灣地區取代中國大陸，

亦成為華僑的貿易主要對象國，但表5與表6顯示，對台灣的進出口額比重

相當低。由於上述種種貿易限制，再加上華僑對台灣貿易不具任何可利用的

表5：韓國的地區別出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中國（台灣）香　港日　本美　國其　他總額

19495(4.4%)82(72.6%)18(15.9%)5(4.4%)3(2.7%)113
19500.7(0.2%)62(19.0%)246(75.5%)16(4.9%)1.3(0.4%)326
19510.1(0.0%)36(7.8%)384(83.7%)38(8.3%)0.9(0.2%)459
19528(0.4%)235(12.1%)1,054(54.1%)646(33.1%)7(0.4%)1,950
195318(0.5%)487(12.2%)1,497(37.5%)1,906(47.8%)79(2.0%)3,987
195435(0.5%)607(9.1%)2,199(32.9%)3,757(56.3%)77(1.2%)6,675
195562(0.7%)1,008(11.1%)3,531(39.1%)3,786(41.9%)655(7.2%)9,042
1956109(0.9%)974(7.7%)4,285(33.8%)5,599(44.2%)1,701(13.4%)12,668
1957130(1.2%)1,918(17.0%)5,582(49.4%)2,055(18.2%)1,610(14.3%)11,295
195895(0.8%)956(8.3%)6,916(60.4%)1,838(16.0%)1,648(14.4%)11,453
1959127(0.6%)1,032(5.2%)12,680(64.0%)2,133(10.7%)3,830(19.3%)19,812
1960384(1.1%)2,726(8.3%)20,175(84.6%)3,647(11.1%)5,868(17.8%)32,827
1961530(1.2%)7,385(10.7%)19,397(47.4%)6,821(16.6%)6,745(16.5%)40,878
19621,354(2.4%)4,682(8.5%)23,483(42.8%)11,976(21.8%)13,318(24.2%)54,813
1963722(0.8%)9,120(10.8%)24,841(27.9%)24,287(28.6%)27,832(32.0%)86,802
19641,946(1.6%)11,615(9.7%)38,159(32.0%)35,564(29.8%)31,774(26.6%)119,058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1圜。（圓：圜＝100：1）

70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韓國命令禁止與該地區進行貿易。又由於1950
年韓戰爆發，韓國成為戰場，使得韓國華僑不僅失去了在韓國既有的資本，更因中國加入

韓戰，為防止貨物流入中國，自1951年起韓國規定與香港進行貿易，必須事先獲得駐香
港領使館的最終消費地證明與原產地證明書。（車喆旭，2002: 162–163）這項決定也讓韓
國華僑進行香港貿易時產生相當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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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起華僑已不足以成為韓國的威脅。但韓國仍基於上述的負面印象，

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之簽訂。

韓國政府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最擔心的是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

韓國政府始終將華僑列為管制對象。1963年3月，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

管理法」，外國人之居住許可時間雖然延長為3年，但仍必須得到政府的許

可，才能繼續居住。74另外，由於「出入境管理法」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

人在出境時，必須事先獲得「再入國」簽證，在其簽證期間之內，若無入境

則取消在韓國的居住權。再者，韓國在1961年所公布的「外國人土地法」，

嚴格禁止外國人持有土地。75（정인섭，2004: 182）

根據1962年韓國外交部對於友好條約缺點的檢討，可具體表現出韓方

對於「韓國華僑問題」的看法：第一，中華民國方面締結友好條約的真意在

於中國人的自由出入境與經濟活動的最惠國民待遇。若簽訂條約，不可避免

多數中國人流入韓國。第二，因承認自由出入境，而導致發生長期非法居留

者、走私犯、逃稅等，攪亂社會秩序之情況。第三，中國人勤勉團結，具有

堅強的經濟伸展力，若韓國放寬對中國人的經濟活動之限制，可造成以法律

保障中國人經濟發展之結果。第四，東南亞諸國，如印尼、泰國、菲律賓、

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76對華政策上處於腐心狀態，中國人出發於

赤手空拳的勞動者，累積小資本，其勤勉的民族性，具有可怕的經濟伸展力

74   法律上明示居住期限為3年的是1978年3月31日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第46條）
制定之後。但實際上更早時間，華僑的居留期限由1年更改為3年。由於資料不足因無法
明確知道更改時間，但是1968年時，已經更改為3年。因為，出入國管理40年史編輯委
員會編（2003），記載：「中國人居住者的滯留期限一般為3年，1971年因為滿期限的人多，
而延長許可者增加」。由此可以推測1971年的3年前1968年時居留期限已為3年。因此，
筆者推定1963年韓國制訂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時，居住期限由1年改為3年。另外，
1997年7月，由於「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規則」的修改，韓國華僑的居住期間由3年延長
為5年。2002年後，韓國採取「永居權」制度，很多華僑取得「永居權」，不必因居留而
延長「居留簽證」。

75   1968年修正「外國人土地法」，外國人可所有50坪以下的商業用土地，以及200坪以下
的居住用土地。

76   在外交部文件中，亦列舉以上各國的對華僑的法律制裁之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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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77韓方尤其對華僑經濟活動抱持疑慮。

伍、「中韓友好條約」與雙方的利益衝突

由「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華民國與韓國利益

衝突的一面。中華民國追求的是政治考量，韓國追求的則是實質利益考量。

其中，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則是韓國政府考慮國家利益時的最重要因素。

一、政治考量與利益考量的衝突

分析中華民國與韓國的外交檔案，可知當初兩國對友好條約彼此有所誤

解：韓國以為中華民國提出友好條約的目的在於「保護韓國華僑」。由於駐

韓大使館是負責管理、保護韓國華僑的窗口，每當韓國發佈有關華僑的法令

時，華僑往往訴之於大使館，希望政府能夠保護他們的權益。最初駐韓大使

館亦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向外交部提議應與韓方簽定「通商航海條約」，

但是事實上外交部在意的是「政治效果」，而非保護華僑。中華民國外交部

方面並未察覺到韓國極為在意華僑問題，並以此做為談判前提；相對地，韓

國也誤解了中華民國的企圖，認為此舉係嘗試爭取實質權益。換言之，中華

民國外交部重視政治意義過於實際需要；78而韓國外交部恰恰相反，重視

實際需要超過政治意義，韓國政府所考慮的最主要實際因素則是如何有效管

理韓國華僑。

77   1962年韓國外交部曾分析簽訂友好條約的其他缺點如下：⑴簽訂同條約後，對中國人發
生問題，產生法律牽制的必要時，兩國間的友好關係有可能導致比現在更壞的影響。⑵韓

國華僑的人數（約2萬5千人），遠高於中國居住的韓國僑胞（約550人），實際上導致韓
國華僑得到利益之結果。⑶韓國政府先積極與印尼、印度、緬甸等中立國家建立外交關

係，若建立外交關係之後有考慮的餘地，但現在締結同條約，時機上並不適合。⑷基於國

際政治面的考量，韓國與中國透過新的條約，進入同生共死的關係，還是韓國超越中國的

命運，採取獨自的外交路線，考慮其利害得失，損失多於利益。參考：〈韓中友好條約（日

期：不詳）〉（外務部，1952–1965a: 151–157）。
78   〈案由：駐韓大使館吳參事函稱韓國李承晚自再度當選總統後，躊躇滿志，且以我對韓國
此次政潮始終抱不介入態度，對我感情甚佳，似可趁機促使韓政府與我早日訂立友好條

約〉（外交部，1964–19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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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韓國並於同年2月起，將一年分為四期，且在每期

開始之前，發表本期進出口之商品種類及數量，分配給各貿易公司。671949

年6月13日，韓國又發佈「對外貿易與其他交易之外匯辦理規則」，規定進

口所用的外匯，僅能利用出口所獲得的外匯，禁止使用其他來源的外匯。68

韓國透過上述方法，一方面有意平衡國際收支；另一方面，企圖對華僑

貿易加以限制。由於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貿易公司的進口商品必須獲

得政府的分配，因此，各方開始激烈競爭這些外匯的配額。「進出口分配制

度」初期是由先後順序，來決定所獲得分配的公司，但後期則改以出口業績

為標準。當時由於韓國物資相當缺乏，進口的收益性較高，出口收益性較

低。所以，出口業績較好的公司，往往可以獨占受益性較高的進口商品；相

反地，出口業績較差的公司，因為無法進口收益性較高的商品，經常有面臨

倒閉之危機。（車喆旭，1993: 95）韓國的華僑貿易公司情況也是如此。

當時韓國華僑貿易主要係以進口為主，出口貿易的業績並不理想。再加

上鎢、高麗人蔘等一類受益性較高的重要出口品，由韓國實施專賣，受到政

府的管制。相較於華僑的情況，韓國貿易業者可以利用其人脈關係，獲得政

府的支持，因此也較易獲得這種出口專賣品。（車喆旭，1993: 99）

誠如上述，「進出口分配制度」與外匯政策是相互連貫的政策。當實施

「進出口分配制度」後，想要進口物品，必須先獲得美金，但出口業績較低的

華僑業者，經常無法從韓國政府手中獲得充分的美金，因此必須在黑市出2

至3倍的匯價購買美金，以利進行貿易。69由於韓國華僑商人逐漸無法承擔

這種壓力，導致貿易業績一年不如一年。此外，中國的共產化與韓戰爆發，

67   四期分法為，4月—6月、7月—9月、10月—12月、翌年的1月—3月。1953年之後，
將一年分為兩期。

68   第8條「進口業者從外國進口物品時，通關後30天內將該進口許可書中記載的外匯金額，
以一般匯率計算後，圓貨預存於朝鮮換金銀行⋯[後略]」。

   第9條「依照前條的規定，僅在左列的情況承認預存金的提款。1.在外國進行進口，需在
國內購買出口許可品。2.出口業者繳付營業費、其他所需的費用。3.財務部長官認定有必
要時。⋯[後略]」

69   1950年代當時存在多種匯率，政府公定匯率低於黑市的1/2至1/4。有關當時的公定匯率
與黑市匯率，參考：金洛年，2004: 20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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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56（미국무성，1984: 85）

由表 3與表 4的陳列可知，朝鮮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商業貿易主要以

日本為中心，基本上附屬於日本的狀態。以 1944年為例，朝鮮對日本的出

口占 79.26%，進口則占 80.47%。

表 3：朝鮮的地區別出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 中　國 香　港  州　國 日　本 其　他 總　額

1940
39,160

( 4.13%)
303

( 0.03%)
147,033
(15.51%)

741,424
(78.23%)

59,049
( 6.23%)

947,809
(100%）

1941
42,145

( 4.33%)
273

( 0.03%)
131,131
(13.47%)

788,733
(81.05%)

10,916
( 1.12%)

973,198
(100%)

1942
42,405

( 4.49%)
—

—

144,793
(15.33％ )

752,287
(79.63%)

5,237
( 0.55%)

944,722
(100%)

1943
47,646

( 6.76%)
330

( 0.05%)
135,784
(19.26%)

512,907
(72.75%)

8,340
( 1.18%)

705,007
(100%)

1944
35,020

( 3.81%)
90

( 0.01%)
151,027
(16.42%)

728,836
(79.26%)

4,629
( 0.50%)

919,602
(100%)

1945
25,454

(35.90%)
—

—

45,444
(64.10%)

—

—

0
( 0.00%)

70,898
(100%)

1946
38,863

(81.41%)
—

—

—

—

8,874
(18.59%)

0
( 0.00%)

47,737
(100%)

1947
255,224
(22.97%)

465,405
(41.89%)

—

—

—

—

390,504
(35.14%)

1,111,133
(100%)

1948
179,496
( 2.49%)

5,501,371
(76.45%)

—

—

1,094,636
(15.21%)

420,244
( 5.84%)

7,195,74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 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 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56   李鍾元指示，美軍政廳對非遵守不可的一連串「SWNCC」文件內容，多以漠視或不執行
關鍵部分的方式處裡。相對而言，從日本經濟獨立的經濟政策，較嚴密遵守。（李鍾元，

199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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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反共同盟的宣傳效果。86但在 1970年代後，「中韓友好條約」是否仍

繼續具有「政治性效果」，筆者感到懷疑。因為此後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明顯

轉變，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等，國際形勢有著極大幅度的轉變。面對這種

變化，韓國採取順應時勢變化之態度，首先在 1972年發表「七．四南北共

同聲明」，改善南北韓關係；1973年則發表對「不同理念與體制的國家」開

放門戶的政策。韓國與中華民國間的反共同盟，明顯出現裂痕。

二、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與韓國的利益衝突

韓國華僑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不會造成韓國的威脅。以外國人身分居

住韓國的華僑，既不具有參政權，也無法從事社會地位較高的職業，例如，

國家公務員或地方公務員，以及律師、會計師、國立大學教授等。從事這些

職業皆必須提交韓國的戶籍謄本與身份證明書，但華僑不具有這些證件。87

（王恩美，2008: 245–246）因此，韓國華僑難以在政治上發生影響力。

在意識形態方面，韓國華僑採取堅定的反共立場。韓國華僑在韓戰時經

歷直接或間接與中共為敵作戰的過程。因此，加強了韓國華僑對中華民國的

向心力與反共立場。另外，中華民國政府為強化對華僑的向心力，積極推展

對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而韓國華僑為鞏固華僑社會的穩定發展，亦積極吸

收政府的海外華僑政策與支援。因此，韓國華僑學校皆按照中華民國國內的

課程標準編製課程表，上課用的課本亦與中華民國相同，華僑學校中也實施

反共教育。少數族群的韓國華僑亦為自己生命安全，積極向韓國政府表示反

共立場。88因此，韓國華僑的意識形態不會造成韓國政府的疑慮。

韓國華僑的經濟問題是「中韓友好條約」的最大障礙因素。但事實上，

1950年代以後的韓國華僑，已無法威脅到韓國經濟，加上有關居住、出入

境、土地所有權等各項權利，都受到嚴格限制，華僑勢力相當衰弱。然而，

86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後，台灣的《中央日報》報導：「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今日簽訂了一
項正式加強兩國兄弟之邦的友好關係的親善友好條約」，宣傳兩國的「反共聯合」、「兄弟

之邦」的關係。參考〈中韓友好條約昨在漢城簽訂〉（不著撰人，1964b）。
87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1990年代末期後逐漸被放寬。
88   有關韓國華僑的反共立場，詳細內容參考：王恩美，2008第三章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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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同意紀錄」時，卻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

韓國外交部向「政策委員會」說明「中韓友好條約」之經過時，表示對

在韓國華僑待遇方面，韓國達到滿意的談判，設立了滿意的規定，使韓國華

僑之待遇受於韓國國內法之限制。83

韓國的態度與中華民國有極大的差異。當韓國外交部將「中韓友好條約」

內容送至國會接受審查時，條約之外「同意紀錄」也以附件方式傳閱，強調

已確保適用第五條內容時，關於維持公共秩序、公眾健康、保護道德及安

全，政府所採取必要措施之權利。韓國政府主張該項條約對韓國有利，應以

批准為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政府在送交國會審查「中韓友好條約」

之附件中，還特意列出 1957年草案之第五、六條，以及 1964年簽約之第五

條，形成強烈的對比。84最後，「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更於 1965年

11月 10日通過韓國國會批准後，同年 12月 3日刊登於韓國的《官報》。85

根據上述，可知韓國對「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的看法與處理

方式，並沒有將「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解釋為「最惠國待遇」。然而，

韓國關於韓國華僑受國內法之要求，以及設下「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之限制，則感到非常滿意。對韓國政府來說，「同意紀錄」是條約

的一部分，具有與條約相同的拘束力。韓國對此處理態度，明顯與中華民國

對「同意紀錄」之解釋不同，形成強烈對比。透過韓國處理「同意紀錄」的

過程，可以看出韓國政府相當重視實質國家利益。

1960年代可說是中華民國與韓國關係最為緊密的時候。不僅雙方官員

與軍部高層的互訪頻率甚高，連大統領朴正熙本人也曾在 1966年時親訪中

華民國。因此，當時「中韓友好條約」確實成為兩國政治合作的象徵，具有

83   〈한．중 우호 조약 국회 비준 동의 제안 설명서（日期：1965年 4月 22日）〉（外務部，
1952–1965b: 182）。本條約於 1965年 11月 10日獲韓國國會批准，1965年 12月 3日在台
北正式交換批准書，正式生效。

84   〈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의 우호조약에 관한 비준 동의안〉（國會事務處，1965a: 204–
205）；〈부록〉（國會事務處，1965b: 201–206）。

85   〈한．중 우호 조약，대한민국과 중화민국 간의 우호조약〉，官報，4212（1965年 12
月 3日），頁 2071–2074（公報部，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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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朝鮮的地區別進口額（1940–1948） （單位：千圓）

年度 中　國 香　港  州　國 日　本 其　他 總　額

1940 —

—

—

—

—

—

1,335,716
(86.94%)

200,651
(13.06%)

1,536,367
(100%)

1941
38,833

( 2.56%)
76

( 0.01%)
73,945

( 4.87%)
1,360,994
(89.58%)

45,491
( 2.99%)

1,519,339
(100%)

1942
29,257

( 1.96%)
46

( 0.00%)
83,415

( 5.60%)
1,360,994
(92.19%)

3,691
( 0.25%)

1,490,884
(100%)

1943
37,800

( 2.80%)
—

—

146,922
(10.90%)

1,135,699
(84.27%)

27,254
( 2.02%)

1,347,675
(100%)

1944
26,555

( 2.78%)
21

( 0.00%)
158,894
(16.62%)

769,179
(80.47%)

1,246
( 0.13%)

955,895
(100%)

1945
57,146

(46.78%)
7

( 0.01%)
64,114

(52.48%)
—

—

902
( 0.74%)

122,169
(100%)

1946
159,205

(94.54%)
—

—

—

—

8,054
( 4.78%)

1,147
( 0.68%)

168,406
(100%)

1947
672,279

(32.20%)
148,056

( 7.09%)
—

—

10,361
( 0.50%)

1,257,429
(60.22%)

2,088,125
(100%)

1948
1,214,972
(13.72%)

1,396,521
(15.77%)

—

—

461,583
( 5.21%)

5,784,381
(65.31%)

8,857,457
(100%)

資料來源：1940–1944：《朝鮮經濟年報》（朝鮮銀行調查部，1948: III–44–45）。
　　　　　1945–194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V–52–53）。
註：1940年至 1944年為全朝鮮的統計，而 1945年後的為韓國統計。

為了改變這種長期依賴日本的經濟體制，美軍實施管制貿易政策，排除

與日本的貿易關係，結果造成韓國對中國與香港的貿易量急速增加。如同表

4所示，1946年韓國對中國的進口額增加到 94.54%。由此可見，戰後韓國

的貿易重心由日本轉變為中國與香港。57這固然是受到韓國內部混亂與物

57   香港扮演中介貿易地的角色。經由香港歐洲與東南亞的商品進口韓國，韓國的商品也經由
香港出口至歐洲與東南亞地區。（韓國貿易協會，1972: 228）另外，由中國進口品以工業
原料、生橡膠、染料、布類、花生、玻璃、紙等生活用品為主。向中國的出口品以海鮮

類、牛皮類、毛皮類為主。（李正熙，20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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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韓國外交部長李東元提出上述內容的口頭聲述，並書寫成文字後，53「中

韓友好條約」於 1964年 11月 27日正式簽訂。54

韓國雖然沒有能夠獲得「同意紀錄」之再簽署，可是卻得以公開「同意

紀錄」之內容。「同意紀錄」由此具有與國內法相同的地位，遂能將「同意

紀錄」運用於韓國華僑的身上，達到了韓國政府的最終目的。

肆、韓國政府重視「韓國華僑問題」的背景

如前所述，至少 1964年之前，韓國所以不斷拒絕「中韓友好條約」的

最大因素，乃在有關「韓國華僑問題」，並且對韓國華僑存有相當的疑慮。

我們也不得不感到疑問：韓國為何如此地在意韓國華僑，希望限制他們的權

益，且不願給予經濟活動的自由？為了追索箇中緣故，有必要從戰後，關於

韓國境內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對華僑的疑慮開始談起。

一、戰後初期韓國華僑經濟的成長與韓國社會的疑慮

戰後，朝鮮半島因政治情勢的變化，分裂為南北兩部，38度線以南地

區由美軍負責統治管理。美軍在治理韓國期間，對韓國的經濟政策是以迅速

斷絕與日本的關係為主要方向。這主要由美國政府「向美軍佔領朝鮮地區之

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的有關民政之基本指令（SWNCC176/8）」傳達美軍，

關於統治韓國政策的各項基本方針。55（미국무성，1984: 84–103）值得留

心的是其中的第三條規定：為了達成朝鮮建立成為一個自由、獨立國家的目

標，「從朝鮮人的經濟、政治生活中，逐漸驅除日本控制」，並「使朝鮮從日

本政治、行政中完全分離出來，且從日本社會、經濟及金融控制中解放朝

53   〈중국측「후」참사관 적선 부분의 삭제를 요구함（日期：1964年 11月 26日）〉（外務部，
1952–1965b: 131）。

54   〈關於簽署中韓友好條約事報請核轉立法院審議由（日期：1964年 12月 9日）〉（外交部，
1964–1966c）。

55   1945年 10月，美國國務、陸軍、海軍三省調整委員會，針對美軍占領朝鮮地區內的民間
事務，向朝鮮美軍陸軍最高司令官下達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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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嚴重不足所致；（李鍾元，1993: 17–18）但是，正因為如此，無形中也

對韓國華僑造成有利的貿易環境。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當局（朝鮮總督府）曾對華僑設下許多的經

濟限制，因此華僑的經濟勢力毋寧變得相當虛弱。但是由於上述美軍的經濟

政策，華僑扭轉局勢，可多方利用殖民時期的貿易網路，迅速成為朝鮮貿易

的中心力量。所以，透過對中國貿易的獨占，華僑的經濟得以有大幅度的成

長。可以說，戰後初期正是韓國華僑經濟發展的黃金期。

以結束日本殖民統治、要求建立自己國家為目標的朝鮮人而言，不管是

政治或是經濟方面，都主張必須以朝鮮人做為國家的主體。一旦華僑獨占韓

國貿易，並擴張其經濟力量，無疑對朝鮮人來說是一嚴重的威脅。因此，韓

國的報章媒體，均大力宣傳應該阻止華僑經濟力量之擴張，並進而塑造韓國

華僑的負面印象。

對於華僑貿易業方面的疑慮，尤其最能展現韓國媒體的態度。譬如經常

在言論中，韓國媒體對允許華僑貿易，大都抱持否定的語氣：「韓國經濟處於

混亂，若允許他們的貿易，他們具有資本力的優勢，貿易恐怕會被獨占」。58

又如韓國的貿易逐漸形成華僑獨占局面時，媒體便形容：「我們的貿易完全

被華商所凌虐」，59不滿情緒，俱在隻字片紙。韓國媒體發現，華僑從事走

私貿易擴大其資本時，60對此也加以抨擊：「黃金是重建朝鮮經濟的重要通

貨」，但由於「中國人的走私貿易，大量的金銀被流出」，這可是「出賣國家

的重大犯罪」。61

不僅如此，媒體更表示，在海外歸國的朝鮮人日益增加之際，若繼續增

加從中國來的移民，可能會造成重大的民生問題。因此，對於來自中國的移

民，媒體也採取相當強烈批判的態度。62其次，媒體也堅稱：非法入境的

58   〈中國人에貿易許可는不可〉（不著撰人，1946a）。
59   〈貿易거이華商이獨占〉（不著撰人，1948c）。
60   1946年至 1948年被揭發 160件走私出口貿易，以及 463件走私進口貿易，其中華僑所占
比重，前者為 37件（23％），後者為 85件（18.4％）（朝鮮銀行調查部，1949: II–61）。

61   〈中國人密貿易에　金銀이多量流出、賣國的密商處斷緊急〉（不著撰人，1946b）。
62   〈朝鮮은樂土란말인가、仁川中國人移民上陸急増〉（不著撰人，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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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均主張必須閱讀「同意紀錄」才能審查。歷經商議結果，決定將「同

意紀錄」內容送達立法院，召開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

紀錄」。79在 1965年 1月 26日所召開的秘密會議中，外交部仍然強調「中

韓友好條約」是規定原則的政治性條約，「同意紀錄」則為雙方彼此所獲得

之一種諒解，既非構成本條約之不可分割之部分，故無須批准。80

值得注意的是，另據外交部的說明，條約中所講的雙方對於彼此國民，

給予「不低於第三國國民待遇」，此即兩國政府「最惠國待遇」。此外，又強

調「同意紀錄」的內容也可見於其他友好條約中，如同美國與義大利、韓國

與美國所簽訂的友好條約；友好條約若採取列舉方式，就成為「同意紀錄」

相同的規定。外交部也強調，「同意紀錄」對於僑民在韓國所享受基本權益，

並無損害，既無限制，也沒有拘束力。81

「中韓友好條約」與「同意紀錄」就在此秘密會議中順利通過。但中華

民國外交部完全沒有提出，「韓國華僑問題」才是韓國長期以來拒絕簽訂「中

韓友好條約」之最主要考量，也沒有提及中華民國在其僑民權益上做出很大

的讓步，反而主張國家的基本權益無損害。而且，會議中更沒有說明韓國後

來要求公開「同意紀錄」，而中華民國為此做出讓步之過程。

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強調為「政治性之效果」，為此甚至不惜犧牲韓國華

僑的權益，使「中韓友好條約」變成無實質內容的空洞條約，外交部對這一

點上也有所認知。例如在立法院的外交委員會，委員鄧公玄借用外交部次長

的說法，向其他立委們說明：「這個條約實在講是一般原則的規定，可以說

是相當空洞，許多詳細的事情都沒有列舉，不過有了這個條約以後，我們與

韓國方面起碼在政治方面進一步達到合作」。82中華民國雖然片面認為「同

意紀錄」並非「中韓友好條約」之一部分、不具拘束力，但韓國政府國內解

79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126）。
80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 1月 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1   〈定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本院秘密會議討論中韓友好條約案請照蒞臨列席說明（日期：

1965年 1月 25日）〉（外交部，1964–1966c）。
82   〈本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韓友好條約案〉（立法院，196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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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仍未放棄對其管制。從拒絕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理由可知，韓國至

少在 1960年代，依舊對韓國華僑抱著「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

「犯罪」等負面印象和警戒心。對韓國而言，必須優先考慮的是保障本國國

民的利益，為此甚至不惜犧牲華僑之利益，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必

須壓抑華僑勢力的成長，以免造成對國家的威脅。

所以，韓國無法接受 1957年草案中保障華僑的「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各項自由。在 1964年簽訂「中韓友好條約」時，更將華僑權益縮小為不含

有實際內容的「不低於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但是，韓國似乎並不滿足於此，

甚至對華僑提出「公共秩序，維護公共衛生、道德及安全」之限制，並且透

過「同意紀錄」的方式，成功達到此企圖。

「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而言，無疑是令人滿意的結果。不僅是政府如

此，連韓國媒體對「中韓友好條約」所強調的內容，也是針對華僑所加設的

限制。譬如《韓國日報》中便提到：「我們政府在此條款中，為防備『不知

熄火的中國人商魂』，在條約中刪除『商行為』等用語，實質問題基於國內

法處理，另外以非正式的『諒解事項』之名義，設下多層的防備⋯ [中略] ⋯

再加上，由於在韓華僑三萬五千名，是駐韓外國人中占最多數，他們的商業

行為有可能對國內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 [韓國政府] 無法馬上回應中

國的提議⋯ [中略] ⋯由於中國對『華僑地位問題』做出很大的讓步，[本

條約] 才得以締結」。89從此一新聞的敘述語調中可以看出，韓國朝野基本

上都對華僑的經濟潛力深具戒心，而同聲共氣地支持對華僑加以限制。

陸、結論

1964年簽訂的「中韓友好條約」，象徵戰後中華民國與韓國基於反共友

好同盟關係而來的成就。但是其幕後，卻隱藏著中華民國與韓國之間的矛盾

89   〈韓中友好條約（全文）、화교엔외국인대우、외국과 맺은 첫 우호조약〉（不著撰人，
19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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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多數從事販賣毒品或進口禁止商品，強化了國內經濟之混亂，應

該設法取締這些非法入境的中國人。63另外，我們由《朝鮮日報》的新聞

標題：「華商的狡猾手段促使朝鮮人遭受不幸、貿易損失、對攪亂經濟應有

警戒」，64可以充分了解當時韓國媒體對華僑抱持疑慮的態度。可以說，戰

後初期，在韓國的華僑已被刻畫為「攪亂經濟」、「走私」、「非法入境」、「犯

罪」等各類負面印象。65

然而，直到1948年韓國政府成立後，基於對華僑的警戒，開始加強對

華僑實施經濟制裁，使得他們的經濟力量遭受打擊，逐漸衰退。

二、韓國政府對華僑的打壓與華僑經濟的衰退

韓國政府為了管制外國人的居住與出入境，1949年11月公布「有關外

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規定居住韓國的外國人，必須1年1次為期，

辦理延長其滯留期間；又規定在韓國的外國人，必須獲得韓國外務部長的許

可才能出國。66

另方面，韓國政府採取不利於華僑的貿易政策。1948年2月，朝鮮銀行

發表「外匯預存制度」，對外的民間貿易由物物交換，轉變為外匯中心，（尹

章奎，1975: 447）並在1949年1月25日，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為了

63   〈經濟攪亂하는中國人不法入國을嚴重團束〉（不著撰人，1948a）。
64   〈華商의狡猾한솜씨에朝鮮人、미찌는貿易、經濟攪亂에警戒가緊要〉（不著撰人，

1948b）。
65   而華僑在當時確實獨占對中國的貿易，部分的華僑也有非法入境、從事走私貿易、毒品販
賣等非法情事和犯罪行為，但這並不代表所有華僑皆為如此。這種負面印象已在殖民時期

形成，經過戰後初期更加以強化。

66   韓國政府對外國人的居留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9條規定「在
大韓民國滯留30日以上的外國人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許可。滿滯留期限，而繼續滯留時，
申報外務部長官應獲得滯留延長許可」。另外，「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施行令

（1950年3月17日制定）」第9條規定「法第8條的通過期間延長期間許可為15日以內，
滯留延長期間為1年以內，滿期限後更新時也是如此」。因此，韓國華僑必須獲得韓國外
務部長官的許可才能繼續住在韓國，每滿1年必須延長滯留期限，才能繼續居住韓國。韓
國政府對居住外國人出入境的規定如下：「有關外國人出入境與登記之法律」第11條「滯
留於大韓民國的外國人出境時，應獲得外務部長官的出境許可」。

10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957年起中華民國積極追求與韓國簽訂友好條約，希望藉此獲取政治

效益。1950年代中華民國面臨「第一次台海危機」與「第二次台海危機」。

然而，蔣介石並未放棄「反攻大陸」，試圖與韓國建立軍事同盟，但1950年

代末期「反攻大陸」的可能性不斷降低，因此企圖藉強化與韓國的關係提高

區域內的地位。進入1960年代，中共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中華民國政府更

加期待簽訂「中韓友好條約」以宣傳亞洲反共陣營的團結，提高台灣人民對

反共的信心與對政府的信賴。

雖然韓國亦企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提升國內反共信心。但是韓國政

府認為「韓國華僑問題」關係國家利益，不能為政治目標犧牲國家實質利益。

韓國華僑持有中華民國國籍，數量上居於在韓外國人的首位，因此，韓國政

府的「外國人政策」主要係針對華僑而來。若改變韓國華僑的政策，意味著

必須調整韓國整體「外國人政策」。因此，韓國政府不願對「韓國華僑問題」

妥協。

對韓國政府而言，中韓雙方的僑民數量差距太大，放寬對華僑的限制，

換取在台韓僑利益，並不代表國家利益。相對而言，在台韓僑數量極少，因

此中華民國政府對韓交涉友好條約時，便很少考慮到如何處理「在台韓僑問

題」，而追求政治效果。

此種兩者的立場，反映在「同意紀錄解釋」問題上，中韓雙方處理「同

意紀錄」問題時，採取完全不同方式。本於1957年草案中規定：在韓國的

中華民國國民的「身體及財產」應得到保障，並享有「遊歷、居住、作工、

經營工商業、設立學校、集會、結社、出版、祀典、宗教、埋葬、營墓」之

自由；但是1964年簽訂的條約中，僅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權利

及自由，應依照締約彼方法律規章之規定並在此等法律規章之完全保護之

下，享受不低於締約彼方所賦予任何第三國國民之待遇」。並由於「同意紀

錄」之規定，在韓國的中華民國國民不得危害「公共秩序、公共衛生、道德

及安全」，不僅沒有得到具體的保障，反而增加了必須遵守的規定。

因此，中華民國在簽署「中韓友好條約」後，送交立法院進行審查時，

並沒有附上「同意紀錄」以備查。但是，外交委員會向立法院報告時，順帶

提及另有「同意紀錄」，並說明其不是條約之一部分。然而，在場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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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為縮小，轉而以小資本的飲食業為主。72由表7所示，1960年代起韓國

華僑從事飲食業者逐漸增加：由1962年時占36.99％，到1972年則成長為

77.41％，成為華僑職業的第一位，且是壓倒性的第一位。73

韓國政府成立之際，華僑的經濟力量的確龐大，並且構成威脅，使得韓

國政府與民間均對華僑懷有疑慮與戒心，並且形塑出對華僑的負面印象。韓

國政府成立之後，由於設立種種法律限制，使得華僑失去當時的經濟實力，

表7：韓國華僑的職業狀況（1954–1983）

職　業1954年（人）1962年（戶）1972年（戶）1983年（戶）

飲食業4,99722.62%1,63636.99%2,45477.41%1,57076.77%

雜貨店1,0034.54%51011.53%31910.06%1045.09%

工業．工場7363.33%491.11%230.73%100.49%

農　業9334.22%45810.35%822.59%462.25%

醫藥業1030.47%1403.17%1434.51%1426.94%

貿易業1870.85%————40.20%

旅行業——————50.24%

行　商4101.86%3237.30%973.06%——

布　商——————281.37%

公務員．教師1760.80%1523.44%————

其　他13,54561.32%1,15526.11%521.64%1366.65%

合　計22,090100.00%4,423100.00%3,170100.00%2,045100.00%

資料來源：1954：盧冠群，1956: 92–95。
　　　　　1962：具孝慶、金信子，1963: 38。
　　　　　1972：〈韓國華僑職業別統計表〉（僑務委員會第三處編，1972: 25–26）。
　　　　　1983： 《華僑經濟年鑑（民國71–72）》（華僑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編，1983: 293–

294）。

72   韓國華僑之所以轉換成飲食業，主要原因是：韓國政府對飲食業的限制較少，不必與韓國
人競爭之故。（박은경，1984: 133）再加上，飲食業是可以利用小資本經營之行業。因此，
韓國華僑的飲食業，大抵係以家族經營的小規模餐廳為主。

73   1983年後，駐韓大使館並沒有統計韓國華僑的職業，因此無法取得較具公信力的統計數
據。但是位於首爾，規模最大的華僑學校「漢城華僑中學」在學學生家長的職業統計，可

當作一個參考。2002年學生家長親職業統，分別為：飲食業39.31％、廚師15.28％、貿
易9.58％、旅行業6.81％、中醫師．中藥房6.39％等。雖然飲食業比重下降，但仍是最多
華僑從事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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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韓國的地區別進口額（1949–1958） （單位：百万圜）

年度中國（台灣）香　港日　本美　國其　他總額

194931(21.1%)12(8.2%)19(12.9%)27(18.4%)58(39.5%)147
19505(9.6%)2(3.8%)36(69.2%)5(9.6%)4(7.7%)52
195115(1.2%)218(17.9%)886(72.7%)46(3.8%)53(4.4%)1,218
1952829(11.8%)549(7.8%)4,169(59.2%)796(11.3%)701(10.0%)7,044
19531,094(4.9%)696(3.1%)10,666(47.7%)3,703(16.6%)6,211(27.8%)22,370
19541,273(4.6%)3,110(11.2%)10,612(38.2%)6,126(22.0%)6,664(24.0%)27,785
19552,338(4.8%)6,986(14.5%)7,067(14.6%)16,853(34.9%)15,001(31.1%)48,245
19561,850(5.2%)3,314(9.4%)6,820(19.2%)11,724(33.1%)11,728(33.1%)35,436
1957918(2.4%)2,089(5.5%)8,529(22.5%)14,009(36.9%)12,371(32.6%)37,91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597
5,845
5,458
6,199
7,269

14,994
5,179

(3.7%)
(1.9%)
(1.5%)
(1.9%)
(1.7%)
(2.6%)
(1.2%)

1,312
655

1,410
272
338

6,059
5,923

(3.0%)
(0.2%)
(0.4%)
(0.1%)
(0.1%)
(1.1%)
(1.5%)

10,335
32,372
70,400
69,212

109,171
161,662
110,114

(23.7%)
(10.7%)
(20.5%)
(21.9%)
(25.9%)
(28.9%)
(27.2%)

13,899
147,561
133,746
143,380
220,341
281,748
202,058

(31.9%)
(48.6%)
(38.9%)
(45.4%)
(52.3%)
(50.3%)
(50.0%)

16,421
117,374
132,513
97,079
85,663
95,810
81,077

(37.7%)
(38.6%)
(38.6%)
(30.7%)
(20.3%)
(17.1%)
(20.1%)

43,564
303,807
343,527
316,142
421,782
560,273
404,351

資料來源：1949–1951：《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5: 170–171）。
　　　　　1952–1958：《經濟年鑑》（朝鮮銀行調查部，1958: III–212–213）。
　　　　　1959–1964：《第二十回韓國統計年鑑》（經濟企劃院調查統計局，1965: 280–281）。
註1：1950年後的中國意味著「自由中國」台灣。
註2：1953年實施貨幣改革，100圓貶值為1圜。（圓：圜＝100：1）

貿易網路，因此無法在貿易上形成為一股力量。然而，1950年起日本與美

國的進出口比重逐漸增加，1957年所占比重為49.4%與18.2%。由此可知，

韓國主要貿易對象轉移至日本與美國，尤其日本成為韓國最主要貿易國。71

韓國的貿易市場上，華僑顯然已失去力量，大規模的韓國貿易公司逐漸成為

貿易的核心力量。

貿易業的沒落，意味著韓國華僑的經濟基礎逐漸面臨崩潰，因此經濟規

71   在美軍統治初期，美國對韓國的經濟目標主要是希望脫離日本經濟圈。但是1948年後，
由於美國推動日韓經濟之統合，同時又將日本做為亞洲的反共據點構想逐步具體化，韓國

深感經濟復興及產業建設之必要性，故積極參與美國的計畫。因此，在1949年4月，日
本和韓國共同簽訂「日韓貿易協定」，顯示韓國貿易的對象逐漸移向日本。有關日韓貿易

協定與日韓貿易，參考：車喆旭，2004。

　7正　16K　社科集刊23-2　June 16 2011　 K 90 70 50 30 10　東陞/海德堡1030x790　對開544x787　+←317　PDF　西式穿線3折 0-6-0　　　　　　　　　　　　　　　 K 90 70 50 30 10　

234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 109

與爭議。

在「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韓國華僑問題」成為兩國的障礙

因素，以及矛盾與爭議的焦點。中華民國政府重視海外華僑政策，積極培養

華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並希望透過他們影響當地政府，成為一個外交的力

量。但在韓國，培養認同方面雖然成功達到效果，可是就外交影響力卻告失

敗。「韓國華僑問題」卻成為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障礙因素，亦是外交

政策的絆腳石。

「中韓友好條約」很顯然是中華民國外交的挫敗。在談判中，中華民國

一直處於弱勢，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讓步，不僅無法堅持簽訂友好條約的標

準規範，更喪失保護在韓的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

華僑幾乎不具有任何益處。尤其對華僑經濟面上，並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儘

管在條款中，提到「出入境、旅行、居住之自由」，但是這必須受到韓國國

內法的規定。因此，韓國華僑的自由依然受到「出入境管理法」的限制，並

無任何改變。

誠如前述，中華民國強調「第三國待遇」意味著「最惠國待遇」。「最惠

國待遇」意指為「締約國之一給予第三國某種權利時，其他締約國即當然享

受同等的權利，而不必另訂新約」。90中華民國主要期待的是，韓國將來改

善其他外國人的待遇時，也能連帶改善華僑的利益。然而，這種期待受到結

構上極大的限制。實際上，由於華僑人口居於韓國外籍人口的首位，只有改

善華僑權益，藉以帶動其他國家僑民的地位，若欲依賴所謂「第三國待遇」

改善華僑處境，無異於「緣木求魚」。

韓國華僑的人數雖比在台韓僑為多，但是相較於東南亞國家的華僑人

口，實際上還是非常少數。因此，韓國華僑並無法客觀的人口條件上形成一

股影響韓國當地的社會力量。然而，韓國政府卻仍舊對韓國華僑掌控國家經

濟抱持疑慮。因此，韓國對於華僑有關居住、出入境、土地購買等權利，加

90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參考〈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教
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1997），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查詢字彙：「最惠
國待遇」，上網日期：2009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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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1 966b 《中韓友好條約（第二冊）》（1964.9.1–1966.1.1），分類號：600.12，案次號：
51，檔案出處：法條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館收藏。

 1964–1 966c 《中韓友好條約（第三冊）》（1964.9.1–1966.1.1），分類號：600.12，案次號：
52，檔案出處：法條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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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00037287A，國史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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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2009 《在外同胞現況》。首爾：外交通商部。
 2009  〈在外同胞現況（2009）〉。2009年 12月 3日，取自韓國外交通商部網站：http://

www.mofat.go.kr/consul/overseascitizen/policy/index.jsp
外務部

 1952–1 965a《한 · 중간의 우호조약 , 1952–65 전 2 권（V.1 교섭）韓‧中之間的友好條約

1952–65全 2卷（V.1交涉）》，分類號碼：741.13CH，登錄號碼：1571，微卷號碼：
J–0024。

 1952–1 965b《한 · 중간의 우호조약 , 1952–65 전 2 권（V.2 체결）韓‧中之間的友好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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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8—アジアの冷戦と脱植民地》，頁 3–38。東京：岩波書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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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國管理 40年史編輯委員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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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ジョンソン政権と台湾海峡両岸—信頼性と自己抑制〉，《日本台湾学会誌》8: 
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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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司空見慣。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民法上雖以「一夫一妻」為合法婚姻模

式，但若依當時台灣民事習慣所載，夫納妾既不犯重婚，亦不成為請求離婚

之原因（司法行政部，1969a: 103）。在戶口名冊上，正妻之外的配偶，仍以

「妾」之名義登錄。「妾」固非正式配偶，亦無正妻在家庭內部的權利，卻也

不構成通姦罪名。

一如前述，「納妾」之風所以淵遠流長，與父系社會男性承嗣的傳統至

為密切。當髮妻無子，為不使嗣系中斷，買取一妾以生子，是常見的變通之

道。儘管領養、過繼等方式亦能彌補「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缺憾，但仍

有理由相信有錢有勢的上層家庭將納妾置於優先，畢竟庶出之子還是自己的

「親生」子嗣，在血緣上仍強過過繼子（Hsieh, 2008: 264）。

上述諸種「變例」婚俗自是以明媒正娶、從妻居的正規婚姻為參照對象，

實際亦非日治台灣所特有。所謂招夫、贅婿、童養、納妾等等相關記載，在

傳統中國的文獻紀錄中，不勝枚舉（司法行政部，1969b；前南京國民政府

司法行政部編，2000；施沛生編，2002）。相關風俗在台灣與中國又有哪些

不同，哪些是獨有或延伸、變異，目前仍不易定論。可以確定的是，諸如此

類的風俗在兩地均有類似脈絡，多少皆與貧窮、嗣續脫離不了關係。但大同

之中，容或有小異。

以童養習俗為例，「媳婦仔╱小婚」的分佈雖廣，但嚴格說來仍多集中

在中國南部沿海的閩、客、吳語等地（Wolf, 1989: 246–247, 255; 黃啟瑞，

1990: 40）。若就動機而言，中國大陸的童養習俗起因於規避大婚所需的聘

金。這點在台灣並不完全適用，台灣的小婚在地主與佃農之間同樣普遍。進

一步言，台灣的小婚還是女性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她們藉著收養媳婦仔來

確保她們與兒子之間的感情紐帶，使兒子不致於在婚後被「枕邊妖精」所迷

惑，因為「自己養的女孩子會聽你的話，而且永遠不會在你背後搬弄是非給

你的兒子聽」（莊英章、武雅士，1994: 103）。在招贅的場合，台灣的贅婿可

以不必冠岳家姓，而是將其所生的部分子女從岳父姓氏，繼承岳家的祭祀與

家財。等到契約期滿後，他便得以攜妻、子離開岳家，自立門戶。易言之，

台灣贅婿的從妻居，是一種可以改變的過渡狀態（小熊誠，1987: 62–63）。

最後，就妾婚而言，妾的身分在日治台灣雖不甚名譽，但似乎更近於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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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官擇日完娶過門為妾。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親生之長女，並

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如有此事，有章一力出首抵

擋，不干買主之事。自過門之後，生子傳孫，繼繼承承，是有章所

厚望也。一賣千休，萬藤永斷，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即立賣身妾

字壹紙，付買主收執，為後日之炤。

即日有章同媒親收過字內洋銀貳佰大元正足訖，炤。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  日 代筆人　蔡文炳

 為媒並保證人　康阿秀

 場見人 親母　陳氏10

 立賣身妾字人 親父　林有章

上述契約不僅清楚載明所賣之身價，11更述及該筆款項是身為立契人的親父

眼同媒妁親手收訖。其後又說：「一賣千休，萬藤永斷」，顯見此筆交易處於

一種「賣斷」的狀態。這意味著「用錢買斷」王蓮與生家的一切關係，自此

她與親父、母間不再有所牽連，親生父母對她也已失去任何權利。這與文獻

所載不謀而合。正如過去台灣社會中的螟蛉子、媳婦仔、㜁媒𡢃𡢃𡢃𡢃（女婢）等

交易情況，只要是「買斷」的場合，被賣之人與生家親族間的關係，在理論

上便全然斷絕。但若是經由「娶入」途徑所構成的妾，則身為妾的女人仍可

存續她與生家及生家親族間的關係（鈴木清一郎，1989: 167；畠中市藏，

1934: 72）。

其次，女性「許嫁」曰「字」。12上述契約論述中，「『字』於人為妾」、

10   傳統社會中女性固然有從夫之義務，需以丈夫的意見為意見。但身為母親的女人，即使她
的家庭地位是「妾」，她對自己親生子女的婚姻或收養養子仍得以行使「同意權」。一個沒

有生母同意的買賣契約是無效的，此所以賣斷子女的契字必須以生母為知見人（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這或許是因為「人身」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特別是親生子
女的買賣在本質上即與人倫、禮法背道而馳。契字上必須親生父、母的同意兼具，目的即

在確保交易能順利成功，以避免事後引起糾紛（阿風，2006: 115–116；2009: 151–152）。
11   女性在人口交易市場上的身價隨著地域、階級、年齡、姿色以及她的貞節而有別，甚至在
不同的交易情況下，身價也各異（仁井田陞，1974: 94–97；Gronewold, 1982: 47–50）。

12  女子許嫁笄而字，故「許嫁」亦曰「字」（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編，1978: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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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者Arthur P. Wolf在北台灣的調查研究中，將符合六禮的正規婚姻稱之

為「大婚」（major marriage），而將與之相對的「媳婦仔婚」（sim-pua）稱之

為「小婚」（minor marriage）（Wolf and Huang, 1980: 70–93; Chuang and Wolf, 

1995: 781–795）。所謂「媳婦仔」，即以將來給自己兒子做妻子為前提，在女

孩幼小時候便將她領養入門。養家雖需負擔部分財物以替代聘金，但比起長

大後為兒子媒聘一門媳婦，抱養媳婦仔需索之費，仍舊便宜。除了經濟上的

理由，為家庭增添勞動人力也是考量要素。身為媳婦仔的養女在結婚之前便

可幫助家庭勞務，她們自小與養父、母生活所培養的情感，亦可避免日後婆

媳相爭的家庭困擾（莊金德，1963: 48–51；鈴木清一郎，1989: 164–166；

Wolf, 1972: 178–179; Chuang, 1991: 174–186）。然而，Wolf同時也發現小婚

所致的穩定婆媳關係是以犧牲當事男女的情感為代價的。媳婦仔自小收養的

結果，導致成婚男女間的兄妹情感遠多於男女情愫，甚至產生性嫌惡，從而

降低婚姻的穩定性（Wolf and Huang, 1980）。

在父系社會中，另一種為人所熟知的變例婚俗是從妻居婚姻（uxorilocal 

marriage），亦即台灣漢人社會中所謂「招夫」、「招婿」風俗，二者均以男方

進入女家為特色。但「招夫」、「招婿」有別，前者以寡婦留在前夫家，另招

一男為後夫；後者則以「親女」或「養女」身分，為本生家庭（或養家）招

進女婿。就目的而言，招婚或有因父母無法生育男孩，家中沒有男性子嗣，

乃藉由招夫或招婿，讓媳婦或女兒為他們傳宗接代。其次，也有期望藉此獲

取男性勞動力者。在男性子嗣幼小或多病等情況下，女家也會考慮以招婚方

式，利用女兒招進贅婿照管家務，或讓寡媳招後夫以承擔養老撫幼之責。5

最後，是本文主題的「納妾」婚俗。無論傳統中國抑或日治台灣，「妾」

的存在已有相當歷史。在上層社會，「一夫一妻多妾」的家庭、婚姻模式，

5  依日治調查所載，寡媳的「招夫」有兩種，即「招夫坐產」與「招夫養子」。「招夫養子」
多數在先夫之子幼小的情況下迎招者，蓋以招夫必須幫助養育先夫之子而名之。招夫與先

夫之子從而有繼父子的關係。「招夫坐產」係指以「治產」為目的而招迎招夫而言，此情況

下招夫與先夫之子不生繼父子關係。無論「招夫養子」或「招夫坐產」，其目的似乎均著眼

於引進招夫的勞動力以幫助「養子」或「治產」（台灣慣習研究會，1985: 63；鈴木清一郎，
1989: 167–168, 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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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制度的相關源流與文獻紀錄，

人們如何理解、看待「妾」習俗的存在與功能。在過往文獻排比分析之外，又

藉助歷史人口學的研究取徑，以新竹地區為考察重心，擷取日治時期殖民政府

所留下的戶籍登錄資料，討論新竹地區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村落間的納妾

現象，探究妾婚之成因及目的、「妾」之生育與其處境、在夫家居留久暫間的

關係。

關鍵字：納妾、妾婚、歷史人口學、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

壹、前言

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婦女」雖佔有父權社會組成中的二分之一，以往

學者從不同性質的史料中發現社會制度、法律體系，乃至風俗論述裡，充滿

種種現今看來十分不平等的成規。然則，「女性」這一觀念也是由一套技術

體系、文化脈絡生產而來（白馥蘭[Francesca Bray]，2006）。今人對於傳統

社會「男尊女卑」等評斷的背後，或多或少仍帶有意識型態上的先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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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ralism aspect of the East Asian anti-communist alleg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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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115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1952–1964)

Wang En-me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ught mutual cooperation and amity on the basis of anti-communism. The two 
nations used terms such as “brotherly nations” and “strong alliance” to refer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Despite the continuous publicizing both within the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anti-communist alliance of the ROC and ROK 
did not run as smoothly as it seemed. In fact, the two nations have never 
entered into a treaty of military allianc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
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 treaty representing their amity, was 
not even signed until 1964. The ROK had rejected several times suggestions 
made by the ROC to sign a treaty of amity, mainly due to “the issue of over-
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other words,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was the crucial obstacle to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o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focus of the Korean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interests during 
the signing process. Through the signing of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two seemingly harmonious nations are revealed, indicating the complex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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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史料還原到當時的時間、空間、文化脈絡與價值體系裡，以避免冒上

以今說古的風險，乃是研究者反身思考的重要課題。

在清末以前的傳統中國，與女性相關的生產技術領域裡，紡織與生育二

者對於塑造女性日常生活形貌尤為重要，本文所論將集中於後者。「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作為傳統社會裡的強勢價值觀，生育子嗣不僅是為當世的養

生送死做準備，同時也希望在死後的彼岸，得到永續的血食供奉。在清末以

迄日治時代的台灣社會，生育與養生送死的價值觀猶然根深柢固。從而衍生

出各式各樣的婚育機制，諸如：異姓的螟蛉子收養、招贅婚、妾婚等等，其

目的皆與傳宗接代息息相關。人們耳熟能詳的納妾風俗，在傳統社會中習焉

而不察。上層菁英的法律論述裡，也以煙火接續為妾婚制度的存在合理化。

成年男性若壯年仍未得子，為生子延嗣而納一妾，不僅被法律所認可（〔清〕

沈之奇撰，1998: 258），1就社會輿論而言，也是想當然爾。士大夫家族的

庭訓、族規裡，同樣告誡「正妻」切勿善妒，致使丈夫煙火斷絕，祖先失食

（〔清〕陳宏謀輯，1984: 9b–10a）。此正提示著「一夫二女」的婚姻組合，已

令前人意識到其間所將衍生的紛爭齟齬，及其對家庭穩定的潛在威脅。

清光緒9年（1883）4月，一件來自新竹城的司法審判案件（吳密察主

編，2006–2008: 29–31）。監生許江之妻許陳氏對她所買的使婢提出告訴。

在她的陳情訴狀中指控該婢心存叼詐，不僅搬弄唇舌，蠱惑其夫收納為妾，

更恃寵而驕，尋釁毆打正妻，逼其分爨自食。甚者，教唆其夫將正妻鎖至密

室，絕其飲食，欲置於死。縣官雖同情正妻的遭遇，卻屢屢以「家庭細故不

宜涉訟公堂」（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0）、「許江已非少壯，可知是納妾

為嗣」（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1）為由，囑令親族鄰里調解，駁回正妻

的指控。「妾」雖是為傳宗接代而存在，身為「妾」的女性在家庭身分、法律

位階，乃至人們的價值觀中常遭受謫降，其地位遠不如正妻。但從許陳氏的

案件脈絡看來，「妾」也因年輕及其「生育」本能，在妻妾的兩造爭奪中，居

1  〔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輯註》刊於清康熙54（1715）年，及至乾隆5年（1740）律文已
刪除男性40無子方得納妾的規定。故清代中、後期的律註書中，已不見對男性納妾之限制
（Hsieh, 2008: 262, 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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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優勢。甚者，這一優勢又因清代法司將近親興訟視為不道德，牧民者不樂

見百姓因戶婚田土「細事」率起訟端的前提下，難以撼動。2

「納妾」既是一種「風俗」，那末，作為流傳恆久的習慣，便難以因政權

更迭而瞬間改變。縱然日本殖民政府挾其「現代化」統治之姿，不鼓勵台灣

本島納妾之習，但若翻閱日治時期台灣戶冊資料所載，家戶內有一個以上的

妾者，所在多有。學界對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婚俗的研究，

多繫於婚姻、風俗篇章，雖不乏專書、專文等通論性探討，卻仍以文獻排比

居多。3實證性的數據分析，則付之闕如。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在文獻資料

外，納入歷史人口的量化分析，以進一步瞭解納妾的背景因素、妾在家戶中

的生育行為，及其在夫家的處境與結果。即以日治時期詳實的戶籍登錄資料

作為數據計算之所本，以與風俗記錄，地方志書、報章雜誌等等相關記載，

互為加強佐證。企圖結合質性的文獻資料與量化的實證性數據，窺探清末以

迄日治時期，新竹客家地區納妾婚俗的總總歷史與人口學資訊。此外，經驗

史料中固然提示：納妾之舉與傳宗接代密不可分。但媒妁之言始終是傳統婚

姻締結的重要環節，父母之命可能也比當事男女的意志更突出。妻子若不得

丈夫所歡、丈夫若無法在妻身上尋求情感慰藉，是否也將促成妾婚之舉？下

文將做進一步考察，從數據中窺探相關線索。

貳、清末以迄日治台灣的婚姻形式

一、幾個台灣常見的「變例」
4
婚俗

就婚媾而言，清末以迄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在明媒正娶的正規婚姻之

外，仍存在若干婚姻變貌。舉其要者，如：媳婦仔婚、招婚、妾婚等等。人

2  對清代「縣級」司法檔案（包括清末台灣「淡新檔案」（戴炎輝整理，1969））的研究顯示，
在涉及親屬之間的糾紛時，縣官樂於讓族人、鄰里或中人去處理（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1998: 110）。

3  相關研究及回顧，參見：吳琼媚，「清代台灣『妾』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4–8。

4  此處所謂「變例」者，蓋指相對於「明媒正娶」、儀式齊備的正規婚姻（大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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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制，也不希望「中韓友好條約」導致對華僑的既有管制帶來變化。一直

要到確保「韓國華僑問題」並無任何變化後，韓國才願意正式簽訂「中韓友

好條約」。

另外，韓國政府試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試圖建立「友好條約」之規

範。對韓國而言，本條約是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友好條約」，因此，抱持

非常審慎的態度。韓國甚至考慮到「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日後將成為與

各國簽訂「友好條約」的範本，因此對於設立領事館與派遣領使，以及有關

對外國人權益問題等規定，都儘可能朝向制訂有利韓國的條款。如前所述，

韓國從 1960年代開始，即積極與日本交涉簽訂條約。而韓國向中華民國提

出異議，要求修改領事館與派遣領使的問題，其背後的考量應該是：此領事

條款勢將波及與日本的交涉。實際上，韓國駐日代表也曾向韓國外交部調閱

「中韓友好條約」，做為與日本交涉時的參考。91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韓國一向以實際利益考量，優先於政治

效果；而中華民國則是將政治效果排在第一順位。雙方彼此這種對於優先順

序之不同，亦可呈現出中韓友好同盟的矛盾層面。直到 1992年中華民國與

韓國斷交之前，尤其是兩國關係最為密切的 1960年代，中韓兩國表面看來

是站在同一戰線的東亞反共聯盟盟友，但是透過「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

程，我們可以瞭解到：表面看來毫無衝突的兩者間，其實隱含著各自利益之

衝突；也能從中顯現出，東亞反共同盟所隱藏的多元且複雜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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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入」的情況下，夫與妾之生家即產生準親屬關係，反之，用契約「買斷」

的場合，則不生成親屬關係（畠中市藏，1934: 72）。綜觀上述，台灣與傳統

中國兩地的納妾風俗，在大同之中仍有小異。

儘管清末立法（1910年 2月）業已將興販人口列為禁條，但此前舊有的

協定、契式規格仍隨著日用類書、手冊的刊刻而廣為流傳。直迄國民政府勢

力衰敗的 1949年，中國社會興販婦女的現象從未絕跡（Hayes, 1990: 36）。

堪稱清帝國盛世顛峰的乾隆朝，針對底層小民因飢荒所迫，以賣妻鬻子作為

餬口之策等現象，不僅默認，甚至認為禁鬻子女並非「軫恤災黎之道」（〔清〕

崑岡等修，1976: 6385；趙岡、陳鍾毅，1986: 44）。清廷為限制、調節人口

買賣，規定合法的人口交易，必須有媒人見證及契約為憑。契字中載明交易

雙方的意圖、所賣的身價，以及交易之後買賣雙方的權限等等（Hsieh, 2008: 

275–276）。台灣社會的人口買賣契字有類於此，交易情況亦盛極一時。據載

明治 30年代（約當西元 1897年前後）台灣艋舺、大稻埕一帶還存在媒介人

口買賣以營利的行業，其營業頗為隆盛，每月所獲利潤甚為可觀（台灣慣習

研究會，1985: 34）。

妾的買賣亦屬人口交易的一環，特別在討娶藝妲、娼妓或貧家女為妾的

場合，採取契買途徑。契字當中寫明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句，由女方立契

交男方收執（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以下就 2件清末及日

治初期台灣地區的妾交易契約試作分析。8光緒 12年（1886），王蓮的父親

將她出賣給吳敏官做小妾。在父親所立的契約書9上說：

立賣身妾字人林有章，有同結髮妻陳氏生下長女一人，名喚王蓮，

年登十五歲，當時及笄，尚未婚嫁。今因家中貧苦，日食難度，願

將此長女字於人為妾，是以托媒人撮合於吳敏官，出賣以為小妾。

即日三面議定身價銀貳百大元正；其銀有章同媒親收足訖，其女聽

8  本文所引契約均出自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私法人事編》。日本法制史學者仁井田陞
針對人身買賣契約做過卓越分析，本文所述部分亦參考仁井田先生的研究成果（仁井田陞，

1935a: 479–508；1935b: 598–650；1935c: 736–764）。
9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b: 63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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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台灣的妾婚可以經由「娶入」來締結，妾得與納妾男性產生夫妻關

係，亦與男方親族發生親族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

609）。但在傳統中國，妾則多半成於買賣或私奔而來，亦不能成為伉儷關係

（陳顧遠，1992[1936]: 62）。

二、買妾契約

對「妾」身分的賤視，在傳統中國似乎是全境皆然。「一夫一妻」制嚴

格施行的日治台灣，蓄妾之舉也是被公然承認。「偏房」、「側室」，甚至「準

妻」、「副妻」等名詞，均可用以別稱「妾」（姉齒松平，1930: 55；畠中市藏，

1934: 69）。但在禮法範疇內，能夠「與夫齊體」的卻只有正妻。服制關係裡，

夫對妻有服，而對妾無服。「妾」既無正妻之權利，身分亦隨之謫降，其家

庭地位遠不如正妻（Mann, 1991: 207–212; 滋賀秀三，2002: 108–110, 445）。

服制之外，妻與妾的身分差別還表現在對夫的稱謂上。原則上，只有妻

能稱夫為「夫」，妾則稱納娶人為「家長」。但在台灣，實際上甚少依此而行，

妾與妻一樣稱夫為「夫」者，蔚為常態（姉齒松平，1930: 55–56；畠中市藏，

1934: 69, 72）。「納妾」在傳統中國與人身「買賣」相通（滋賀秀三，2002: 

446）；但在台灣，妾婚的構成則有「娶入」與「契買」之別。6過程中所轉

讓的財物，在「娶入」者稱「聘金」，「契買」者則稱「身價銀」。「娶入」情

況下，有訂立略式婚書者，但多數僅送女方年庚給男方而已。「契買」則由

女家書立契字載明收受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眼，交與男方收執（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608）。丈夫與妾的生家原則上不構成親屬關係

及服制關係；然而，實踐上卻仍可見「契買之妾準照妻」的習慣，丈夫與妾

之生家互稱姻親者，亦恆有之。7甚至有另一說法，認為傳統中國社會夫與

妾的生家不生任何親屬關係。但在台灣，則依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別。在

6  另一種方式是將正妻陪嫁的婢女（隨嫁𡢃𡢃𡢃𡢃）升格為妾（鈴木清一郎，1989: 169）。《台灣私法》
亦提及台灣的妾有收取自自家婢女、娶入、契買。閩籍大多收取自家婢女，粵籍則多娶入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
7  據舊慣調查者所載，台灣服制雜亂並無一定慣例，妾對家族長之服制關係也未必按正統律
例服制所規定，但仍有一定的喪服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6,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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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1952–1964)

Wang En-me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ught mutual cooperation and amity on the basis of anti-communism. The two 
nations used terms such as “brotherly nations” and “strong alliance” to refer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Despite the continuous publicizing both within the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anti-communist alliance of the ROC and ROK 
did not run as smoothly as it seemed. In fact, the two nations have never 
entered into a treaty of military allianc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
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 treaty representing their amity, was 
not even signed until 1964. The ROK had rejected several times suggestions 
made by the ROC to sign a treaty of amity, mainly due to “the issue of over-
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other words,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was the crucial obstacle to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o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focus of the Korean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interests during 
the signing process. Through the signing of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two seemingly harmonious nations are revealed, indicating the complex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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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史料還原到當時的時間、空間、文化脈絡與價值體系裡，以避免冒上

以今說古的風險，乃是研究者反身思考的重要課題。

在清末以前的傳統中國，與女性相關的生產技術領域裡，紡織與生育二

者對於塑造女性日常生活形貌尤為重要，本文所論將集中於後者。「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作為傳統社會裡的強勢價值觀，生育子嗣不僅是為當世的養

生送死做準備，同時也希望在死後的彼岸，得到永續的血食供奉。在清末以

迄日治時代的台灣社會，生育與養生送死的價值觀猶然根深柢固。從而衍生

出各式各樣的婚育機制，諸如：異姓的螟蛉子收養、招贅婚、妾婚等等，其

目的皆與傳宗接代息息相關。人們耳熟能詳的納妾風俗，在傳統社會中習焉

而不察。上層菁英的法律論述裡，也以煙火接續為妾婚制度的存在合理化。

成年男性若壯年仍未得子，為生子延嗣而納一妾，不僅被法律所認可（〔清〕

沈之奇撰，1998: 258），1就社會輿論而言，也是想當然爾。士大夫家族的

庭訓、族規裡，同樣告誡「正妻」切勿善妒，致使丈夫煙火斷絕，祖先失食

（〔清〕陳宏謀輯，1984: 9b–10a）。此正提示著「一夫二女」的婚姻組合，已

令前人意識到其間所將衍生的紛爭齟齬，及其對家庭穩定的潛在威脅。

清光緒9年（1883）4月，一件來自新竹城的司法審判案件（吳密察主

編，2006–2008: 29–31）。監生許江之妻許陳氏對她所買的使婢提出告訴。

在她的陳情訴狀中指控該婢心存叼詐，不僅搬弄唇舌，蠱惑其夫收納為妾，

更恃寵而驕，尋釁毆打正妻，逼其分爨自食。甚者，教唆其夫將正妻鎖至密

室，絕其飲食，欲置於死。縣官雖同情正妻的遭遇，卻屢屢以「家庭細故不

宜涉訟公堂」（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0）、「許江已非少壯，可知是納妾

為嗣」（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1）為由，囑令親族鄰里調解，駁回正妻

的指控。「妾」雖是為傳宗接代而存在，身為「妾」的女性在家庭身分、法律

位階，乃至人們的價值觀中常遭受謫降，其地位遠不如正妻。但從許陳氏的

案件脈絡看來，「妾」也因年輕及其「生育」本能，在妻妾的兩造爭奪中，居

1  〔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輯註》刊於清康熙54（1715）年，及至乾隆5年（1740）律文已
刪除男性40無子方得納妾的規定。故清代中、後期的律註書中，已不見對男性納妾之限制
（Hsieh, 2008: 262, 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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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優勢。甚者，這一優勢又因清代法司將近親興訟視為不道德，牧民者不樂

見百姓因戶婚田土「細事」率起訟端的前提下，難以撼動。2

「納妾」既是一種「風俗」，那末，作為流傳恆久的習慣，便難以因政權

更迭而瞬間改變。縱然日本殖民政府挾其「現代化」統治之姿，不鼓勵台灣

本島納妾之習，但若翻閱日治時期台灣戶冊資料所載，家戶內有一個以上的

妾者，所在多有。學界對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婚俗的研究，

多繫於婚姻、風俗篇章，雖不乏專書、專文等通論性探討，卻仍以文獻排比

居多。3實證性的數據分析，則付之闕如。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在文獻資料

外，納入歷史人口的量化分析，以進一步瞭解納妾的背景因素、妾在家戶中

的生育行為，及其在夫家的處境與結果。即以日治時期詳實的戶籍登錄資料

作為數據計算之所本，以與風俗記錄，地方志書、報章雜誌等等相關記載，

互為加強佐證。企圖結合質性的文獻資料與量化的實證性數據，窺探清末以

迄日治時期，新竹客家地區納妾婚俗的總總歷史與人口學資訊。此外，經驗

史料中固然提示：納妾之舉與傳宗接代密不可分。但媒妁之言始終是傳統婚

姻締結的重要環節，父母之命可能也比當事男女的意志更突出。妻子若不得

丈夫所歡、丈夫若無法在妻身上尋求情感慰藉，是否也將促成妾婚之舉？下

文將做進一步考察，從數據中窺探相關線索。

貳、清末以迄日治台灣的婚姻形式

一、幾個台灣常見的「變例」
4
婚俗

就婚媾而言，清末以迄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在明媒正娶的正規婚姻之

外，仍存在若干婚姻變貌。舉其要者，如：媳婦仔婚、招婚、妾婚等等。人

2  對清代「縣級」司法檔案（包括清末台灣「淡新檔案」（戴炎輝整理，1969））的研究顯示，
在涉及親屬之間的糾紛時，縣官樂於讓族人、鄰里或中人去處理（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1998: 110）。

3  相關研究及回顧，參見：吳琼媚，「清代台灣『妾』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4–8。

4  此處所謂「變例」者，蓋指相對於「明媒正娶」、儀式齊備的正規婚姻（大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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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制，也不希望「中韓友好條約」導致對華僑的既有管制帶來變化。一直

要到確保「韓國華僑問題」並無任何變化後，韓國才願意正式簽訂「中韓友

好條約」。

另外，韓國政府試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試圖建立「友好條約」之規

範。對韓國而言，本條約是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友好條約」，因此，抱持

非常審慎的態度。韓國甚至考慮到「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日後將成為與

各國簽訂「友好條約」的範本，因此對於設立領事館與派遣領使，以及有關

對外國人權益問題等規定，都儘可能朝向制訂有利韓國的條款。如前所述，

韓國從 1960年代開始，即積極與日本交涉簽訂條約。而韓國向中華民國提

出異議，要求修改領事館與派遣領使的問題，其背後的考量應該是：此領事

條款勢將波及與日本的交涉。實際上，韓國駐日代表也曾向韓國外交部調閱

「中韓友好條約」，做為與日本交涉時的參考。91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韓國一向以實際利益考量，優先於政治

效果；而中華民國則是將政治效果排在第一順位。雙方彼此這種對於優先順

序之不同，亦可呈現出中韓友好同盟的矛盾層面。直到 1992年中華民國與

韓國斷交之前，尤其是兩國關係最為密切的 1960年代，中韓兩國表面看來

是站在同一戰線的東亞反共聯盟盟友，但是透過「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

程，我們可以瞭解到：表面看來毫無衝突的兩者間，其實隱含著各自利益之

衝突；也能從中顯現出，東亞反共同盟所隱藏的多元且複雜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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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入」的情況下，夫與妾之生家即產生準親屬關係，反之，用契約「買斷」

的場合，則不生成親屬關係（畠中市藏，1934: 72）。綜觀上述，台灣與傳統

中國兩地的納妾風俗，在大同之中仍有小異。

儘管清末立法（1910年 2月）業已將興販人口列為禁條，但此前舊有的

協定、契式規格仍隨著日用類書、手冊的刊刻而廣為流傳。直迄國民政府勢

力衰敗的 1949年，中國社會興販婦女的現象從未絕跡（Hayes, 1990: 36）。

堪稱清帝國盛世顛峰的乾隆朝，針對底層小民因飢荒所迫，以賣妻鬻子作為

餬口之策等現象，不僅默認，甚至認為禁鬻子女並非「軫恤災黎之道」（〔清〕

崑岡等修，1976: 6385；趙岡、陳鍾毅，1986: 44）。清廷為限制、調節人口

買賣，規定合法的人口交易，必須有媒人見證及契約為憑。契字中載明交易

雙方的意圖、所賣的身價，以及交易之後買賣雙方的權限等等（Hsieh, 2008: 

275–276）。台灣社會的人口買賣契字有類於此，交易情況亦盛極一時。據載

明治 30年代（約當西元 1897年前後）台灣艋舺、大稻埕一帶還存在媒介人

口買賣以營利的行業，其營業頗為隆盛，每月所獲利潤甚為可觀（台灣慣習

研究會，1985: 34）。

妾的買賣亦屬人口交易的一環，特別在討娶藝妲、娼妓或貧家女為妾的

場合，採取契買途徑。契字當中寫明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句，由女方立契

交男方收執（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以下就 2件清末及日

治初期台灣地區的妾交易契約試作分析。8光緒 12年（1886），王蓮的父親

將她出賣給吳敏官做小妾。在父親所立的契約書9上說：

立賣身妾字人林有章，有同結髮妻陳氏生下長女一人，名喚王蓮，

年登十五歲，當時及笄，尚未婚嫁。今因家中貧苦，日食難度，願

將此長女字於人為妾，是以托媒人撮合於吳敏官，出賣以為小妾。

即日三面議定身價銀貳百大元正；其銀有章同媒親收足訖，其女聽

8  本文所引契約均出自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私法人事編》。日本法制史學者仁井田陞
針對人身買賣契約做過卓越分析，本文所述部分亦參考仁井田先生的研究成果（仁井田陞，

1935a: 479–508；1935b: 598–650；1935c: 736–764）。
9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b: 63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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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台灣的妾婚可以經由「娶入」來締結，妾得與納妾男性產生夫妻關

係，亦與男方親族發生親族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

609）。但在傳統中國，妾則多半成於買賣或私奔而來，亦不能成為伉儷關係

（陳顧遠，1992[1936]: 62）。

二、買妾契約

對「妾」身分的賤視，在傳統中國似乎是全境皆然。「一夫一妻」制嚴

格施行的日治台灣，蓄妾之舉也是被公然承認。「偏房」、「側室」，甚至「準

妻」、「副妻」等名詞，均可用以別稱「妾」（姉齒松平，1930: 55；畠中市藏，

1934: 69）。但在禮法範疇內，能夠「與夫齊體」的卻只有正妻。服制關係裡，

夫對妻有服，而對妾無服。「妾」既無正妻之權利，身分亦隨之謫降，其家

庭地位遠不如正妻（Mann, 1991: 207–212; 滋賀秀三，2002: 108–110, 445）。

服制之外，妻與妾的身分差別還表現在對夫的稱謂上。原則上，只有妻

能稱夫為「夫」，妾則稱納娶人為「家長」。但在台灣，實際上甚少依此而行，

妾與妻一樣稱夫為「夫」者，蔚為常態（姉齒松平，1930: 55–56；畠中市藏，

1934: 69, 72）。「納妾」在傳統中國與人身「買賣」相通（滋賀秀三，2002: 

446）；但在台灣，妾婚的構成則有「娶入」與「契買」之別。6過程中所轉

讓的財物，在「娶入」者稱「聘金」，「契買」者則稱「身價銀」。「娶入」情

況下，有訂立略式婚書者，但多數僅送女方年庚給男方而已。「契買」則由

女家書立契字載明收受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眼，交與男方收執（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608）。丈夫與妾的生家原則上不構成親屬關係

及服制關係；然而，實踐上卻仍可見「契買之妾準照妻」的習慣，丈夫與妾

之生家互稱姻親者，亦恆有之。7甚至有另一說法，認為傳統中國社會夫與

妾的生家不生任何親屬關係。但在台灣，則依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別。在

6  另一種方式是將正妻陪嫁的婢女（隨嫁𡢃𡢃𡢃𡢃）升格為妾（鈴木清一郎，1989: 169）。《台灣私法》
亦提及台灣的妾有收取自自家婢女、娶入、契買。閩籍大多收取自家婢女，粵籍則多娶入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
7  據舊慣調查者所載，台灣服制雜亂並無一定慣例，妾對家族長之服制關係也未必按正統律
例服制所規定，但仍有一定的喪服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6,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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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1 968 《韓國僑社案（1960.12.1–1968.6.30）》，目錄號：172–8，案卷號：1162，國史
館收藏。

1964–1966a 《中韓友好條約（第一冊）》（1964.9.1–1966.1.1），分類號：600.12，案次號：
50，檔案出處：法條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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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爭議。

在「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韓國華僑問題」成為兩國的障礙

因素，以及矛盾與爭議的焦點。中華民國政府重視海外華僑政策，積極培養

華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並希望透過他們影響當地政府，成為一個外交的力

量。但在韓國，培養認同方面雖然成功達到效果，可是就外交影響力卻告失

敗。「韓國華僑問題」卻成為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障礙因素，亦是外交

政策的絆腳石。

「中韓友好條約」很顯然是中華民國外交的挫敗。在談判中，中華民國

一直處於弱勢，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讓步，不僅無法堅持簽訂友好條約的標

準規範，更喪失保護在韓的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

華僑幾乎不具有任何益處。尤其對華僑經濟面上，並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儘

管在條款中，提到「出入境、旅行、居住之自由」，但是這必須受到韓國國

內法的規定。因此，韓國華僑的自由依然受到「出入境管理法」的限制，並

無任何改變。

誠如前述，中華民國強調「第三國待遇」意味著「最惠國待遇」。「最惠

國待遇」意指為「締約國之一給予第三國某種權利時，其他締約國即當然享

受同等的權利，而不必另訂新約」。90中華民國主要期待的是，韓國將來改

善其他外國人的待遇時，也能連帶改善華僑的利益。然而，這種期待受到結

構上極大的限制。實際上，由於華僑人口居於韓國外籍人口的首位，只有改

善華僑權益，藉以帶動其他國家僑民的地位，若欲依賴所謂「第三國待遇」

改善華僑處境，無異於「緣木求魚」。

韓國華僑的人數雖比在台韓僑為多，但是相較於東南亞國家的華僑人

口，實際上還是非常少數。因此，韓國華僑並無法客觀的人口條件上形成一

股影響韓國當地的社會力量。然而，韓國政府卻仍舊對韓國華僑掌控國家經

濟抱持疑慮。因此，韓國對於華僑有關居住、出入境、土地購買等權利，加

90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參考〈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教
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1997），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查詢字彙：「最惠
國待遇」，上網日期：2009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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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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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司空見慣。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民法上雖以「一夫一妻」為合法婚姻模

式，但若依當時台灣民事習慣所載，夫納妾既不犯重婚，亦不成為請求離婚

之原因（司法行政部，1969a: 103）。在戶口名冊上，正妻之外的配偶，仍以

「妾」之名義登錄。「妾」固非正式配偶，亦無正妻在家庭內部的權利，卻也

不構成通姦罪名。

一如前述，「納妾」之風所以淵遠流長，與父系社會男性承嗣的傳統至

為密切。當髮妻無子，為不使嗣系中斷，買取一妾以生子，是常見的變通之

道。儘管領養、過繼等方式亦能彌補「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缺憾，但仍

有理由相信有錢有勢的上層家庭將納妾置於優先，畢竟庶出之子還是自己的

「親生」子嗣，在血緣上仍強過過繼子（Hsieh, 2008: 264）。

上述諸種「變例」婚俗自是以明媒正娶、從妻居的正規婚姻為參照對象，

實際亦非日治台灣所特有。所謂招夫、贅婿、童養、納妾等等相關記載，在

傳統中國的文獻紀錄中，不勝枚舉（司法行政部，1969b；前南京國民政府

司法行政部編，2000；施沛生編，2002）。相關風俗在台灣與中國又有哪些

不同，哪些是獨有或延伸、變異，目前仍不易定論。可以確定的是，諸如此

類的風俗在兩地均有類似脈絡，多少皆與貧窮、嗣續脫離不了關係。但大同

之中，容或有小異。

以童養習俗為例，「媳婦仔╱小婚」的分佈雖廣，但嚴格說來仍多集中

在中國南部沿海的閩、客、吳語等地（Wolf, 1989: 246–247, 255; 黃啟瑞，

1990: 40）。若就動機而言，中國大陸的童養習俗起因於規避大婚所需的聘

金。這點在台灣並不完全適用，台灣的小婚在地主與佃農之間同樣普遍。進

一步言，台灣的小婚還是女性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她們藉著收養媳婦仔來

確保她們與兒子之間的感情紐帶，使兒子不致於在婚後被「枕邊妖精」所迷

惑，因為「自己養的女孩子會聽你的話，而且永遠不會在你背後搬弄是非給

你的兒子聽」（莊英章、武雅士，1994: 103）。在招贅的場合，台灣的贅婿可

以不必冠岳家姓，而是將其所生的部分子女從岳父姓氏，繼承岳家的祭祀與

家財。等到契約期滿後，他便得以攜妻、子離開岳家，自立門戶。易言之，

台灣贅婿的從妻居，是一種可以改變的過渡狀態（小熊誠，1987: 62–63）。

最後，就妾婚而言，妾的身分在日治台灣雖不甚名譽，但似乎更近於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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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官擇日完娶過門為妾。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親生之長女，並

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如有此事，有章一力出首抵

擋，不干買主之事。自過門之後，生子傳孫，繼繼承承，是有章所

厚望也。一賣千休，萬藤永斷，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即立賣身妾

字壹紙，付買主收執，為後日之炤。

即日有章同媒親收過字內洋銀貳佰大元正足訖，炤。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  日 代筆人　蔡文炳

 為媒並保證人　康阿秀

 場見人 親母　陳氏10

 立賣身妾字人 親父　林有章

上述契約不僅清楚載明所賣之身價，11更述及該筆款項是身為立契人的親父

眼同媒妁親手收訖。其後又說：「一賣千休，萬藤永斷」，顯見此筆交易處於

一種「賣斷」的狀態。這意味著「用錢買斷」王蓮與生家的一切關係，自此

她與親父、母間不再有所牽連，親生父母對她也已失去任何權利。這與文獻

所載不謀而合。正如過去台灣社會中的螟蛉子、媳婦仔、㜁媒𡢃𡢃𡢃𡢃（女婢）等

交易情況，只要是「買斷」的場合，被賣之人與生家親族間的關係，在理論

上便全然斷絕。但若是經由「娶入」途徑所構成的妾，則身為妾的女人仍可

存續她與生家及生家親族間的關係（鈴木清一郎，1989: 167；畠中市藏，

1934: 72）。

其次，女性「許嫁」曰「字」。12上述契約論述中，「『字』於人為妾」、

10   傳統社會中女性固然有從夫之義務，需以丈夫的意見為意見。但身為母親的女人，即使她
的家庭地位是「妾」，她對自己親生子女的婚姻或收養養子仍得以行使「同意權」。一個沒

有生母同意的買賣契約是無效的，此所以賣斷子女的契字必須以生母為知見人（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這或許是因為「人身」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特別是親生子
女的買賣在本質上即與人倫、禮法背道而馳。契字上必須親生父、母的同意兼具，目的即

在確保交易能順利成功，以避免事後引起糾紛（阿風，2006: 115–116；2009: 151–152）。
11   女性在人口交易市場上的身價隨著地域、階級、年齡、姿色以及她的貞節而有別，甚至在
不同的交易情況下，身價也各異（仁井田陞，1974: 94–97；Gronewold, 1982: 47–50）。

12  女子許嫁笄而字，故「許嫁」亦曰「字」（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編，1978: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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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者Arthur P. Wolf在北台灣的調查研究中，將符合六禮的正規婚姻稱之

為「大婚」（major marriage），而將與之相對的「媳婦仔婚」（sim-pua）稱之

為「小婚」（minor marriage）（Wolf and Huang, 1980: 70–93; Chuang and Wolf, 

1995: 781–795）。所謂「媳婦仔」，即以將來給自己兒子做妻子為前提，在女

孩幼小時候便將她領養入門。養家雖需負擔部分財物以替代聘金，但比起長

大後為兒子媒聘一門媳婦，抱養媳婦仔需索之費，仍舊便宜。除了經濟上的

理由，為家庭增添勞動人力也是考量要素。身為媳婦仔的養女在結婚之前便

可幫助家庭勞務，她們自小與養父、母生活所培養的情感，亦可避免日後婆

媳相爭的家庭困擾（莊金德，1963: 48–51；鈴木清一郎，1989: 164–166；

Wolf, 1972: 178–179; Chuang, 1991: 174–186）。然而，Wolf同時也發現小婚

所致的穩定婆媳關係是以犧牲當事男女的情感為代價的。媳婦仔自小收養的

結果，導致成婚男女間的兄妹情感遠多於男女情愫，甚至產生性嫌惡，從而

降低婚姻的穩定性（Wolf and Huang, 1980）。

在父系社會中，另一種為人所熟知的變例婚俗是從妻居婚姻（uxorilocal 

marriage），亦即台灣漢人社會中所謂「招夫」、「招婿」風俗，二者均以男方

進入女家為特色。但「招夫」、「招婿」有別，前者以寡婦留在前夫家，另招

一男為後夫；後者則以「親女」或「養女」身分，為本生家庭（或養家）招

進女婿。就目的而言，招婚或有因父母無法生育男孩，家中沒有男性子嗣，

乃藉由招夫或招婿，讓媳婦或女兒為他們傳宗接代。其次，也有期望藉此獲

取男性勞動力者。在男性子嗣幼小或多病等情況下，女家也會考慮以招婚方

式，利用女兒招進贅婿照管家務，或讓寡媳招後夫以承擔養老撫幼之責。5

最後，是本文主題的「納妾」婚俗。無論傳統中國抑或日治台灣，「妾」

的存在已有相當歷史。在上層社會，「一夫一妻多妾」的家庭、婚姻模式，

5  依日治調查所載，寡媳的「招夫」有兩種，即「招夫坐產」與「招夫養子」。「招夫養子」
多數在先夫之子幼小的情況下迎招者，蓋以招夫必須幫助養育先夫之子而名之。招夫與先

夫之子從而有繼父子的關係。「招夫坐產」係指以「治產」為目的而招迎招夫而言，此情況

下招夫與先夫之子不生繼父子關係。無論「招夫養子」或「招夫坐產」，其目的似乎均著眼

於引進招夫的勞動力以幫助「養子」或「治產」（台灣慣習研究會，1985: 63；鈴木清一郎，
1989: 167–168, 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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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制度的相關源流與文獻紀錄，

人們如何理解、看待「妾」習俗的存在與功能。在過往文獻排比分析之外，又

藉助歷史人口學的研究取徑，以新竹地區為考察重心，擷取日治時期殖民政府

所留下的戶籍登錄資料，討論新竹地區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村落間的納妾

現象，探究妾婚之成因及目的、「妾」之生育與其處境、在夫家居留久暫間的

關係。

關鍵字：納妾、妾婚、歷史人口學、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

壹、前言

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婦女」雖佔有父權社會組成中的二分之一，以往

學者從不同性質的史料中發現社會制度、法律體系，乃至風俗論述裡，充滿

種種現今看來十分不平等的成規。然則，「女性」這一觀念也是由一套技術

體系、文化脈絡生產而來（白馥蘭[Francesca Bray]，2006）。今人對於傳統

社會「男尊女卑」等評斷的背後，或多或少仍帶有意識型態上的先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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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109

與爭議。

在「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韓國華僑問題」成為兩國的障礙

因素，以及矛盾與爭議的焦點。中華民國政府重視海外華僑政策，積極培養

華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並希望透過他們影響當地政府，成為一個外交的力

量。但在韓國，培養認同方面雖然成功達到效果，可是就外交影響力卻告失

敗。「韓國華僑問題」卻成為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障礙因素，亦是外交

政策的絆腳石。

「中韓友好條約」很顯然是中華民國外交的挫敗。在談判中，中華民國

一直處於弱勢，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讓步，不僅無法堅持簽訂友好條約的標

準規範，更喪失保護在韓的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

華僑幾乎不具有任何益處。尤其對華僑經濟面上，並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儘

管在條款中，提到「出入境、旅行、居住之自由」，但是這必須受到韓國國

內法的規定。因此，韓國華僑的自由依然受到「出入境管理法」的限制，並

無任何改變。

誠如前述，中華民國強調「第三國待遇」意味著「最惠國待遇」。「最惠

國待遇」意指為「締約國之一給予第三國某種權利時，其他締約國即當然享

受同等的權利，而不必另訂新約」。90中華民國主要期待的是，韓國將來改

善其他外國人的待遇時，也能連帶改善華僑的利益。然而，這種期待受到結

構上極大的限制。實際上，由於華僑人口居於韓國外籍人口的首位，只有改

善華僑權益，藉以帶動其他國家僑民的地位，若欲依賴所謂「第三國待遇」

改善華僑處境，無異於「緣木求魚」。

韓國華僑的人數雖比在台韓僑為多，但是相較於東南亞國家的華僑人

口，實際上還是非常少數。因此，韓國華僑並無法客觀的人口條件上形成一

股影響韓國當地的社會力量。然而，韓國政府卻仍舊對韓國華僑掌控國家經

濟抱持疑慮。因此，韓國對於華僑有關居住、出入境、土地購買等權利，加

90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參考〈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教
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1997），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查詢字彙：「最惠
國待遇」，上網日期：200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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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司空見慣。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民法上雖以「一夫一妻」為合法婚姻模

式，但若依當時台灣民事習慣所載，夫納妾既不犯重婚，亦不成為請求離婚

之原因（司法行政部，1969a: 103）。在戶口名冊上，正妻之外的配偶，仍以

「妾」之名義登錄。「妾」固非正式配偶，亦無正妻在家庭內部的權利，卻也

不構成通姦罪名。

一如前述，「納妾」之風所以淵遠流長，與父系社會男性承嗣的傳統至

為密切。當髮妻無子，為不使嗣系中斷，買取一妾以生子，是常見的變通之

道。儘管領養、過繼等方式亦能彌補「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缺憾，但仍

有理由相信有錢有勢的上層家庭將納妾置於優先，畢竟庶出之子還是自己的

「親生」子嗣，在血緣上仍強過過繼子（Hsieh, 2008: 264）。

上述諸種「變例」婚俗自是以明媒正娶、從妻居的正規婚姻為參照對象，

實際亦非日治台灣所特有。所謂招夫、贅婿、童養、納妾等等相關記載，在

傳統中國的文獻紀錄中，不勝枚舉（司法行政部，1969b；前南京國民政府

司法行政部編，2000；施沛生編，2002）。相關風俗在台灣與中國又有哪些

不同，哪些是獨有或延伸、變異，目前仍不易定論。可以確定的是，諸如此

類的風俗在兩地均有類似脈絡，多少皆與貧窮、嗣續脫離不了關係。但大同

之中，容或有小異。

以童養習俗為例，「媳婦仔╱小婚」的分佈雖廣，但嚴格說來仍多集中

在中國南部沿海的閩、客、吳語等地（Wolf, 1989: 246–247, 255; 黃啟瑞，

1990: 40）。若就動機而言，中國大陸的童養習俗起因於規避大婚所需的聘

金。這點在台灣並不完全適用，台灣的小婚在地主與佃農之間同樣普遍。進

一步言，台灣的小婚還是女性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她們藉著收養媳婦仔來

確保她們與兒子之間的感情紐帶，使兒子不致於在婚後被「枕邊妖精」所迷

惑，因為「自己養的女孩子會聽你的話，而且永遠不會在你背後搬弄是非給

你的兒子聽」（莊英章、武雅士，1994: 103）。在招贅的場合，台灣的贅婿可

以不必冠岳家姓，而是將其所生的部分子女從岳父姓氏，繼承岳家的祭祀與

家財。等到契約期滿後，他便得以攜妻、子離開岳家，自立門戶。易言之，

台灣贅婿的從妻居，是一種可以改變的過渡狀態（小熊誠，1987: 62–63）。

最後，就妾婚而言，妾的身分在日治台灣雖不甚名譽，但似乎更近於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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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官擇日完娶過門為妾。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親生之長女，並

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如有此事，有章一力出首抵

擋，不干買主之事。自過門之後，生子傳孫，繼繼承承，是有章所

厚望也。一賣千休，萬藤永斷，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即立賣身妾

字壹紙，付買主收執，為後日之炤。

即日有章同媒親收過字內洋銀貳佰大元正足訖，炤。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  日 代筆人　蔡文炳

 為媒並保證人　康阿秀

 場見人 親母　陳氏10

 立賣身妾字人 親父　林有章

上述契約不僅清楚載明所賣之身價，11更述及該筆款項是身為立契人的親父

眼同媒妁親手收訖。其後又說：「一賣千休，萬藤永斷」，顯見此筆交易處於

一種「賣斷」的狀態。這意味著「用錢買斷」王蓮與生家的一切關係，自此

她與親父、母間不再有所牽連，親生父母對她也已失去任何權利。這與文獻

所載不謀而合。正如過去台灣社會中的螟蛉子、媳婦仔、㜁媒𡢃𡢃𡢃𡢃（女婢）等

交易情況，只要是「買斷」的場合，被賣之人與生家親族間的關係，在理論

上便全然斷絕。但若是經由「娶入」途徑所構成的妾，則身為妾的女人仍可

存續她與生家及生家親族間的關係（鈴木清一郎，1989: 167；畠中市藏，

1934: 72）。

其次，女性「許嫁」曰「字」。12上述契約論述中，「『字』於人為妾」、

10   傳統社會中女性固然有從夫之義務，需以丈夫的意見為意見。但身為母親的女人，即使她
的家庭地位是「妾」，她對自己親生子女的婚姻或收養養子仍得以行使「同意權」。一個沒

有生母同意的買賣契約是無效的，此所以賣斷子女的契字必須以生母為知見人（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這或許是因為「人身」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特別是親生子
女的買賣在本質上即與人倫、禮法背道而馳。契字上必須親生父、母的同意兼具，目的即

在確保交易能順利成功，以避免事後引起糾紛（阿風，2006: 115–116；2009: 151–152）。
11   女性在人口交易市場上的身價隨著地域、階級、年齡、姿色以及她的貞節而有別，甚至在
不同的交易情況下，身價也各異（仁井田陞，1974: 94–97；Gronewold, 1982: 47–50）。

12  女子許嫁笄而字，故「許嫁」亦曰「字」（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編，1978: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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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者 Arthur P. Wolf在北台灣的調查研究中，將符合六禮的正規婚姻稱之

為「大婚」（major marriage），而將與之相對的「媳婦仔婚」（sim-pua）稱之

為「小婚」（minor marriage）（Wolf and Huang, 1980: 70–93; Chuang and Wolf, 

1995: 781–795）。所謂「媳婦仔」，即以將來給自己兒子做妻子為前提，在女

孩幼小時候便將她領養入門。養家雖需負擔部分財物以替代聘金，但比起長

大後為兒子媒聘一門媳婦，抱養媳婦仔需索之費，仍舊便宜。除了經濟上的

理由，為家庭增添勞動人力也是考量要素。身為媳婦仔的養女在結婚之前便

可幫助家庭勞務，她們自小與養父、母生活所培養的情感，亦可避免日後婆

媳相爭的家庭困擾（莊金德，1963: 48–51；鈴木清一郎，1989: 164–166；

Wolf, 1972: 178–179; Chuang, 1991: 174–186）。然而，Wolf同時也發現小婚

所致的穩定婆媳關係是以犧牲當事男女的情感為代價的。媳婦仔自小收養的

結果，導致成婚男女間的兄妹情感遠多於男女情愫，甚至產生性嫌惡，從而

降低婚姻的穩定性（Wolf and Huang, 1980）。

在父系社會中，另一種為人所熟知的變例婚俗是從妻居婚姻（uxorilocal 

marriage），亦即台灣漢人社會中所謂「招夫」、「招婿」風俗，二者均以男方

進入女家為特色。但「招夫」、「招婿」有別，前者以寡婦留在前夫家，另招

一男為後夫；後者則以「親女」或「養女」身分，為本生家庭（或養家）招

進女婿。就目的而言，招婚或有因父母無法生育男孩，家中沒有男性子嗣，

乃藉由招夫或招婿，讓媳婦或女兒為他們傳宗接代。其次，也有期望藉此獲

取男性勞動力者。在男性子嗣幼小或多病等情況下，女家也會考慮以招婚方

式，利用女兒招進贅婿照管家務，或讓寡媳招後夫以承擔養老撫幼之責。5

最後，是本文主題的「納妾」婚俗。無論傳統中國抑或日治台灣，「妾」

的存在已有相當歷史。在上層社會，「一夫一妻多妾」的家庭、婚姻模式，

5  依日治調查所載，寡媳的「招夫」有兩種，即「招夫坐產」與「招夫養子」。「招夫養子」
多數在先夫之子幼小的情況下迎招者，蓋以招夫必須幫助養育先夫之子而名之。招夫與先

夫之子從而有繼父子的關係。「招夫坐產」係指以「治產」為目的而招迎招夫而言，此情況

下招夫與先夫之子不生繼父子關係。無論「招夫養子」或「招夫坐產」，其目的似乎均著眼

於引進招夫的勞動力以幫助「養子」或「治產」（台灣慣習研究會，1985: 63；鈴木清一郎，
1989: 167–168, 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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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制度的相關源流與文獻紀錄，

人們如何理解、看待「妾」習俗的存在與功能。在過往文獻排比分析之外，又

藉助歷史人口學的研究取徑，以新竹地區為考察重心，擷取日治時期殖民政府

所留下的戶籍登錄資料，討論新竹地區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村落間的納妾

現象，探究妾婚之成因及目的、「妾」之生育與其處境、在夫家居留久暫間的

關係。

關鍵字：納妾、妾婚、歷史人口學、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

壹、前言

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婦女」雖佔有父權社會組成中的二分之一，以往

學者從不同性質的史料中發現社會制度、法律體系，乃至風俗論述裡，充滿

種種現今看來十分不平等的成規。然則，「女性」這一觀念也是由一套技術

體系、文化脈絡生產而來（白馥蘭 [Francesca Bray]，2006）。今人對於傳統

社會「男尊女卑」等評斷的背後，或多或少仍帶有意識型態上的先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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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1952–1964)

Wang En-me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ught mutual cooperation and amity on the basis of anti-communism. The two 
nations used terms such as “brotherly nations” and “strong alliance” to refer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Despite the continuous publicizing both within the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anti-communist alliance of the ROC and ROK 
did not run as smoothly as it seemed. In fact, the two nations have never 
entered into a treaty of military allianc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
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 treaty representing their amity, was 
not even signed until 1964. The ROK had rejected several times suggestions 
made by the ROC to sign a treaty of amity, mainly due to “the issue of over-
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other words,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was the crucial obstacle to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o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focus of the Korean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interests during 
the signing process. Through the signing of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two seemingly harmonious nations are revealed, indicating the complexity and 

11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如何將史料還原到當時的時間、空間、文化脈絡與價值體系裡，以避免冒上

以今說古的風險，乃是研究者反身思考的重要課題。

在清末以前的傳統中國，與女性相關的生產技術領域裡，紡織與生育二

者對於塑造女性日常生活形貌尤為重要，本文所論將集中於後者。「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作為傳統社會裡的強勢價值觀，生育子嗣不僅是為當世的養

生送死做準備，同時也希望在死後的彼岸，得到永續的血食供奉。在清末以

迄日治時代的台灣社會，生育與養生送死的價值觀猶然根深柢固。從而衍生

出各式各樣的婚育機制，諸如：異姓的螟蛉子收養、招贅婚、妾婚等等，其

目的皆與傳宗接代息息相關。人們耳熟能詳的納妾風俗，在傳統社會中習焉

而不察。上層菁英的法律論述裡，也以煙火接續為妾婚制度的存在合理化。

成年男性若壯年仍未得子，為生子延嗣而納一妾，不僅被法律所認可（〔清〕

沈之奇撰，1998: 258），1就社會輿論而言，也是想當然爾。士大夫家族的

庭訓、族規裡，同樣告誡「正妻」切勿善妒，致使丈夫煙火斷絕，祖先失食

（〔清〕陳宏謀輯，1984: 9b–10a）。此正提示著「一夫二女」的婚姻組合，已

令前人意識到其間所將衍生的紛爭齟齬，及其對家庭穩定的潛在威脅。

清光緒 9年（1883）4月，一件來自新竹城的司法審判案件（吳密察主

編，2006–2008: 29–31）。監生許江之妻許陳氏對她所買的使婢提出告訴。

在她的陳情訴狀中指控該婢心存叼詐，不僅搬弄唇舌，蠱惑其夫收納為妾，

更恃寵而驕，尋釁毆打正妻，逼其分爨自食。甚者，教唆其夫將正妻鎖至密

室，絕其飲食，欲置於死。縣官雖同情正妻的遭遇，卻屢屢以「家庭細故不

宜涉訟公堂」（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0）、「許江已非少壯，可知是納妾

為嗣」（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1）為由，囑令親族鄰里調解，駁回正妻

的指控。「妾」雖是為傳宗接代而存在，身為「妾」的女性在家庭身分、法律

位階，乃至人們的價值觀中常遭受謫降，其地位遠不如正妻。但從許陳氏的

案件脈絡看來，「妾」也因年輕及其「生育」本能，在妻妾的兩造爭奪中，居

1  〔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輯註》刊於清康熙 54（1715）年，及至乾隆 5年（1740）律文已
刪除男性 40無子方得納妾的規定。故清代中、後期的律註書中，已不見對男性納妾之限制
（Hsieh, 2008: 262, 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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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優勢。甚者，這一優勢又因清代法司將近親興訟視為不道德，牧民者不樂

見百姓因戶婚田土「細事」率起訟端的前提下，難以撼動。2

「納妾」既是一種「風俗」，那末，作為流傳恆久的習慣，便難以因政權

更迭而瞬間改變。縱然日本殖民政府挾其「現代化」統治之姿，不鼓勵台灣

本島納妾之習，但若翻閱日治時期台灣戶冊資料所載，家戶內有一個以上的

妾者，所在多有。學界對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婚俗的研究，

多繫於婚姻、風俗篇章，雖不乏專書、專文等通論性探討，卻仍以文獻排比

居多。3實證性的數據分析，則付之闕如。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在文獻資料

外，納入歷史人口的量化分析，以進一步瞭解納妾的背景因素、妾在家戶中

的生育行為，及其在夫家的處境與結果。即以日治時期詳實的戶籍登錄資料

作為數據計算之所本，以與風俗記錄，地方志書、報章雜誌等等相關記載，

互為加強佐證。企圖結合質性的文獻資料與量化的實證性數據，窺探清末以

迄日治時期，新竹客家地區納妾婚俗的總總歷史與人口學資訊。此外，經驗

史料中固然提示：納妾之舉與傳宗接代密不可分。但媒妁之言始終是傳統婚

姻締結的重要環節，父母之命可能也比當事男女的意志更突出。妻子若不得

丈夫所歡、丈夫若無法在妻身上尋求情感慰藉，是否也將促成妾婚之舉？下

文將做進一步考察，從數據中窺探相關線索。

貳、清末以迄日治台灣的婚姻形式

一、幾個台灣常見的「變例」4婚俗

就婚媾而言，清末以迄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在明媒正娶的正規婚姻之

外，仍存在若干婚姻變貌。舉其要者，如：媳婦仔婚、招婚、妾婚等等。人

2  對清代「縣級」司法檔案（包括清末台灣「淡新檔案」（戴炎輝整理，1969））的研究顯示，
在涉及親屬之間的糾紛時，縣官樂於讓族人、鄰里或中人去處理（黃宗智 [Philip C. C. 
Huang]，1998: 110）。

3  相關研究及回顧，參見：吳琼媚，「清代台灣『妾』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4–8。

4  此處所謂「變例」者，蓋指相對於「明媒正娶」、儀式齊備的正規婚姻（大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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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制，也不希望「中韓友好條約」導致對華僑的既有管制帶來變化。一直

要到確保「韓國華僑問題」並無任何變化後，韓國才願意正式簽訂「中韓友

好條約」。

另外，韓國政府試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試圖建立「友好條約」之規

範。對韓國而言，本條約是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友好條約」，因此，抱持

非常審慎的態度。韓國甚至考慮到「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日後將成為與

各國簽訂「友好條約」的範本，因此對於設立領事館與派遣領使，以及有關

對外國人權益問題等規定，都儘可能朝向制訂有利韓國的條款。如前所述，

韓國從1960年代開始，即積極與日本交涉簽訂條約。而韓國向中華民國提

出異議，要求修改領事館與派遣領使的問題，其背後的考量應該是：此領事

條款勢將波及與日本的交涉。實際上，韓國駐日代表也曾向韓國外交部調閱

「中韓友好條約」，做為與日本交涉時的參考。91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韓國一向以實際利益考量，優先於政治

效果；而中華民國則是將政治效果排在第一順位。雙方彼此這種對於優先順

序之不同，亦可呈現出中韓友好同盟的矛盾層面。直到1992年中華民國與

韓國斷交之前，尤其是兩國關係最為密切的1960年代，中韓兩國表面看來

是站在同一戰線的東亞反共聯盟盟友，但是透過「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

程，我們可以瞭解到：表面看來毫無衝突的兩者間，其實隱含著各自利益之

衝突；也能從中顯現出，東亞反共同盟所隱藏的多元且複雜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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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일본정부의 요청이 있어서 수교하고저하오니 중국과 체결한TREATY OF AMITY중
의 다음 문구를 통보바람（日期：1964年11月9日）〉（外務部，1952–1965b: 145）。

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妾婚現象的歷史人口學分析123

「娶入」的情況下，夫與妾之生家即產生準親屬關係，反之，用契約「買斷」

的場合，則不生成親屬關係（畠中市藏，1934: 72）。綜觀上述，台灣與傳統

中國兩地的納妾風俗，在大同之中仍有小異。

儘管清末立法（1910年2月）業已將興販人口列為禁條，但此前舊有的

協定、契式規格仍隨著日用類書、手冊的刊刻而廣為流傳。直迄國民政府勢

力衰敗的1949年，中國社會興販婦女的現象從未絕跡（Hayes, 1990: 36）。

堪稱清帝國盛世顛峰的乾隆朝，針對底層小民因飢荒所迫，以賣妻鬻子作為

餬口之策等現象，不僅默認，甚至認為禁鬻子女並非「軫恤災黎之道」（〔清〕

崑岡等修，1976: 6385；趙岡、陳鍾毅，1986: 44）。清廷為限制、調節人口

買賣，規定合法的人口交易，必須有媒人見證及契約為憑。契字中載明交易

雙方的意圖、所賣的身價，以及交易之後買賣雙方的權限等等（Hsieh, 2008: 

275–276）。台灣社會的人口買賣契字有類於此，交易情況亦盛極一時。據載

明治30年代（約當西元1897年前後）台灣艋舺、大稻埕一帶還存在媒介人

口買賣以營利的行業，其營業頗為隆盛，每月所獲利潤甚為可觀（台灣慣習

研究會，1985: 34）。

妾的買賣亦屬人口交易的一環，特別在討娶藝妲、娼妓或貧家女為妾的

場合，採取契買途徑。契字當中寫明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句，由女方立契

交男方收執（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以下就2件清末及日

治初期台灣地區的妾交易契約試作分析。8光緒12年（1886），王蓮的父親

將她出賣給吳敏官做小妾。在父親所立的契約書9上說：

立賣身妾字人林有章，有同結髮妻陳氏生下長女一人，名喚王蓮，

年登十五歲，當時及笄，尚未婚嫁。今因家中貧苦，日食難度，願

將此長女字於人為妾，是以托媒人撮合於吳敏官，出賣以為小妾。

即日三面議定身價銀貳百大元正；其銀有章同媒親收足訖，其女聽

8  本文所引契約均出自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私法人事編》。日本法制史學者仁井田陞
針對人身買賣契約做過卓越分析，本文所述部分亦參考仁井田先生的研究成果（仁井田陞，

1935a: 479–508；1935b: 598–650；1935c: 736–764）。
9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b: 63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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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台灣的妾婚可以經由「娶入」來締結，妾得與納妾男性產生夫妻關

係，亦與男方親族發生親族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

609）。但在傳統中國，妾則多半成於買賣或私奔而來，亦不能成為伉儷關係

（陳顧遠，1992[1936]: 62）。

二、買妾契約

對「妾」身分的賤視，在傳統中國似乎是全境皆然。「一夫一妻」制嚴

格施行的日治台灣，蓄妾之舉也是被公然承認。「偏房」、「側室」，甚至「準

妻」、「副妻」等名詞，均可用以別稱「妾」（姉齒松平，1930: 55；畠中市藏，

1934: 69）。但在禮法範疇內，能夠「與夫齊體」的卻只有正妻。服制關係裡，

夫對妻有服，而對妾無服。「妾」既無正妻之權利，身分亦隨之謫降，其家

庭地位遠不如正妻（Mann, 1991: 207–212; 滋賀秀三，2002: 108–110, 445）。

服制之外，妻與妾的身分差別還表現在對夫的稱謂上。原則上，只有妻

能稱夫為「夫」，妾則稱納娶人為「家長」。但在台灣，實際上甚少依此而行，

妾與妻一樣稱夫為「夫」者，蔚為常態（姉齒松平，1930: 55–56；畠中市藏，

1934: 69, 72）。「納妾」在傳統中國與人身「買賣」相通（滋賀秀三，2002: 

446）；但在台灣，妾婚的構成則有「娶入」與「契買」之別。6過程中所轉

讓的財物，在「娶入」者稱「聘金」，「契買」者則稱「身價銀」。「娶入」情

況下，有訂立略式婚書者，但多數僅送女方年庚給男方而已。「契買」則由

女家書立契字載明收受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眼，交與男方收執（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608）。丈夫與妾的生家原則上不構成親屬關係

及服制關係；然而，實踐上卻仍可見「契買之妾準照妻」的習慣，丈夫與妾

之生家互稱姻親者，亦恆有之。7甚至有另一說法，認為傳統中國社會夫與

妾的生家不生任何親屬關係。但在台灣，則依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別。在

6  另一種方式是將正妻陪嫁的婢女（隨嫁𡢃𡢃𡢃𡢃）升格為妾（鈴木清一郎，1989: 169）。《台灣私法》
亦提及台灣的妾有收取自自家婢女、娶入、契買。閩籍大多收取自家婢女，粵籍則多娶入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
7  據舊慣調查者所載，台灣服制雜亂並無一定慣例，妾對家族長之服制關係也未必按正統律
例服制所規定，但仍有一定的喪服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6,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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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1952–1964)

Wang En-me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ught mutual cooperation and amity on the basis of anti-communism. The two 
nations used terms such as “brotherly nations” and “strong alliance” to refer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Despite the continuous publicizing both within the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anti-communist alliance of the ROC and ROK 
did not run as smoothly as it seemed. In fact, the two nations have never 
entered into a treaty of military allianc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
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 treaty representing their amity, was 
not even signed until 1964. The ROK had rejected several times suggestions 
made by the ROC to sign a treaty of amity, mainly due to “the issue of over-
seas Chinese in Korea”. In other words,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was the crucial obstacle to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o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focus of the Korean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interests during 
the signing process. Through the signing of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two seemingly harmonious nations are revealed, indicating the complex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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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史料還原到當時的時間、空間、文化脈絡與價值體系裡，以避免冒上

以今說古的風險，乃是研究者反身思考的重要課題。

在清末以前的傳統中國，與女性相關的生產技術領域裡，紡織與生育二

者對於塑造女性日常生活形貌尤為重要，本文所論將集中於後者。「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作為傳統社會裡的強勢價值觀，生育子嗣不僅是為當世的養

生送死做準備，同時也希望在死後的彼岸，得到永續的血食供奉。在清末以

迄日治時代的台灣社會，生育與養生送死的價值觀猶然根深柢固。從而衍生

出各式各樣的婚育機制，諸如：異姓的螟蛉子收養、招贅婚、妾婚等等，其

目的皆與傳宗接代息息相關。人們耳熟能詳的納妾風俗，在傳統社會中習焉

而不察。上層菁英的法律論述裡，也以煙火接續為妾婚制度的存在合理化。

成年男性若壯年仍未得子，為生子延嗣而納一妾，不僅被法律所認可（〔清〕

沈之奇撰，1998: 258），1就社會輿論而言，也是想當然爾。士大夫家族的

庭訓、族規裡，同樣告誡「正妻」切勿善妒，致使丈夫煙火斷絕，祖先失食

（〔清〕陳宏謀輯，1984: 9b–10a）。此正提示著「一夫二女」的婚姻組合，已

令前人意識到其間所將衍生的紛爭齟齬，及其對家庭穩定的潛在威脅。

清光緒 9年（1883）4月，一件來自新竹城的司法審判案件（吳密察主

編，2006–2008: 29–31）。監生許江之妻許陳氏對她所買的使婢提出告訴。

在她的陳情訴狀中指控該婢心存叼詐，不僅搬弄唇舌，蠱惑其夫收納為妾，

更恃寵而驕，尋釁毆打正妻，逼其分爨自食。甚者，教唆其夫將正妻鎖至密

室，絕其飲食，欲置於死。縣官雖同情正妻的遭遇，卻屢屢以「家庭細故不

宜涉訟公堂」（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0）、「許江已非少壯，可知是納妾

為嗣」（吳密察主編，2006–2008: 31）為由，囑令親族鄰里調解，駁回正妻

的指控。「妾」雖是為傳宗接代而存在，身為「妾」的女性在家庭身分、法律

位階，乃至人們的價值觀中常遭受謫降，其地位遠不如正妻。但從許陳氏的

案件脈絡看來，「妾」也因年輕及其「生育」本能，在妻妾的兩造爭奪中，居

1  〔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輯註》刊於清康熙 54（1715）年，及至乾隆 5年（1740）律文已
刪除男性 40無子方得納妾的規定。故清代中、後期的律註書中，已不見對男性納妾之限制
（Hsieh, 2008: 262, 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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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優勢。甚者，這一優勢又因清代法司將近親興訟視為不道德，牧民者不樂

見百姓因戶婚田土「細事」率起訟端的前提下，難以撼動。2

「納妾」既是一種「風俗」，那末，作為流傳恆久的習慣，便難以因政權

更迭而瞬間改變。縱然日本殖民政府挾其「現代化」統治之姿，不鼓勵台灣

本島納妾之習，但若翻閱日治時期台灣戶冊資料所載，家戶內有一個以上的

妾者，所在多有。學界對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婚俗的研究，

多繫於婚姻、風俗篇章，雖不乏專書、專文等通論性探討，卻仍以文獻排比

居多。3實證性的數據分析，則付之闕如。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在文獻資料

外，納入歷史人口的量化分析，以進一步瞭解納妾的背景因素、妾在家戶中

的生育行為，及其在夫家的處境與結果。即以日治時期詳實的戶籍登錄資料

作為數據計算之所本，以與風俗記錄，地方志書、報章雜誌等等相關記載，

互為加強佐證。企圖結合質性的文獻資料與量化的實證性數據，窺探清末以

迄日治時期，新竹客家地區納妾婚俗的總總歷史與人口學資訊。此外，經驗

史料中固然提示：納妾之舉與傳宗接代密不可分。但媒妁之言始終是傳統婚

姻締結的重要環節，父母之命可能也比當事男女的意志更突出。妻子若不得

丈夫所歡、丈夫若無法在妻身上尋求情感慰藉，是否也將促成妾婚之舉？下

文將做進一步考察，從數據中窺探相關線索。

貳、清末以迄日治台灣的婚姻形式

一、幾個台灣常見的「變例」4婚俗

就婚媾而言，清末以迄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在明媒正娶的正規婚姻之

外，仍存在若干婚姻變貌。舉其要者，如：媳婦仔婚、招婚、妾婚等等。人

2  對清代「縣級」司法檔案（包括清末台灣「淡新檔案」（戴炎輝整理，1969））的研究顯示，
在涉及親屬之間的糾紛時，縣官樂於讓族人、鄰里或中人去處理（黃宗智 [Philip C. C. 
Huang]，1998: 110）。

3  相關研究及回顧，參見：吳琼媚，「清代台灣『妾』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4–8。

4  此處所謂「變例」者，蓋指相對於「明媒正娶」、儀式齊備的正規婚姻（大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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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制，也不希望「中韓友好條約」導致對華僑的既有管制帶來變化。一直

要到確保「韓國華僑問題」並無任何變化後，韓國才願意正式簽訂「中韓友

好條約」。

另外，韓國政府試圖藉由「中韓友好條約」試圖建立「友好條約」之規

範。對韓國而言，本條約是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友好條約」，因此，抱持

非常審慎的態度。韓國甚至考慮到「中韓友好條約」的內容，日後將成為與

各國簽訂「友好條約」的範本，因此對於設立領事館與派遣領使，以及有關

對外國人權益問題等規定，都儘可能朝向制訂有利韓國的條款。如前所述，

韓國從1960年代開始，即積極與日本交涉簽訂條約。而韓國向中華民國提

出異議，要求修改領事館與派遣領使的問題，其背後的考量應該是：此領事

條款勢將波及與日本的交涉。實際上，韓國駐日代表也曾向韓國外交部調閱

「中韓友好條約」，做為與日本交涉時的參考。91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韓國一向以實際利益考量，優先於政治

效果；而中華民國則是將政治效果排在第一順位。雙方彼此這種對於優先順

序之不同，亦可呈現出中韓友好同盟的矛盾層面。直到1992年中華民國與

韓國斷交之前，尤其是兩國關係最為密切的1960年代，中韓兩國表面看來

是站在同一戰線的東亞反共聯盟盟友，但是透過「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

程，我們可以瞭解到：表面看來毫無衝突的兩者間，其實隱含著各自利益之

衝突；也能從中顯現出，東亞反共同盟所隱藏的多元且複雜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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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入」的情況下，夫與妾之生家即產生準親屬關係，反之，用契約「買斷」

的場合，則不生成親屬關係（畠中市藏，1934: 72）。綜觀上述，台灣與傳統

中國兩地的納妾風俗，在大同之中仍有小異。

儘管清末立法（1910年2月）業已將興販人口列為禁條，但此前舊有的

協定、契式規格仍隨著日用類書、手冊的刊刻而廣為流傳。直迄國民政府勢

力衰敗的1949年，中國社會興販婦女的現象從未絕跡（Hayes, 1990: 36）。

堪稱清帝國盛世顛峰的乾隆朝，針對底層小民因飢荒所迫，以賣妻鬻子作為

餬口之策等現象，不僅默認，甚至認為禁鬻子女並非「軫恤災黎之道」（〔清〕

崑岡等修，1976: 6385；趙岡、陳鍾毅，1986: 44）。清廷為限制、調節人口

買賣，規定合法的人口交易，必須有媒人見證及契約為憑。契字中載明交易

雙方的意圖、所賣的身價，以及交易之後買賣雙方的權限等等（Hsieh, 2008: 

275–276）。台灣社會的人口買賣契字有類於此，交易情況亦盛極一時。據載

明治30年代（約當西元1897年前後）台灣艋舺、大稻埕一帶還存在媒介人

口買賣以營利的行業，其營業頗為隆盛，每月所獲利潤甚為可觀（台灣慣習

研究會，1985: 34）。

妾的買賣亦屬人口交易的一環，特別在討娶藝妲、娼妓或貧家女為妾的

場合，採取契買途徑。契字當中寫明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句，由女方立契

交男方收執（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以下就2件清末及日

治初期台灣地區的妾交易契約試作分析。8光緒12年（1886），王蓮的父親

將她出賣給吳敏官做小妾。在父親所立的契約書9上說：

立賣身妾字人林有章，有同結髮妻陳氏生下長女一人，名喚王蓮，

年登十五歲，當時及笄，尚未婚嫁。今因家中貧苦，日食難度，願

將此長女字於人為妾，是以托媒人撮合於吳敏官，出賣以為小妾。

即日三面議定身價銀貳百大元正；其銀有章同媒親收足訖，其女聽

8  本文所引契約均出自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私法人事編》。日本法制史學者仁井田陞
針對人身買賣契約做過卓越分析，本文所述部分亦參考仁井田先生的研究成果（仁井田陞，

1935a: 479–508；1935b: 598–650；1935c: 736–764）。
9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b: 63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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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台灣的妾婚可以經由「娶入」來締結，妾得與納妾男性產生夫妻關

係，亦與男方親族發生親族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8–

609）。但在傳統中國，妾則多半成於買賣或私奔而來，亦不能成為伉儷關係

（陳顧遠，1992[1936]: 62）。

二、買妾契約

對「妾」身分的賤視，在傳統中國似乎是全境皆然。「一夫一妻」制嚴

格施行的日治台灣，蓄妾之舉也是被公然承認。「偏房」、「側室」，甚至「準

妻」、「副妻」等名詞，均可用以別稱「妾」（姉齒松平，1930: 55；畠中市藏，

1934: 69）。但在禮法範疇內，能夠「與夫齊體」的卻只有正妻。服制關係裡，

夫對妻有服，而對妾無服。「妾」既無正妻之權利，身分亦隨之謫降，其家

庭地位遠不如正妻（Mann, 1991: 207–212; 滋賀秀三，2002: 108–110, 445）。

服制之外，妻與妾的身分差別還表現在對夫的稱謂上。原則上，只有妻

能稱夫為「夫」，妾則稱納娶人為「家長」。但在台灣，實際上甚少依此而行，

妾與妻一樣稱夫為「夫」者，蔚為常態（姉齒松平，1930: 55–56；畠中市藏，

1934: 69, 72）。「納妾」在傳統中國與人身「買賣」相通（滋賀秀三，2002: 

446）；但在台灣，妾婚的構成則有「娶入」與「契買」之別。6過程中所轉

讓的財物，在「娶入」者稱「聘金」，「契買」者則稱「身價銀」。「娶入」情

況下，有訂立略式婚書者，但多數僅送女方年庚給男方而已。「契買」則由

女家書立契字載明收受身價銀及確實賣斷等字眼，交與男方收執（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608）。丈夫與妾的生家原則上不構成親屬關係

及服制關係；然而，實踐上卻仍可見「契買之妾準照妻」的習慣，丈夫與妾

之生家互稱姻親者，亦恆有之。7甚至有另一說法，認為傳統中國社會夫與

妾的生家不生任何親屬關係。但在台灣，則依構成方式的不同而有別。在

6  另一種方式是將正妻陪嫁的婢女（隨嫁𡢃𡢃𡢃𡢃）升格為妾（鈴木清一郎，1989: 169）。《台灣私法》
亦提及台灣的妾有收取自自家婢女、娶入、契買。閩籍大多收取自家婢女，粵籍則多娶入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7）。
7  據舊慣調查者所載，台灣服制雜亂並無一定慣例，妾對家族長之服制關係也未必按正統律
例服制所規定，但仍有一定的喪服關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06,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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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爭議。

在「中韓友好條約」的簽訂過程中，「韓國華僑問題」成為兩國的障礙

因素，以及矛盾與爭議的焦點。中華民國政府重視海外華僑政策，積極培養

華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並希望透過他們影響當地政府，成為一個外交的力

量。但在韓國，培養認同方面雖然成功達到效果，可是就外交影響力卻告失

敗。「韓國華僑問題」卻成為簽訂「中韓友好條約」的障礙因素，亦是外交

政策的絆腳石。

「中韓友好條約」很顯然是中華民國外交的挫敗。在談判中，中華民國

一直處於弱勢，對韓國做出相當大的讓步，不僅無法堅持簽訂友好條約的標

準規範，更喪失保護在韓的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中韓友好條約」對韓國

華僑幾乎不具有任何益處。尤其對華僑經濟面上，並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儘

管在條款中，提到「出入境、旅行、居住之自由」，但是這必須受到韓國國

內法的規定。因此，韓國華僑的自由依然受到「出入境管理法」的限制，並

無任何改變。

誠如前述，中華民國強調「第三國待遇」意味著「最惠國待遇」。「最惠

國待遇」意指為「締約國之一給予第三國某種權利時，其他締約國即當然享

受同等的權利，而不必另訂新約」。90中華民國主要期待的是，韓國將來改

善其他外國人的待遇時，也能連帶改善華僑的利益。然而，這種期待受到結

構上極大的限制。實際上，由於華僑人口居於韓國外籍人口的首位，只有改

善華僑權益，藉以帶動其他國家僑民的地位，若欲依賴所謂「第三國待遇」

改善華僑處境，無異於「緣木求魚」。

韓國華僑的人數雖比在台韓僑為多，但是相較於東南亞國家的華僑人

口，實際上還是非常少數。因此，韓國華僑並無法客觀的人口條件上形成一

股影響韓國當地的社會力量。然而，韓國政府卻仍舊對韓國華僑掌控國家經

濟抱持疑慮。因此，韓國對於華僑有關居住、出入境、土地購買等權利，加

90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參考〈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教
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1997），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查詢字彙：「最惠
國待遇」，上網日期：200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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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妾婚現象的歷史人口學分析121

可謂司空見慣。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民法上雖以「一夫一妻」為合法婚姻模

式，但若依當時台灣民事習慣所載，夫納妾既不犯重婚，亦不成為請求離婚

之原因（司法行政部，1969a: 103）。在戶口名冊上，正妻之外的配偶，仍以

「妾」之名義登錄。「妾」固非正式配偶，亦無正妻在家庭內部的權利，卻也

不構成通姦罪名。

一如前述，「納妾」之風所以淵遠流長，與父系社會男性承嗣的傳統至

為密切。當髮妻無子，為不使嗣系中斷，買取一妾以生子，是常見的變通之

道。儘管領養、過繼等方式亦能彌補「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缺憾，但仍

有理由相信有錢有勢的上層家庭將納妾置於優先，畢竟庶出之子還是自己的

「親生」子嗣，在血緣上仍強過過繼子（Hsieh, 2008: 264）。

上述諸種「變例」婚俗自是以明媒正娶、從妻居的正規婚姻為參照對象，

實際亦非日治台灣所特有。所謂招夫、贅婿、童養、納妾等等相關記載，在

傳統中國的文獻紀錄中，不勝枚舉（司法行政部，1969b；前南京國民政府

司法行政部編，2000；施沛生編，2002）。相關風俗在台灣與中國又有哪些

不同，哪些是獨有或延伸、變異，目前仍不易定論。可以確定的是，諸如此

類的風俗在兩地均有類似脈絡，多少皆與貧窮、嗣續脫離不了關係。但大同

之中，容或有小異。

以童養習俗為例，「媳婦仔╱小婚」的分佈雖廣，但嚴格說來仍多集中

在中國南部沿海的閩、客、吳語等地（Wolf, 1989: 246–247, 255; 黃啟瑞，

1990: 40）。若就動機而言，中國大陸的童養習俗起因於規避大婚所需的聘

金。這點在台灣並不完全適用，台灣的小婚在地主與佃農之間同樣普遍。進

一步言，台灣的小婚還是女性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她們藉著收養媳婦仔來

確保她們與兒子之間的感情紐帶，使兒子不致於在婚後被「枕邊妖精」所迷

惑，因為「自己養的女孩子會聽你的話，而且永遠不會在你背後搬弄是非給

你的兒子聽」（莊英章、武雅士，1994: 103）。在招贅的場合，台灣的贅婿可

以不必冠岳家姓，而是將其所生的部分子女從岳父姓氏，繼承岳家的祭祀與

家財。等到契約期滿後，他便得以攜妻、子離開岳家，自立門戶。易言之，

台灣贅婿的從妻居，是一種可以改變的過渡狀態（小熊誠，1987: 62–63）。

最後，就妾婚而言，妾的身分在日治台灣雖不甚名譽，但似乎更近於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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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官擇日完娶過門為妾。保此女係有章同妻陳氏親生之長女，並

無別收他人聘禮及拐騙來歷不明等情；如有此事，有章一力出首抵

擋，不干買主之事。自過門之後，生子傳孫，繼繼承承，是有章所

厚望也。一賣千休，萬藤永斷，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即立賣身妾

字壹紙，付買主收執，為後日之炤。

即日有章同媒親收過字內洋銀貳佰大元正足訖，炤。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  日 代筆人　蔡文炳

 為媒並保證人　康阿秀

 場見人 親母　陳氏10

 立賣身妾字人 親父　林有章

上述契約不僅清楚載明所賣之身價，11更述及該筆款項是身為立契人的親父

眼同媒妁親手收訖。其後又說：「一賣千休，萬藤永斷」，顯見此筆交易處於

一種「賣斷」的狀態。這意味著「用錢買斷」王蓮與生家的一切關係，自此

她與親父、母間不再有所牽連，親生父母對她也已失去任何權利。這與文獻

所載不謀而合。正如過去台灣社會中的螟蛉子、媳婦仔、㜁媒𡢃𡢃𡢃𡢃（女婢）等

交易情況，只要是「買斷」的場合，被賣之人與生家親族間的關係，在理論

上便全然斷絕。但若是經由「娶入」途徑所構成的妾，則身為妾的女人仍可

存續她與生家及生家親族間的關係（鈴木清一郎，1989: 167；畠中市藏，

1934: 72）。

其次，女性「許嫁」曰「字」。12上述契約論述中，「『字』於人為妾」、

10   傳統社會中女性固然有從夫之義務，需以丈夫的意見為意見。但身為母親的女人，即使她
的家庭地位是「妾」，她對自己親生子女的婚姻或收養養子仍得以行使「同意權」。一個沒

有生母同意的買賣契約是無效的，此所以賣斷子女的契字必須以生母為知見人（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編著，1993: 611）。這或許是因為「人身」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特別是親生子
女的買賣在本質上即與人倫、禮法背道而馳。契字上必須親生父、母的同意兼具，目的即

在確保交易能順利成功，以避免事後引起糾紛（阿風，2006: 115–116；2009: 151–152）。
11   女性在人口交易市場上的身價隨著地域、階級、年齡、姿色以及她的貞節而有別，甚至在
不同的交易情況下，身價也各異（仁井田陞，1974: 94–97；Gronewold, 1982: 47–50）。

12  女子許嫁笄而字，故「許嫁」亦曰「字」（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編，1978: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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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者 Arthur P. Wolf在北台灣的調查研究中，將符合六禮的正規婚姻稱之

為「大婚」（major marriage），而將與之相對的「媳婦仔婚」（sim-pua）稱之

為「小婚」（minor marriage）（Wolf and Huang, 1980: 70–93; Chuang and Wolf, 

1995: 781–795）。所謂「媳婦仔」，即以將來給自己兒子做妻子為前提，在女

孩幼小時候便將她領養入門。養家雖需負擔部分財物以替代聘金，但比起長

大後為兒子媒聘一門媳婦，抱養媳婦仔需索之費，仍舊便宜。除了經濟上的

理由，為家庭增添勞動人力也是考量要素。身為媳婦仔的養女在結婚之前便

可幫助家庭勞務，她們自小與養父、母生活所培養的情感，亦可避免日後婆

媳相爭的家庭困擾（莊金德，1963: 48–51；鈴木清一郎，1989: 164–166；

Wolf, 1972: 178–179; Chuang, 1991: 174–186）。然而，Wolf同時也發現小婚

所致的穩定婆媳關係是以犧牲當事男女的情感為代價的。媳婦仔自小收養的

結果，導致成婚男女間的兄妹情感遠多於男女情愫，甚至產生性嫌惡，從而

降低婚姻的穩定性（Wolf and Huang, 1980）。

在父系社會中，另一種為人所熟知的變例婚俗是從妻居婚姻（uxorilocal 

marriage），亦即台灣漢人社會中所謂「招夫」、「招婿」風俗，二者均以男方

進入女家為特色。但「招夫」、「招婿」有別，前者以寡婦留在前夫家，另招

一男為後夫；後者則以「親女」或「養女」身分，為本生家庭（或養家）招

進女婿。就目的而言，招婚或有因父母無法生育男孩，家中沒有男性子嗣，

乃藉由招夫或招婿，讓媳婦或女兒為他們傳宗接代。其次，也有期望藉此獲

取男性勞動力者。在男性子嗣幼小或多病等情況下，女家也會考慮以招婚方

式，利用女兒招進贅婿照管家務，或讓寡媳招後夫以承擔養老撫幼之責。5

最後，是本文主題的「納妾」婚俗。無論傳統中國抑或日治台灣，「妾」

的存在已有相當歷史。在上層社會，「一夫一妻多妾」的家庭、婚姻模式，

5  依日治調查所載，寡媳的「招夫」有兩種，即「招夫坐產」與「招夫養子」。「招夫養子」
多數在先夫之子幼小的情況下迎招者，蓋以招夫必須幫助養育先夫之子而名之。招夫與先

夫之子從而有繼父子的關係。「招夫坐產」係指以「治產」為目的而招迎招夫而言，此情況

下招夫與先夫之子不生繼父子關係。無論「招夫養子」或「招夫坐產」，其目的似乎均著眼

於引進招夫的勞動力以幫助「養子」或「治產」（台灣慣習研究會，1985: 63；鈴木清一郎，
1989: 167–168, 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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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清末以迄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納妾制度的相關源流與文獻紀錄，

人們如何理解、看待「妾」習俗的存在與功能。在過往文獻排比分析之外，又

藉助歷史人口學的研究取徑，以新竹地區為考察重心，擷取日治時期殖民政府

所留下的戶籍登錄資料，討論新竹地區竹北、北埔、峨眉等三地村落間的納妾

現象，探究妾婚之成因及目的、「妾」之生育與其處境、在夫家居留久暫間的

關係。

關鍵字：納妾、妾婚、歷史人口學、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

壹、前言

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婦女」雖佔有父權社會組成中的二分之一，以往

學者從不同性質的史料中發現社會制度、法律體系，乃至風俗論述裡，充滿

種種現今看來十分不平等的成規。然則，「女性」這一觀念也是由一套技術

體系、文化脈絡生產而來（白馥蘭 [Francesca Bray]，2006）。今人對於傳統

社會「男尊女卑」等評斷的背後，或多或少仍帶有意識型態上的先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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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ralism aspect of the East Asian anti-communist alleg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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